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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和国
重申一个伟大的传统
王天成
 
    一、导言                      
    二、古典共和主义         
    三、现代共和主义        
    四、共和主义与民主主义
五、共和主义与宪政主义
   六、共和主义的宗教、道德基础                
七、结语
 
 
一、导言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随着民主主义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谈论共和主义的人似乎不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和主义已被淡忘。在早已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家，谈论共和主义的人并不多，或许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什么是共和政府对于人们已是常识，并且，宪法已经保障了共和政府，研究宪政科学也就包含了研究共和。但在尚未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却不可作如是观，人们既没有共和主义的常识，更没有共和政府。鉴于共和主义在现代政制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正确认识共和与民主、自由、法治的关系的重要性，政治落后国家的启蒙工作不能不从零开始申述共和主义。不仅要有人研究民主、自由、法治、宪政，还要有人研究共和，否则启蒙将是有缺陷的。自由、共和、民主、法治、宪政不可混为一谈，必须一一正本清源。不申述共和主义，就不能给民主在现代政制中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从而不能透彻阐明通向自由之路。本文试图深入到历史的长河，初步构勒共和主义的纲领。
 
2、    古典共和主义
 
    共和思想源远流长，共和实践古已有之。古希腊的斯巴达、雅典等城邦，古罗马，还有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城市国家，都曾是著名的共和国。其中备受古代思想家称赞的，有斯巴达、罗马和威尼斯。从古希腊到英国革命，思想家眼中最理想的政体系“混合均衡政体”（mixed constitution ，balanced constitution）。在有的思想家如马基雅弗利那里，“混合均衡政体”是共和政体的代名词；斯巴达、古罗马及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被思想家们视为“混合均衡政体”的典范。所以，要把握共和主义的精髓，不能不从混合均衡政体、从混合均衡政体思想入手。
    “混合均衡政体”是社会几个基本成份共同组成政府、彼此制衡的一种政体。斯巴达有两个国王，有由28名60岁以上的贵族组成的元老院及全体成年男性参加的“公民大会”。国王主持城邦的会议和祭礼，负责对外战争；元老院是决策立法中心，并有权监督国王；“公民大会”选举官员，批准元老院提案。罗马共和国的主要政府机构有元老院、执政官和民众大会。元老院是最高决策机关；执政官是国王的替代物，行使军事、行政、司法权；民众大会选举执政官等官员，其中的平民大会后来还取得了通过与元老院决义效力相等的议案的权力。此外，还有专门的保民官，可以否决执政官侵犯平民利益的政令。但是，无论斯巴达还是罗马，都是贵族共和国，大权控制在贵族手中。罗马共和国到了后期，由于平民在与贵族的斗争中取胜，加强了民主成份比例。
    尽管斯巴达、罗马等是贵族共和国，它们毕竟有正式的制度措施试图平衡各方面利益，因而比君主制、寡头制更合乎正义。古代社会的突出特点是等级制，所以贵族性混和均衡政体显然也适宜于当时的社会情况。此外贵族比较珍惜荣誉、讲究德行；贵族有充分的闲暇和条件投身钻研公共事务，更容易在管理上表现出高度的智慧水准。就管理的智慧水准而言，正如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所说，“历史上凡是在管理事务中以持续的智力和魄力著称的政府一般都是贵族制”，而“通过许多世代显示出高度统治才能，并按照确定的政策原则行动的贵族政体，只有罗马和威尼斯的贵族政体。”（1）斯巴达、罗马等著名的贵族共和国在保持政治稳定上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无疑与上述因素有直接关系。其中斯巴达共和国延续了800年之久，罗马共和国近500年，威尼斯共和国在同时代的小共和国昙花一现后仍如日中天。它们的实践为古典作家探索政府形式提供了开眼界的材料，刺激了思想灵感的产生，对西方政治学说、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i]从柏拉图开始经由亚里斯多德、波利比阿、西塞罗、马基雅弗利、托马斯·阿奎那、韦尔杰里奥等人,推崇混合均衡政体一直是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不息的主流。柏拉图在晚年从哲学王政府的尽情冥想中回到现实中来,认为切实可行的最好政体是将君主制的智慧和民主制的自由结合起来的政体。（2）亚里斯多德主张将民主制与寡头制结合起来。他说这样构成的国家强烈倾向于民主制时就叫自由国家，强烈倾向于寡头制时则是贵族政体。两者中贵族制更好，因为美德、财富和自由都得到了代表。（3）波利比阿研究历史发现，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每一个都会走向败坏导致动荡，陷入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循环之中。他认为“最好”“最稳定”的政体，是这三种成份适度结起来的政体。（4）西塞罗沿袭了波利比阿三种政体相互循环的思想，这样称赞混合均衡政体：它融汇了“君主对臣民的父爱、贵族议政的智慧和人民对自由的渴望”。（5）
 从斯巴达、古罗马等共和国的实践，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作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初步认识混合均衡政体的可贵。但要充分揭示共和的理念与精神，尚有待我们向更深处发掘。首先不妨探讨一下“共和国”的词源意义。“共和国”一词的英文是“Republic”，它来源于拉丁语“res publica”，“ res publica”的字面含义是“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产业”。英语国家经常用以指称“共和国”的又一个词是“commonwealth”，其字面含义是“共同的财富”。此外，英文“republic”，除指“共和国” 、“共和政体”外，还指“任何其成员享有平等权利的团体”。十分明显，这一含义当是晚近才引申出来的。古代混和国家建立在社会等级的基础之上，只承认各阶级都有参与政府的权利，没有各个个体一律平等的观念。不过，在以阶级为单位参与政府同个人平等参与政府之间，难道没有任何传承关系吗？当我们心旷神怡地面对江中清澈的流水时，难道不会对其源头发出由衷的赞叹吗？

[ii]古典共和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公民美德”、“公共利益”。亚里斯多德在其光照古今的《政治学》中就曾辟专章讨论了一个好公民是否需要有不同于一个好人的特殊品德，政府官员是否需要有不同于普通公民的特殊品德。关于什么是公民美德，思想家们并没有统一不变的界定。大致说来，公民美德可以定义为关心公众意愿和公共目标。(6)在思想家们列举的各种公民美德中，他们强调最多的是克制私利服从公益。美国政治学家卡斯.R.森斯坦写道：“对于共和主义者来说，政治的任务首先是审议......他们认为人民通过讨论能够以他们作为公民的身份避开私利并从事于谋求公益。”古典共和思想家不厌其烦地提倡克已奉公的美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他们面对的一个惨痛的教训是，许多共和国在无休止的派系纷争中走向内乱、衰微和灭亡。(7)
 不妨先在早期共和实践与理论的基础之上对共和所蕴含的理念与精神先做一初步概括。我认为共和的基本观念和精神是共治、共有、共享，是和平、温和、平衡。共治、共享即社会各成员、各集团、各阶级都享有参与政府的权利，平衡彼此的利益，共享政府的保护与服务；共有，即国家不得成为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私产，不得成为任何个人、集团、阶级压迫其他个人、集团、阶级的工具；和平、温和即各个成员、集团、阶级放弃暴力和强权，依照正义的程序与秩序，通过商议、妥协、制约解决彼此的利益和趣味冲突。共有是共治、共享的逻辑前提，但共治是共有、共享的政治前提。现实地看，没有共治便不会有共有、共享。没有共治，也不可能有持久或可欲的和平。
 虽然古典共和国的实践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共和的基本观念和精神进行上述概括。正是这些基本观念和精神，使一些今天看来并不理想的古代共和国，在众多专制国家的衬托下焕发着夺目的光芒；使共和不仅属于古代，更属于现代和将来，随着人们的觉醒而获得了日益强大的生命力。以人权为原则实行法治的现代民主共和国，更好地体现了这些观念和精神，因而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和现代。这些观念和精神弥久而愈新，可以成为人类永恒的政治原则。
 
三、现代共和主义
 
    现代共和制度系由混合均衡制演化出来。现代共和国与古典共和国区别开来的一个基本标志是混和均衡政制转化为与分权均衡政制。英国是披着君主制外衣的第一个现代共和国，最先完成混合均衡政体向分权均衡政体的转变。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时期，源远流长的混合均衡学说与后起的分权学说进行了激烈的交锋。（8）分权政体渊源于混合政体，但与混合政体有着原则的不同。混合均衡政体以阶级的划分和参与为基础，而分权政体则以政府职能的划分为基础。前者必然要求代表某个阶级的政府部门参与政府的一切职能，后者则强烈主张将各个政府部门限制在其适当的职能范围内。两种学说的交锋结果是分权均衡政体的诞生。混合均衡政体的“混合”因素遭到淘汰，“均衡”因素延续下来；分权学说占了上峰，但最后胜利的并不是纯粹的分权学说。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被分配给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执掌，但政府部门之间又有一定程度的权力混合，以实现彼此的制衡，防止其中任何一个部门篡夺其他部门的权力，建立专制独裁政体。
 
[iii]在分权制衡政制取代混合均衡政制的过程中，共和主义经历了一次近乎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是共和主义内部推陈出新的过程，后起的分权均衡政制以更早的混合均衡政制为起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分权制衡学说与混合均衡政体学说没有关系，这种观点于史实不符。（9）混合均衡政体至少在两个方面包含了分权均衡政体特别重要的因素：一是机构的分离，这对于分权是至关重要的；（10）二是各部门相互制约，实现均态 。此外，非常重要的是，古典共和国极大地促进了“依法而治”思想的形成，“依法而治”的思想帮助共和主义者逐渐确定起了“立法权”、“执行权”的概念，（11）进而考虑根据法制政府的职能和机构分立的实践革新共和的政权体系。英国在十七世纪基本上否定了混合均衡政体的混合因素，继承其均衡因素，将议会、政府限制在其适当的职能范围之内，十八世纪初又在立法、行政部门之外承认独立的司法部门，最终完成了混合均衡政体向分权均衡政体的转换。
 英伦三岛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发生的事情，后来证明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1688年，即“光荣革命”的同年，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在本国经验的基础上发表了《政府论》下卷，第一次比较系统、权威地阐述了分权学说，不过，洛克只阐述了立法权与执行权分离的原则，并没有提到司法权独立（洛克写作时司法独立还没有完成）。十八世纪的法国杰出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根据自己对英国经验的理解，以睿智、优雅的语言在《论法的精神》中完整、精辟地阐明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学说。1787年美国的制宪者们运用孟德斯鸠的学说。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典的方式出色地构建了一个分权均衡政体，并在争取宪法批准的过程中进一步经典性地阐明了分权均衡政体的学说。美国有力地鼓舞了其他国家推行分权均衡政体的热情和信心，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风范。
 然而，在分权均衡政制对混合均衡政制的取代中，混合均衡政制的混合因素，是否完全销声匿迹了呢？不，事情不是这样。我们仍然可以在现代共和国中依稀看到混合均衡政体的影子，尽管建立在传统等级社会之上的混合国家已一去不复返。指出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带着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待今天的共和国，有助于我们更透彻地理解现代共和国。美国的总统类似于昔日的君主（王权），民众参选和众议院是民主因素，（12）参议院和法院则明显有贵族精神。至于英国，由于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共和国，对传统有着更直接紧密的承继关系，混合均衡政体的形迹尤其显著：她今天仍有君主，有贵族院。(13)
 在大致勾勒了共和政体怎样从混合均衡制脱胎转化为分权均衡制后，还需要疏理现代共和国其它一些重要发展以阐明其来龙去脉。
 现代共和主义相对于古典共和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以自由主义基本人权为政制的最高原则和根本目标。分权制衡学说便是在这一原则的驱使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发展崛起的。古典共和主义者也不断地谈论自由，但他们笔下的自由是个人联合成集体参与公共生活的自由，以及城邦不受外族统治的自治，而不是与集体存在紧张关系的个人自由，其时没有关于个人自由的明确观念。古典共和主义者认为好政府的目标是公共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无疑永远是一个富于价值的提法，但“公共利益”始终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由于缺乏足够明确的判断、操作标准而无休止地被统治者滥用于抹杀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自由主义、人权学说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崛起，开创了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新时代。十七、十八世纪的许多杰出思想家用自然法思想热情地申张个人自由和权利，深入追问国家的起源与目的，明确提出人们组织政府、结成政治社会的目的是保障自己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由及权利，并从此目的出发讨论、设计政府的形式，为防止统治者援引公共利益践踏人的尊严、背离公共利益做出了迄今仍无人
[iv]超越的贡献。
 现代共和国相对于古典共和国的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普遍颁布宪法典颇为精细地规定政府形式，在宪法典中含载一个“人权法案”宣布一系列基本人权，并由独立的司法机构监督政府遵守人权法案。人权法案所列举的基本人权给政府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为判断操作公共利益提供了基本准则。人们常说的“限权政府”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政府受宪法宣布的基本人权的限制。宪法禁止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侵犯、践踏这些基本人权。实际上，基本人权本身应该被理解、被尊奉为公共利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基本人权、自由的保障对于每个人的幸福与发展、善良道德风尚的维持、民族素质的提高、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基本自由和人权是宪法秩序的精髓，一个政府如不尊重基本
[v]人权，人们就有理由怀疑它是否在谋求公共利益。要保证政府尊重基本人权，最深厚的力量来自人民对政府的控制，但同时还必须有辅助性的防备措施，(14) 那就是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牵制。
 现代共和政体相对于古典共和政体的又一个重大的发展，就是普遍采用代议制，摈弃了民众大会制，并因此得以从过去只能适用于小国，转而可适用于幅员辽阔的大国。代议机构并不是现代的发明，它的起源与古代共和国同样古老。斯巴达有元老院，雅典有五百人议事会，古罗马有元老院---议员由监察官任命。只是斯巴达、雅典、罗马均有民众大会，雅典的民众大会并且是最高权力机关。现代共和国摈弃民众大会，一律实行代议制，至少有三个基本优点：一是由选举产生的精英议政，提高了政府的智慧水平；二是有利于控制激烈党争和民众盲目情绪的影响，促进国家的正义与稳定；三是国家无论大小均可采用共和制，幅员广大不再成其为障碍，而且，正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所说，大国更适宜于实行共和制。大国更适宜于实行共和制是因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包罗更多的党派，更多利益集团，相互牵制抵消，不易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可以压迫他人的多数集团，也不易分裂成不共戴天的两个敌对集团，不会象古代的许多小共和国那样，陷入频繁的党派纷争、内乱动荡之中。(15)
 现代共和政体诞生之后，从十九世纪中叶左右至二十世纪初发生了另一个革命性变化，那就是从非传统的贵族共和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法国学者巴盖尔在1840年发表的〈〈政治学辞典〉〉中写道：民主是一个现代的事实，因为那些古代共和国不是民主国家，在那里没有实现政治和公民平等；在理论上，民主遵循的是人民主权原则，在政体上，它与共和制认同。(16) 实际上，不仅古代共和国不是民主国家，现代共和国在诞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是民主国家，而是贵族色彩淡化了的贵族共和国。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只有少数公民拥有选举权，下院被清一色的土地贵族垄断。美国是在一块自始就没有传统贵族的土壤上建立的，但最初由于财产资格的限制，有选举权的人也是少数。将近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议会制改革、选举权的扩大，现代共和国开始从贵族色彩淡化了的贵族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转变。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将选举权扩大到工商阶层，后又经过1867年、1885年等改革，在十九世纪末基本上实现了普选权，出现了“多数人的政府” 。马克思曾说西方共和国是资产阶级事务的共同管理委员会，他写作的年代正是贵族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过渡、民主尚未到来的年代。
 现代共和国还有一个十分重大的变化与发展，就是出现了有序的政党竞争制和活跃的种种利益集团。现代共和主义中涌入了多元主义的潮流，但古典共和主义高度珍惜的公益原则仍然富有生命力。现代共和主义者比古典共和主义者更现实，更有人情味，不象后者那样只强调公共利益而忽略私人利益。古代小共和国内私欲横流的党派纷争，曾使早期一些现代共和主义者非常担忧会重演过去的悲剧。古代共和国内的党派是私人帮派，现代共和国的政党政治尽管也有令人憎恶的肮脏丑陋，但与古代共和国内的党争有着显著不同。英国思想家柏克曾说现代政党“是人们联合的团体，根据他们一致同意的某些特定原则，以其共同的努力增进国家的利益。”(17) 现代共和国的政党在成熟以后，作为向政府传达民意的媒介和组织民众在法律轨道上参政的工具，对社会的勃勃生机及国家的和平、稳定，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除了政党以外，现代共和国还有许多利益集团。当然，政党就其有自身利益而言，也是利益集团的一种。在利益集团多种多样、异常活跃的现代共和国，防止无原则的政治交易损害公共利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宪法及守护宪法的司法机构在回应这个问题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8) 多元主义与公益原则，因此得以并存且在较高的程度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说，从有序的政党竞争和种种利益集团活动，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混合均衡国家。
 
四、共和主义与民主主义
 
    熟悉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卓越的古代思想家普遍对民主持激烈的批判和不信任态度。苏格拉底、柏拉图谴责民主政府智能低下。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政府是最高权力掌握在多数人即穷人手中的政体，是三种极端恶劣的政体之一。然而十九世纪中叶后民主主义却开始大行其道。民主不仅日益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而且含义也逐渐趋于惊人的泛化。在当代民主成了“一种宗教、一种政府形式、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方式”。（19）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无论是否民主，都自称民主政府，用“民主”一词为其合法性辩护。许许多多的人包括研究政治学、法律学的学者，将现代政府制度的人权、法治、分权制衡等美好原则，都归入“民主”的门下，民主成了现代政府制度的同义词，成了一个似乎可以容纳百川的东西。民主的声浪使人们忘记了共和，“共和国”这个词到处都有人运用，却很少有人去思考、追问究竟什么是“共和”了。难道共和与民主真是一回事，可以只谈民主不谈共和了？难道古代思想家对民主的批判，真的是旧时代的声音，完全过时了？难道民主真的可以包纳那样多的内容，真的可以只从民主的角度理解现代政府制度？我写这篇文章，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站在源远流长的共和传统上，给民主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追随古今许多思想家、学者的智慧，重申民主之需要警惕的一些倾向；阐明确切意义上的民主不仅不能包括现代共和国的其他重要原则，而且有着与它们深刻冲突的一面。
    前面说过，西方政治哲学长期的主流是混合均衡政体，混合均衡政体思想在现代则推陈出新分权均衡政体学说。混合均衡政体是为了避免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三者的弊端而产生的一种政制方案，它本身就包含着相当程度的不信任、约束限制民主的意蕴。在混合均衡政体中，民主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它表现为民众组成公民大会、选举政府官员。而且，民主因素在实行混合均衡政体的古代共和国中扮演的只是配角，因为最高政府机关不是民众大会，而是贵族的议事会（元老院）。当混合均衡政体在现代转换为分权均衡政体后，民众大会在政府体制中消失了，民主因素首先表现为人民选举官员和代表，其次可以说表现为民选议会行使立法权。但现代共和国最初只能说有民主的因素，并不能说是民主共和国。民主要求实现普选权，以确立民众的权威。当现代共和国实行了普选、广大民众因而对政府有足够的统制力的时候，民主共和国诞生了。那是人类历史划时代的事件。但那只是共和制中的民主因素逐步扩张，最终上升为主导因素的过程；民主仍是共和制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共和制的全部。
    倘若民主因素超出其应有的定位成为共和制的全部，或者比共和制更多，民主就会蜕变为一种专制，共和制将不复存在。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法治宪治等现代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民主不仅不能解释、囊括，而且与它们有着紧张冲突的一面，经常发出取消它们的呼声。民主主义者可以质问：议会是人民的代表机关，总统有什么权力否决它通过的法律，内阁有什么权力解散议会？现代共和国的宪法为了保障法官独立审判，规定法官不由人民或议会选举产生，但民主主义者不止一次，要求由人民或议会选举甚至定期改选法官。最激烈的争议发生在现代共和国一项重要的制衡、法治措施-----违宪审查。经常有人站在民主的立场抨击法院依据宪法推翻、废止议会法律，指责法院行使这一权力不符合多数决定和议会至上的原则。（20）这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忘了，民主并不是至神至圣不可反抗的，必须有某种抗衡措施，将民主置于道德和宪法的控制之下。人民会犯错误，代表会犯错误。当然法官总统也会犯错误。但用权力牵制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可以减少错误。倘若议会的意志就是一切，议会便有可能成为践踏一切的暴君。
 
[vi]这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谈论的不是直接民主，但他们的民主精神，正无异于古代作家严辞谴责的“纯粹民主”。亚里斯多德说，有一种民主，“进行统治的是人民，而不是法律；因为一切都由多数投票决定，而不是由法律决定……人民拥有国王的权力进行统治；他们至高无上,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集体。”（21）“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22）大多数人的意志真的就是正义，人数一多难道就不会犯错误吗？这些话难道不是同样可以适用于间接的“纯粹民主”，适用于不受其他部门节制的议会吗？（23）在一个以代议机构取代了民众大会的现代国家，如果无休止地主张人民的意志，不给政府必要的独立性判断、维护公共利益，难道这些话没有可能继续应验，难道正义不会只是多数人的意志吗？难道古代作家笔下那些极尽奉承讨好人民之能事，利用民众之盲从短视施展个人野心的煽动家,不会再度纷至沓来，利用貌似正义的言辞践踏正义本身吗？
政府。
    
[vii]
 正义是普遍的原则，是正确理性的命令。它之不一定在多数一边，正如其不一定在少数一边，不能简单地以人数多寡来论断。许多论者指出，民主社会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危险就是，多数压迫少数。所以，一个坚持“共和”原则的民主共和国，必须包含某种反民主、牵制民主的平衡措施，为少数基于正义抗衡多数提供程序性、机制性安排。（24）在古代雅典等实行民众大会制的大众共和国，人民就是最高政府机关，所以，多数专制只有一种含义，那就是人民中的多数专制。在以代议机构取代民众大会的现代共和国，人民与政府分离了，多数专制似乎获得了双重含义：议会中的多数专制和人民中的多数专制。但人民中的多数往往需要利用议会将其意志上升为法律，所以两种专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简化为一个，即议会中的多数专制。任何社会都存在多数阶级，防止议会进行违背道义的阶级立法，始终是民主共和国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在谈论议会多数专制时，眼光不能只停留在阶级上，还要看到比阶级更小的众多利益集团带来的复杂情况。这些利益集团每一个都不是人民中的多数，但可以通过院外活动利用议会中的多数，颁布有损其他利益集团的立法，出现一个少数压迫别的少数的情况。
 古希腊留下了两个影响深远的传统：斯巴达和雅典。雅典城邦可能是古代组织得最好的民主政体，但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还是长期声名不佳。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将共和政体定义为代议制政体，而将由民众大会行使最高治理权的雅典等古代小国称为民主国家。思想史家们注意到麦迪逊这一划分是意味深长的，尽管学者们从此以后并没有如此严格地使用“共和”一词。作为现代共和主义巨灵的麦迪逊，他对民主的看法显然与古典思想家一脉相承。本文没有将雅典排除在共和国之外，原因仅仅在于不少人都这样宽泛。随意地使用“共和”一词。实际上我赞赏严格、确切地界说“共和”与“民主”。“共和”与“民主”必然是有其某种原则上的区别的，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同时需要两个术语。长期以来政治学、宪法学关于两者究竟有什么差异的探讨很不够，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憾。我认为，只从是否实行代议制的角度出发还不足以充分地揭示共和与民主的差异，因为代议制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纯粹民主”分道扬镳。还必须与“混合均衡”、“分权制衡”联系起来，才能更深刻准确地把握“共和”与“民主”各自的精神。共和主义不仅是对君主制、寡头制的批判，也是对民主制的批判。严格地从其精神上说，它与一切集权、专制、极端政体，无论是单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都格格不入。
 有必要进一步判别共和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重要异同，以比较全面系统地揭示共和主义的纲领。
 两者除了前述冲突外，还有一个重要冲突，就是贵族或精英精神与平民或庸民精神的冲突。雅典民主政体遭到古代思想家强烈抨击的方面之一，就是公民抽签担任政府职位。全体男性公民“轮流坐桩”，不考虑胜任公职所需要的德性和才智。主流或严格意义上的共和政体在历史上长期是贵族政体，表现出更高的管理智慧。斯巴达、罗马都有民众大会，但它们相对于贵族议事会只是配角。在现代共和国传统贵族终于灭亡，但贵族精神并没有一同死去，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续下来。终身任职的法官与传统贵族显然十分相似。现代共和国的竞选制度就是贵族性的。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曼尼指出：民主制的挑官方法应是抽签而不是竞争性的选举，竞选的本质在于选出“出众”的人；当选的代表有任期保证，相对于选民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也类似于过去的贵族；所以代表就是现代的“贵族”、“选举的贵族”或者说“民主的贵族” [许多西方语言“选举”（election）和“精英”（elite）具有相同的词根。]（25）
 所以，现代共和国的代议制不能仅从民主的角度理解，它具有“贵族”和“民主”的双重属性。它是贵族制接受了民主制改造，两者融汇出新的产物；传统的贵族转换为现代的精英，民主则体现在“由普通选民来定义何为精英，何者属于精英。”（26）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混合了贵族精神和平民精神的政体，既优于贵族政体也优于民主政体。然而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能接受贵族精神，反对精英治理国家（27）。某些并不民主的国家一度盛行越贫穷越有资格领导国家，也与这种激进的民主情绪有直接关系。贵族、精英精神与平民庸民精神的冲突，并不只属于古代史，在现代仍余波未尽，有时甚至波澜骤兴。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似乎没有意识到精英治理应该成为一条铁律，这与笛子要给予最会吹笛子的人，是相同的道理。一种好的政府制度应有择优、汰劣机制，为精英人物奉献才智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明智的选择是让精英治理，但精英人物由民众定义，受民众和宪法的牵制。不明智的做法是贤愚不肖轮流坐庄，彻底民主化。只要民主是治理不好国家的，要治理好国家就不能只要民主。
 
[viii]在民主主义与共和主义的裂痕中，也可以看到许多现代作家热衷谈论的平等与自由深刻冲突的端倪。如果站在民主与共和的背景之下，可以更清楚全面地看到平等与自由是怎样发生冲突的。总体上看，民主极其热衷于平等，共和则特别崇尚平衡。两者在这方面的区别，可能会导致对自由的不同态度。平衡不同于平等。平衡以承认差异为前提，而平等经常孕育着拉平差异的要求。差异与自由并非一回事，但没有差异便不可能有自由。不受节制的、表现为特权等级的差异，意味着少数人取消多数人的自由。在封建等级已一去不复返的情况下，对自由的一个严重威胁来自为了实现平等而铲除差异的渴望。近代以来的许多缩小、消除差异的要求，都是在实现更高程度民主的口号下提出的。罗伯斯比尔和马克思就是两个非常著名的代表。能言善辩的罗伯斯比尔断言：政治不平等的起源在于经济不平等，因此革命的法律应该力求缩小这种经济不平等。他认为不平等的起源不在于自然界，而在于私有制；民主具有政治价值，但更应该具有社会价值。（28）但罗伯斯比尔终究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离恣情遐想的颠峰还有一步之遥：依然相信财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没有要求废弃私有制。
古代国家的混合均衡共和制，虽然本质上是贵族政体，但由于承认下层阶级参与政府的权利，毕竟比寡头制、君主制在政治上平等。现代共和制明确坚持政治平等的原则，不是将自已建立在社会等级之上，而是以公民个人平等参与作为其合法性的基础。但总体上说，共和主义较民主主义更保守、更稳健、更温和，从古代到现代到今天均可如是观之。共和的平等仅限于政治、法律权利上的平等。而“民主”一词自在现代流行以来，含义变得非常广泛，其平等要求一直有超出政治领域的趋势。回顾历史，民主的实践始于为下层阶级的呼吁，始自平民为捍卫自身利益的抗争之中。思想家们在论述民主政体时，总是将平等作为其根本原则，作为其产生和存续的前提条件。亚里斯多德说：“民主是掌握在没有高贵出身，境况贫困和从事机械劳动的人手中的政府”。（29）孟德斯鸠说：“爱民主政治就是爱平等，爱民主政治也就是爱俭朴。”（30）孟德斯鸠紧接着便谈到了古代国家均分土地、以继承法节制财产聚集等维护平等和俭朴风尚的做法。或许有人会说，这些做法体现的是古人粗糙的平等观念，今天人们的平等观念境界已提高了。不！本世纪某些国家貌似平等、实属普遍剥夺的实践，难道不是这种思想更极端的一种表现形式吗？这些国家没有民主可言，但它们所推行的政策，其思想直接来源于某些有民主的国家。有鉴于此，让我们重温孟德斯鸠睿智深刻的论断：“民主政治原则腐化的时候，人们不但丧失平等的精神，而且产生极端平等的精神”，“极端平等的精神使一个民主国走向一人独裁的专制主义。”（31）
 
[ix]上面对共和主义与民主主义在精神气质上的重要出入一一进行了阐发，在重申共和主义的同时，着重对民主主义进行了批判。没有疑问，这样做不是为了完全抹杀民主主义，而是为了阐明应以比民主更复杂的原则组织政府；不是为了彻底否定民主主义，而是为了给民主在现代政府制度中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我们要反对的是纯粹民主的精神，而不是有节制、温和的民主精神。民主是共和的组成要素之一，没有民主便没有共和。民主共和国取代贵族共和国是人类政治史上一个伟大进步，这一点不存在置疑的丝毫余地。民主固然必须接受共和的批判与节制，但共和传统中的贵族特质也必须接受民主的洗礼与再造。分权制衡这种政府机制无论多么精巧发达，它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自己出色运转。如果没有民众推动，如果不以民主为基础，不能设想它怎样长期维持下去，也不能设想它不会沦为压迫者的罪恶工具。
 正确的结论是：不能没有民主，但民主必须受限制；共和中有民主，但共和中的民主是受节制的民主；民主而不是其他因素，应该在共和中成为主导因素；只有民主共和国，才是最符合共和精神的共和国。
 
五、共和主义与宪政主义
 
    我们处在一个话语分裂、混乱的时代，此种情况又以政治领域最为严重。尤其是一些国家的政客及混浊的文人肆意滥用共和、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等体现着人类基本而崇高的政治追求的词语，粗暴压制人们去追问这些概念的本来涵义，给人们的思想和学术研究造成了无与伦比的困惑和迷乱。好在这些概念最初的形成有自身的历史传统可供追溯，有来自于传统的现实可资印证，因而只要运用我们正常的理智、拿出独立探索的勇气，我们并不缺乏条件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可能是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可能成为全人类永久的遗产。”（32）这一永久的遗产精神何在？共和主义在其中占有什么地位呢？
 正如一些国家有共和之名无共和之实，它们也只有宪法之名无宪法之实。它们的宪法与政治学传统上所说的性质不同，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些国家的“宪法”也构造国家，规定政治秩序，但传统本来意义的宪法，内涵并不如此平凡。它在政府制度上有自身的要求，在作用上与一些国家的“宪法”根本不同。其基本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它是一种现代文明、晚近才成形的传统。“随着绝对主义时代的衰落，人们开始寻找一个词，以表示用以控制国家权力之运作的种种技术......结果这个词就是“宪法”。（33）这是十八世纪的事。英文Constitution 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onstitutio ，但拉丁语“constitutio”的含义与现代人们所理解的宪法恰好相反。constitutio是指法规。公元六世纪后，该词的复数形式constitutios指君主颁布的法规汇编；以后教会又用该词表示宗教法。（34）这种意义的constitution，既不在宪政传统的源头，也不是某些极权国家所说的“宪法”。只是到了美国革命时期，constitution一词才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有着珍贵特殊意蕴的概念。

[x]   美国人组织州和联邦政府时第一次在保障主义的意义上使用了“宪法”一词，宪法从此获得了自身的坚实基础和专门的含义。但宪政主义的源头并不在美国，美国人承绍的是在英国逐渐成长起来的限权政府传统。这一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harter）。法国人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学习，在1789年《人权宣言》中给宪法下了一个经典性定义：凡分权不确定、权利无保障的社会即无宪法。人们就这样重新构思了constitution这个词，“并接纳它，钟爱它，这不是因为它意味着‘政治秩序’而是因为它意味的更多，因为它意味着“政治自由’”。 “宪法”就这样从名词变成了概念，它因此“绝不是天生就是一个脸朝两面的概念，”（35）其对立面是极权主义、绝对主义。在整个十九世纪，在一些极权国家盗用“宪法”之名前，宪法的含义一直清楚明了，没有争议。
 Constitution在历史上不过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词 ，没有任何价值性、规范性取向。也就是说，宪法的概念并不是人们在对constitution一词进行了深入思考后产生的，而是人们从原本不属于constitution的价值重新构思了constitution。那么到现代才出现的宪法概念，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取得其精神资源的呢？换言之，宪政或者说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来源于什么思想、由哪些思想构造而成？这个问题涉及的一个方面就是共和与宪政的关系。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并不困难，然而如果不回答，就不能真正理解宪政。宪政主义是四种思潮的融汇：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法治主义。共和主义确定政府形式，民主主义解决主权的归属及政府的民意合法性，自由主义指明政府的目的，要求划分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的界限，法治主义主张法律体现人的尊严和自由，并以这样的法律限制政府。进入现代以前，人们并没有在“宪法”这一语词下思考政府形式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只是到了现代，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法治主义的滔滔江河才融汇成了宪政主义的蔚蓝海洋。这就是宪政的由来。
 然则，宪法并不是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法治主义这四者消极简单的载体，重新构思constitution、颁行宪法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划时代事件。共和主义与民主主义，共和主义、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法治主义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宪法的创造性也就在于将它们融为一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四种主义共同构造了宪政的大厦，使它们在相互激荡中融为一体并非易事，然而却缺一不可不能不使之融汇起来。假如从宪法中抽掉共和主义，得到的将是纯粹民主政体，自由、法治（包括宪法）将陷入危险之境。但共和主义也需要民主主义的批判。没有民主主义，将出现寡头的专横。共和主义、民主主义都需要自由主义、法治主义的批判。共和政体要求由代议机构审议决定政策并实行分权制衡，无论议会还是总统、法官，都需要基于自由主义、法治主义的批判。没有自由主义，共和、民主便迷失了目的，我们将返回古代没有个人权利观念的共和，国家虽然也可能有法律但法治无从谈起。最后，如果抽掉了法治，自由主义便没有必要的表现形式，而限于书斋一相情愿的呼吁，政府的行为既无限界又不可预期。
    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宪法应运而生的唯一原因是为了缔造自由的共和政府。宪法是践行自由主义的基本工具，其精髓就在于将共和政府与源于自由的法治结合起来。宪法是法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制定宪法就是迈向法治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当人们设想将共和政府与法治结合起来，以保障个人自由的时候，便感到需要一个从来不曾有过的政治法，这就是宪法。在立宪过程中，需要拟定两个法案，一个法案规定共和政府形式，另一个列举基本人权。宪法只以共和政府为政制方案，是因为共和政府是以自由为目的并且是唯一最有可能实行法治、尊重自由的政府形式。（36）现代国家根据分权制衡学说和历史经验制定宪法典时，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共和政府的形式和设施。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就是司法审查制度。这一制度的理论根据除了分权制衡学说还有宪法是最高法律的观念，如果不在宪法的概念下思考，便不可能有这一制度。因而它是宪法对共和制度的贡献，又可以说是宪政特有的制度，是对共和民主制度的批判。

[xi]   再说公民美德与宪法的关系。共和主义历来认为，政治的任务首先是审议，决策要符合价值标准。它相信、它寄希望于人民或其代表通过讨论能够出自公民美德避开私利谋求公益。所以，面对政治腐败、狭隘党争，共和主义在历史上总是不断呼吁公民美德，热望培植公民美德。共和主义到现代并没有丧失对人心的光明面的希望，但它同时直面人心的幽黯面，放弃了依靠美德教育解决政治腐败的办法。所以，它一方面主张代议制、鼓励公民参政，认为这是良好治理根本的条件，另一方面致力于权力制约机制，以防止代表、选民、官员滥用政府权力。宪法以共和政府作为政体方案，它当然生而具有这种精神气质。但宪政主义进一步彰显了突出了对人心的不信任。它不仅规定政府的形式，还要划定政府的权力限界，那些限界代表、官员不能自做主张逾越，也不能迫于选民的压力逾越。宪政主义包含了公民美德，但宪政主义是以法治保证公民美德。宪政主义者对公民美德无疑寄有希望，但宁愿假定代表、官员、选民随时可能丧失公民美德。时刻不忘人类心灵幽黯面，设法定制时谨慎防范，是立宪和法治的基本原则。
    平衡是共和主义的基本精神。麦迪逊说：“在一个共和国里极其重要的是，不仅要保护社会防止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保护一部分社会反对另一部分的不公。”社会的任何部分，无论多数抑或少数，都没有虐待、侵害其他部分的权利。政府在承认个人、群体之间差异的同时，应该为每个人、每个群体提供平等保护。然而，不能指望单凭共和政府实现这一道德理想，如果没有宪法共和政府就有可能背离这一理想。公民广泛参与统治的共和政体，有利于平衡各个群体的利益。但是公民广泛参与统治并不足以实现平衡。因为强势群体会滥用政治权利，弱热群体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予以抵制。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赖予独立、刚性的法律设施。只有将共和政府与宪法结合起来，建立法治的防范机制，才能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广阔前景。宪政的解决方案是以人权法案约束政府，以司法审查监护人权法案。共和主义历来以主张公共利益著称，但只有共和政府与宪法的结合才使得国家更好地成了“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产业”。
 自从文明国家纷纷颁布宪法典以来，在宪政的名义下研究、思考政府制度的学者，远比在共和主义名义下研究、思考的学者多，宪政科学担当起了研讨政府制度的重任，成为显学。代代学人基于宪法讨论现代政府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种种细节，似乎这一切原本就直接源于一个叫宪政主义的东西，没有更早的来源了。他们根据宪法的规定和实践讨论共和政体的方方面面，却不常用“共和”这一个词。或许这在先进国家已是不言而喻的东西，无需再说什么，但在需要普及政治科学基本常识的前现代化国家，还应从最低的起点出发，先追问阐明什么是共和，并因此更好地阐释说明宪政的精神。宪政确乎象蔚蓝浩瀚的海洋，可能成为全人类永久的遗产，而要准确地理解宪政，很好地分享这份永久遗产，就不能忘了奔腾入海的滔滔江河，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滔滔江河汇合一处所产生的整体效应。
 
六、共和主义的宗教、道德基础
 
    任何一种可欲而美好的制度都来源于人类的道德心灵，是人类道德秩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共和主义并不以自身为终极来源和终极根基，它还有更高的来源，更深的基础，那就是宗教道德的来源和基础。
    只要考察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就不难发现共和主义直接源于对正义的不息渴望。从所流传至今的文献看，西方政治哲学是从沉思政治正义发祥的。柏拉图“RES PUBLICA”一书通篇讨论的就是城邦的正义，构思了一个正义的城邦RES PUBLICA，中文译为“理想国”。柏拉图认为，正义系指“正当地享有自已的东西和做自己的事情”，（37）每一个人、每一阶级各守其本份---这一观念到了斯多葛自然法学说中被承袭转述为：“给予每个人他应该得的部分”。（38）在柏拉图看来，只有追求并得到智慧的真正哲人才能把握正义的超验“理念”，所以，他提出了哲学王统治的国家作为最理想的国家。但在现实世界哲学王不仅不可求似乎也不可遇，柏拉图晚年结束了浪漫的迷梦退而求其次，提出了混和均衡政体作为现实的最理想的政体。混合均衡政体从此成为代代思想家普遍热衷讨论的主题。尽管后世一些思想家在推崇混和均衡政体时，所特别强调的一个理由就是它的稳定性，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主张混合均衡政体只是为了“稳定”、“秩序”，正义始终是混合均衡政体思想的基本目标之一，而且，只要想一想就知道可欲的“稳定”、“秩序”是有赖于正义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将正义的渴望与混合均衡政体联系起来，似乎包含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要实现给予每个人、每个集团其应得的份额，有赖于个人、集团的参与。柏拉图曾将共和国与理想的开明君主制联系起来，后世也有人这样，可是人们普遍更愿意将共和制视为对君主制的否定，归根结底在于排除参与的君主制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正义。
 
[xii]不过，虽然柏拉图等早期古典共和主义者将人们得到或被给予其应得之物直接与正义联系起来，他们并没有明确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观念。作为混合均衡政体最负盛名的罗马共和国，尽管有复杂的制度化约束体系，但其宗旨不是为个人自由提供保护，而是为了使罗马强大及使公民（士兵）有效参与国家事务。(39) 对于希腊、罗马的古人来说，所谓美好生活就是参与城邦事务，他们注重的是“参与”而不是个人“拥有”。个人消融在集体之中，“平衡”系指社会各等级的平衡。从古代正义观向现代正义观的演化转换过程中，基督教起到了桥梁作用。托马斯·阿奎那等基督教理论家在超验的正义观之下，阐释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学说和混合政体学说，(40)为后人将自然法转变为自然权利，以及基于自然权利提出分权制衡学说提供了宗教资源。在阿奎那等人看来，正义源于上帝而恒久不变，有权要求支配人间的典章制度，人类透过上帝植于自身的理性，可以认识正义。阿奎那及其追随者认识到，一个正义的共同体不仅需要提供个人参与而且要提供个人自治领域，(41)这正是界分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共和主义及宪政主义的革命性因素。晚近的经典作家如格老秀斯、洛克、孟德斯鸠等自然神论者都是在基督教的超验正义观背景下写作的。光荣革命后，新英格兰的牧师是美洲移民的智识泉源，最初主要是他们在那块土地上传播了洛克等人的政治思想。(42)
 那么，这种与西方特有的基督教文化有渊源关系的政制是否具有超越西方的普世意义呢？这种直接渊源于人类道心灵，曾与人类终极关怀联系在一起的政制，是否需要宗教、道德来维持呢？当柏拉图、阿奎那等人着手阐发自己的超验正义学说时，无疑都包含了正义具有普遍性的信念，不会认为自已是在为某个特定的人类群体写作。由于人类事务的繁杂性，某种特定的宗教形态很难普世，但正义却可以超越宗教形态而普世。不同的宗教可以宣讲相同的道德。正义的普世性根源于人类理性的普遍性，根源于人类心灵光明向上的方面。得到公正的对待，保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永久渴望。首先在理论上阐明并付诸实施的西方民族是先觉先行者。其他民族是待觉待行者。待觉待行者可以被先觉先行者的存在所唤醒，因为待觉待行者内心深处潜伏着同样的渴望，只是这种渴望或者没有得到机缘清醒活跃起来，或者心欲动而口难言。待觉待行民族会抛弃错误的观念而完全清醒，正如西方正义观念的发展也经历了克服种种谬误的阶段一样。那时他们就会将自己的渴望转变为清楚而坚定的呼喊。
    每一种文化都有各具特色的终极关怀和超验信仰，承载、阐明普遍的道德。中国儒家就相信人皆有超验的善良本性、道德心灵。例如：孟子说人人生而具有良知，有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43)“天命”即上天的命令，“性”即人之善良本性。这种理论显然与基督教人皆具有上帝赋予的理性的观点有契合之处。儒学以仁为大德展开阐述道德律令，而且不注重以概念建构学术，所以它明显地没有西方那种关于正义的明晰、系统的学说。但“仁者爱人”“仁者，人也”，儒教并不缺少人道的精神。现代西方的正义学说人权理论就是普世的人道精神的体现，但其优点在于更具有可操作性。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儒学向往“公”，而“公”是西方古代和现代正义思想、共和学说包含的一个基本观念。《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曾猛烈抨击君王得天下而私，反宾为主。其次，如果检视一下中国人、中国儒教与其他民族其他宗教历来都认为应予遵守的道德戒律，我们可以更生动地体会到普遍道德心灵的存在。例如，摩西十戒中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些戒律，中国儒教、许许多多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千百年来难道有过任何怀疑吗？（这是后5戒，前5戒都是关于信仰崇拜上帝的。基督教理论家曾不断用这些戒律来阐释超验正义。）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直接源于人类道德心灵的现代政制是否特别需要宗教、道德来维持其良好运转和存在？从逻辑上说既然现代政制根源于道德心灵，它建立后无疑继续需要道德心灵的支持。就象奔流不息的江河以泉涌不断的源头为条件，暴雨随意在大地上留下的积水很快就会干涸。但在这里我们遭遇了共和主义传统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长期存在两种截然对的观点，双方分岐的焦点在于在现代政制下活动的人们是否需要特殊的公民美德。一种观点以孟德斯鸠为代表，认为如果掌权者腐败了，再好的政府制度也没有用，所以最重要的是掌权者、人民和法律的适宜精神。这种观点高度重视了公民美德，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西塞罗、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者。另一种观点以休谟为代表，认为只要政府机制健全，政府就会卓有成效，政府机制不健全，政府就会腐败堕落(44)。 这种观点认为公民美德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它产生晚、但很有影响，在当今中国也明显为许多人所赞同。确实，现代共和政体精心设计的制衡、代表制度对于整个政府体制的有效运作、对于其稳定性显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倘若因此而忘记了公民美德、道德习俗所起的重要作用，那就会简单、表层、片面地理解现代政治生活。正义、节制、宽容、平和、谨慎，尊重关心政敌的权利，谋求个人、本集团利益时注意不损害公共利益，这些优秀品质以及整个社会良好的道德习俗、优秀的自由精神，一直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是
[xiii]这种作用有时以有形的方式表现，更多的时候似乎无形，容易被人忘记。
 现代立宪共和政体，以一切掌权者都有可能滥用权力为一个基本假定，拒绝了传统共和主义培育出公民美德保障政府良性运作的解决方案。但我们在注意到这一点的同时不能忘记，人们之所以选择代议制：选举制度须以这样一个信心为基础：选举更有可能将德才兼备的精英人物推上政府职位。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我坚持这个伟大的共和原则，即人民将有美德和智慧选择有德行和明智的人。我们之间没有美德吗？如果没有，我们就处于一种可悲的境地。任何理论上的修正，任何政府形式都不能使我们获得稳定。”(45)整个社会道德心灵的觉醒与彰显程度，以及统治者是否有足够的公民美德和风范，会极大地影响到宪法文本中的政府体制是否能化为现实，是否能超越个人野心、派系纷争而良好运营生存下去。这一点在许多已经颁布宪法承诺政治变革、现代政制尚未稳固地建立起来的“后”现代化国家尤为突出尖锐，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即是其中一例。爱德华·希尔斯指出：正是公民美德或曰“公共精神”“公民风范”，使一个秩序优良的自由民主制与一个无序的自由民主制区别开来。(46) 在我看来，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在于“有序”“无序”，公益精神、公民风范的极度缺失，可能会使共和国完全有名无实。当然，要建立稳固的自由民主制度，我们并不需要亦不指望遍地圣贤，但我们需要有足够数量的人具备公民美德，需要一种适宜的社会风情。
    那么，怎样才能培植、保持现代政制所必需的“公民美德”“公民风范”呢？首先应该明确，尽管社会的显著觉醒可以为人们向现代政制过渡奠定必要的基础，但“公民美德”“公民风范”是不可能在专制政府之下充分发育出来的。推行现代政制是全面培育其所需要的道德习俗、公民精神的重要条件。这也是我们反对以民众素质低下为借口拒绝政治变革的一项基本理由。正义的精神为正义的斗争所激发，又为正义本身所浇灌。人们的理智是启动变革的终极基础，而变革后的社会将是理智茂盛的沃土。人们在尝试运用现代政制的过程中可以学好练就公民的风范、态度和行为模式。这大致象有了到水中练习的机会可以学会游泳。专制主义乐于塑造奴隶和暴君，屠夫与无辜，暴动者及镇压者，剥夺者跟被剥夺者，阴谋家同被算计者，打官腔者加附和者。共和主义则不同。它渴望塑造公民，自由者，公平竞争者，发言者，抗议者，宽容者，表决者，裁判者。这当然不是说一旦颁行宪法公民美德就完全不成其为问题了，美德无往不需要自觉自律地精心培养和修炼。也不是说在颁行宪法之前，提公民美德为时尚早。在争取颁行宪法的过程中，先进的人们就应该考虑到现代政制在道德习俗上的要求，提倡与之相应的公民风范、行为模式，并且，致力于争取自由的精英人物应该首先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树立公民风范。在颁行宪法后可能要经历一个无序到有序的过渡时期，没有公民风范的人掌权可能导致内乱、停滞甚或暂时的倒退。所以，在专制向共和转轨之前就尽可能早、尽可能深入地倡导公民美德，有着特殊的意义。社会的呼声、制度的力量与个人的修炼结合起来，过度就可以避免不幸的曲折与反复。
 塑造公民人格、培植公民美德，维系善良习俗的，不仅有现代政治、法律制度，还有独立的宗教和学校教育。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是基督教为较早顺利建立现代共和制的国家准备了民情、道德条件。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语重深长地告诫美国人民，“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宗教与道德同个人福利及公共福利的关系，即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不要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以离开宗教而存在……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一准则可以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每一种类型的自由政府。“(47)托克维尔在实地考察了美国后，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文明是宗教和道德这两种因素结合的产物。他说：“在美国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的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自由视宗教为民情的保卫者，而民情则是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证。”(48) 他还说：“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则不能如此，宗教……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任何制度下尤为需要，当政治纽带松驰而道德纽带并未加强时，社会怎么能免于崩溃呢？……” (49)独立的学校教育对于维系道德的作用，历来无人否认，这里不用多说，我只想说，不要以为学校教育可以取代宗教。让我们重温华盛顿的告诫：“高尚的教育对特殊构造的心灵尽管可能很有影响，但经验和理智不容许我们相信，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道德观念仍能普遍存在。”(50)
 
[xiv]在所有的观念形态中，惟有宗教在超越的本体下包含了系统的道德规范。虔诚是一切宗教的独有要求，而没有虔诚道德势必破碎。从安立生命的角度，宗教是需要的；从改进政治的角度，宗教也是需要的。当然不能指望宗教会使每个人都有美德，任何社会都会有不少人品德败坏，都会有品德败坏的人身居高位。但整个社会道德习俗的维系，需要宗教持久的影响力。某些国家曾一度以严历的政治手段推行无神论，这样粗暴令人不安。好在悠久的宗教传统没有因为无神论而完全失去其影响，发自生命的终极关怀和信仰是短命的政治措施所无法斩尽的。激进的“五四运动”要破除传统中的陈规陋习，建立适合自由民主的文化土壤，但它要与传统彻底决裂，全盘否定儒教(51)，却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儒教有丰富的精神资源，可以作为中华民族永久的遗产。儒教提倡人们注重道德修养，做君子乃至圣人，这是永远不会错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儒教，但许多人仍出于情绪盲目敌视儒教。当今之计是需要更多地接触了解儒教，不能不静心读《论语》就敢批判孔子。每一种伟大的宗教都有其是非功过，儒教也不例外，需要以更负责任的态度看待之。儒教确实曾为专制统治服务过，确实对过去许多陈规陋习负有责任，难道基督教就不曾这样吗？不能想当然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孽都归咎于儒教，许多罪孽是所有专制政府都会犯的，只属于专制政府败坏的本性。也不要埋怨在儒教中找不到现代政治、法律科学，那不是对待一种观念形态的正确态度，无异于以为可以只要《圣经》不要亚里斯多德、洛克、孟德斯鸠。我们不能“独尊儒术”，但可以继承儒教永恒的精神遗产。
 我们需要伟大的宗教收拾世道。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
 
七、结语
 
    1、有一种观点认为“共和”、“民主”、“自由”、“宪政”等是一回事，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说法，没有必要一一细分开来。这种观点是对现代政制的误解。现代政制由几种互有联系然而彼此冲突的因素整合而成，只有一一予以界说，方可准确、深刻地理解现代政制。
    2、共和的基本观念和精神是共治、共有、共享，是和平、温和、平衡。现代共和政体是国家权力分别授予几个相互独立和牵制的部门执掌、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和官员管理的政府。
    3、民主并非共和的代名词 ，它只是共和的因素之一。共和中有民主，但共和中的民主是受节制的民主。为了自由，民主必须受节制。民主共和国是最符合共和精神的共和国。
    4、共和主义是与一切集权政体相对立的一种政体，无论是个人、寡头，还是多数的集权。共和主义组织政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分权制衡，反对分权制衡也就是反对共和政体，说分权制衡不适合某国国情，也就是说共和政体不适合该国国情。
    5、大会制政府是极端、纯粹民主情绪在现代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摆脱专制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必须予以警惕。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设计了一个不受任何部门牵制却可以牵制一切部门的议会，一旦这样的宪法真正得到实施，人们将面临着另一种专制的危险----议会的专制或者说议会中的多数专制。
6、共和政体需要公民美德、公共精神，需要良好的道德习俗来支撑。呼吁追求自由的精英人物，当率先培植公民美德，修炼公民风范。当今应该振兴宗教，以促进、维系道德习俗。儒教有中华民族的永久精神遗产，应该予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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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英]J.S.密尔著<<代议政府>>，第87页，汪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注（2）萨拜英《政治学说史》上册，第106页，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


注（3）亚里斯多德说，贵族制的目标是美德，寡头制的目标是财富，民主制的目标是自由。参见A Treatise on  Government. PP120—122, London，J. M.Dent&Sons Ltd., New York，E.P.Dutton。英语贵族aristocrat的字面含义是“最优秀者”。亚里斯多德说贵族是有门第和教养的人，是有财富、荣誉和声望的人。 


 


注（4）参见崔之元《“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三期，第60—61页。


注（5）转引自上文。


注（6）埃德温.T.黑费勒《美洲共和国是什么构成的》，载于埃尔金.索乌坦编《新宪政论》，周叶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注（7）卡斯.R.森斯坦《共和主义的永久遗产》，载于埃尔金.索乌坦编《新宪政论》。 


注（8）混合均衡政体的实践和思想在西方的影响是如此深远，所以，在革命前的英国、法国等君主国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某种明显的混合均衡政体属性。革命前的英国有国王、贵族院和平民院，法国有国王、三级会议和可以拒绝登记国王律令的法院。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可以称为混合君主国，而不能视为混合均衡国家，因为君主制的原则高于混和均衡制的原则，王权过于强大。共和制是对君主制的否定，但共和制与君主制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有国王而在于是否存在个人集权，在于是否存在可以集中行使最高立法、行政、司法权的个人。共和制也是对寡头制的否定，一个国家虽然没有国王，但如果是一个寡头集团在行使最高立法、行政、司法权，这个国家也不是共和国。简言之，共和制的对立面是集权制。


注（9）崔之元先生《“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一文就持此种观点。


注（10）[英]M.J.C维尔著《宪政与分权》， 32—36页，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7年。


  注（11）同上书，20—28页。 


注（12）现代共和国的选举制、代议制不仅有平民精神，还有贵族精神，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将在第四部分进行。


注（13）传统的混合政体思想在英国革命期间曾一度遭到惨重打击，但在英国人饱受克伦威尔独裁之苦后，混和政体思想回潮，君主重新出现在英国。 


注（14）参见《联邦党人文集》，汉密尔顿等著，程逢如等译，第264页，商务印书馆


注（15）参见〈〈联邦党人文集〉〉，第264页，商务印书馆。


注（16）参见[意]马斯泰罗内著〈〈欧洲民主史〉〉，第10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v]


注（20）详见王天成《宪法的脊梁---宪法的法律性论略》《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1年，第三期。


注（21）Aristotle. “A Treatise on Government” P115—116


注（22)转引自应复克等著《西方民主史》，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注（23）由不受其他部门节制的议会统治的政府，叫做“大会制政府”。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这样的政府推行其恐怖统治的。称其为共和政府是对共和政体的玷污，但不妨认为它是一种“纯粹民主”


注（24）麦迪逊说：“在共和国里极其重要的是，不仅要保护社会防止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保护一部分社会反对另一部分的不公。”他说，为达到这一目的，“政府某些部门的稳定和独立（唯一的另一保证）必然会相应加强。”《联邦党人文集》，  266页。


�[viii]注（25）参见崔之元《“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


 注（26）转引自前文


 注（27）参阅[美]戴伊·奇格勒著《美国民主的讽刺》，张绍伦、金筑等译。作者指责美国由杰出人物统治是对民主的讽刺，译者对此十分赞赏。


 注（28）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第29页。


 


�[ix] 注（29）Aristotle “A  Treatise  on  Government”。


  注（30）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41页，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


  注（3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12页。孟德斯鸠说：“极端平等的精神使一个民主国走向一人独裁的专制主义，就象一人独裁的专制主义是以征服而告终一样。（同上书，113页）。


 


�[x]  注（32）引自哈洛韦尔为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一书所写的序言，周勇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


   注（33）[意]萨托利《宪政疏议》，刘军宁等编《公共论丛》第一辑。


   注（34）同上。


   注（35）萨托利《宪政疏议》。


 


�[xi] 注（36）共和政府可以自我节制。


 


�[xii] 注（37）转引自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第3页。


  注（38）同上。


  注（39）同上书  第6页。


  注（40）奥古斯丁认为，真正的正义应是完全超验的合乎逻辑的宗教推断的结果。这种真正的正义只有虔诚的信徒借助于神的恩典才可能达到而永远不可能在世俗共同体中找到。人间最好的法律也只是真正的正义的“残片”或“境像”，真正的正义只存在于上帝之城，不属于此世。奥古斯丁区别了res publica （共和国）与Regnum（君主国）他说前者即res populi （人民的事业），是一种“属于”人民的政治秩序，而后者则不是，象抢劫团伙。不过奥古斯丁认为res. Publican不是一种真正理想的政治秩序。因为他认为人间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正义，以上均摘自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一书，（9-11页）。


  注（41）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第37页。


  注（42）参见《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美]爱德华·S·考文著，强世功译，三联出版社   1997年7月7日


 


�[xiii] 注（43）中华书局<<四书章句集注>>第17页,1983年,朱子这样解释”命”； ”命”,犹令也.” 


  注（44）昆廷·斯金纳著，段胜武等译：《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46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


  注（45）转引自《新宪政论》165-166页


    注（46）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载《公共论丛》第5辑286页


注（47）《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第26页 非正式出版物，美国驻华使馆编。


注（48）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47-48页


注（49）同上书 341页


注（50）同47。


注（51）宗教与世俗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宗教相信存在一个超越的本体。该超越的本体是人类的理性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人们不是用理性去证明其存在，而是用身心去体悟其存在。由于儒家思想相信超越本体，所以说儒学是一种宗教。


 



























































中国：通过法治迈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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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的拥护者主张只有'大众的'政治才能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希罗多德《历史》


　　　　　　　　　　　　　　　　　　　　　　　　　　　　　　　　　　　　　　　"依法办事的原理是无权无势者抗衡有权有势者的唯一可以信赖的防御手段"。


　　　　　　　　　　　　　　　　　 --瑟欧多尔·J·洛伊《自由主义的终结》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5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第六节，专门阐述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立场和思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针，许诺到2010年为止要形成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把"民主"与"法治"联系在一起，并且提到"依法治国"的纲领的高度来加以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法学界当然欢迎这种进步。





　　不言而喻，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施行真正的民主与法治的关键是摆脱"权大于法"的旧观念的束缚，真正落实宪法第2条第1款、第5条第3款、第4款所规定的原则，不容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持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种彻底而又稳健的政治变革的成功固然需要当局者的不失时机的决断，但更有赖于来自社会的各种形式的压力。只要人民不断地依法诉求和抗争，那么各种社会矛盾就有可能纳入体制之内，通过政治的良性互动、明智的妥协以及修改法律的方式来解决，法治和民主也就会"水到渠成"。





　　本文的目的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有条件的承诺为出发点，分析和思考通过法治国家的建设实现民主化的可行性。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民主的概念以及中国能否在"大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之外推行制度化的民主政治的问题，考察在中国妨碍民主化的各种因素，探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媒介。第二部分从如何实现安定的民主政治的立场出发，比较人治以及不同类型的法治的特征，提出关于民主的法治国家和依法的民主政治的另一种思路。第三部分再进一步探讨权力结构的弹性化以及嬗变的方式和步骤，强调在党与人民的互动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分化改组和政策竞争的做法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最后就结合民主与法治的新宪政主义运动及其社会条件的准备谈一点初步的看法。





一　　在民主政治的理想和现实之间





　　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具备实现民主的条件，首先要明确民主的概念内容和类型。





　　作为理想的民主主义是近代市民革命中的激进派的意识形态。例如卢梭的"公意（general will）"论，主张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建立纯粹的民主制国家，即全体人民作为主体平等地参与政治，自发形成社会秩序，具有超越于法律的自由 。但是，在现实的政治中，这种主张很容易导致两个相反的倾向：或者是以公意压制个人意志的"极权主义民主"，或者是过分贯彻平等和"多数人说了算"的原则从而导致无政府的状态。从现代中国的经历也可以看到，前一种倾向表现为民主集中制的蜕变--"有集中无民主"，后一种倾向表现为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方式进行的所谓"大民主"。因此，卢梭式的民主理论可以作为批判和抵抗的符号体系发挥重要的影响，可以成为在野党的意识形态，但却很难用于治国方略。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指出的那样，在设计和建设一个妥当的政府架构时，"最大的困难在于：这个政府首先必须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其次还必须能够控制自身" 。





　　作为现实的民主主义则强调在社会统合的过程中人民的部分性政治参与的意义，通过竞争性决策的制度安排和反馈机制来保障、加强群众对当权者监督控制。按照罗伯特·A·达尔的分类，现实政治中的民主至少有四种基本方式，即委员会民主、代表制民主、国民投票民主以及直接民主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民主都应该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第一、选举制度以及多数表决的原理。为了防止由此产生多数派专制的问题，地方分权、自治的法律职业群体、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新闻和结社的自由等保障合法权利的机制也相应得到强调。第二、围绕公共选择和决策而进行的利益集团的交涉、妥协和抗争的互动关系及其制度化框架。在这里，避免意气用事、纠缠不已的党争、保障对话和议论顺利进行的根本性共识以及公正程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建国阶段考虑中国如何跳出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周期律的问题时，已经意识到了民主的必要性。但由于革命浪漫主义的影响，有些人所向往的民主在理论上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在实践中则表现为战时共产主义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大民主"和"一元化"的集权发展到极致，造成了浩劫，从而导致了反思。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中提出了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以及官僚主义的问题，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需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与经济改革的辉煌成果相比较，政治改革迟迟未能真正付诸实施。这种跛行的状况不仅妨碍了经济改革的深入，而且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妨碍中国较早从事政治改革并导致民主化挫折的主要原因如下：（1）在一个具有专制主义传统的大国推行民主政治，其中变数太多、风险太大。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当局特别强调稳定和循序渐进。但实际上却容易出现渐而不进、或者进一步退两步的现象。（2）在政治方面的民主化之前，中国还面临着市场化的紧迫任务。经济改革势必改变利益分配格局，多半还会带来通货膨胀、破产失业、增加税负、减少津贴等问题。因此，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的成功，人们会要求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在这种状况下，根据M·韦伯关于组织效率的假说，集权的倾向是很难克服的 。（3）超凡政党的神话和僭主政治的倾向压抑了多元化的契机，使得竞争性的"政治市场"无从形成。在人民民主主义的话语中，抽象的人民共同意志取代了具体的个人权利主张，任何带实质性的改革都缺乏自下而上的可操作性。为了徒有其名的表决而进行的形成多数派的活动也基本上是黑箱作业。（4）从文化的观点来看，家长式的权威主义统治具有对抗自由主义民主的普遍性感召力。正如G·津梅尔曾经说过的那样，使对自由的限制感觉不出来"不自由"的方法只有两个：或者限制产生于自我（与个人合意以及社会契约的秩序原理相对应--笔者），或者自我产生于限制（与家长权威以及"父母官"的秩序原理相对应--笔者）。





　　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推动政治改革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平衡感觉从既有的事物中发现变化的契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实际存在的三种互相关联、延绵不绝的趋势正在往民主化的方向汇合。第一种趋势指农村的群众自治和基层干部直接选举的普及。1980年代初，在当时的全国人大彭真委员长的力主之下，修改后的新宪法正式确立了村民自治的原则。1987年公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后，过去由上级党政机关指定基层干部的做法被逐步废止。虽然在农村选举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来自党政机关的任意干涉受到限制，权力的正统化机制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一种多元性政治的事态正在形成，其影响开始渗透到乡、县以及中小城市的层面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虽然从基层民主到国政的民主的历程会较长，但由于社会条件势必要随之变化，其结果，扎根于农村的民主政治方法也许比自上而下的宪政方法更有效。





　　第二种趋势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功能强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7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在1991年开始把人大的监督工作提到与立法同等重要的高度，1993年接任委员长的乔石更进一步强调监督职责的意义，并在同年9月制定了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法律监督的权力和制定监督法的过程中，逐步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开始改变所谓"橡皮图章"的形象。例如在1995年的第8届全国人大第3次会议上，对政府的批评和自由的讨论十分活泼，在重大人事安排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反对票。这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格局中是非同寻常的。1997年3月14日，乔石在第5次人大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重新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命题，主张"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还说："我们的有些工作习惯和工作方法，如果不符合宪法和法律，就一定要坚决地改过来"，"要以改革的精神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共十五大上，这些政治主张得到采纳。





　　第三种趋势是中国共产党高层的集体领导体制与党内外的关系结构之间形成了复杂的连动格局。中共十五大的最大共识是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国营企业的改革，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突破性进展，仍有截然不同的主张。高层发出不同的声音并在社会中引起不同的反响，表明党内以及各种权力机构之间的利益分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已经势不可挡。至于这种分化能否与近年来的党内精英淘汰机制相结合并导致顾准所主张的用共产党的"一分为二"来搞议会政治的事态 ，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上述趋势与民主化的关系，可以用社会学家N·埃利亚斯建立的表示寡头政治发展趋势的两层多人博弈的模型来说明。这样的情形之下，两、三个互相依存的势力一旦达成均衡，那么即使上层的最强的选手，其控制局面的机会也会受到相当大的制约。在上层各派竞争的过程中，基层的利益集团的比赛能力不断提高。上层的最强的选手依然在其他选手中夸示自己的优越性。但是，由于基层选手的能力增强，势必形成并日益扩大一种能够限制行使强权的行为的复杂的关系网络。即：权力的差距将缩小，而行使权力的机会趋向平等 。在这里，人民势力的壮大、民主化时机的成熟与上层的分化程度成正比。





　　在考虑中国民主化的现实操作时，应该留意以下两种形态的实践经验：一是M·韦伯关于权威性民主（authoritative democracy）或者说全民投票的领袖民主主义，一是日本的共识型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根据直觉能够发现，前者是在脱离民主集中制和僭主政治的过程最有可能性的一种选择，后者则与群众路线和"大民主"的某些做法可以相衔接。到底这种看法是否成立，当然有必要进行一番探讨。





　　韦伯不仅是伟大的学者，还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主张过国家主义和对外扩张。但同时他也批判了俾斯麦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并被称为威玛民主的开山鼻祖（Grundervater）和共和制的元勋（Alteste）。韦伯不是那种陶醉在民众的热血沸腾之中的民主主义者，他非常强调信念、理性、平衡感以及责任伦理。在"议会化"运动中，韦伯把纯粹议会主义和联邦主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针对德国的政治现实（分裂、腐败、中产阶层依附于权势者、人民中弥漫着"莫谈国事"的气氛、议会的软弱无力等）设计了一种侧重于监控行政活动、培养和选择领袖的功能的议会模式以及人民投票的帝国总统制--不妨称之为肯定权力而不是否定权力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民主主义） 。在韦伯看来，所谓民主就是人民选举他们所信赖的领袖的制度。在民意的支持之下，当选的领袖享有极大的权力来贯彻自己的理想、要求人民服从。但是，这种权力并非不再受到监督和限制。人民可以审判领袖的执政活动，如果他犯了罪过，人民甚至会把他送上断头台 。在这里，似乎古希腊的政治自由与孟子的暴君放伐论结合在一起了。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人民如何在正常状态下对领袖行使监控权。对此，韦伯没有提供具体的制度性措施。历史的事实证明：仅凭人民投票并不能完全防止专制，除了选举之外，各种社会集团的互动关系以及进行有效决策的制度性框架也构成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忽略了这一点，正是威玛民主失败、希特勒上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权威性民主的特征是片面强调选举，那么共识型民主的特征则是特别强调包括协商、讨价还价、妥协在内的互动关系。傅高义（Ezra F. Vogel）指出：战后日本推行自民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体系，并不意味着专制；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更有效率的民主类型。美国的大众民主主义的原则是"公平竞争（fair play）"，而日本的社群民主主义的原则是共识、团结和"公平分配（fair share）"--通过最大限度的协商和调整的方式来获得决策和利益整合的民主性 。但是，离开了竞争是否还存在作为民主的基本构成要素的"政治市场"（A. Downs 的用语），在公平分配中政府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傅高义的著作里我们找不到对这些问题的明确解答。从这些问题出发，K·沃尔弗日恩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日本社会存在着无形的权力和无从逃避的专制性罗网 。





　　猪口孝从政治学的角度、青木昌彦从经济学的角度分别考察了日本政府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得出了非常近似的判断：在政治和经济的决策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官僚主导、包含民众式的多元主义"，或者说是"科层制多元主义（bureaupluralism）" 。这种多元状态中有竞争、也有交涉，可以反映民主的价值，也可以反映权威主义经济发展路线的价值，具有相当程度的随机性。把这种实证研究的成果与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观联系起来看，还是应该承认：日本的政治中的寻求利益共识的过程是具有自下而上的民主性的。问题是国家对于利益团体提出的要求可以有根据自己的政策进行协调、选择取舍或者束之高阁，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它滥用权力、主观武断呢？在这里，明确的规则和公正的程序是必要的。如果有法治，则共识民主可以成立（如日本、如香港）。如果没有法治，则国家只会在自己为民作主的前提下才承认共识。





　　总之，无论是权威民主还是共识民主，一旦失去了法治精神，就容不得人民提出具体的权利主张，就会堕落成专制的一种变态。在中国，这些年一说到政治改革，人们总会提起社会安定。的确，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社会安定；人民所期望的政治改革决不是一种"脱轨的民主（anomic democracy）"。其实，只有"安定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而安定的民主体制不能不以法治为前提。在这一点上，中国内部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达成共识。








二　 从"依法治国"到民主选举








　　二十世纪是"民主主义的世纪"，同时也是法学世界观普及的世纪。在1850年，舒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主张："国家应该是法治国家。这既是一个口号，也是近代发展的实际的推动力" 。到了1977年，弗里德曼指出："在二十世纪中，人民对政府的要求和对法的要求与一百年前相比有了极大的增加" 。尽管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对欧美自由主义法治传统的怀疑和批判，但1995年诞生的WTO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法治秩序的全球化。在中国，从人治转向法治仍然是大多数人的诉求。





　　西方的近代法治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英国的"法律支配（the Rule of law）"模式，产生于王权与议会的反复斗争，强调以议会主义为媒介的立法过程，因而法治和民主的互动关系较明显。另一种是德国的"法治国家（Rechtsstaat）"模式，把成文法体系作为前提，侧重于法律的解释适用以及国家行为在形式上的合法性 。在德国，与形式主义色彩较浓的"法治国家"概念相对应，还有"社会国家"概念，强调平等性、民主性以及弱者保护。按照佛尔斯托霍夫（Ernst Forsthoff）的理论，法治国家的原则与社会国家的原则是互相矛盾的。但是现在这种理论已被多数学者所否定 ，占主流的观点主要受H·黑勒思想的影响，把形式的法治国家与实质的法治国家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





　 如果我们承认民主主义的信念是国家行使其强制力时必须首先经过人们同意的程序的许可，那么无论议会主义法治还是形式主义法治，都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奥地利的民主主义斗士、1919年共和国宪法主要起草人凯尔森（Hans Kelsen）就是从形式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和彻底的法律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他反对霍布斯把国家当作运作法律的"巨灵"的见解。在他倡导的纯粹法学中，为了避免法学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奴仆这一时弊，作为历史事实的国家权力与作为规范的法律体系之间设有严格的界限，而反国家权力的民主主义与限制、抗衡国家权力的法治秩序之间则有着浓密的亲和性。凯尔森认为，宽容是民主的基本哲学范畴，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必须允许不同政治信念之间的自由竞争；法律则应该是公开的自由讨论的结果 。麦迪逊主义的民主理论在强调自然权这一高于法律的实质性价值的方面，明显地区别于凯尔森法学。但是，它的中心命题是把民主理解为对国家权力的外部监控，而分权和法治则构成监控的手段--归根结底这还同样是一种程序主义的民主观 。不妨说，只有在程序的基础上民主才具有超越文化价值的普遍意义。





　 当然，程序主义的法治与民主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其中最典型的实例是法官的司法审查，在这里，法官的身份基本上不取决于民意，但他的司法审查却可以否定根据多数表决的原理而通过的法律。的确，人民也能够通过选举立法者和弹劾法官的方式控制司法机关。但是，按照审判独立的原则，人民却不能够对具体案件处理的过程和决定进行干涉。为了缓解司法审查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出现了两种主要解释。一种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为司法审查进行辩护，强调司法审查在保障人权、避免多数人专制方面的功能与民主主义是一致的。其中又可以区分出两个有所不同的假设：（1）法官独立于政治的近代主义假设；（2）法官干预政治的后近代主义假设--与政治上的多数派不同的社会上的真正多数人的利益由"民主的法官"来代表和斟酌决定。另一种解释是从民主主义本身的角度来为司法审查进行辩护，把它解释为民主政治的自我保存手段。就像不能根据契约自由的原则来承认奴隶契约一样，也不能根据大多数的意志（立法）来否定个人的自由，因为个人的各种自由正是民主的基础 。总之，无论采取何种立场都得面对这样的实际：没有司法审查，"群众专政"、"议会独裁"、多数人压抑少数人进而压抑社会进步的事态就会发生。但是还要注意，一旦导入司法审查的制度，那么人民也要审查司法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从群众参与的角度来理解民主主义倒不十分难（当然还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一面），问题是缺少以法律手段来保护少数人的自由权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提出通过法治国家的建设来发展民主政治的口号是一次飞跃。





　 但是，围绕法治国家建设的思路，还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对立。以严刑峻罚、令行禁止为特征的法家式的法治，显然不符合自由民主的要求。如果不改变官本位的恶习，彻底的法律实证主义也具有助纣为虐的危险性。至于"权大于法"的观念更是政治改革的最大障碍。在这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中国的政治和法律的话语最近开始出现某些令人欢欣鼓舞的变化。例如全国人大的乔石委员长根据宪法指出，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统一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在这个前提下明确划分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穹强调，"法律面前不允许有'特殊公民'" 。中共中央党校的黄子毅教授认为，"法律应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威" 。公安大学法律系崔敏教授引用邓小平关于"党要管党内纪律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的讲话，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应该带头遵守法制，作出表率 。　　　





　 关于个人权利保护与民主的关系的法学讨论还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崔之元教授和甘阳博士的观点。崔之元受美国批判法学等过激思潮的影响，在法制建设方面更强调防止少数人专制的问题，如司法审查导致的"司法专制（judicial tyranny）"以及政府权力或者私人权力的过度集中，这是符合民主主义精神的。但是，过分夸大缺乏制度上的操作可行性的"不稳定权利"概念的意义，把法制理解为"大民主的动态的制度化"，把"法律民主化"理解为相对于法律本身的个人自由意志的彻底发挥，根本忽视法治在防止多数人专制方面的功能，这样的论调是否真的有利于中国的个人自由和民主化呢？我持怀疑的态度 。





　 与崔之元相比较，甘阳对于个人自由有更深切的关怀、更自觉的认识。但可惜他对于个人自由的制度性保障则缺乏必要的论述，片面强调公民个体与中央国家的直接的政治联系，否定中间层的制度建构的意义。他在讨论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时，提出了全国直接选举人民代表的建议，这当然是一种不坏的选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民主的各种主要理论都指出，仅凭一次又一次的国民投票并不足以防止专制--既包括僭主式的少数人专政，也包括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所忧虑的来自全民投票制的多数派专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除了选举之外，各种法治要素也是民主的基本内容。很遗憾，甘阳却对后者持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斥之为"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市侩主义" 。





　 在考虑通过法治实现民主的思路时，Th·J·洛伊针对无视正式的程序要件而进行无原则的讨价还价和妥协的利益集团自由主义（注意：他所说的自由主义与我们一般理解的个人权利受法制保护的自由主义有所不同）的种种破坏民主的弊病提出的"依法的民主主义（juridical democracy）"概念可供参考 。在这里，所谓"依法的（juridical）"不能等同于"司法的（judicial）"，而是强调通过各种法律手段明确行为的规范和责任，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建立一种基本共识，一种公共哲学。依法的民主主义不仅仅限于程序，它还注意社会公正等实质内容；其形式由法制规定，其内容通过民主的政治讨论而确立；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司法的权力受到限制，政府活动的原则和方针必须由议会制定。洛伊的理论是以美国社会为背景的，并不能简单搬用到其他国家。但是，他有几个观点包含着普遍性。例如，他揭示了法治的本质是调和民主与自由的冲突；指出政治参加不仅是民主主义的，也应该是自由主义的；强调特权性利益团体的存在势必妨碍多元社会中的公正交涉；试图通过扩大参加决策的范围的方式来保证社会的均衡，等等。





　 在中国要发展依法的民主政治或者建设民主的法治国家，核心问题是把现存的群众参加政治的实践纳入法制的轨道。为此，有两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是法律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健全。主要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宪法、法律以及法令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和遵守实行的制度上的监督，包括（1）制定一部明确规定法律监督的权限和行使监督权的机构、方式、程序、规则的法律；（2）设立违宪审查委员会或宪法法院之类的具有权威性的机构；（3）彻底贯彻司法独立的原则，特别是把法院、检察院的财政、人事的管理权限收归最高法院等具体举措。在1997年3月召开的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代表们普遍而强烈地要求加强对国家权力的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人大常委会也一直在推动监督法的起草公布，但是似乎仍有很大的阻力。一些明显的违法违宪的政治现象依然畅通无阻。





　 在民主和法治的建设方面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议会化。由于卢梭和马克思的影响，基于人民主权的直接民主和"议行合一"的观念在中国至今根深蒂固。但是，冷静分析各国的民主政治的实践经验，不能不承认在既存的社会条件中，议会是有效地推行民主主义的唯一现实的方式。人民代表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议制的性质，但由于不承认完全的代表普选制和政党竞选活动，它与议会主义的原理还是有本质的不同。在短期内中国走向多党政治的可能性不大，实行全国直接选举人民代表更会造成极大的混乱。所以，人大的议会化需要经过若干过渡阶段。首先，应该强调人大对党政机关的活动进行大胆的批评和议论，即所谓"否决的政治"（监督机制的强化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的正当性，形成行政精英与代议精英旗鼓相当的二元国政格局。其次，使地方利益代表组织化、制度化，由全国人大发挥协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功能。再次，扩大人大在参加和监督财政预算的编制、执行方面的作用。最后，加强政协的权力，使之达到能够制衡共产党的执政活动、培养政党指导者、促进政策竞争的地步。





　 为了保证上述两点，选举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是必要的。但是，从建立安定的依法民主主义体制的立场来看，我不认为应立即实行最高领袖的直选和全国人大代表的普选。其实，中国政治改革的初步实践已经预示了更现实可行的民主化方式：只要近期把行政首脑的真正的直接选举从村民委员会扩大到乡镇乃至县市，把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从县扩大到省、直辖市，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权力的正统化、合法化机制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三　企业与国家的权力结构改造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通过股份制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这意味着经济改革已经达到所有制改组的深度。围绕所有权的认定和保护，存在着一系列的仅靠私人间的契约关系无法解决的制度性问题，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面临日益强烈的改造权力结构的要求。此外，国有企业改革还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性：第一、工人下岗和企业倒闭等社会问题将成为左右政策抉择的关键因素；第二、在股份化的过程有可能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结构性腐败的蔓延，而防止按权力大小瓜分全民财富的唯一手段是适时、适度的民主化。十五大的政治报告强调"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也是有见于此。但是，要想根治腐败，除了抓几个典型以惩效尤的传统做法之外，还有赖于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总之，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时间表相联系，无论其成败如何，在两、三年内中国将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施来加快民主化的进程。当然，国家体制转型的完成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为了在加快政治改革的进程的同时避免激烈对抗导致社会大动荡的事态，也需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设置若干个媒介项。例如：有必要把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分为依法的和超法的两种类型，确立党的依法活动的效力优越于超法活动的原则，即法律高于政策、大于权力的优先性。目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活动，但同时又不断强调党的领导地位。这种情形使人联想到十三世纪罗马法学家阿佐的关于"两重主权"的公式，教会法学等关于"二元的大权"、"限制君主制"、"混合政府"的思考以及詹姆斯·怀特洛克在1610年出席英国下院时所提出的效力序列："与议会同在的王权比议会之外的王权更优越" 。在传统的王权至高无尚的体制中确立起"议会至上"的原则的过程中，分解王权为具有不同实效的两个部分的做法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目前的政治改革的局面，与此何其相似乃尔！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在承认党的领导作用的同时，逐步使党的活动受到法律的制约和人民代表的监督，在依法互动的过程中一点一滴地排除超法现象，那么民主宪政就会具有越来越强的现实性。





　　其次、促进党政分离以及党组织的内部分化改组，使党内的路线对立、政策对立成为诱发多党制的契机。正如顾准所说："少数特权人物之间的斗争，只要它是遵循一定的章程，而并不完全通过暴力，只要这种斗争的每一个方面，按照这种章程，必须力求取得群众的支持，它就势必要发展成为议会政治" 。他还指出："大革命要求铁的纪律，……不过，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这时，应该干脆"分成两个党，先后轮流执政" 。在现实政治中，一党独裁的体制因为执政党的分裂而民主化的例子如1980年代末的苏联、东欧，一党优势的体制因为执政党的分裂而别开生面的例子如1990年代初的日本。中国的政治精英集中在共产党内，其他民主党派目前既缺乏执政的抱负也缺乏执政的能力，因此，通过共产党的内部分化和重新组合来实现政治改革是稳健的做法。当然，与台湾的统一谈判也可能提供其他的机会。





　 第三、"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使中国的社会多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制度竞争的效果势必渗透到各个方面。特别是香港的1998年5月的立法会选举以及代议制发展，有可能为全国的政治改革提供示范，并促使其他地方通过市政改革和自治等方式逐步扩大基层民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会致力于把"民主"问题转换成"民生"问题，因而非政治性市民运动--例如反公害、消费者权利保护、增加工资、改善福利和社会保障、要求就业、拥护女权等--将会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出现了强调"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内容，在这里，市民运动和结社性秩序可以获得较大的回旋余地。另外，近年来在税制、财政以及金融方面的各种改革也会刺激和提高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参与资源分配决策的兴趣。





　 中国近期施行的政治改革的整套举措，不能不从党内民主和党内高层人事安排的规范化、制度化开始起步。党内生活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就会只有权力斗争而没有政策竞争，只有密室交易而没有制度共识，只有权力的禅让而没有公平的选举。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化只能在激烈的社会冲突中发生，建立在"组织的多元主义（organizational pluralism, 达尔的用语）"式的均势之上的安定民主政治和宽容精神就很难实现。围绕十五大的人事安排，已经出现了建立和健全党内选举和决策的合理程序的要求和实践。相信在今后的集体领导体制的日常活动中，党内民主化、透明化的趋势将会日益明显。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新的宪政主义运动，要求修改现行宪法甚至重新立宪，推行法治主义。由于政治的原因，这方面的思考和讨论还没有充分展开，公开发表的有关论述更不多见。从有数的一些论文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的宪政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1）确立宪法的至高无尚的权威，实行法治；（2）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3）对行政进行监督和社会控制；（4）保障人权和个人的各种合法权利；（5）建构市民社会并推动民主化；（6）改中央集权制为联邦制，等等 。





　　 我同意许多人已经阐述过的看法：尽管现行宪法有种种不足，但要把它推倒重来的宪政主义激进派的主张由于制度成本太高，会造成欲速不达的结局。目前中国的最主要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违宪的"问题。因而在中国推行宪政的第一步应该是护宪运动。只有等现有的违宪现象基本得到纠正、社会条件进一步成熟时，大规模的改宪或者立宪的任务才能提上议事日程。甚至对于在大陆地区通过导入联邦制来重订社会契约的构想，我都宁愿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从马基雅弗里到达尔，许多思想家都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仅凭立宪设计和正式的法律规定并不足以保障民主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各种社会性因素相互作用的合力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基本共识。成功的宪政主义运动必须在自由、民主以及法治之间维持一种适当的均衡，必须形成制度性妥协的机制 。





　 之所以有新宪政主义运动，是因为中国虽然有一部宪法但在现实中却往往流于形式，政治与法制发生了严重的背离。之所以把法治国家与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来谈，是因为宪法要发挥效力必须以人民的支持为基础。在这里，我们实际上碰到了以下一些至今还没有充分展开讨论的宪法学理论问题：





　　当我们谈论宪法的至高无尚性时，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凯尔森式的法律实证主义假设：宪法是根本规范，它不承认自己之外还有什么高阶规范。那么，判断一部宪法是好是坏的根据是什么？宪法发展的动力又从何而来？如果说取决于人民的意志，那么，人民作为整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志？这种表达是否真的与人民的意志或者利益一致呢？显然，问题涉及投票方式、议会的地位以及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议会被认为是人民代表，发挥代替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进行一般性决策的功能。那么，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按照什么样的程序才能成为人民代表呢？人民代表行使立法权时在法律上其实并没有受到人民意志的限制，而法律一旦成立则要限制人民。如果承认人民主权、承认奥斯丁关于法是主权者的命令的主张、承认法制民主化的必要性，那么，对人民代表持有异议的人民主张不服从权利或者不稳定权利的法理能否成立？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实证主义法治秩序的根基就会动摇；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人民主权如何落实呢？在这些问题上，很难立即得出结论。但是，深入讨论这些问题显然有利于戳穿许多似是而非的政治神话，避免出现新的制度性盲点和漏洞。最重要的是思想交锋过程本身。　　　　





　　　　　　　　　　　　　　　　　　　 （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4期）





　　 　　 





 











　　　　中国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 ��　　　　　　刘小枫 ��　　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在政治—经济上的结构性变化，带出了汉语知识界的一番新景象，其中伦理资源的亏空，尽管较少受到关注，乃是根本性的变化之一。 ��　　古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资源是由士大夫提供的，这种知识人的伦理资源不同于欧洲传统社会中由教士阶层提供和维系的伦理资源，它强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意义体系和伦理秩序。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知识人的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机制，不是由组织自主的教团性的独立建制来贯彻，而是与国家的官僚集团的结合来贯彻。晚清废科举以及政制的改革，儒家知识人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的实在基础丧失了。为了维系传统儒家理念的宗教性，儒家知识人必须重新寻找社会化的基础。 ��　　　　一 ��　　“主义”建构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适应民族国家的建构要求而形成的文化理念体系。两种取得社会法权的“主义”建构的文化理念都蕴含着文化民族主义的要素，注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理念，尽管这一理念在汉语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一定程度上受到普遍主义因素的制约。重要的是这种制约产生出来的仍然是儒家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性及其国家伦理秩序。 ��　　两种“主义”建构接替儒家理念成为制度性的文化宗教时，延续了传统的宗教性知识人与国家官僚集团结合的形式，而且使宗教性知识人群体自身相当程度地分化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在性质上已类似于教团性组织。现代中国具有社会法权的大政党均不是纯政治性的政党，而是有宗教承担的宗法性政党，它们提供对世界和人生的意义解释，规定国家伦理秩序的正当性，划定社会精神生活的方向。这样一来，政党伦理就会成为国家沦理。 ��　　以上的简要描述性分析，为我们考察近十五年来汉语知识界中文化宗教性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框架。由于文化宗教性的承担者是知识人，我将主要关注知识精英的变化与汉语世界中国家伦理资源的关系。 ��　　　　二 ��　　晚近所谓东亚崛起的文化反思，一开始就定位在东亚现代化模式与亚洲的传统伦理结构的关系问题上，以找寻传统伦理中的资本主义亲缘因素。这种设问是循韦伯的现代学设问方向提出来的。在我看来，东亚现代性的现实建构过程及其尚未定型的未然形态应当是更为值得关注的设间方向。与此相应，西美尔、舍勒的现代学设问方向同样值得注意。东亚现代性问题尚处于历史的开放状态；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念的变迁，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相当漂浮性的。倘若学术思维不去认识东亚现代性的社会机制的浮动，以及与此浮动相关的文化理念的浮动，就不可能把握住东亚现代性属己的诸问题。 ��　　　　三 ��　　汉语社会的国家伦理资源的当代变迁，涉及到汉语世界的社会伦理的结构性变动。当前，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民间的大众宗教的复兴以及长期受抑制的佛教、道教向文化建制领域的推进，显明了传统占支配地位的知识人宗教的制度化衰落。知识人型宗教对民间型宗教和教团型宗教的抑制能力减弱，日益丧失自身的社会化效力。 ��　　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拥有社会法权的政党伦理在现代化经济—政治转型过程中逐步式微。随着政党伦理在中国各地不同程度的式微，精神伦理之社会化和制度化机制不能再靠与政制结盟的方式来达成，精神伦理的社会化机制面临危机。这正是当代汉语世界中民族性的国家伦理建构的根本问题所在。 ��　　　　四 ��　　现代社会学的历史考察表明，精神性伦理的社会化机制主要有两种：a. 通过在社会中相当程度地分化的教团组织，把精神伦理有机化地融入社会基层，并有效地整合民间的大众型宗教冲动，比如历史上西方基督教和东方基督教的情形，这种文化宗教性的承担者是受过理性化教育的神职阶层；b. 通过国家的官僚层级组织，把精神伦理有机地植入社会基层，比如历史上的中国儒家士大夫，其文化宗教性的承担者是受过儒家科举教育的官僚。文化宗教性的类型特征是精英伦理：通过建制化精英选择机制遴选出来的少数精英决定着文化和精神的品质。精英伦理与大众伦理一直处于一种结构性的紧张之中。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社会机制的结构性变动和阶层力量的优势转换，大众伦理一直保持着从未减弱的对精英伦理的颠覆势态。在中国，“主义”宗教作为政党伦理的建构，实际表明了尽可能平衡已出现危机的精英伦理与大众伦理之间的冲突的社会诉求，以抑制儒家的精英伦理在丧失社会化机制后实际已经出现的国家伦理之失序。 ��　　　　五 ��　　至今的问题是：一旦精英伦理丧失与国家政制的结盟，同时它又没有社会性的教团组织作为重建其社会化机制的基础（现代儒家的精英伦理正处于如此境况），其命运看来就只能在如下两条路上选择：精英伦理要么向纯粹个体化的方向发展，进而日益丧失社会化的功能，把对社会伦理的制权让给大众伦理；要么，精英伦理向既存的大众伦理靠拢，削减自身中所谓“高超”的道德内涵。 ��　　这样一来，精英伦理的承担者的形成就是值得关注的现象。首先值得注意的还不是文化宗教性之承担者的个体方面，而是维系承担者阶层之形成的社会机制。 ��　　文化型宗教精英知识人阶层的自我维系的社会机制是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和研究机构。“主义”宗教的政党伦理对大学教育控制不同程度的减弱，种种现代主义思潮重新涌入高等院校。目前来看，在汉语知识界，占支配地位的各种主要思想虽然都具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建制保障，但是社会化机制都相当脆弱。 ��　　　　六 ��　　近十五年来，作为汉语知识阶层的培育机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出现了新的区域结构：除大陆、台湾这两个汉语知识界的主要区域之外，香港的汉语知识界日趋活跃，为数可观的大陆、台湾、香港的留学北美的知识人，逐渐结集为一个新的文化型宗教知识精英群体。由于这四个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机体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的大学建制受制于各自的社会—文化机体的规约，尽管不可忽略流动因素的影响，伦理资源将日益显出不同的建构意向。 ��　　如果中国古代的精英伦理是知识人型的，或者说中国古代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是文化型的，而非祭司—教团型的，那么目前情形来看，在政党伦理衰弱之后，汉语世界的国家伦理资源将进一步亏空。尽管祭司—教团型宗教（尤其是佛教）有日益明显参与社会伦理建构的行动，仍不足以平衡民间型大众伦理的伸展力。 ��　　精英伦理要想维系住自身的生存并尽可能重建社会化机制，看来只有固守并维护大学的人文领域，然而，即使这一领域亦面临被缩减的困局。 ��　　大众伦理在形成新的样式（如气功教伦理）。精英伦理在没落，大众知识人的伦理却在通过流俗文化扩张，这亦可视为大众伦理新样式之一。种种伦理样式的消长，实力东亚现代性的问题之一：当今汉语世界的精英气质和体验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伦理结构之重构是怎样的？由于汉语世界的不同社会机体（大陆、台、港、东南亚及北美华人社区）的差异，一般性的分析己甚难进行了。 ��　　　　　　　　　　一九九四年　香港 


　　 
































英国宪政的自由精神的生长





                范亚峰


 


 


    英吉利民族于中世纪王权与贵族的对抗冲突中孕育萌芽的自由传统，经过几百年的缓渐生长，在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等新事件及新精神的滋养之下，渐渐根深叶茂，终于因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而开出了宪政之花，结出了自由之果。宪政的思想与制度宣示着人类政治意识的觉醒，启示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三个世纪以来，尤其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政治的劫难之后，宪政之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样式已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宪政的主要制度与观念起源于英国。议会制、责任内阁制、政党制、文官制等宪政制度首先在英国产生，宪法的财产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原则、法治原则都从英国的行宪经验中得来。在行宪历程中，英国孕育和生长了宪政制度和自由精神。宪政制度与自由精神的相互作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互动使英国在经历传统与变革的巨大冲突之后，以演化与渐进的方式成功地从中世纪政治制度转变到近代的君主立宪制度，避免了激进与革命的社会变革，率先步入近代社会，创造了富有英国经验主义特色的英国宪政模式。


    所谓宪政，简而言之，即是有限政府。宪政的核心内容是限制与约束国家权力，确立与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正是在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中，公民权利获得保障，政治自由得以实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得以确立。而对于权力的警惕与防范根源于对于自由价值的珍视，所以权利和自由高于和先于权力。


    英国的宪政道路是自然演化和渐进改革的道路。英国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从君主制政治转向现代政治，实现宪政的道路是在社会力量的冲突与和谐的动态平衡中，通过持续不断的渐进、稳健的社会改革而实现的。英国从中世纪的《自由大宪章》开始，就由于贵族与王权的对立、冲突而开创了英国自由的传统，这样一种传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兴起，冲突转变为贵族、国王与中产阶级、国会的对立，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以光荣革命成功实现君主制与宪政的调和，传统政治形式与现代政治精神的结合而告终，光荣革命成为英国历史的最后一次革命，它奠定了英国式渐进道路的基础。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逐渐成长为独立、完整的政治力量而与工业家集团形成两种对立的社会力量，民主化成为十九世纪政治变革的主题。在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政治家审时度势，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使英国民主化的进程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避免了法国革命式的代价。二十世纪英国的宪政改革同样是致力于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而拒绝欧陆盛极一时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费边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冲突的妥协方案是建立“福利国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英国避免了法西斯主义等极权主义的惨痛代价。


  一、英国宪政中的自生秩序


    英国宪政史中存在着制度与精神的互动。工业与贸易演化出的市场经济，习惯法和衡平法并行的法律传统，王权与贵族的对抗中萌生的议会制，和清教徒的虔诚、圣洁演化出了英国社会的“自生秩序（Spontaneous order）�[1]”。在这种秩序的生长历程中，宪政制度逐渐确立，自由精神逐渐孕育生长壮大，不成文、重惯例的宪政制度与崇尚经验的宪政精神、自由观念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一）英国宪政制度的演进：以议会为例


    英国是在自由、权利和权力的对抗中，自然生长、演化出一系列的宪政制度。如议会起始于国王主持的最高封建法庭，在中世纪的王权和贵族权利的对抗中出现议会的开端，而英国的习惯法传统又促进了议会权力的增长，十七世纪清教徒革命中，议会成为中产阶级和斯图亚特王朝斗争的政治中心，议会制正式形成，十九世纪的议会改革中，议会制顺应民主化的潮流，及时变化。保守和革新。尊重传统和及时变革的统一，使得英国宪政制度以演化和渐进的方式适应时势的变化和潮流的消长。英国宪政制度体现了英国人既善于守成，又长于权变的政治智慧。


    议会依照詹宁斯的说法，“不是一个非常富于戏剧色彩的地方，但是它在宪政结构的极中心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2]它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因为议会的悠远的传统。议会曾和国王作斗争并废黜他们，曾组织一支军队去毁灭一个国王。在许多世纪潮流和时势的变化转易中，议会适应变局，顺应时势，不断改良和改造自己。议会制度是宪政制度的基石。


    英文议会Parliament一词，源于法文Parler（原意为谈话），它的拉丁文形式为Parliamentum(意为会谈)。英国议会源于国王主持的最高封建法庭，起始于御前会议和御前扩大会议。英国议会的开端一般认为始于1263年，英王亨利三世无视大宪章，以亲信取代具有否决权的15人会议。在国王与贵族的冲突中，S.de孟福尔为首的贵族反对派在内战中获胜。1265年在威斯特敏斯特宫召集会议，出席者有僧俗贵族和每个郡两名骑士代表，每个大城镇两名市民代表，史称“孟福尔议会”.1295年，爱德华一世为筹集战费召集议会。史称“模范议会”。中世纪的议会在国王与贵族的冲突中不断增长其限制王权的重要作用，为英国宪政中法律高于国王的信念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英国议会由英王、上议院、下议院组成。过去以至现在都有三个院：国王和其枢密院，贵族和教会首要人物组成的贵族院以及人民代表组成的众议院。在都铎王朝时期，尽管法律还可由国王自行公布，但封建王室已很少如此行动，主要的政治变化都受议会行动的影响。中世纪的议会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成为反抗国王的中心。光荣革命之后，议会主权开始真正确立。十九世纪的议会改革中，议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议会的主要职权有两项：即立法权与监督权。


    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威廉第三在议会党团的成员中选择枢密院成员或任命为国家官吏。开始从辉格党和托利党两党中选择，后因难以实行，改从下议院多数党中挑选。安妮女王时期，这个枢密院或众所周知的内阁成为制定政策的独特机构，经常在女王缺席的情况下单独开会。其后，两位乔治国王在位时政治上无能，辉格党领袖R.波波尔作为下议院和内阁的领导人，成为政府的真正首脑——“首席大臣”。他确定了“内阁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的原则。


    （二）英国宪政的自由精神


     英国的制度演进的历程中就自然孕育了自由的观念和精神。“事实是，整个制度是一种自由的制度，充满着这样的信念，这种信念是多少世纪以来宪政发展的产物，而且分析到最后是依存于人民企求自由的意志的。因此，宪政机构中不仅包含使它自由运用的必要的法律，而且也贯穿着惯例和习俗”�[3]。希腊罗马文化的个人主义传统，基督教对于个人价值的肯定是英国宪政自由精神萌芽生长的思想源泉，而近代自然法的复兴所传播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观念以及基督教人与神、统治者与被治者两重互约的思想直接启示了英国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原则。自由的观念和精神对于英国人政治意识的发育和公民观念的成熟意义重大。“自由的精神……经常仿佛是在圣徒化了的祖先们的面前以一种令人畏惧的严厉方式而在受到锻炼。自由的后裔这一观念，就以一种习惯性的、天然的尊严鼓舞了我们，……我们的自由就成为了高贵的自由。它带有一种堂皇动人的面貌。它有一部家谱和显赫的祖先们。它有它的支柱以及它的徽符。它有它的肖像画廊、它的纪念铭文、它的记载、物证和勋衔。”�[4]


    （三）宪政制度与自由精神的互动


    英国独特的宪政模式中存在着社会史与思想史、宪政制度与自由精神的互动。英国的宪政制度如议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政党制度等，都是在相对平静、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萌芽、演进，自然生长，“是顺其自然的幸福结果----自然乃是不假思索而又超乎思索之上的智慧。”�[5]正是通过政治上的议会权力在冲突斗争中的不断增长、法律上的习惯法与衡平法的演化、经济上逐渐成长的自由贸易，英国才能在中世纪自由大宪章确立宪政基础、开创自由传统之后的几百年中，宪政制度的雏形如议会制度、内阁制度等不断生长、演化，这样一种自生秩序在十七世纪的清教徒革命中历经反复冲突、斗争，终于实现传统君主制度与近代宪政精神的成功结合，较好地解决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二、自由精神的萌生


    如前所述，英国的自由传统源自中世纪贵族与王权的冲突。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说：“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这在我们所熟知的部分历史中，特别在希腊、罗马和英国的历史中，就是最为显著的特色。但是在旧日，这个斗争乃是臣民或者某些阶级的臣民与政府之间的斗争。那时所谓自由，是指对于政治统治者的暴虐的防御。在人们意想中（除开在希腊时代一些平民政府中而外），统治者必然处于与其所统治的人民相敌对的地位。……他们的权力被看作是必要的，但也是危险的；……因此，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自由。谋取这种限制之道有二。第一条途径是要取得对于某些特权即某些所谓政治自由或政治权利的承认，这些自由或权利，统治者方面若加侵犯，便算背弃义务，而当他果真有所侵犯时，那么个别的抗拒或者一般的造反就可以称为正当。第二条途径，一般说来系一个比较晚出的方案，是要在宪法上建立一些制约，借使管制权力方面比较重要的措施须以下列一点为必要条件：即必须得到群体或某种团体的想来是代表其利益的同意。”�[6] 


    中世纪英国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冲突围绕着权利即自由为中心而展开。因英国国王与贵族的势力始终不相上下，而形成长期的对抗、冲突与妥协、和谐的平衡，从而开创了英国政治的自由传统。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突出对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障，其成就在于确立了国王也要服从法律的原则。大宪章可谓是英王与当时诸封建贵族及僧侣所结之一种契约，其目的在限制国王之权力，英国封建习俗中长期存在的法律至上的基本思想通过大宪章升华为一种学说，此后，每当英国人的自由与权利受到国家权力膨胀的威胁之时，英国人就不断溯及大宪章开创的自由传统而予以重新解释，以适应制约权力、保障自由的时代要求。《自由大宪章》奠定了英国宪政之基础。十三世纪中叶，亨利三世治下，议会在国王与贵族的冲突中产生。此后议会在这种对抗中不断增长力量及其重要性，促进了英国自由传统的生长与稳固。此外，古罗马衰败的城市于十一世纪开始兴起，城市逐渐成为商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新城市向王权要求自治，而国王被迫以特许状肯定其特权。城市“通常被免除封建义务。这方面，也是西方宪政的重要源泉，尤其是在公民权利和自由领域。”�[7] 


    诺曼征服所建立的封建制度，使得全部土地所有权都直接或间接源于王权这种观点在英格兰很早就被接受。在封建金字塔的森严结构和权力不断集中于国王的情况下，诺曼人形成富有效能的中央王权，亨利一世时期，负责检查赋税情况的御前会议逐渐演化成理财法院，其不限于调查职能，还逐渐获得法庭的特性。由于财政等原因，中央皇家管理机构对民法和刑法事务日益进行干预。12和13世纪，皇家司法对有关国事的特别管辖权，发展成为广泛性的具普遍性的司法管辖权，而从御前会议则逐渐发展出三种中央法院，即理财法院、普通诉讼法院和王座法院。英格兰法律由此开始了它的发展，在此后几百年间英国司法逐渐集中，法律逐渐统一，而源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地方性法律规范日趋衰落。英格兰的普通法即由此得名。“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8] 英格兰普通法在中世纪的发展，类似于罗马法。他们都注意诉讼类型，而不注重实体权利，却被“程序的思考”主宰着，而实体法规则的形成晚于程序法规则，实体法“隐藏于程序法的缝隙之中”。普通法法学家尽量避开一般性概括和下定义，热衷于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而对建立逻辑体系不感兴趣。所以英国法没有受到罗马法的实质性影响，也没有受到编纂法典思想的冲击。英国法有意识强调同过去的联系，更多依赖传统的法律思想方式。哈耶克认为，“英国人之享有自由是因为有习惯法”�[9]，英国的习惯法是法院在不受议会和国王干预的情况下通过进化过程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习惯法（也称内部规则、进化法、私法、民法或判例法）有助于创立一个和平与自由的自生秩序，使众多个人有可能追求各自的个别目标，使免遭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的控制成为可能。


    英国中世纪王权与贵族对抗而演化成的自由传统和权利观念是近代自由思想和权利观念的萌芽。这种自由精神与议会的发展、习惯法的演化相互作用、共同生长，为近代清教徒革命自由思想勃兴提供了基础。


    三、希腊传统、基督教思想；自然法学说、清教徒主义：自由精神的源流


    中世纪欧洲文明是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思想及日耳曼人传统三部分在冲突与和谐的过程中形成的，犹太-基督教和希腊-罗马传统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这两种传统都推崇个人的价值，由希伯来的预言书、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学说及耶酥登山宝训发展而至顶点则有近代的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从广义说，就是旨在保护个人不受无理的外界限制。希腊理性的古典人文主义传统认为，个人价值来自人的推理能力及依照理性标准塑造性格、创造生活的能力。在亚历山大以后，希腊丧失政治自由，犬儒派和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论发展了个人主义。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理论提供了人权概念的理论框架。而基督教教导说上帝关心每一个人，上帝要求人们行为正派且成为道德自主的实体。但中世纪的观念认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争取天国的拯救，而否认了希腊哲学理性自主的基本原理，认为理性不能获得启示的真理，而必须诉诸信仰。因此，中世纪社会不是充分滋养自由精神的土壤。


    随着城市的繁荣，商业的发展，庄园制的衰退，中产阶级的崛起，近代文明的精神开始酝酿而日益增长。十五世纪开始，商业与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兴起、哥伦布航海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强大与稳固等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一个新生的近代社会形式的出现。文艺复兴酝酿了近代文明的观念：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和现世精神，孕育了近代文明进步观念的种子。个人主义是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10] 


    十六世纪初，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粉碎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统一，削弱了教会的势力，与此同时，国王权力得到加强，因而促进了近代国家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宗教改革运动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新教教徒寻求个人同上帝的直接汇通并且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去解释《圣经》。他们增强了内在的信心。个人主义还创立了一个能够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容的道德观念。”�[11] 新教的加尔文派在英国发育而为清教。而清教徒主义乃是英国自由精神于近代勃兴的根源，对于自由的追求是从清教徒捍卫信仰自由开始的。“清教徒们发展了路德关于个人良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概念和在法律上作为反映在财产和契约权中的个人意志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概念。……十七世纪清教徒们，通过他们公开表示不服从英国法，从而为表达在英美两国各自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与公民自由的法律奠定了基础：言论和出版自由，宗教自由，反对自证有罪之权，陪审团不受法官支配，不受非法监禁之权，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权利与自由。加尔文宗的教派自治主义也为近代社会契约和由被治者同意的政府概念提供了宗教的基础。”�[12]


    四、洛克对于自由主义原则的阐发


    英国经历了1688年一切革命之中最温和又最成功的光荣革命之后，半个世纪的清教徒革命历经内战、共和、护国制和复辟的起伏，以传统的君主制与现代的立宪精神实现妥协和谐而告终。保存与纠正的两条原则，在英国的“复辟”与“革命”两个关键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英国国民没有拆散整个组织，而是通过没有受到损害的部分再造了老宪法的缺陷部分。英国人“根据古代组成的等级（指国会----引者注）而以其古老的组织形态在行动，而不是根据一个解体的民族的有机的分子（指国家的各个部分：国王、贵族、绅士、教士、商人、官吏等----引者注）在行动。”�[13]英国中世纪创立的自由传统经过漫长的萌芽、孕育、生长的历程终于以社会力量与思想观念的结合而根深叶茂，开花结果。


    洛克以其无与伦比的集中常识的天才，发掘了自圣托马斯至胡克乃至英国革命的中世纪政治思想的长期传统，阐述了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的思想，成为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洛克的《政府论》乃是对光荣革命的论证。�[14]这种中世纪传统，“是1688年革命立宪思想的不可分割部分。”�[15]洛克的学说着重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体系基础表现为个人及其权利，尤其是财产权。而其根本是维护个人自由，反对政治压迫。个人之外存在社会，社会是一个确定的单位和个人权利的托管者，而社会之外还存在着政府，它是社会的托管者，类似社会之于个人。在政府内部，立法机关比行政机关重要和有权威。为了保卫自由和财产，立法机关支配行政机关，社会支配政府。洛克学说的主题是自由。洛克说：“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16] 自由就是自主和自立，它与健全而成熟的理性有关。“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自己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理性能教导他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使他知道他对自己的自由意志听从到什么程度。”�[17] “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19 洛克对于自由的主要论证是，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在自然状态下没有法律，或者至少没有已知的和不变的法律。因而为了自由人们必须成为立法者。但由于对人类本性和最适合于人类的社会的无知，他们制定法律的努力的结果就不能不经常恶化了他们的状况而不是对其加以改进。故为了获得自由我们首先要了解人类的本性。人性中最强大的力量乃是自我保存欲望，从而也是在人们之间达到和平最大的阻碍和最大的推动力，理性的任务便是理解、平定和建设性地引导这种激情。而由于自我保存的欲望无法消失或消灭，所以人们不是完全可统治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使人类获得自由的任务决不会最终完成。政府无力改变人类的本性，它必须使自己适应不能改变的东西。明智的统治者不只是去使自己适应它，它将疏通和指导，鼓励和保护人们的自我保存的欲望，而且将它变成他的人民的法律、自由、安全和富足的基础。洛克认为，激励人们寻求自己解放的主要力量是激情，即保存的欲望。不同于西方古代政治哲学家的是，他们认为激情是任意的、专横的，有奴役人的倾向，而一个人只有在他的理性能够以某种方式克制住并统治住了他的激情的范围内才是自由的。洛克“视激情为人性中的至上权力并争辩道，理性所能做的只是：服从于最有力的和最普遍的欲望并引导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当事情的这种秩序被理解为并被接受为真正而自然的秩序时，人类的争取自由、和平和富足的斗争才可望获得胜利。是这点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才是洛克政治学说的要旨。”�[19]


    洛克由英国宪政的制度与思想传统而阐发的自由思想奠定了近代宪政的思想基础。英国宪政的自由精神的本源到这里而得以汇流、勃发，个人自由、个人同意及自由获得并享有财产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等思想启发和引导了十八世纪后叶的美国独立革命。由洛克首先阐明并在美国独立宣言等政治宣言中所体现的原则，归纳了自由主义的理想，这些理想包括公民的自由权利--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财产的保障和由舆论监督政府，这些目的通过宪政的形式即有限政府、代议制政府和责任政府实现。其核心是对于价值的主张，即一切价值的终极含义是满足和实现人的个性，或如康德所说：人是目的。


    五、自由精神的修正：密尔论自由


    十七、十八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的自由精神逐渐成长汇流为成熟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经济方面，以市场的统治权和“利益集团的自然协调”为基础，主张自由放任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不须任何目的性的安排，有自身调节的机制。个人的自私自利是一个促进公共福利的推动力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经济动物，总是要求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收益。边沁的功利主义认为，自私自利和贪图享乐是人的天性，而政府的目的是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另外，他们为财产权辩护。亚当·斯密说“每个人在他自己的劳动中取得的私有财产是一切财产的基础。”�[20] 边沁说：“正是这种权利克服了人们对劳动的厌恶。”在政治与法律方面，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最大问题是处理好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者以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限制政府权力为坚定不移的原则，虽然对于个人权利的解释或以为是“自然的”（洛克），或以为是“传统的”（伯克），或以为是功能的（边沁）。为此，自由主义者倡导法律改革，反对政府、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以防止权力的扩张、滥用威胁到个人权利与自由市场。在十九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既是一种民族哲学，又是一种国家政策。因而对于十九世纪英国的议会改革、实现民主化的过程起了推动与促进作用。


    到十九世纪末叶，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及其成果，时势的变化使得个人主义的原则受到挑战，对于自由的性质、自由与法律强制之间的关系、国家的性质和职能等问题，即对于个人人性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要求新的研究，自由主义要求新的修正。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对自由的概念作了着重精神方面的阐释。密尔首先把意志自由与社会自由或公民自由区分开来，而他只讨论社会自由。密尔高度重视思想自由、讨论自由及自我掌握的道德判断自由。他肯定判断的自由（说服而不是被压服的权利）乃是道德上成熟的人格所固有的品质，而自由是造就有责任感的人的真正条件，所以他高度评价个性或自由人格的意义，“人类只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21]他认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密尔说：“假若大家都已感到个性的自由发展乃是福祉的首要要素之一；假若大家都已感到这不止是和所称文明、教化、教育、文化等一切东西并列的一个因素，而且自身又是所有那些东西的一个必要部分和必要条件；那么，自由就不会有被低估的危险。”�[22]关于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密尔主张“凡主要关涉在个人的那部生活应当属于个性，凡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23] “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一到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对它就有了裁判权，……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或者除非他们愿意就不需要影响到他们时……在一切这类情事上，每人应当享有实行行动而承当其后果的法律上和社会上的完全自由。”�[24]个人自由与公众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对社会而言，“通过自由讨论的过程决定各种意见的成立或不能成立，这不仅是一个进步的社会，而且事实上是唯一可以产生适宜于享受自由讨论权利的人们的社会。”�[25]关于自由与进步的关系，“正如在人类发展的早期服从和劳动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条件一样，在服从和勤勉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之后的文明时代，自由将成为以后进步的条件。”�[26]密尔把自由概念从作为每一个人为发现和追求他的物质利益所必须采取行动的外部自由提高到作为精神创造里的自由发挥以及由此造成“个人活力及种种变化”的全部后果的自由。


    1885年戴雪在《英宪精义》一书中，分析了英国宪法，从对英国宪法和法律的研究中寻求对英国宪政精神的更成熟的见解。他说明英国宪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议会主权”（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和“法治”（Rule of Law)。他分别探讨了这两个原则以及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之间的关联，指出英国政府没有专断权；所有的人都要遵守普通法院执行的普通法；普通法就含着宪法本身的法律，宪法性法律并不明显地单独存在，而是英国普通法的一部分，并且就是普通法的产物。戴雪的论述表明英国宪政的制度与精神的创生和成长中的确存在着一种自生秩序，宪政制度与自由精神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在冲突与和谐的动态平衡中创造了经验主义的宪政传统。引导英国人行宪历程的是一种哲学类比的精神。英国的政治体系“是被置于与世界秩序、并与一个由各个短暂部分组成的永恒体所注定的生存方式恰好相符合并且相对称的状态；在这里，由于一种巨大智慧的安排，人类的伟大神秘的结合一旦铸成为一个整体，它便永远既无老年，也无中年或青年，而是处于一种不变的永恒状态，经历着永远的衰落、沦亡、新生与进步的不同历程而在前进着。”�[27]


[1] 本文作者不赞成把哈耶克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spontaneous order”译作“自生自发秩序”，因为自生与自发意义相近，且这种重叠影响了这一概念的语感。本文作者译为“自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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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道路


（转自《朝圣山之思》网站）


                                                                                        


 作者：霍姆斯(，  译者：汪庆华((    校者：王笑红


 


       我们研究法律，研究的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一项众所周知的职业。我们研究的是，为了和法官打交道，或者，为了告诉人们怎样免于诉讼，我们要做哪些准备。为什么它是一项职业？为什么律师辩护和咨询要收取报酬？原因在于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公共力量掌握在特定案件的法官手里，在必要时还可以调动整个国家的力量来保证他们的判决和裁定得到执行。人们需要知道，在哪种场合，在多大程度上，他们会与这种比他们自身强大得多的力量发生冲突。于是，辨别何时危险会真正降临就成为一桩买卖。所以，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预测，预测公共力量何时假手于法院。


我们研究的材料是我国和英国的大量的报告、专著和制定法，它们可以回溯到六百年前，现在仍以每年数以百计的速度递增。过去案件中各种零乱的预言被收罗在这些文献里，而未来的判决将会依据它们做出。它们就是法律的宣示，这一称谓是恰当的。至关重要的是，法律思考新探索的全部意义基本就在于使这些预言更简洁明了，并把它们概括成一个自洽的体系。以律师对某一案件的描述为例，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删除他的委托人的案件中包含的戏剧性因素，仅保留那些对法理学理论的最后分析和抽象规律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律师不提他的委托人在签订合同时头戴白帽，而多嘴小姐却可能罗里罗嗦地谈她的镀金酒杯、海煤火和行李，其原因在于律师知道不管他的委托人头戴什么，公共力量的行使都是一样的。过去判例的教导被总结成一般命题并被收罗进教科书，法规的制定采取通常的形式，这些都使得预测更易于记忆和理解。法理学中充斥着的基本权利义务概念其实质仍是预测，而非别的。我会在后面的演讲中仔细论述法律概念和道德概念的混淆引起的种种恶果，在这我先指出一点，这种理论易于舍本逐末，即认为权利和义务可以和违法的后果相分离并独立于后者，而特定的制裁则是后来增加的。但是，我将尽力证明，所谓法律义务无非是这样一种预测，如果有人做了或未做某事，他将因法院的判决而承当这种或那种不利后果——法律权利与此类似。


如果把我们的预测概括、简化成一个体系，它的数量还没有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它们是作为人们能够在合理时间内掌握的一定量的原则出现的，被报告数量的不断增长所吓倒是极其错误的。在一代人的生活历程中，某一特定司法管辖领域里的司法报告几乎占据了法律主体的全部，它们还不断以现在的眼光对法律加以重述。即使此前的资料全被焚毁，我们仍然能够根据这些报告重建资料库。这些早期报告的作用主要是历史方面的。在结束演讲前，我会提到它的作用。


我希望我能够为如何研究我们称为法律的这套教义和系统化的预测提出一些首要的原则，使得想以法律作为他们商业活动的工具的人们能够反过来利用它进行预测。至于法律研究问题，我想指出我们的法律直到现在仍未实现的理想。


对这个问题务实的理解所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解它的界限。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先指出并解决道德和法律之间的混乱。它有时会上升到意识理论（conscious theory）这一高度，但更多的和确实经常发生的是它还没有触及意识的问题却已经在细节上引起了麻烦。显然，坏人和好人一样，具有同样的理性，希望避免遭遇公共力量，因此区分法律和道德有着现实的重要性。一个毫不在意他的邻人信守和奉行的伦理准则的人却会非常关注法律，以免自己破财和遭受牢狱之灾。


我认为我的听众不会误解我的话，把它看成是言语上的的冷嘲热讽。法律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物。法律的历史就是人类道德演进的历史。道德的实践倾向于造就良民和善人，尽管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我强调法律和道德的差别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研究和理解法律。为此，你们须掌握法律的具体特征，我要求你们暂时想象一下你们对其他的和更伟大的事情无动于衷是怎样的情景的原因也在于此。


我并没有否认存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从它出发，法律和道德的区别是第二位的，乃至于是微不足道的，就象所有数学上的区别在无穷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样。但我要指出的是，就我们考虑的目标来说，区别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目标是对法律的恰当的研究和很好的掌握，这种法律是一项具有可理解之限度的事务，是一套特定领域里的信条。我已经提出了这样做的实践上的理由。如果你想了解法律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那么你就一定要从一个坏人的角度来看法律，而不能从一个好人的角度来看法律，因为坏人只关心他所关心的法律知识能使他预见的实质性后果，而好人则总是在比较不明确的良心许可状态中去寻找他行为的理由——而不论这种理由是在法律之中还是在法律之外。即使你对你的问题的推理是不正确的，这种区分的理论重要性也不会减弱。法律中充斥着道德方面的辞藻，而语言连贯性的力量使我们意识不到谈论的问题已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除非我们的头脑中经常有各领域界限的意识。法律论及权利、义务、恶意、故意、过失，如此等等。在争论的某些时候，在法律推理中易于或者说常常在道德意义上使用这些词，因而陷入错误。例如，当我们在道德意义上说某人的权利时，我们所标出的是有我们的良心和理念确定的对个人自由可予以干预的界限，而不论这一界限是如何判定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许多过去一直有效的法律，它们中的一些现在还有效，虽然它们受到了现在的最明智通达的人士的谴责，或者说无论怎样它们都逾越了大多数人的良心给出的限度。所以，显而易见，认为道德权利和宪法权利、法律权利相等同只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毫无疑问，简单的和极端的案子都可能会超出法律的想象力之外，因为即使在没有成文宪法禁止的情况下，立法者也不敢去制定相关的法律，否则公众会揭竿而起。而这就为这样的观点，法律即使不是道德的一部分，也要受道德的束缚的观点提供了可信度。但是对立法权力的这种限制并不是和对道德体系的限制一样宽泛的。法律的大部分落在了相应道德体系的界限之内，而在某些案件中会越出这些界限，因为特定时期特定人们的习惯会成为越界的原因。我有次听到刚去世的阿加西（Agassiz）教授提起，如果每杯啤酒加假两分，德国人民就会起来造反。在这种境况下的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不是因为它是恶法，而是因为它无法实施。尽管我们对什么是恶法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没有人会否认恶法也能够实施而且现在正在实行。


我要解决的混乱困扰着众所周知的法律概念。先考察一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法律？你会发现许多文本的作者告诉你它是一些区别于马萨诸塞或英国法院判决的东西，它是理性的体系，它是伦理原则和公理的演绎，非此则不足以保证判决的一致性。如果我们采取我们的朋友（坏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对任何公理与演绎都毫不在乎，他的确想知道的只是马萨诸塞州或英国的法院实际上将做些什么。我很同意他的观点。我们的法律就是只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言，而绝不是空话。


再考虑一个已为公众接受的法律中内涵最丰富的概念，也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法律责任的概念.我们可以用所有源于道德的内容来填充它,但是对坏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和主要地，它是一种预测，即如果一个人做了法律禁止的事情，他就会处于进监狱或被强制付款的不利地位。而从他的角度看，他因做某事被罚款和因做这件事而被课税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坏人的观点是对法律原则的考验，这已经通过法庭上对法定责任是惩罚还是课税问题的大量争议表现出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以及行为人是被迫还是自愿。撇开刑法不论，依据工厂条例或法规授权取得一块有名的领地所引起的责任和我们所说的非法转让财产而且无法获得救济所引起的责任又有什么差别？在这两种情况中，取得财产的一方都应付给另一方由陪审团估计的公平的而非比这更高的价格，在法律上将一个行为标示为正确，另一个行为标示为错误又有什么重要性？只要结果——被强制付款——既定，该行为所引用的条款是赞许还是反对，以及法律的目的是禁止还是鼓励这种行为都无关紧要。仍然从坏人的视角出发，如果说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话，那就一定是在某种情形下而不是在其他情形下，某些不利因素，至少是不利的后果是和法律的规定相关联的。我能够想到的与法律规定的相联系的不利后果是两项多少不是那么重要的法律原则，这两项原则都可以废除而不致引起什么混乱。这两项原则是：1、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契约无效；2、如果共同侵权人中的一个赔偿了所有的损失，他不能从其他侵权人那里得到补偿。这是我所能够想出的例子。如果我们用酸剂来洗涤义务的概念并且去除其中和我们研究的目标——法律的运作——毫不相干的部分时，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范围在不断缩小并且变得更加简洁清楚。


在契约法领域中，法律和道德观念的混乱是最明显的。这儿又出现了具有神秘色彩的，我们无法确认和解释的所谓基本权利义务的概念。普通法上的履约义务意味着一项预测，如果你违约，你就要赔偿损失——仅此而已。如果你侵权，你有义务给付一笔损害赔偿金。如果你订立了契约，除非允诺得以实现，否则你要付违约金。所有的差别在于允诺是否实现。那些认为应当尽可能多地在法律中加入伦理准则是大有裨益的人对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屑一顾。科克勋爵在以下以及其他诸多的案件中的表现都很优秀，我十分乐意追随他的道路。在Bromage v. Genning一案中1，原告试图在王座法院获得一项禁令，来反对在威尔士进行的一桩诉讼案件，以达到使一项关于租赁的契约得到具体履行的目的。而科克认为如果授予禁令，那就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思，因为当事人的本意是在出租和失去补偿金之间作出选择。支持原告的哈里斯（Harris）警官承认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原告获得了禁令。这超出了我们目前讨论的范围，但它表明了我从一开始试图论说的都是普通法的观点，虽然卑下以为哈里曼（Harriman）先生在他关于契约的雄辩的小册子里误入歧途，以至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我仅仅提及普通法，因为在一些案件中，逻辑论证能够作为民事责任是一种可理解的强加义务的论点的证据而出现。这些案件属于相对较少的，即那些能够依据衡平法发布禁令，并且除非被告遵守法院的判决否则就会被投入监狱或者遭到惩罚的案件。但是，我并不认为从这些特例中形成一般原则是明智的。我认为，不再受基本权利和强制等概念的困扰总比用那些不适宜的术语去描述通常是由法律强加的有关责任的预测要好些。


        我提到过恶意、故意和过失，把它们作为源于道德领域却被法律借用的例子。考虑在违法行为民事法律责任的法律——也就是律师所说的侵权法中，恶意的用法就足以表明他在法律上意义和在道德上的意义是不同的，它还表明了这种差别由于赋予彼此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的原则以相同的称谓而变得模糊了。三百年前，有一个牧师在传道中，本于福克斯的《殉道者书》讲了个故事，有个人曾是折磨圣人的帮凶，他在内心的不断折磨中死去。恰好福克斯先生的叙述是错误的，那个人还活着并碰巧听到了该布道，他因此起诉了这位牧师。大法官雷伊（Wray）指示陪审团，被告不应该负责任，因为他讲这个故事时毫无恶意。雷伊是在道德的意义上解释恶意，即表现出不良的动机，而今天不会有人怀疑，即使加害人没有不良的动机，如果错误的话语明显会带来现实的损害时，他也要负责任。即使为此案辩护，我们仍然认定被告的行为是恶意的，因为至少在我看来，恶意一词和动机毫无瓜葛，甚至与被告面向未来的态度也没有关系，它只是指出了在已知情形下其行为明显会导致原告遭受现实损害。2


        契约法中，道德术语的运用导致了同样的混乱，就象我已经部分指出的那样，但仅仅是部分。道德涉及个人心智的确切的内在状态，即他所意欲的是什么。从罗马时代迄今为止，这种模式的处理影响了诸如契约法等法律的语言，这种语言的运用又影响着思想。我们说契约是双方的合意，因此推断出，在没有合意的情况下，就没有契约；这是因为他们意指不同的事情或者一方不知道另一方强调的重点是什么。但是，双方意思表示不一致或一方不知另一方强调的重点，双方却要受到契约的约束，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有一份关于授课的正式书面契约没有订立时间条款，一方认为该契约被解释为应在立即在一周之内履行，另一方认为解释为在他准备完备时，而法院则认为它应被解释为在合理的时间内。双方当事人受法院对契约解释的约束，但双方的意思都与法院宣称他们已经表示过的意思无关。在我看来，没有人能够理解契约的真正理论，甚至也没有人能够明智地讨论一些基本性的问题，除非他已经理解所有的契约都是形式主义的，契约的订立并非依赖于双方意思的一致，而是对于两套外部符号的认同——不取决于双方意味着同样的事，而是取决于它们说过同样的事情。而且，这种符号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视觉或听觉形象——什么时候契约成立取决于符号的性质，如果符号是实在的，比如说一封信，契约成立的时间就是承诺信件发出的时间。但如果合意是必须的，那么直到要约人阅读到承诺人的承诺时，才会有契约的成立——如果契约被第三人从承诺人手中抢走，契约就没有成立。


       现在还不是建立一套细致的理论或者去回答这些通行观点所蕴涵的许多明显的疑问和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没有一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但我现在正在试图做的只是通过一系列的提示来照亮法律原则的狭窄的道路，以及在我看来是在道路附近的两个具有毁灭性的陷阱。关于第一个陷阱，我已经说得够多，我希望我的描述能够揭示出混同法律和道德对于思考和实践都具有的危险，法律语言在法律的道路上就为我们布下了陷阱。就我自己而言，我常常觉得，假如我们把所有具有道德意味的词都从法律中删去，而采用那些能够表达未受其它领域污染的法律概念的词，结果会比现在好些。我们会失去大量的历史记录，会失去因为与伦理的联系而获得的崇高性，但通过去除不必要的混乱，我们获得了思想上的巨大明晰性。


       对法律边界的讨论至此为止。我要说的下一个问题是决定法律内容和法律成长的力量是什么。和霍布斯、边沁和奥斯丁一样，你可能会认为所有的法律出于主权者的命令，即使最先解释法律的人是法官；你也可能会认为法律是Zeitgeist的声音或者是你所认可的其他什么东西。即使这些论述各个不同，但就其对我的论点而言，它们都是一样的。即使每个判决都需要专断无常的君主的同意，我们对发现他制定的规则里的某种秩序，某种理性的解释以及发展原理怀有的兴趣丝毫不减。在每个制度中，这样的解释和原则都有待发现。与它们有关的是第二个陷阱的出现，指出它是重要的。


        我们所说的第二个陷阱是这样一种观念，它认为法律发展的唯一有效动力是逻辑。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种观念是正确的。我们对宇宙的假定是，在每一现象和它的起源及其未来之间都存在着确定的关系。若某样事物与其他事物不存在固定的关系，我们便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它超越了因果律，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或者至少可以说我们无法对它进行推理或演绎。我们对宇宙认识的前提是它是能够被理性地思考的。换言之，宇宙的每一部分和我们熟悉的那些部分在同样的意义上都是因和果。所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法律和万事万物一样是一个逻辑的发展过程，我所要指出的危险与其说在于承认统治其他现象界的原则同时统治了法律，不如说在于这样的观念，即认为一套特定的制度，譬如我们的法律制度，能够像数学依据一般公理的指导一样来设计。这种错误是经院派的天性，但不限于他们。我曾听一位著名的法官说，除非他能确定判决是正确的否则他不会作出裁决。因此，法官中反对意见常受到谴责，好象这意味着一方或另一方没有把数学题做对，假如他们更努力些，正确答案就会产生。


        这种思维模式非常自然。律师所受的训练是逻辑方面的训练。分析、区别和演绎的过程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司法判决的语言也大多是逻辑的语言。逻辑的方法和形式满足了植根于每个人心中对确定与和谐的追求。但是，确定性常常是一个幻想，而和谐也并非人类的命运，在逻辑形式的背后存在一相互竞争的各种立法理由的相关价值和重要性的判断，它常常是含糊不清和无意识的判断，这千真万确。它是整个诉讼的基础。你可以赋予任何结论以逻辑形式。你总是能够在契约中暗示某一条件，为什么要暗示它呢？因为你有对某一共同体或阶级实践的信仰，或者因为你对政策所持的观点，简言之，是因为你对不能用数量确切衡量的，因而无法找到逻辑结论的事物所持的的态度。这些事物实际上是一个战场，在这儿不存在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定论，这里的决定只是表明特定机构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下的偏好。我们没有意识到法律的很大一部分都易于在公众思维习惯的细微变化的影响下进行反思。没有任何具体的说法是不证自明的，无论我们怎样乐意接受它，即使象赫伯特·斯宾塞的观点——每个人都有权利做他想做的事情，只要他不侵犯别人的类似权利——也是这样。 


        为什么当一个人诚实地说出一位仆人的情况，即使他的论述是错误和不公的他也不承担诽谤罪？因为言论自由比一个人免于受到在其他情形下可能是错误行为的侵犯更为重要。为什么人们能够自由地开办企业，尽管他知道这会毁了别人的事业？因为据称自由竞争最有利于公众的利益。显然，这种对重要性的判断因时因地而异。为什么法官指示陪审团，雇主无须对雇员在其受雇期间所受伤害负责，除非雇主有过失，而当案件移送到陪审团处时，他们通常总是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裁定？因为我们法律的传统政策是将责任限定在一个谨慎的人本来能够预见伤害或者至少预见到这种危险的存在的范围内，并且大部分公众倾向于认为，某类人应当保证与他们打交道的另一些人的安全。写下这段话时，我已经看到了对这种保证的要求在一个著名的劳工组织的计划书中被提了出来，其中隐藏着一场半清不楚的关于立法政策问题的争论。如果有人认为他能够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肯定地说，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他的理论在实践上也不会被接受。（semper unique et ab omnibus）


        的确，我认为就是现在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仍有待反思，但如果有人真提议反思，我并不准备说我将如何决定。我们的侵权法来自古老的四分五裂的非道德、骚扰以及诽谤的观念，依据法律判决，哪儿遭受损害，哪儿得到补偿。而今天我们的法院忙于处理的侵权问题则主要是一些公用事业的事故。它们是铁路、工厂等对个人人身或财产造成的损害，它们所负的责任被估价，并且迟早会摊入成本由公众来负担，实际上是公众对此进行赔偿。再进一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公众在多大程度上保证那些他们享受其服务的人的安全是值得的。可以说，在这种案件中，陪审团支持被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偶尔地它会十分武断地打断常规的补偿程序，特别是在原告非常有良心的案件中更是如此，结果是这样的案件就能够很好地被打发。另一方面，甚至一个生命对共同体的经济价值也是可以估测的，可以说，任何补偿都不应超过那个数量。可以想象，某一天在一些特定的案件中，我们会在很大程度上模仿我们在（Leges Barbarorum）中所见的那样对生命和肢体征税。


        我认为法官自身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在估量社会利益诸方面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无法逃避的。公开表现出来的对这些因素的司法逃避的结果是，它常常使得判决的依据和理由含糊不清和无意识，这一点我前面已经提及。当社会主义第一次被提及时，社会中的有闲阶级非常害怕。我认为这种恐惧对英美的司法行为都产生了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影响在我所提到的那些判决中仍是一种无意识的因素。我认为，类似的事情导致不再指望控制立法机关的人们期盼法院成为宪法的解释者，而某些法院则采用了宪法文本之外的一些新原则。它们可以被归纳成为对五十年前就已流行的经济原则的认可和对法庭上的律师认为不正确的事物的大量禁令。我不得不说如果律师的训练能导致他们习惯性地对社会利益（而他们制定的规则的正当性正是基于社会利益）加以更准确具体地考虑，他们就会对目前他们自信的事情感到怀疑，并且注意到他们确实是在偏袒那些有争议以及常常是引起激烈争辩的问题。


       关于逻辑形式缺陷的论述就此打住。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作为一门课程来研究的法律以及它所追求的理想。我们离我所希望的观点仍然很遥远。无人已经企及也无人企及。我们刚开始哲学上的反动和对原则价值的反省，大部分的原则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没有对它们的依据加以细致的、有意识的和系统的质疑。我们的法律至少已经走过了近千年，象一株植物的成长一样，每一代人都要迈出他的无法逃避的一步。理智也和事物一样只须遵守自然成长的法则。它本应如此，这是极为自然和正确的，模仿是人类必需的本性，有如伟大的法国作家塔尔德先生（M. Tarde）在他的令人击节赞赏的《模仿的法则》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做大多数事情时，我们的理由无非是我们的父辈和邻居就是这样做的。这一点也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其广泛的程度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理由是充分的，因为我们短暂的生命使得我们没有时间去追求一个更好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最好的理由。我们不得不对二手传承的规则（这些规则是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心怀崇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在理性的秩序里建立自己的天地，也不意味着不能集中地将理性运用到它本来就能涉及的所有领域。至于法律，毫无疑问，进化论者对他的社会理念或者他认为应当在立法中体现出来的原则的普遍有效性表示怀疑是正确的。如果他能够证明他们在此时此刻是最好的，他就满意了。他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不会认为宇宙中有绝对的善，并进而宣称他也不认为对人类来说有永恒的善。下面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如果一个法律体系所包含的每一条款都清楚明确地表明它们所服务的目标，而且追求该目标的理由已经或正在由言词表示出来，那么该法律体系是比较理性和文明的。


        现在，在许多案件中，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法律规则为什么采取了其独特的形式，或者我们对它为什么存在有些怀疑，我们就会转向传统。我们跟随它回到年鉴，或者走得更远些，回到古法兰克的习惯；我们会回到过去的某个地方，德国森林、诺曼国王的需要、某个统治阶级的观念、缺乏概括性观念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现在以它被人们接受和人们对它已经习惯了这一事实加以正当化的规则的实践动力。理性地研究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对历史的研究。历史必须成为法律研究的一部分，非此我们不能了解法律规则的精确范围。你把一条龙拖出山洞，把它放在光天化日之下，你才可能数清它的牙齿和爪子，才能发现它的力量所在。但是把它拖出山洞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则是杀了它或者把它驯服，使它成为有用的动物。现在的人物是不吉利的家伙（black-letter man），而将来有身份的人则是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亨利五世时期，法治原则已经确立，现在没有比那时更多的理由坚持这一点是令人反感的；假如确立这一原则的根据早已消失，这一原则仅仅是出于对过去盲目的模仿，那就更是让人反感的。我想到了一条关于非法侵扰（trespass ab initio）的技术性规则，我最近将要在一个马萨诸塞州的案件中对它进行解释。3


         让我用几句话来描绘一幅图画，以表明由于下述的事实法治所追求的目的是如何模糊不清和被部分实现的，即规则形式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在有意识的明晰可见目的指引下的整体变化。我们认为有必要防止一个人非法占有另一个人的财产，因而我们将盗窃确认为犯罪。无论是所有者交给罪犯还是罪犯非法取走的，它们都是一样的，都是非法占有。但原初的法律其缺点在于它只是防止暴力的发生，从而自然地把违法行为（wrongful doing）和非法侵扰视作犯罪定义的一部分。在现代，法官们扩大了盗窃罪的内涵，他们认为如果违法者通过诡计或欺骗而取得财产的行为也构成盗窃罪。这就放弃了对非法侵扰的要求，而且他如果完全放弃这一要求，法律就会更有逻辑，而且对法律现在追求的目标而言更为真切。但是，这样做看来太胆大了，因而，这一难题留给了立法。已通过的法律规定挪用将会构成犯罪。但是，传统的力量使得人们直到今天仍然认为挪用罪和盗窃罪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至少在某些司法管辖中，有一个窃贼们的避风港，当他们受控为盗窃时，他们会抗辩自己应受挪用罪的指控；当他们受控为挪用时，他们会抗辩自己应受盗窃罪的指控。他们以此为根据得以逃脱法网。


       有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更好的回答，而不仅仅是模仿我们父辈所做的。目前这种形式的刑法利大于弊的说法比瞎猜好不到那去。我并不想插说它带来的后果，剥夺罪犯的尊严并趋使他们在犯罪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也不想论及罚款和监禁对罪犯妻小的影响是否比对他本人更大。我所想的是更为深远的问题。惩罚具有抑制作用吗？我们处理罪犯依据的原则是合适的吗？据说盖尔（Gall）最先提出了我们应当考察的是罪犯而不是罪行的原则，有个现代大陆犯罪学派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这种原则之上。它的用处有限，但是它所引起的探究第一次有望根据科学对我的问题作出回答，如果典型犯罪是一种退化，诈骗和谋杀是命定的，它是深藏的机体需求，这种需求和使得响尾蛇必定会咬人的需求是一样的，那么谈论传统的以监禁抑制犯罪人的说法就是胡说八道。他必须被干掉，因为机体的构造他无法改变，他也不会感到恐惧。相反地，如果犯罪和人的正常行为一样，主要是一个模仿的问题，惩罚就有望使得犯罪不至于成为风靡之事。许多著名科学家已经进行的犯罪人研究支持前一假说。像大城市这种人口密集区，榜样的力量是最大的，犯罪指数上升相对较快；而在人口较少的地方，犯罪恶疾的传播速度较慢，这一统计学的结果已被用来作为支持后一观点的有力证据。但是不管怎样，下面的确信包含很大的权威性，那就是“不是犯罪的性质，而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形成了引导对犯罪不可避免的社会反应唯一合理的法律标准。”4


        我经由盗窃罪描绘出的理性概括的障碍在其他法律部门中和在刑法中一样有所表现 。除了契约法以及和它相似的法律部门外，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侵权和民事责任有关损害赔偿的规定。存在有关这类责任的一般理论？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理论在其中能够简单地根据具体的理由加以列举和解释，且这类责任就象对非法侵入和诽谤的诉权有其特定的历史一样令人确信？我认为存在一种有待发现的一般理论，虽然它可能还未建立或被接受但存在这样的趋势。如果在当事人依据其一般或者独特的经验知道他行为危险性是很明显的时候，除非在那些基于特别的政策拒绝保护原告而授予被告特权的案件中，我认为法律认定有责任能力的行为人造成了实际损害是适当可行的。5我认为普通的恶意、故意和过失的概念仅仅意味着在行为人所知的情形下或多或少是明白无误的，虽然在一些免责案件中，恶意要求有实际的恶意动机，而这种动机的存在就会剥夺侵权行为人的以各种压倒性的公众利益为基础的豁免权。但是，我前天向一位杰出的英国法官提到我的观点时，他说：“你讨论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实际的法律是，你须表明你有权利。一个人无须为他的过失负责，除非他负有法律义务。”如果我们的分歧不只是言词不同，也不只是对规则及其例外的比例怎样的异议，那么，实质上，他认为行为的责任不能以某一行为明显的在一般情况下现实损害趋向作为充足的解释，而应当考察损害的特殊性质或者源于行为趋向之外的特定情况，他认为不存在对这种行为的概括性揭示。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它很流行，我敢说它在英国有很大的市场。


无论在哪，原则的基础都是传统，以致于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面临过分夸大历史实际作用的危险。前些日子，亚穆斯教授（Ames）写了篇有见地文章，在文中他认为，普通法不认可以特殊性为理由对欺诈行为进行抗辩，而进行抗辩的个人品格的道德力量应归源于衡平法。但是，象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如果契约都是正式的，那么，契约形式的缺陷导致契约不成立和任何我们称作理性的法律制度都不会考虑的意思误解之间的不同就不只是历史意义上的，还是理论意义上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只有利害关系人才会反对这种制度。但它并不限于特例，而是具有普遍适用性。我还认为亚穆斯教授不会不同意我的意见。


但是，当我们考察契约法时，我们发现它充满了历史。债、契约、允诺的区别仅仅只具有历史意义。由法律加诸准契约的这种和任何交易无关的付款义务的分类也只具有历史意义。约因原则更是如此。 对印章效力的解释就是历史的。对价只是一种形式。它是一种有用的形式吗？如果是的，为什么不在所有的契约中都要求这一形式呢？印章也只是一种形式。它在古卷中逐渐消失，而在实践中只要存在对价，有无印章都没有关系。为什么要以只具有历史意义的区别来影响商人们的权利义务呢？


        在写这篇演说词时，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传统不仅逾越了理性政策，而且是在它一旦被误解，被赋予一个新的和比它原有意义有更广泛的内涵时就逾越了。英国制定法规定，书面合同的实质性变更不得不利于主张变更的一方。这种原则与法律发展的一般趋势背道而驰。我们不会指示陪审团，如果某人曾在特定时候撒过谎，他就会在所有的事情上撒谎。即使一个人曾经试图欺诈，这也并不能妨碍他证明事实真相的权利。本性等问题不会作为证据被认可，它们只是作为参考。而且，这条规则和欺诈无关，也不限于证据方面。它意味着你不但不能利用该变更，而且合同已经无效，这是什么意思？书面合同的成立依赖于要约人和承诺人以书面形式交换过他们的意思表示，而不是依赖于该意思表示的持续存在。但是，在债券的约据中，最初的概念是与此相异的。契约和羊皮纸是不能分离的，如果第三人撕掉羊皮纸，毁去印章，或者改变条款，原告即使没有过错，也没有恢复请求权，因为被告受拘于其已签章的契约无法再次以拘束他的原有形式再现。大约一百年前凯尼恩(Kenyon)勋爵开始以这种传统为依据在案件中加以运用。和他通常对法律的损害一样，他也误解了这一规则。他说既然对于约据是适用的规则，怎么就不能适用于其他契约呢？他的判决恰巧是正确的。因为该案所涉及的是一张票据。在普通法中，票据权利以文书所载为准，但他的推理是宽泛的，这个原则很快被扩展到其他书面契约中去，而且为说明这一被扩大解释的规则各种荒谬和虚假的使用理由被编造出来。


        我相信没有人会因为我这样毫无顾忌地批评法律而认为我在亵渎它。实际上，我非常尊崇法律，尤其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它是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无数伟大的智者终其一生来完善和改进它，尽管和法律的巨大魅力相比，他们的工作不过是沧海一粟。尊重它有一个终极理由，这不是出于黑格尔式的梦想，而是因为法律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人对于自己尊重的事物也可以批评。法律是我一生孜孜不倦所致力的事业。当我没有完成内心驱使我去完善它的使命，当我预见了它的未来，而我却犹疑着未能指出它或尽我的全力推进它时，我所具有的诚心也不会减损分毫。


	目前，历史研究在法律知识研究中的必然具有的重要性，我说的已经够多了。在我们的法学院以及剑桥大学的教学中，人们不会低估比格洛（Bigelow）和亚穆斯的功劳。在英国，弗里德里克·波洛克爵士（Ferederick Pollock）和梅特兰（Maitland）所撰的早期英国法律的晚近历史使这一门学科显出迷人魅力。但我们要意识到复古主义布下的陷阱，并牢记我们对历史兴趣的目的在于凭借历史烛照现实。我盼望出现这样的时代，历史在对原则的解释问题上起很小的作用，而代之以真正的研究。我们花费大量精力探求我们渴望达到的目标以及追求这些目标的理由。作为达到这一理想的步骤，我认为每个律师都要懂经济学，我认为政治经济学和法学的分离是哲学研究的许多地方有待提升的明证。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学里，我们又遇到了大量的历史，但在这里我们就考虑和估量立法目的，达致它的方法和成本，我们得知，要得一物必舍一物，要得一利必失一利，并且知道我们在作出选择时我们正在做什么。


        我想对另一项许多实践家常常不屑一顾的研究多说几句。我想说的是法理学的研究，虽然不少垃圾被归在它的名下，我所指的法理学是法律中最具有概括性的那部分。虽然法理学的这一名称被用来指称最普通的规则和最基本的概念，但我认为从一个案件中得出一个原则的每一步努力都具有法理学的意义。伟大律师的一个标志就是他知道怎样运用那些最普遍的规则。有一个关于佛蒙特州治安法官的故事。这位治安法官受理了一个案子，其中一位农民状告另一位农民打破了他的搅乳桶。这位法官考虑之后在判决中说，他查遍了法律法规，都没有找到和搅乳桶有关的法条，所以他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同样的思维方式在案件摘要和法律教科书中屡见不鲜。对契约或侵权的基本规则的运用被置于铁路、电报的台头下，或者被归于象商法这类对那些实践者有吸引力的名目下，或者进入了已经象运输法或者衡平法这类只有历史意义的分类中，进入法律领域的人只有对它们烂熟于胸才能挣到大钱，而要烂熟于胸就必须穿透那些具有戏剧性的事件，识别作为预测真正基础的东西。因此，对于你所说的法律、权利、义务、恶意、故意、过失、所有权以及占有等等概念的确切含义你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在我的记忆中，我认为最高法院在几个案件中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因为他们对这些概念没有搞清，我已经说明这些概念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还有问题有待明确，那么他可以阅读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有关占有方面刑法的附注以及波洛克和赖特（Wright）的富有启发性的著述。詹姆斯·斯蒂芬分析法律理想的努力已经被寻求所有法律制度的本质（而不是去精确地剖析某个法律制度）这样的毫无意义的追求搅得乱七八糟，不只是他这样。而奥斯丁的麻烦则在于他所知的的英国法不多。但是，理解奥斯丁及他的先辈霍布斯、边沁还有它的重要继承者 霍兰(Holland)和波洛克在实践上仍然大有裨益。波洛克爵士的近著语言恰切、论述精到，十分具有代表性，而且它还没有受到会带来颠覆性后果的罗马法的影响。


        老人对年轻人的劝告易于象开一张书单列出最好的一百本书那样不可行。但至少我在年轻时，听到的确实就是这样的劝告。而且可能比那更不切和实际的是，我建议大家学习罗马法。我必须说明我的这一建议不是让大家去拾几句拉丁文来装点演讲的门面——那是科克爵士向布来克顿爵士提出的同类建议所抱有的目的。假如那就是目的，《De Regulis Juris Antiqui》能在一个小时读完。我的意思是，要把罗马法学好就要把它当做一个体系来学，那意味着要去掌握一套更为复杂，更难理解的技术，去研究另一条用以解释罗马法而非英美法历史进程的路径。如果有人怀疑我，那么他可以读读凯勒（Keller） 所写的《罗马民事诉讼法和诉讼》，一篇关于裁判官裁判的论文；以及缪尔黑德（Muirhead）的非常有趣的《罗马私法历史导论》。如果有可能，也不要让他失掉读索姆（Sohm）的令人叫绝的《Institutes》的机会。不。获得对你关注问题的广博认知不是去读其他无关的书，而是要抓住问题的根本。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在法理学的引导下，依据现存的原则体系进行高度概括。其次，从历史中寻找它之所以成为现存状况的原因。最后，如果可能，探求这些规则试图实现的目的，为什么那样的目的值得追求，我们为得到它们又失去了什么，以及这一代价是否值得。


        我们在法律研究方面理论太少，而非太多，特别是在法理学方面。当我说历史时，我以犯罪为例来说明，法律因为缺乏以清楚的形式来表述能够实现它的明确目的规则而遭难。在那个例子中，麻烦源于早期的那些形式得以存留到现在，当时它们的目的狭隘，但被人们接受了。现在我举例说明理解法律的理由对解决具体案件具有的实践意义。我所举的例子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对它作出过充分的阐释和探讨，我所指的是指法规时限和法律时效。这种规则的目的是清楚明显的，但是剥夺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在哪？ 随着时间的流逝，权利就成了罪恶吗？有时，证据的消失是条理由，但它是个次要问题。有时，维护秩序是个借口，但为什么二十年后秩序就比以前更值得捍卫了呢？在立法机关没有援之以手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出现了。当不行使权利没有法律的支持时，原所有的权利消失的情形更可能发生。有时，人们认为假如一个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法律就会萧规曹随，他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现在假定这些就是时效规定的所有理由，你就会在我所举的下面这个例子中赞成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但是如果你采纳我将要提出的观点，你就会转向为被告辩护。某人被诉非法侵入他人土地，但他却说他的侵入是有合法权利保证的。他证明他公开地对抗性地通过这块土地已有二十年之久。但调查结果显示原告曾授权给第三人，他原以为第三人是被告的代理人，虽然第三人实际上并不是被告的代理人。因此原告以为被告的使用是经过许可的，所以被告不能获得任何权利。被告是否获得了一种权利呢？如果被告权利的获得是建立在一般意义上土地所有者的错误和疏忽的基础上的，那么在不存在疏忽的情况下，通行权就没有产生。但是，如果我是被告的律师，我就会说依时间流逝而产生的权利是站在权利获得者的角度而非权利丧失者的位置来看待的。亨利·梅因爵士使得把财产的古老观念和时效相联系变得很流行。但这种联系的渊源比任何有记载的历史都要久远。他植根于人类思想的本性之中。无论是财产还是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把他人的事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对其心爱有加，并进行利用。这样的行为扎根于你自身，当外力试图将它拔连根拔起时，你必然会对这种行为加以反抗并为自己辩护，而不管你是怎样获得它的。法律的最大正当化在于他契合了人类最深刻的本能。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你一定使前业主非常失望，因为你的话意味着由于他的疏忽导致他自己和他主张的权利之间的联系在逐渐的淡化，而被告和原业主原有的权利之间的联系在逐渐加强。假如原业主知道他人公开的行为表明该人正在为加强这样的联系而努力时，我觉得有必要指出，为了对该他人的公平，原业主有义务查明该人的行为是否获得了他的允许以便向其发出警告，以及在必要时加以阻止。


        我谈到了法律研究，但我没有接着说明与之相联系的经常被谈到的教科书问题、案例体系以及学生们几乎很快就会接触的所有的机制。我也不打算去谈论它们。理论而非实践中的细节是我演讲的主题。毫无疑问，从我做学生时起到现在，教学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在任何模式下，能力和勤奋都是掌握材料必不可少的要素，理论是法律原则中最重要的部分，就象建筑师是建房子的所有的人中最重要的一样。过去二十五年中，最大的进步是理论的进步。没有必要担心它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从好的方面讲，它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而从不好的方面来说，就象有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一般概念的兴趣意味着具体知识的缺乏。我记得我从军时读到了一本书，其中有个年轻人，上司检查他为什么考了倒数第一，问了他一个有关中队训练的问题，他回答说他从未考虑过少于一万人时如何训练的问题。谁爱当笨蛋就当去吧！ 危险在于能干而务实的人由于理论和他们的事业相距甚远而漠视和怀疑理论。前些天，我听说了一个故事，有位富翁雇了一个仆人，他向他支付高工资，但要克扣掉因其过错导致的损失。其中的一条是“缺乏想象力，扣去五元。”不只是仆人缺乏想象力，雄心、权力等目标现在总是以金钱的形式表现出来。金钱是最直截的形式，而且它也是人们追求的目标。雷恰尔（Rachal）说过“财富是人的智力的标尺。”这句话有利于把人们从蠢人乐园中唤醒。但是，黑格尔说过6“必须得到满足的，终于不再是需要而是意见了。” 不论想象力的大小，最具影响力不是金钱，而是对思想的掌握。如果你想要充分的例证，可以 读读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的《十八世纪的英国思想》，就能够看到在笛卡儿死后一百年，他的抽象假说已经成了控制人们行为的实际力量。你还可以读读德国伟大法理学家的著述，就能知道我们今天的世界更多地受康德而不是拿破仑的影响，我们不可能都成为笛卡儿或康德，但我们都渴望幸福。我在对诸多成功之士的了解基础上确信这一点，即仅仅成为大公司的法律顾问并拥有5万美元的薪水，并不能获得幸福。伟大到足以赢得赞誉的有识之士，除了成功以外尚需别的食粮。法律的更遥远和更一般的方面，恰是人们应当普遍关注的。正是通过这些方面，你不仅成为自己行业的才俊，而且还把你的问题同大千世界联系起来，得到空间和时间上的共鸣，洞见它的深不可测的变化过程，领悟到普遍性的规律。


*  这是1897年1月8霍姆斯法官在纪念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新讲堂落成大会上的讲演，其时霍姆斯是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





** *我的朋友陈若英看过本文的最初译稿，提出了很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但译文中可能有的错误由我和校者承担。





1 Roll. Rep. 368.





2 参见Hanson v. Globe Newspaper Co. 159  Mass293.302.





3 Commonwealth v. Robin, 165 Mass. 453.





4Havelock Ellis,《犯罪人》，引用了加罗法洛的观点，还可参见菲利《社会犯罪人》，passim.请比较塔尔德《刑罚的哲学》。





5 可以举个法律拒绝保护原告的例子。其时，他在其有价值的利用中，被一个陌生人所打断了。他的不利于对方当事人的穿行持续的时间只比法律规定的时效短一个星期。一周以后他就会获得权利，但是现在他只是一个非法侵入者。我已经给出了豁免权的例子。最后的例子是商业中的竞争。


6 《法哲学原理》§190。








用宪政来进行统治者驯化





刘军宁





　　人类对动物和普通成员的驯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对统治者的驯化堪称进展缓慢，只是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人类对野生动物的驯服，在文明史中已有了大量的记载。 但是与这一进程同步进行的另一个进程，即人类对自身的驯化，却 较少受到关注，而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得多。一个社会，不论它把动物驯化得多么好，只要这个社会成员自身的野性未脱，这个社会仍然不能算是一个文明社会。 





　　统治者与政府是迄今为止所发明的驯化人类普通成员的最有效的手段。为了镇制普通民众身上的野性，统治者建立了一整套的暴力机器，对任意发作野性的人进行武力的强制。让政府用暴力的手段来压制野性，在政治学中被称为是"野蛮的发现"。但是，当人 们成功地找到了驯服被统治者身上的野性的途径之后，却被一个更大的、空前的挑战所困扰：如何驯服自己的统治者？统治者及其操控的政府的确是统治和驯化普通民众的有效工具。可是，无论被神化到什么程度，统治者和政府成员都是凡人。统治者用政府约束凡 人的野性，可是，一旦治人者野性发作，谁来约束、制止呢？历史 一再表明，由于手中掌握著暴力工具，统治者的专横权力一旦失去 控制，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非普通人的野性发作所能比拟。 





　　直至今日的人类的全部进化历史表明，人类既离不开统治者， 又不能不驯化统治者。一部人类政治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猴 王"到人王的进化史。灵长动物学研究表明，现在像猴子、猩猩、 狒狒、长臂猿等灵长动物，都过著人类的祖先曾经过著的那种群居 生活。大多数灵长动物的社会，是围绕著一个可以称为首领的统治 者而组织起来的，如猴子就是围绕著"猴王"来结群生活的。这样的首领通常至高无上。灵长动物社会的本质，就是在首领的暴力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的建立消除了自相残杀。人类社会中的政权最初也可以追溯到那个作为"君王"的统治者身上。由于不必再把精力浪费在自相残杀上，整个群体就能致力于合作性事物————采集食物和保卫地盘。这样，也就迈开了走向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第一步。 





　　然而，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君王"统治不可避免地通过暴力来更迭。从猿猴社会到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都历来如此。猴王权力的更迭即便是流血的，却不大可能是致命的，更不会残害无辜者。而人类社会中行暴政的统治者们不仅制造流血，而且使千万无辜的人 沦为受害者乃至丧失生命。这种政权便取代了猛兽而成为人类生存 的最大敌人。猿猴过专制生活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生存机会，而现代的暴政统治者是要最大限度地剥夺人类的生存机会。如果不能成功地驯服，"人王"比"猴王"要野蛮得多。二十世纪中非统治 者博卡萨在现代条件下居然保留著"食人"习性，就是最好不过的例证。博卡萨之所以可怕，正是因为他掌握的是整个国家的暴力机器。而且，越是这样的统治者越是想取得对暴力机器的彻底控制。 权力越专横，野性的成分就越多。 





　　直到有效地驯服统治者的手段发明之前，人们对统治者们的野性几乎束手无策。要么是以暴易暴，陷于恶性循环，要么是无力的道德说教。而对不中听的说教，统治者们轻则像齐宣王那样"顾左右而言他"，重则像纣王那样让比干剖心而死。 





　　在人类的五千年文明中，在驯化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很不均衡的。对动物和人类普通成员的驯化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并全面完成。对普通民众的驯化也早已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但是对统治 者的驯化则进展缓慢，只是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普遍的效果，不过是近三十年的事情。 





　　公元１２１５年，英国的一些地主共同联合起来，第一次把法 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大多 数地方，法律是统治者驯化百姓的武器，这一次，法律成了驯化统治者的武器。 





　　到了１６８８年，英国人通过发动光荣革命，对统治者的驯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类文明化的过程是人类驯化自然和驯化自身的过程。《王位继承法》、《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针对王权的法律的实施，使得君王再也难以犯下作乱。　　 





　　１７８７年，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制定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成文宪法，从而正式开辟了人类历史的宪政时代。宪法与以往任何法律的区别，就在于它是限制统治者和政府的专横权力的法 律。在无宪政的社会中，法律通常是统治者束缚普通民众的工具， 而对统治者自己则鲜有束缚力，基本上是无效的驯化工具。历史证明，一般性的法律太容易被专横权力的野性所挣脱，故必须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法律才能让野蛮的专横权力就范。这个法律便是宪法。其中的特殊材料，主要包括如下法律理念：对人的基本权利和 自由的规定和保护、对统治者与政府的权力范围的限制、纵向与横向的制衡、司法独立、违宪审查、法律高于统治者意志等等。可以 说，宪政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最重大的里程碑，因为它给人类所面临的最大课题————驯服统治者，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手段。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自二千多年之前的雅典直接民主之后，出现了第一波旨在确立宪政民主的浪潮，普选的确立和选举权 的扩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统治者产生机制，迫使统治者就范于民意，从而使这些权力精英出于对选票的顾虑，很难不顾民意去驰骋其野性的权力意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是人类驯服统治 者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把那些挣脱法律与伦理的羁绊、用专横的权力为非作恶的统治者送交国际法庭进行审判，这在人类历史上 还是头一遭。这一"殷鉴＂是任何想步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 机后尘的统治者们所不能熟视无睹的。 





　　１９４８年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国家机构来给各国统治者的行动划上禁区，不仅拒绝让统治 者进入个人享受自由与权利的领域，而且规定统治者有义务保护个人的这些自由和权利。是否承认并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已被看作各 国是否接受人类文明基本准则的一个重要尺度，宪政作为驯服政治 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制度手段，在二十世纪有了更大的发展，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扎下根来。 





　　宪政体制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大行其道，就是因为迄今为止， 它是人类所发现的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在这一体制下，权 力不仅应该分享，而且应当被用来尊重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因 而应该受到制衡。对统治者的驯化程度也是衡量文明的尺度。一个宪政体制就是统治者能被有效驯化的体制。值得强调的是，对统治 者的成功驯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但是，统治者们也同样能从中得到利益，首先是大大 提高了政治这一行业的安全系数。在宪政体制下，统治者们虽然要 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追逐权力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也无坐在火山口上之忧。在历史上，统治 者们的身家性命从未比在宪政体制下得到更有效的保障。所以，从 对统治者的驯化这一历史过程中受益的，应该同时包括统治者与被 统治者。 





　　时值二十一世纪的前夕，有一点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的经济。野蛮当道，人民就遭殃，如非洲，１５０年的历史，就有１５０次以上的政变。鉴于今天世界上的三分之二的国家 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用宪政来进行统治者驯化，可以预料，二十一世 纪将是在全球范围之内驯化治人者的世纪。这可能意味著人类文明得以摆脱以杀戮和迫害为特征的野性残余，把文明阳光照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宪政主义的背景


 


              Fred Schauer  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政府学院学术院长


 


 


　　人们有这样一种期望，认为美国人对宪政主义具有独到见解，联系到刚才佩里


教授所讲，因为我们美国人没有象中国人哪样制定一部又一部宪法，在过去的210


年中，我们美国人没有制定任何一部新宪法，这一点对认识美国宪法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对我来说，进入今天的讨论的适当方式不是先谈美国宪法，而是要讨论宪政的


基本原理。如果我们要对宪政的这些最基本原理进行讨论，首先要谈论的适当国家


不是美国，而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新西兰和以色列这三个国家。


 


　　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三个国家溯源宪政主义基本原理呢？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


几乎只有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称作成为宪法的单独文件。如果你说想看看大不列颠


联合王国，新西兰和以色列这三个国家的宪法，那么这些国家无法提供一份单独的


宪法文件，也没有一份特定的老百姓可以说出来的宪法文件。尽管如此，人们不可


因此得出结论说：这三个国家没有宪法。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在联合王国，众所周知的是，没有女王陛下签字，议会立法不得生效。但另外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女王陛下在签署法律之前，不得因为她对法律的内容有不


同意见而拒绝签署。讲到这儿，我觉得有趣，我希望你们也觉得有趣的是，在大不


列颠联合王国，人们都知道：如果女王拒绝签署议会通过的法律，每一个人，或者


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认为女王违宪，即使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人们还是认为女王


这样作违反了宪法。同样，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如果议会制定的法律规定，因为


老百姓与政府各执一端，便可将老百姓关进监狱，人们会认为这样的议会立法违宪。


因为，几乎不容质疑的是，所有这三个国家都坚信：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是政府与老百姓之间达成的一种不成文的宪法惯例（Constitutional 


Understanding），即使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明白地写着这些权利。


 


　　英国宪法的上述事实告诉我们，回答什么是宪政的问题实际上是要回答一种深


刻的法律理论。宪政不是一部成文宪法，理解宪政的更恰当的方式是将宪法视为一


整套牢固的惯例。（Understanding）理解这一整套惯例的最好方法是将这些宪法


惯例看作是对处于第一等级序列（First－Order）的政治决策进行限制的第二等级


序列(Second－Order)中的一系列限制性规范。意即根据这些范围更为广泛、意韵


更为深刻，我称之为第二等级序列的限制性规范为背景进行判断，即使眼下看来正


确的政治决策仍有可能是错误的。


 


　　现在，让我暂时将上述三个国家撇在一边，或者实际上不再谈论这三个国家。


我将你们的思路带到这三个国家，只是为了从概念上将宪政原理与叫作宪法的成文


文件进行区分。尽管宪宪政原理与成文宪法是不同的，但实际上当今世界上任何一


个国家，除了我在上面提到的三个国家，他们都认为将宪法惯例固定下来的最好办


法是将他们写在一个单独的文件之中。我认为有趣和重要的是：在过去10－15年中，


世界上发生宪政转型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效法大不列颠、新西兰、以色列模式，


尽管这些国家的不成文宪法模式能恰当运作，这些国家也可以列入恰当意义上的民


主社会。非洲、亚洲、东欧或者前苏联的共和国都选择了成文宪法道路。


 


　　因此，如果将我上面讲的与我们已知的近现代以来中国及其他国家拥有无数宪


法这样的事实对照起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首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宪政文化来


说，一部单独的成文宪法是不必要，即使有一部这样的成文宪法，也是不够的。


 


　　为什么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国家，仅仅有一部成文宪法尚不能称其为宪政主义国


家呢？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成文宪法不能成为第二等级序列的牢固的限制性规范从而


能够限制第一等级序列的政治决策呢？为了进一步进行我们的讨论，现在有必要引


入“法院”这个词。


　　在此，我引入荷兰这个国家作为例子，尽管我在此谈论的并不局限于荷兰一个


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我要涉及“西欧”国家，涉及瑞士、涉及比利时。所有这些


国家都有成文宪法。但是，在这些国家，如果发生违宪，人们无法向法院“求助”。


荷兰也有一部成文宪法，上面清楚地写着哪些事情政府不许做，但是，如果政府犯


规，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去法院改变政府的行为和决定。这是因为在荷兰，即使有成


文宪法，宪政主义或者对政府的牢固的限制性规范的作用方式也如同大不列颠、新


西兰、以色列这三个国家一样。即在荷兰存在着一些宪法惯例，这些宪法惯例写在


宪法之中，人们广泛认同这些宪法惯例，这些宪法惯例是不可违反的，如果违反这


些宪法惯例，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即使人们无法向法院求助。


 


　　当然，更为常见的是，美国宪政模式是当今世界上一个正在增长上升的模式。


但是，归根到底，所谓美国宪政模式的成文宪法是指如果成文宪法被违反了，会有


一个法院出来宣布宪法被违法了。但是，尽管美国解释成文宪法的法院可以说政府


行为是违宪的，因此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但是对宪政文化的存在来说，还需要更多


的要素。只要当公众广泛地相信政府必须按照法院所说去作为或不作为的时候，整


个宪政文化结构才算存在。在美国宪政文化中，政府不遵守法院判决同样是政治上


不可接受的，因此也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法院没有军队可供调遣，无法使用警察力


量，也没有任何强大的能力去实施判决。在这方面，美国在21世纪发生了两个最重


要的并不属于宪法判例的宪法事件。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不同种族不同公立学校”制度


违宪。因为它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当时有许多人反对最高法


院的这个判决。他们认为这是“坏宪法”和“坏政治”。其中之一是广受阿肯色州


人民支持的该州州长。另一个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但是当阿肯色州


试图抵制最高法院的判决，尝试不遵守最高法院的判决时，艾森豪威尔将军却命令


军队进入阿肯色州，强制执行了最高法院的判决，尽管他本人也不同意最高法院的


这一判决。


 


　　第二个宪法事件也有类似性，也许更著名，这个事件就是1972－1974年的水门


事件。这个事件是最高法院披露出来的一个丑闻事件的一个部份。最高法院下令当


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交出涉案的文件和录音带。一俟法院下令，在不到24小时之内，


尼克松便通过他的律师指出：他不会遵从法院命令。尼克松这种政治上孤注一掷的


做法引发了公众强烈抗议。尼克松被迫立即宣布他将遵守最终强迫他下台的法院命


令。


 


　　总结以上两个例子提供的教训并结合英国、新西兰、以色列的情况，可以看到：


宪政主义作用如何，最终取决于公众对宪政主义的接受程度。但是宪政主义不能产


生公众接受。宪政主义需要存在一个作为背景的，大众化的、公共接受的限制政府


权力的观念作为条件，需要人们相信这些限权观念应该得到贯彻实施。


 


　　今天我在此谈论的宪政主义通常被认为与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法律理论家的思


想相联系。这两个法律理论家一个是奥地利人汉斯·凯尔森（Han Kelsen ）另一


个是英国人哈特（H.L.AHart）。这两人的最深刻的思想洞察是：法律的基础不是


法律的，法律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不是法。法律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经验政治以及社会、


文化上对法律统治的接受。


 


　　现在，一旦我们更多地明白了宪政实际上怎么一回事，美国模式在当代世界便


显得不那么特别重要的了。虽然在美国、加拿大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宪法是


靠最高普通法院实施的，但美国模式仍然是处在上升态势的不多见的和稀有的模式。


 


　　当今世界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模式是“宪法法院模式”，它源于德国。这种模式


已经被大部份东欧国家、大部份前苏联共和国以及非洲国家接受。这种模式的特点


是：宪法法院的唯一工作是解释宪法。采取这种模式的理由之一是：虽然宪法是国


家的最高法律，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承认宪法到底不是普通的法律，它的解释除


了需要解释普通法律所需要的技能外，还有更高的要求。宪法的解释涉及到经济、


哲学、政治等一系列更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从只需要普通技能的法律解释角度看


难度较高，因此，需要设立单独的法院来对宪法进行解释。


 


　　假定你们在此聚会的一个目的是讨论宪法转型，那么，注意下面我要描述的宪


法之间的不同是十分重要的。美国宪法有8,000字；南非宪法有大约105,000字；巴


西宪法有160,000字。宪法文本长度的戏剧性的差异大部份是由立宪时的环境造成


的。有120年历史的美国宪法是由55个富有的男性白种基督徒关在房间里写出来的，


不仅如此，这些立宪会代表还需发誓保密。每当这些人离开这所房子，他们得接受


武装警卫的检查，以确认他们没有随身挟带出任何便条和宪法草案条文。相较之下，


南非宪法则几乎是在电视上制造出来的，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如果立宪过程有


经验教训的话，我们从南非和巴西立宪中可以看出：如果一部宪法是公开制定的，


各派政治力量在政治上是十分容易将自己的东西塞进宪法的。可以这样说：如果某


些政治力量想在宪法中加入某些东西，那么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放进去。这


样做的后果之一是宪法变得越来越长。对我来说，当你们思考宪政转型的时候，在


我看来，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往往急切地把时间花在新宪法应该写些什么内


容这个问题上，而对立宪时的环境如何则没有花足够的时间予以考虑，并且对立宪


程序的重视也不够的。


 


　　下面让我来谈一些关于宪法的内容方面的问题。迄今为止，我所读到的有关中


国宪政思想和中国宪政转型的东西大部份是关于政府的性质和转型方面的。当代世


界国家立宪提供的教训更多的不是来自于美国，而是来自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国家，


这些国家在立宪时面临着要诸如国家身份和国家性质认同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政治分


歧这样一些棘手的问题。这方面最好例子不是美国，而是加拿大。加拿大的最根本


的问题是“语言问题”。是否魁北克是加拿大的一部份？或者魁北克与加拿大分成


两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国家？是否加拿大讲英语的国民可以将他们的意志置于讲法语


的国民意志之上？（讲法语的国民亦然）这些问题在宪法术语中很好地规定了吗？


我们从加拿大立宪中过程中得到的一个教训是相同的，这就是我在今天一再强调的


主题的再现：如果魁北克不服从新的宪政转型，加拿大的宪政问题最终会发展到究


竟是“使用强力”和“使用基础性的政治意愿”这样的复合问题上。


 


　　当我从远距离观察中国和中国的宪政转型问题时，我目前忧虑的问题是人们草


率地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宪法上，似乎认为宪法本身的改变会带来政治意愿的转变，


能够改变政治文化、改变政治惯例，将宪政转型看作政治转型诱因，而不是政治转


型的结果。尽管如此，宪政转型还是具有重要目的，套用经济学家的一个术语就是：


宪政转型有一种信号作用（Singnaling Effect）。因为宪政转型有可能向世界发


出政治惯例转型的信号，即使政治惯例没有改变，宪政转型的信号也能在国际上带


来反馈机制，从而带来一些政治转型的“压力”机制，一些国际惯例（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s）也可能因此会产生作用。


 


　　在今天的演讲的开始，我就说过，在过去的15年中，世界上的宪政转型国家没


有一个效法大不颠联合王国，新西兰和以色列，这些国家不紧跟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的宪政模式的理由不是因为英国的宪政模式较美国的宪政模式糟糕，不是因为新西


兰的宪政模式比德国的坏，这是因为，借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说是，在宪政转型过程


中，我们看到了“羊群行为”。大多数国家有不断增加的“欲望“也许在此使用这


个词不正确，他们认为：有一部宪法、或有某种类似的宪法、或者将宪法的某些规


定付诸实施，这些都是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分子必须具备的条件。


 


　　在我看来，中国的宪政转型将发生在，并且只能发生在哪些掌权者意识到如果


不作为国际社会的一部份将是不可接受的的情形之下。我们现在的时代已经临近这


样一个关键点上－－－由一个独立的司法机关实施成文宪法被看成是作为国际社会


成员资格的必要条件。我想目前司法独立作为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条件已经较为普


遍地被接受了。剩下的哪些没有成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国家要做的事情则取决于他们


想成为或者必须成为国际社会成员的欲望程度。


 


　　日本在19世纪40年代末，南非在90年代，都渴望融入国际社会，都有经济发展


的需要，因此他们最后走向了宪政。有人认为日本是因为有麦克阿瑟的帮助才实行


了宪政。但是南非没有麦克阿瑟的帮助也做到了，这是因为南非渴望与国际接轨。


因此中国只要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强烈要求，有希望融入国际社会的压力，


中国也应可以实现宪政。南非是一个很好向宪政文化转型的模式。


 


　　我的结论是：宪政主义的背景是宪政主义需要关注的最深刻的问题。


      








二十一世纪 一九九八年六月号第四十七期 


宪政的复权


�


季卫东 


　　 一　重新认识宪政 


　　冷战结束之后，前苏联、东欧各国在进行经济巿场化的同时，其政治体制也发生了从极权主义「党国」体制转向自由主义「宪政」体制的深刻变化。虽然今后政治上的起伏仍在所难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出现某种「宪法危机」的可能，但是新的宪法秩序在那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例如：通过改宪的方式在不破坏程序连续性的状况下实现了「宪法革命」，建立了宪法法院以及违宪审查体系等等。而且，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还有了一些渐入佳境的气象。 


　　大约与此同时，西欧社会批判理论的旗手哈贝马斯（ J ü rgen Habermas ）以及左翼知识分子也开始调整立场，把关于大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激进民主诉求与自由主义宪政的法律制度结合起来。这种转变从 1990 年正式开始，而在哈贝马斯的法学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为法和民主的对话性论证的理论而作》（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表现得更明确、更充分。可以说，这实际上意味着欧洲的非共产党系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被明确定义为通过合法斗争的方式促进资本主义的彻底自我批判和修正，而不是另起炉灶。这亦意味着对西方社会批判的重点从破坏性解构转移到建设性重构，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批判法学的撤退。应该留意的是，哈贝马斯以公共领域和沟通行为等概念为基础的、通过讨论达成妥协和利益调整的「审议的政治」（ deliberative politics ）的规范性学说，本来就与议会制以及立宪思想息息相通，所以倒也未必如有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能扯上甚么变节和败北的问题。尽管如此，哈贝马斯近年在法律观方面的明显旋回，仍然令不少人感到诧异。一个如此重要的当代思想家的态度变化似乎在提示人们：对于在制度上现实可行的民主政治而言，近代法治主义固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一种必要条件，至少是各种制度创新的基本参照物乃至立足点。 


　　总之，无论在前苏联、东欧的政治实践中抑或是在当前西欧的批判理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宪政的制度安排的复权，而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经验则作为一种制约的力量，通过关于社会公正和民主的法治国家的话语来保持其精神上的影响。当然，上述现象的出现并不意谓自由主义法律观的最终胜利，更不能设想从此以后意识形态斗争将偃旗息鼓，甚至出现福山（ Franc is Fukuyama ）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应该承认，在主权、人权、发展权、民族自决权、自由与平等的协调、经济秩序的全球化以及地域性规范等一系列问题上，现代自由主义本身也并没有摆脱其内在矛盾的种种困境。但是，这里只不过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自由主义以及作为其制度性基础的法治主义仍然在扩展、在改进，而足以取而代之的社会范型还远远没有确立起来。 


　　宪政的复权也开始波及中国。从革命理想主义者转变到自由主义者的顾准，他对议会民主制的论述在历尽曲折之后终于在 1994 年得以正式出版，并在思想界引起不少反响。关于巿场、社会中间层、公共领域以及宪政的讨论日趋活跃，至 1997 年 9  月达到高潮。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一项政治承诺——到 2010 年为止，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针建立起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1998 年 3 月以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对庞大臃肿、管事太多的行政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固然，从监督法的制订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阻力可以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现实问题是很难在近期内得到根本性解决的，但是，「依法治国」的原理一旦获得政治上的效力，那么新宪政主义运动也就不难从依法诉求的空间中找到其切实的支点了。 


　　二　假想现实与信仰机制 


　　今天讨论宪政问题，其氛围其语境与一百年前的康有为、梁启超们的时代大不一样。 


　　仅就立宪思想的发源地欧洲而言， 1970 年代以来到处都弥漫着一种世纪末的虚无主义情绪。例如，德勒兹（ Gill es Deleuze ）和噶塔里（ Felix Guattari ）在 1972 年提出了旨在批判安定的国家秩序的所谓「反奥狄浦斯」的后现代命题；几乎与此同时，贝尔（ Daniel Bell ）在 1973 年宣告了「后产业化社会的来临」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文化无政府主义的流行；哈贝马斯则在 1973 年揭示了资本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危机」（ Legitimation Crisis ）……最近，华伦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全面的历史清算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主义之后」如何抉择的问题。总之，有识之士都敏锐地感到了价值判断在相对化，普遍的、绝对的规范体系已经渐趋瓦解。 


　　一般认为，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ak ）在思想谱系上与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古典经济学和苏格兰启蒙学派一脉相传，是自由主义遗产的继承人和立宪思想的卫道士。他在 1973-1979 年间出版的三卷本巨著：《法、立法以及自由》（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A New Statement of the Liberal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更被奉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新保守主义法学的圭臬。但是，根据京都大学佐伯启思教授的分析，即使哈耶克本人也带有后现代的烙印，所谓「自生秩序」（ spontaneous order ）的概念，其实与自我塑成理论、耗散结构理论中的「自组织」的概念极其近似。在拒斥国家干预这一意义上，「自组织化」的秩序的确具有自由主义的性质；然而，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制度条件进行的国家干预与自由主义并不矛盾，倒是破坏了国家干预的规范和制度条件的自组织化机制很容易引起自由主义的变质。在哈耶克的「自生秩序」设想中，自由不是由普遍性的规范或者客观性的科学知识、而是由因时因地制宜的特殊的「局部性知识」（ local knowledge ）来担保的，因此，现代巿场社会中的非巿场性结构实际上被不动声色地否定了。 


　　对欧洲的历史和思想造诣颇深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村上淳一也指出，现代法的确是一种「假想的现实」——从前现代超越之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个别的各人，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创造出作为自己的客体的国家主体；而反过来，国家主体又再创造出作为个人主体（ subject ）而存在的各人。正是这种主客体的循环，构成了法治秩序的假想空间。按照他的分析，英国通过光荣革命把王权吸收到议会主权（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之中，传统的共同体机制也通过自由结社的方式转变为新秩序的权力基础，从而使社会中的政治现实十分接近法律上的假想现实。但是在大陆各国，真正的现实与「假想的现实」的落差很大——在法国，两者之间尖锐对立；而在德国，则通过区分伦理与法律的方式使得「假想的现实」的一个侧面成为真正的现实。 


　　关于法国，还有必要多说几句话。众所周知，由于绝对专制主义王权与启蒙主义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法国的资本主义革命采取了最为激烈的方式。在继续革命的对抗中，无法产生作为巿民社会的执行机关的政府，革命政府不得不采取禁止同一身分和职业的巿民们组织自治团体这样的措施来维持秩序，其结果是出现了彻底的个人主义倾向与行政优势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为了在这两极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只有把假想现实中的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循环作为至高无尚的理想——半似权威民主（ authoritative democracy ）、半似共识民主（ consensus democracy ）的双面神式的理想——加以强调。马克思从法国大革命中发现并热烈赞扬了那个被强调到令人目眩的程度的循环圈，但却没有注意到它只是一个假象、一个比英国式「议会清谈馆」中的假想现实那一部分更虚幻得多的假象。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之所以在前苏联、东欧以及其它国家遭遇失败和挫折，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企图把现代法的假想现实中最极端的那部分按照马克思在一百年前的错觉在政治社会中进行真实的再现。 


　　在某种意义上，不妨用今日中国的一个流行语来概括法律后现代主义以及批判法学的本质：「打假」——暴露现代国家与法的假想现实。在批判性合理主义的彻底化这一意义上，后现代也可以理解为以现代本身为对象的现代化，即现代的自我革命。对于这种努力当然应该给予适当的评价。但是，当批判性合理主义过激化而急躁地否定掉一切价值根据、「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时，失去了假想与现实之间的适当的张力的国家制度就会分崩离析，社会也将陷入虚无主义的绝望、庸俗化的尼采权力意志论以及古希腊城邦中的辩者（ sophist ）式的语言游戏之中而难以自拔。哈贝马斯最近在一定程度上向现代法治主义作出让步，或许正是有鉴于此吧。 


　　问题是，现代法治秩序需要制度信仰，而具有批判合理主义精神并且了解到假想现实的人们却难以再次把这种信仰树立起来。今天我们在讨论法治国家的建设时，不应也不能讳言在经过法律虚无主义洗礼后的人们当中有那么一个信仰危机。为了克服信仰危机，为了避免社会漂移于浑沌状态，不能不在虚无主义与存在主义之间为建设法治国家重新寻找出一些坚固的基石、一些经得起批判性合理主义审议的信念来。 


　　其实，包括奥特伽（ Ortegay Gasset ）、卢曼（ Niklas Luhmann ）在内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出过，法律信仰是与反复出现的行为方式所形成的习惯以及对于确实的结果的期待相联系的。信仰形成机制的实质在于，人们与其说是相信法律本身，毋宁说是相信法律被广泛信奉的事实状态，或者说是相信那些信奉法律的人。换言之，如果法律是广泛施行而且行之有效的，如果立法者、司法者至少自己都信奉法律，如果职业法律家具有充分的社会信誉，那么法律信仰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来。在这里，先做出信仰的姿态来、甚至「假戏真唱」，是发动信仰机制不可缺少的第一步骤。我认为，这也正是当今中国宪政运动的出发点。 


　　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声明自己决无丝毫教人弄虚作假的意思。把「假戏」唱转成为「真经」，是以作为法律家的责任感、职业伦理以及对于社会正义的绝对真诚为前提的，是以假想现实中的一些别无选择的硬核为根据的。虽然法治并非万能，但是如果除了法治以外还没有发现更好的方法来实现政治民主、维持经济秩序以及保障个人的权利，那么我们只有相信法治。换言之，虽然我们确实知道了法律信仰除了信仰之外并无绝对的根据，但是仍然得确立这种信仰并始终保持着信仰的姿态——就像苏格拉底在辩者式的语言游戏中超越辩者以自然本能为正义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为法律秩序确立正义的价值根据时所做的那样，就像孔子为了「复礼」、「成仁」而周游列国奔走呼号那样。 


　　要在中国树立法律信仰，毫无疑问是极其艰巨的作业。它既是对「有治人无治法」的历史传统的挑战，也是对「权大于法」的政治现实的挑战。它既要解决尚未完成的现代化的问题，也要解决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现代性问题，因而面临解构与建构并行的两难。它必须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法律共同体，又不能不响应全球化的要求和地方的自治主张，不能不面对世纪之交呈现的多层多样、错综复杂的局面。也许它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格斗。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职业法律家以及推动社会变革的一切人们都不应该回避这场竞技的格斗。或许可以说，无论胜负的结果如何都要毅然、决然地与法律虚无主义格斗，这种抉择本身就是法律信仰的一种实现方式。如果在法律界没有这种为了信仰而进行真诚得近乎犯傻的格斗，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耶林（ Rudolf von Jhering ）所主张的那种「为权利而斗争」的真实的个人利益行为，那么所谓「宪政」、所谓「依法治国」就势必堕落成彻头彻尾的假象。 


　　三　承认的程序及其复杂性 


　　正如前面所叙述的，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流行使自由主义法治体系出现了类似「礼崩乐坏」的征兆，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透过那些边飞扬边破灭的各种时髦的话语泡沫，看到宪政的实体巍巍然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复权。在这样充满矛盾和失衡的浑沌状态之下，要形成统一的共识本来就不容易，即使已经有了法制建设的既定方针，也还难免会不断碰到来自不同角度的质疑和批判。因此，今日中国的宪政主义运动除了为信仰而格斗之外，还需要用实践理性以及切实可行的、有说服力的改革方案来响应批判性合理主义的考验。它不必把一种具有形式绝对性的、普遍的规范体系作为目标模型，但必须致力于形成某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法治秩序。 < /P> 


　　麦迪逊（ James Madison ）在《联邦党人文集》（ The Federalist Papers ）第 51 篇中早就指出，在设计和建设一个妥当的国家架构时，「最大的困难在于：这个政府首先必须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其次还必须能够控制自身」。在世界经历了无数次「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试行错误之后，迄今为止，现代自由主义宪政体制仍被认为是能够同时满足这两项要求的比较妥当的架构。无论是英国式的「法律支配」（ the Rule of Law ）模式还是德国式的「法治国家」（ Rechtsstaat ）模式，其基本原理都是共同的，即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和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个人则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同时，法律也限制国家的活动以及统治者的权力。在这里，立法权应当具有相对于行政权的优越性。为了使建立在上述个人与国家的循环这一假想现实的基础之上的法律权威真正落实到政治现实之中，法院的功能也理所当然地得到强调。人人都有接受审判的权利和义务，非经审判不得剥夺自由和权利，对政府行为和法规是否合乎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和设置行政诉讼的制度——正是这一系列制度性措施使法治主义的国家架构具备了充分的可操作性，使一纸宪法拥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制度担保。 


　　在法治的组织和制度条件中存续的现代自由主义，与「帝力于我何有哉」式的放任状态截然不同。它要探求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一切人都有同等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主体性和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而如此多采多姿的个性和个别生活，又必须在互相承认其它自律人格的对等性的前提下和平共处。直接设定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装置是议会。议会的基本原理有二：体现各种各样利益诉求的「代表原理」，以及通过讨论、妥协来调整不同利益的「审议原理」或者「参加原理」。在当代社会中，法院也不再仅仅扮演类似计算器检索的「法律专家系统」那样的机械性角色，而是日益积极地介入调整不同利益的政策性活动。无论在代表原理中还是在审议原理中，利用法言法语的沟通以及作为这种沟通结果的「承认」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承认就是现代法律强制力能够被赋予正当性的最基本根据。 


　　但是，有了承认的要件并不一定等于真正确立了人民主权（ popular sovereignty ）或者民主政治。霍布斯（ Thomas Hobbes ）的《利维坦》（ Leviathan ）就主张关于绝对服从君主制国家的承认，施米特（ Carl Schmitt ）所描述的对于统治者的「欢呼与喝采」也是一种承认，葛拉茨阿（ Victoria de Grazia ）更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理解为一种承认的文化。因此，承认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专制主义政治的正当化手段。区别这两种不同的承认的试金石是对异议、特别是政治上的反对意见的容忍程度。只有当承认和异议同时制度化时，承认才能成为排除了超越之力的法治秩序的真正可信的价值根据。 


　　从承认的角度来考虑宪政，基本上还是一个社会契约的问题。但是，当布坎南（ James M. Buchanan ）提出公共选择理论之后，社会契约就从假想现实变成了非常接近巿场讨价还价和政治交涉的现实的假想——把作为自然分配的结果的权利初期配置也作为社会契约的对象，不预设伦理的前提条件。在布坎南的理论中，规范不是从终极的价值根据中演绎出来的，而是过去合理选择的行为之累积和归纳的结果。正是长期形成的私人选择和决定的相互关系不断产生出行为规范并制约着今后的私人选择。因为集体选择的时间一般都比私人选择的时间要短暂，所以在集体选择的场合，个人往往倾向于短期行为。为了保证集体选择具有长期合理性，必须事先制订限制今后行为的规范，布坎南称之为「立宪性规范」。立宪性规范的概念意味着：仅靠私人之间的讨价还价的相互作用并不足以创立出一个有关公共选择的法治秩序。显然，这里存在着把人民主权转变为议会主权，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转变为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契机和压力。 


　　获得承认的立宪性规范其实也未必符合立宪民主主义的理想，它可能是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在《美国的民主》（ Democracy in America ）一书中所忧虑的来自全民投票制的多数派专制（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的结果，也可能是违宪审查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司法专制（ judicial tyranny ）的原因。无论是多数人通过议会支配少数人，或者是少数人通过政府或者法院支配多数人，立宪性规范都必然从根本上带有国家强制的色彩，而不仅仅以承认为基础。因此，可以认为，宪政在现实制度的层面主要由国家权力和依法办事这两个方面构成，并致力于两者之间合理关系的形成和调整，只是在要求国家必须经过承认的程序以后再行使其强制力这一点上，才体现了民主主义的精神。 


　　从国家权力这一方面来看，宪政强调的是分权的原理。与法律运用相关联的国家权力一般通过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来实施，这三者必须互相区别和制衡。但是，不同的国家可以在权力的分割和配置方面采取不同的具体形态，因此根据权力结构的重心所在而有「立法国家」（如英国）、「司法国家」（如美国）以及「行政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等不同类型。在立宪思想的发展史中，基于限制统治权力这一信念，如何使「行政国家」转化为「立法国家」乃至「司法国家」一直被作为基本的目标。但实际上，二十世纪的基本政治趋势却是「行政国家」的或多或少的普及。结果，如何有效防止行政权力的扩张和滥用就成为当前思想界和现实政治中的焦点问题。 


　　再从依法办事这一方面来看，宪政强调的是人权的原理。虽然天赋人权的概念一直被作为起源于人类本性的超越历史的价值而加以强调，但当代宪法理论的多数派认为，人权是个人所享有的不可侵犯、不可转让的实证法上的权利，既有普遍性的一面，也是与社会和法制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的。法律上规定的人权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以独立于国家权力的个人自由为中心的古典巿民权，和以个人介入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去的自由为中心的参政权（第一代人权）；以生存权和国家对经济自由的限制为中心的社会权（第二代人权）；以局部文化和集体的差异性的存续自由为中心的第三代人权（ third generation rights ）。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其结果是，规定人权和权利的法律体系本身也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态势。 < /P> 


　　分权的原理和人权的原理都是旨在通过公正的法律程序来限制国家的强制力，通过承认的要件来保障统治的正当性。在承认的程序之中，自由主义宪政或者法治国家的本质表现为致力于维持个人的自由权与民主的多数原理的适当平衡，避免出现牺牲弱者的自由以及脱轨的民主（ anomic democracy ）。这里的根本规范是反映个人意愿、实现多数者要求。也就是说，通过各种不同利益在一定的公共领域中的竞争和调整来使政治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然而，实践中却出现了这样的悖论：一方面，政治被组织化了的既得利益集团束缚住手脚，而分散的大众却游离在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当政治试图更广泛地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时，少数派利益集团也就获得了缠讼式的否决权以及决定性投票权。其结果是，触动既得利益结构的任何改革都变得极其困难，一种「现状的专制」（ 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 ）则不断地对立宪思想发出嘲笑。 


　　1960 年代后期欧美的学生运动和巿民不服从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对于现状专制的一次大规模的不服申诉和示威。当运动参加者中的年轻人们成为教授之后，他们就利用大学讲坛和公众传播媒介来揭露自由主义国家体制的内在矛盾，推动真正的「文化大革命」，设计和实验新的社会范型。这种努力在政治领域中表现为批判性民主主义（ critical democracy ），在法律界则表现为批判法学（ critical legal studies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主张民众不应仅仅作为政治的权力主体委任代表，还应该作为政治的责任主体而直接对国家进行事后的批判性控制，并通过辩论、斗争和运动来促进政策体系的竞争性替代；而国家必须从各种利益的协调转向社会公共价值的共同探求。从批判法学运动的先驱昂格（ Roberto M. Unger ）教授关于超级自由主义（ super liberalism ）、不安定权（ destabilization right ）的论述可以认识到，他们其实是在主张「大民主」和「强权力」的动态的直接结合，也就是要回到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个人极端自由与行政绝对优势的循环圈里去。 


　　也许哈贝马斯意识到那是个「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所以他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不提批判性民主主义而主张「审议性民主主义」（ deliberative democracy ），不提批判法学而主张为立宪国家开发民主法治和社会法治的「权利体系」，不提政治与法律的一体化而主张让正式的法制植根于非正式的议论空间的宪政「双轨模型」（ two-track model ）——颇有那么一点点「礼法双行」以及「以礼入法」的味道。由此可见，宪政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不企图通过法律来缩减社会事实层面的复杂性，而要在制度和程序中有限度地呈现出社会的复杂性。尽管这个双轨模式在是否整合、是否可行等方面仍有不少尚待澄清的问题，但它显然还是属于自由主义范畴的。在承认以私人意志及其组合为前提的代表原理和审议原理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决不是倡导「公意」（ general will ）论的卢梭（ Jean J. Rousseau ）的传人。 


　　 四　护宪、改宪还是制宪？ 


　　中国立宪已经有一百年历史了。实际上，仅就形式而言，亚洲第一个现代民主共和政体是在中国诞生的。仅就数量而言，中国人制订的一部又一部宪法也确是洋洋大观。但是，无论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宪政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社会民主主义法治国家的观点来看，都很难说中国宪法学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达到了它应该达到的水准。这里姑且不论造成这种事态的历史和政治原因，要指出的只是：为了真正落实「依法治国」的纲领，有必要在对 1898 年戊戌变法以来的社会变迁过程进行清算和反思的基础上，推行新一轮的宪政运动。 


　　由于统治现实上的需求，围绕着国家指导思想、所有制、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国家主席的权限、党政关系、海峡两岸的统一、国际人权公约（特别是关于自由权、参政权的 B 种国际人权公约）的参加等问题，最近已经先后有了不同的修改宪法的动议。当然，也出现了在进行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前提条件下制订一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新宪法的主张。无论各种改宪之议之间以及它们与重新立宪之议之间存在着多么根本的不同，但是似乎在一点上已经达成了共识，这就是现行宪法是不完善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了。 


　　从现行宪法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个根本性问题。一个是宪法规定的明显矛盾。例如宪法第 2 条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些权力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但是从序言的原则内容来看，人民的权力显然不包括对社会体制和执政党进行选择的权力。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防法的第 19 条规定，则是公然与宪法第 29 条、第 94 条规定互相抵触。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法律上的不整合是由执政党概念的综合商场化以及「全民党」（ catch-all people's party ）的事实所造成的，但很难指望这样自我否定的宪法会有真正的社会威信。另一个问题是政治现实与法律规定的明显背离。例如宪法第 5 条第 3 款、第 4 款规定不容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持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但是这样的特权却几乎无所不在而且还冠冕堂皇。显然，中国需要的是彻底的「宪法革命」而不是权宜性的修修补补。 


　　尽管如此，我仍然同意许多人已经阐述过的看法：现行宪法虽有种种不足，但要把它推倒重来的激进主义主张由于制度成本太高，会造成欲速不达的结局。基于维护政治秩序的连续性、节约制度变革的成本等方面的考虑，我主张推动国家在近期内按照既存的法律程序进行比较大幅度的改宪。修改的范围应当包括或者涉及以下措置：（ 1 ）在改革行政机构和实施公务员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党政分离」；（ 2 ）在乡镇层面上立即实施行政首脑直接选举，在县巿层面上逐步推行之；（ 3 ）在省、民族自治区、直辖巿以及特区中导入人民代表直接选举制，使人民代表大会能够在进行「否决的政治」的意义上议会化；（ 4 ）以制度化的方式设置地方与中央的交涉场合；（ 5 ）在制订监督法的同时，亦应建立违宪审查的组织和制度；（ 6 ）充分承认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 7 ）加强现有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内部的民主机制，容许不同的政策主张的公开存在；（ 8 ）进一步完备高层权力运作和交替的程序和规则。这些改革措施未必能够一蹴而就，但是有必要从现在起就纳入改宪的视野之中。 


　　最后我还想强调：虽然现行宪法在内容上的确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毕竟在政治现实中绝大部分弊端都是以违反宪法的形式存在的，因而在中国推行宪政的第一步应该是护宪运动。可以说，在中国的问题状况中，护宪是与改宪相辅相成的；社会中护宪的力量越强，国家成功进行改宪以及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就越大。我认为现阶段的新宪政主义的话语战略不妨概括为「因为要护宪，所以要改宪」。护宪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体制内的良性互动，为改宪或者将来的制宪形成共识的基础。其实，从马基维利（ Niccol ò Machiavelli ）到达尔（ Robert A. Dahl ）的许多思想家早就提醒过人们，仅凭立宪设计和正式的法律规定并不足以保障民主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合力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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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憲政的復權





——亞洲新格局與中國政治改革





 季東





 





　　一　政治改革：避免權力合法性危機的必由之路





　　眾所周知，自從1997年夏天的泰銖暴跌，一連串的金融危機終於導致亞洲許多國家的權力結構發生分化、解體和改組，各國威權主義體制的信譽都紛紛貶值乃至宣告破產。儘管有些國家（例如印度尼西亞）在獨裁者下台之後出現了社會秩序崩潰和民族分裂的徵兆，增加了政治改革的難度和複雜性，但民主化的進程並沒有因此而中斷。在另一些國家（例如韓國、泰國、菲律賓）和地區（例如台灣），通過改憲、制憲以及選舉程序比較順利地實現了一輪乃至多輪的和平移交政權的目標，逐步確立起了新的多黨制反覆遊戲的規則，民主主義的政治框架雖然還不很完善，但卻正在逐步走向穩定和成熟。這種新的格局對中國目前進一步加強政治控制的狀況構成了極其嚴峻的挑戰。





　　的確，在中國從來沒有人公開反對過民主主義，但在反駁各種批判性政見之際，強調推行政治改革的制度成本、條件欠缺以及漸進過程、強調政治本土特色的還是不乏其人，特別是在1990年代俄羅斯以及東歐各國發生巨變之後，「亞洲價值」和「亞洲經濟發展模式」也一度被歪曲，成為抵制政治改革訴求的藉口。然而，當亞洲多數國家也都先後採取國際公認的民主程序時，這樣一些威權指向的話語和藉口就變得難以使人信服了。環視周邊大大小小、或貧或富的國家和地區的選舉運動都開展得那麼如火如荼，人們不禁要捫心自問，中國政治改革的停滯究竟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還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一個繼續稱孤道寡的國家怎麼能夠在二十一世紀的亞洲新格局中維持其傳統上和道義上的感召力？一群沒有經歷過競選運動洗禮的政要們，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條件下何以正確地把握本國的基本政策在境外的社會效果，又何以展開有效的民間外交？雖然國際關係中的地緣政治、實力外交等因素有可能在某個時期、某些條件下掩蓋乃至緩和這種挑戰，但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民主化方面的「先進」與「後進」之間的鴻溝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加深，最終勢必導致中國在境內境外都陷入領導權的合法性危機。





　　兩年前，我曾經以東歐各國的「憲法革命」以及西歐社會批判理論的宗師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轉向維護「民主的法治國家」、提倡「憲法愛國主義」（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立場變化為引子，探討了在中國推動憲政主義的必要性和出發點。現在，本文根據亞洲鄰邦立憲行憲的經驗，進一步考察中國政治改革的現實條件以及迫切性。





 





二　憲政如何防止「多數派專制」和「多數人無能」





　　民主的本意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按照平等的原則，由人民來直接掌握國家權力；第二、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由人民通過公共選擇來作出政治決定。但對於這種民主體制一直存在著各種疑慮，其中最重要的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提出的關於「多數派專制」的問題，以及沃拉斯（Graham Wallas）和黎普曼（Walter Lippman）先後提出的在群體思考和輿論的非合理性這一層面所反映出來的「多數人無能」的問題。





　　托克維爾是以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經驗為背景而提出「多數派專制」問題的，他的思路，對於親身經歷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揪出「一小撮」的群眾專政以及否定個人自由的「大民主」的中國人來說，是不難理解的。目前中國的安定話語之所以有相當程度的說服力，其實就與「文化大革命」期間全民從政的集體記憶有關。但是，如果因而推論一讓人民參與政治就會導致天下大亂，那純粹是對民主主義的無知或者誣蔑，也是對托克維爾問題的極大曲解。本期雜誌發表的尹大奎（Dae-Kyu Yoon）和阿南（Anan Chantara-opakorn）的文章就分別雄辯地證實了這一點：無論在韓國還是在泰國，導致社會動盪不安的主要原因恰恰是獨裁而不是憲政。此外還應該指出，現代的民主制度通過根據自由和人權的法理對權力（無論權力的主體是誰）進行制度性約束的方式，基本上已經克服了多數派專制的弊端。特別是在法院的違憲審查制度普及之後，以限制權力為宗旨的法官統治（government of the judges）與以分享權力為宗旨的人民統治（government of the people）之間的微妙區別和均衡就變得更明顯並且具有實質性了，其結果，在絕大多數的場合與憲政結合在一起的民主程序已成為最有效的社會安定裝置。





　　關於政治改革在中國應該緩行的主張中，除了社會安定之外，有一條論據也很重要，這就是由於教育水準和生活水準太低，老百姓既缺乏參政的興趣也缺乏參政的能力。但是請問：難道今天的中國人民的素質還不如200年前的美國人民嗎？就算有文化傳統和時代背景的不同，那麼與近在咫尺的蒙古的民主化現狀對比一下如何？總不能說在東亞，那些「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游牧者比安土重遷的中國人更關心社區和國家的公共利益、更容易進行有組織性的投票活動吧？當然，可以辯解道中國的農村也都在搞基層「海選」。但政治濃密度更高的城鎮如何？北京、上海、香港這樣的國際大都會又如何？難道市民在參政議政能力和體諒全局方面反而不如農民了嗎？





　　在這裏，我倒不想就這些不言而喻的細節問題多費口舌，而寧願承認前面所述及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它的確與沃拉斯和黎普曼提出的如何防止「多數人無能」或者說「眾愚政治」的問題之間或多或少有著相通之處。





　　從現代各國推行民主主義的經驗來看，在解決所謂「多數人無能」問題方面，職業政治家的指導作用具有關鍵意義。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其代表作之一《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以及民主主義》中對民主政治的定義是：通過職業政治家個人之間競爭人民投票的方式取得政治決定權的制度性裝置。該定義至今仍然被奉為經典，是因為它擯棄了全民執政的直接民主主義的空想，把民主程序與強有力的權威性統治的實體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了。按照這一程序性的設計，在民主制的條件下人人都可以參政但不可以都執政，支配權只能由贏得了多數選民支持的有專長、有卓識的領袖集團來掌握，這不僅符合現代國家中以複數政黨之間的政策比賽和選舉鬥爭為基礎的議會政治的現實，還可以滿足社會對合理選擇和英明領袖的需要。正是由於熊彼特所表述的競爭性議會政治模式把民主主義與專家治國結合在一起，把平等的選擇權（全民投票）與合理的選擇權（議會決策）結合在一起，基本上能夠克服「眾愚政治」的流弊，所以我們有理由說議會制民主主義是迄今為止人類發現的統治形態當中最好的一種。





　　當然，這麼說並不意味著議會政治完美無缺。唯其容忍批判，所以更容易遭受批判──這本是民主主義的宿命，對於議會民主制的批判當然也不一而足。例如：馬克思（Karl Marx）早就指責議會具有「清談館」的性質，但也有人持相反的觀點，認為實際上議會還「清談」得太不夠。英國議會在1880年代初期導入中止發言的「斷頭台」（guillotine）程序和討論終結制（Closure）之後，許多人指責這種無視少數意見而強行通過決議的做法意味著民主政治中的多數表決原理開始蛻化變質。施米特（Carl Schmitt）甚至認為早在1920年代前後議會當中的公開討論就已經名存實亡。米赫爾斯（Robert Michels）則揭露在議會政治中的政黨並非光說不練、缺乏實行能力，恰恰相反，黨內的集權化是如此勢不可擋，以致可以在支撐著議會政治的各個政黨內部中發現一種「寡頭制化的鐵則」，如此等等。





 





三　也從市場的邏輯來比較民主化的成本與效益





　　儘管議會政治的批判者們在立場上、在論述上大相逕庭，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就是對熊彼特所表述的民主競爭機制的正當性以及怎樣才能更好地處理人民與職業政治家之間的關係都感到困惑和不滿。例如麥克弗森（Crawford B. Macpherson）對熊彼特模式的指責就很有典型性。他認為在那裏其實存在著一個政治商品的賣方市場──人數有限的議員們不僅可以決定交易價格和供求關係，甚至還有本事創造出顧客需要來，因此，難以形成真正的競爭機制。換言之，一種卡特爾結構罩住了選舉和院外活動，使政治資金的價碼不斷攀升。而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則認為導致議會民主政體發生功能障礙的主要原因與其說是「賣方市場」，毋寧說是「免費搭車」。在他看來，之所以需要一個擁有強制力的政府，目的是要解決人們既想得到財產權保障又不願意照章納稅之類的「免費搭車」問題，民主程序正是決定應該如何行使強制力的唯一適當的政治方式；但這種民主政體本身卻也受到了「免費搭車」問題的嚴重污染。例如，許多選民不願意承擔了解和評價議員候選人的代價，指望利用迴避政治活動的時間去獲取更多的私人利益，爾後再坐收別人選出「好政府」之後的公共財利益。其結果，那些專門在各種政策或法案的「購買」和「倒賣」之中從事一本萬利的交易的壓力集團就有了可趁之機。據我所知，在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這種「免費搭車」的行為還表現為在實現民主化之後需要大批新型政治家的時候，年青的優秀人才卻紛紛棄政從商，大有「無問窮達、獨善其身」的架式。





　　無論是「賣方市場」還是「免費搭車」，似乎都在印證中國流行的「民主政治是昂貴的奢侈品」、「十三億人搞選舉的制度成本太高」的說法。其實不然。麥克弗森和克魯格曼決不認為議會主義是得不償失，更不認為買票行為是無可救藥。何況在考慮制度成本時，還應該把專制政體下權力被濫用的代價（包括所謂「學費」、國有資產的流失、冤獄賠償、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無以估計權益侵害、社會發展的停滯、民族創造力的壓抑等等）加以計算和比較。另外，有必要強調的是在現階段，「信息技術革命」已經使降低投票成本、提高選民興趣的反饋機制的形成和發展變得更有希望了。例如，電子信函、互聯網的出現，必然會大大改善職業政治家與人民之間的思想溝通，有些國家和地區還導入了全民投票的電子系統設備，可以省略開票、監票以及統計選舉結果的中間環節。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考察民主政治，除了制度成本的憂慮之外，還有兩個涉及效益的問題對於中國似乎具有特別的意義。一個是當下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孰先孰後的問題，另一個是長遠來看民主程序與國家機關的效率能否協調的問題。





　　關於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係的處理，迄今為止在中國似乎已經形成了三點共識：第一、在經濟發展的層面，不管手段如何先把餡餅做大一些，然後再來考慮餡餅的公平分配問題。用汪康懋的話來說，就是斂財型（raise financial resource）改革無疑應該優先於分財型（allocate financial resource）改革。第二、在權力結構的層面，由於採取社會主義體制的各國面臨著既要經濟改革又要政治改革的雙重任務，孰先孰後的決定就顯得尤其重要；為了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打破既存的利益分配格局，國家必須擁有極強的決斷力，而政治改革應該往後推。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把這個觀點表述得很簡潔明確，他說：「威權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能夠更好地推行經濟改革。它們可能會更有能力抵制住公眾的壓力和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反對。」第三、在意識形態的層面，強調市場主義，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然而然地導致理想的社會秩序。其具體表現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的脫離政治的自由理論在中國理論界備受注目，而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側重自由與政治相結合的理論則近乎默默無聞；目前中國一些頗有影響力的學者都認為，新的政治遊戲規則都可以從討價還價、利益妥協的過程中形成。





　　我完全理解上述思想傾向的時代背景及其特定的實踐意義，但是，不得不指出：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由於缺乏公平競爭和公平分配的制度條件，在「斂財型」改革中出現了有權有勢的極少數人橫徵暴斂、中產階層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附於政治權力的現象，結果形成了暴發集團與下崗職工、破產農戶之間的兩極分化，以及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新的既得利益者幾乎壟斷了所有資源，其能量之大使得觸及他們切身利益的任何重大改革措施都難以付諸實施。在這種狀況下，如果再不及時推行政治改革，那麼國家合法性的基礎就會分崩離析，社會轉型就會功虧一簣。至於對市場能自動提出並解決政治改革的期盼，更是一種歷史浪漫主義的表現。因為市場是一種基於契約關係的調整機制，所以就認為市場的普遍化會導致對權力的限制──這種推論的最大誤區在於忽視了經濟性權力的存在和作用。何況市場雖然可以創造財富並進行資源分配，但卻無從實現再分配以節制貧富分化；發揮再分配功能的是國家，如果在這個方面出現了功能失調，那麼政治改革就在所難免。





　　現在讓我們再來討論另一個問題，即怎樣理解民主與政府效率的關係。的確，「一言堂」在作出決定方面比「群言堂」更為快捷，而按照民主程序來協調不同利益集團的要求、爭取多數同意，需要經過辯論、審議、妥協和表決等法定步驟，有時是會貽誤機遇的。但是，在一般情形下，以長遠的眼光來看，民主政治在增強效率方面至少有四大優點：（1）經過民主程序的決定與當權者的專斷相比失誤的可能性較小，即使有失誤也不會一錯到底，比較容易得到糾正。顯然，失誤的減少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決策效率的相對提高；（2）效率的基礎在於公共事務的具體承擔者的積極性和創意，而民主程序為職員個人的主體性參加和自我實現提供了更大的餘地；（3）民主程序的開放性使得決策機關變成「智慧的競技場」，使得政府以及政黨必須而且也能夠不斷從民間吸收最優秀的人才和最新穎的建議。在美國，這種容許政府與民間自由溝通、出出進進的「旋轉門」（revolving door）就是它發揚國力的凱旋門；（4）作為民主程序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監督機制，特別是司法審查制度以及大眾傳媒的大膽揭露和批評也不斷地刺激政府的進取心，不斷地改善決策的透明度和質量。可見，關於民主會妨礙效率的命題只在非常有限的條件下才有意義。





 





四　從孔多塞定理看民主、自由以及法治的關係





　　在考慮民主與效率問題時，不是採取邊沁（Jeremy Bentham）式的功利主義的民主觀，把個人效用總量的最大化作為投票和正義的標準，而是應用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定理，從正確選擇的概率的角度來分析民主、自由以及法治的正當性的一些新近研究成果也值得給予充分注意。按照孔多塞定理，假設某一集體的成員在兩個方案中進行正確選擇的概率平均高於二分之一，且各個成員獨立進行投票，那麼該集體通過表決實現正確選擇的概率隨人數增加而增加，無限趨近於一。但是，假設成員進行正確選擇的概率平均低於二分之一，那麼隨著人數的增加，該集體進行正確選擇的概率將趨近於零。這表明：民主不僅僅是一個投票表決、多數通過的問題，為了保障投票結果合乎理性，需要向人民提供充分的信息和審議機會，需要盡量減少和防止政黨及其他結社組織扭曲投票在反映選民個人意志方面的功能；對專業知識和技術的依賴程度較高的問題（例如人體組織的克隆、專利權的認可）不宜採取投票表決的方式進行決定；在難以進行個人效用計算的價值問題（例如宗教信仰的是非、國家的統一與分裂）適用民主程序也應追加一些限制性措施，等等。





　　重溫一下孔多塞定理是有好處的。它提醒我們注意民主主義投票表決程序的局限性──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斷定「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無知和偏見所造成的選民判斷能力低下的負面效果甚至會與選民人數成正比；它還告訴我們進行合理的公共選擇的基本條件包括充分的信息、個人選擇的自主性以及少數者權利保障機制。從這樣的觀點來看中國的政治改革，民主化決不會像亨廷頓所理解的通過計算選票產生統治者那麼容易，更不會像甘陽曾經推論的那樣「大國民主更易」，當然也不會是某朝一日突然發生的全民直接選舉的「一窩蜂」。我們所說的政治改革，歸根結柢，是要通過限制權力來逐步形成、維持以及調整民主與自由之間的適當的均衡關係，即：建立和健全一種也能充分尊重個人權利和少數者權利的民主制度。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必須首先推行法治以及憲政。在這裏，所謂法治，指以普遍性、確定性的規則來束縛國家權力以及個人越軌；所謂憲政，指為主權設計一套分權制衡的架構，為人權提供制度性保障和司法救濟；這兩者密切關聯但又有些微妙的不同。





　　亞洲各國的經驗表明，把違法的權力之爭轉變成依法的程序之爭，把一紙具文的憲法轉變成名實相副的憲法，是民主化得以成功的關鍵。例如在韓國，這種複雜的轉變過程有兩個步驟至關重要：第一、在朴正熙被暗殺後建立的全斗煥政權為了獲得合法性而作出讓步，規定了較短的總統任期以及通過改憲延長任期的決議不得適用於在職總統本人。後者是一項完全程序性的規定，與著名的平分蛋糕──讓切割蛋糕的人最後領取蛋糕以免出現分配不均──的設例很相似，即憲法承認總統有權根據政治需要按照一定程序改變任期規定，但他本人卻無法從中直接獲得個人利益。其結果，憲法的效力得到加強，韓國在1987年第一次實現了政權的和平轉移。第二、在經過各種曲折之後在1987年改憲建立了獨立的憲法法院，重點審查和處理法律條文內容是否違憲的問題，以防止執政黨利用多數席位推行議會專制，歪曲法治主義。正是由於司法審查制度真正發揮了積極作用，憲法才在實際上具備了最高效力，政治生態開始發生深刻變化。在泰國的政治發展中，同樣也可以發現兩個起了關鍵作用的因素：一個因素是炳（Prem Tinsulanonda）將軍在連任兩屆總理之後急流勇退，為泰國過渡到文人執政和多黨體制以及城市中產階層的抬頭創造了前提條件，使政局從1995年起逐步趨於安定；另一個因素通過1995年改憲在普通法院系統之外建立了獨立的憲法審判委員會和行政法院雙重結構的司法審查體系，並在此基礎上由國會議員投票選舉出憲法起草委員會制訂1997年新憲法，大幅度刷新了選舉制度並建立廉政機構。另外，還有必要指出一點，以上這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是在民眾抗議活動的壓力之下被迫採取的。





　　近年來，中國在建構法治秩序、通過改革審判方式來保障個人權利方面也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就。但是1999年改憲只停留在財產權結構的層面上，無論是國家權力轉移的程序還是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機制都在原地踏步，更不用說建立獨立的司法審查制度或者憲法法院。在有的方面，一些新的舉措甚至還導致了憲政主義的倒退。例如1999年下半年突然大張旗鼓推廣人民代表大會對法院乃至具體的審判活動進行所謂「個案監督」的做法，與東歐和亞洲各國的政治改革的取向正好相反。於是乎許多人不禁扼腕長歎：在中國推行自由、民主、法治似乎太缺乏「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而在這三者當中，接受自由比接受民主、接受司法審查制度比接受議會至上的原則似乎還更困難得多。換言之，許多中國人可以欣賞盧梭式的社會契約論，但卻不能欣賞或者難以領悟孔多塞定理。為甚麼？





　　在這裏不可能聯繫傳統的政治文化以及現實的社會條件對造成上述事態的原因進行較具體的分析，我僅僅想指出一點，這就是兩百多年來中國的失落和屈辱所造成的對自由主義體制的逆反心理，它使得中國不少最優秀的知識精英即使在最有希望進行國家體制改革的時候也採取一種最不配合的態度──到今天大致還是如此。





 





五　走出歷史的陰影





　　中國在亞洲維持了大約兩千年的文化霸權，從大約兩百年前開始失墜，該過程的起點標誌是英國殖民地行政官員拉弗爾斯（Sir Thomas S. Raffles）在十九世紀初佔領新加坡之後提出並付諸實施的一個野心勃勃的自由貿易帝國計劃。但是，這樣的自由貿易主義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對中國人意味著工業產品的廉價傾銷、鴉片走私和侵略──以堅船利炮開路，以新加坡、香港、上海為據點的全面侵略。這種痛苦的歷史記憶使得許多中國人儘管懂得「師夷之長技」的道理，也還是對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自由民主主義體制抱有深深的戒備乃至潛意識的反感。其結果，自由的道理不得不服從自衛的道理，民主主義的問題常常被扭曲成民族主義的問題。





　　如果說1890年代的中國人把自由民主主義拒之門外更多的是基於對傳統體制和國家利益的過剩自衛心理的話，那麼1990年代的情形表明，經濟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國人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自豪感和自信心，這似乎也成了阻礙政治改革的新因素之一。 　





　　根據原洋之介的計算和分析，在1820年的時候，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各國的經濟所得佔世界總額的58%；但到了1940年這個比率下降到19%，與此相應，歐美各國在世界所得中所佔的份額達到56%；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元氣大傷，亞洲則逐步抬頭，至1992年亞洲經濟所得總額的比率恢復到37%；如果能保持目前的增長勢頭，預計到2025年時亞洲的經濟實力將恢復到兩百年前的水平，佔世界所得的57%。在這個過程中起到引擎作用的是日本和中國，而從地域秩序的角度來看，自拉弗爾斯時代以來形成、發展並不斷強化的華僑、華人經濟圈以及相應的人際關係網絡對亞洲各國經濟和政治的影響更加深遠。





　　中國為了維持和加強自己以兩千年的文化精華和兩百年的民族血淚積累起來的這份社會資本，也為了在冷戰後世界秩序重建過程中的不同文明之間對話的場合發出自己的獨特聲音，特別強調亞洲價值觀也有其普遍性的價值這一點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如果抱殘守闕、拒絕按照當代社會變革的需要對亞洲價值觀進行重新詮釋，如果把亞洲價值觀與自由民主主義完全對立起來，認為一提倡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革新，就等於授人以柄、自亂陣腳，因而拒絕進行國家權力結構的改造，那麼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的前景並不能令人樂觀。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無論是在東南亞以及其他國家叱風雲的華僑、華人經濟，還是近年來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國大陸經濟，都是在與自由貿易體制接軌的條件下才取得巨大成果的，這種經濟發展的勢頭對西方的國際資本尤其是美國市場有很大的依存性。要想在2025年達到預期的經濟發展目標，必須遵守自由貿易體制的各種規則，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形成有效率的財產權結構和契約的強制履行機制。換言之，在全球化的市場條件下，對於「資本逃避」的恐懼已經使國家逐步喪失其原有的權力和權威。





　　第二、法治和民主政治在亞洲各國尤其是青年一代中已經深入人心；雖然華僑、華人有血濃於水的故國情懷，但在價值取向上也已經發生了本質性變化，很難再回過頭去認同一個會限制他們已經享有的自由權利的體制；何況華僑、華人在可以通過參加居住國選舉或者壓力活動來實現和保障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條件下，民主主義對他們會變得比民族主義更加重要。





　　因此，即使從純粹的國家利益（包括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和擴大在國際社會的影響）的角度來看，進行政治改革也是不可迴避的選擇。如果中國不能及時形成能適應全球一體化的市場經濟狀況的有活力、有道義性的完整的政治經濟系統，即能兼顧效率和公平、自由和民主的國家體制，那麼，在英國「自由貿易帝國」計劃和美國「自由亞洲」計劃的框架裏結織起來的華僑、華人經濟網絡就會在某個契機的作用之下伸延到其他地方而不是中國大陸，其結果，以此為基礎的大中華圈的構想就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當然，中國需要解決的難題太多，在立即對現有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的問題上心存疑懼、舉棋難定是可以理解的。以幅員之大、歷史之長，中國的改革難以照搬現成的制度模式，需要有探索和創新的試錯過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何況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法律的各種制度要有效地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必須以一個富有活力的市民社會為前提，否則就會出現「民主主義虧損」（democratic deficit）的問題；而在中國的現有條件之下，市民社會的健全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說政治改革應該漸進並不意味著可以無限拖延，更不能容許在改革和發展方面開倒車；承認在自由和民主方面沒有唯一正確的特定模式也決不意味著就不存在國際公認的標準了。或許有人還會強調一個開明的專制政體或強人政治更有利於社會大變革，我也不否認這有一定的道理，但必須指出其可怕的危險性：在這種體制下往往會出現「人亡政息」的結局，一旦權力的後繼者要開歷史倒車，那更是駕輕就熟、無從阻擋。





　　總而言之，在目前的亞洲，特別是在台灣海峽和朝鮮半島，政治地殼的巨變已經開始。由於中國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不能不把前途與地域主義聯繫在一起，亞洲局勢如何演變對中國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意義。隨著亞洲各國民主政治的安定化和成熟化，留給中國在國家體制選擇上躊躇不決的時間越來越少。無數歷史經驗都已經證明：在有資源、有餘裕進行政治體制變革的時候，人們往往會認為形勢大好、路線不錯，即使發現了各種問題，存在著巨大壓力，人們也不願去冒險犯難，因此很難形成民主化的共識。等到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的臨界點而突然爆發出來，這時倒不會有多少人再反對政治改革了，但為時已晚，再也沒有充分的資源和餘裕來從容布局，成功的概率也大大減低。莫非中國還要重複這樣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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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总第66期）��　　中国自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以来，曾三次大规模修宪，先后产生了1975年的“文革宪法”、1978年的“四个现代化宪法”及1982年的“改革开放宪法”。1982年的修宪方式类似于制宪，不仅设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而且还采行了公开讨论程序、将改宪草案提交各界人士讨论，历时达四个月，比1954年制宪时的讨论时间多一倍。但1982年制宪式的改宪只是使中国从非正常的政治状态回归到1954年的宪法体制而已，并未改革宪法体制。[1]此后，中国又分别在1988年、1993年和1999年对宪法作了三次小规模修正，重点在于从宪法上承认和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改变既有的所有权关系。然而，无论是上述的三次大改还是三次小改，都没有触及国家权力结构，修宪活动的方向显然不是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是界定个人权利、调整限制个人自由的程度和方式。��　　1999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它虽然只是局部性改动、也并不彻底，但在承认私人财产权的合法性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由此将产生重要影响，使社会秩序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宪法作了这样的修正之后，个体和私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必然要求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重新定义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市民财产权的关系，从而日益凸显出宪法中的内在矛盾，而且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体制性危机，进而不可避免地提出更彻底的宪法改革要求。��　　笔者认为，为了准确把握目前中国宪法体制的特征，也为了了解今后如何在中国重建宪政，有必要认真分析现行宪法的演变、特别是1988年以来关于财产权的三个宪法修正案。依此宗旨，本文首先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的过程、根本规范的主要内容和问题，并具体考察所有制方面的基本争论以及试图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寻找某种均衡点的改革措施。其次，透过权力话语的种种修辞来解读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背景中出台的1999年宪法修正案文本，说明它对现行宪法体制的影响，并揭示国家制度内部存在着的教义性与正当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最后，通过分析异质因素的互动关系，展望政治改革以及重建宪政主义体制的可能性。��　　一、中国宪法修改的历史回顾��　　1954年9月20日颁布的宪法的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第1条）；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2条）。在社会经济体制方面，这一宪法明确提出了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第4条），特别强调了全民所有制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优先性，但同时又承认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容许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以及个体经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并存（第5条、第10条）。在财产权方面，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以及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第11条），依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第12条），但与此同时也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征收、征用或者收归国有（第13条），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第14条）。宪法在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章里还明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爱护和保全公共财产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第101条）。��　　但是，这一宪法颁布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掀起了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把原计划到1967年才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下子提前了12年完成[3]。此后不久，又发生了反右派斗争，这场政治运动极大地冲击了1954年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一些法学家的护宪主张也受到了严厉批判[4]。1958年，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非常激进地批判了私有财产、商品等价交换、雇佣关系以及其他个人权利[5]。在以后的十几年中，中国又经历了所谓“大跃进”式的非理性的社会主义产业化、被称为“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动荡，终于使得1954年宪法名存实亡。��　　文革后期，根据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政治判断，中共全面修改了宪法并于1975年1月17日颁布。这部“文革宪法”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及党的一元化领导，明确规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主要是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这两种形式。而在关于公民个人的权利方面，该宪法的规定则多有遗缺，例如，它删除了1954年宪法中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85条）、国家赔偿请求权（第97条）、继承权（第12条）、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第90条第2款）；与此同时，“文革宪法”追加了不少1954年宪法所没有的条款，如公民有义务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有罢工的自由以及“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等。但是，即使把文革的“成果”入宪了，也无法让文化大革命“万岁”。“文革宪法”通过后不到两年，以毛泽东遗孀江青和张春桥为首的过激的“文革派”就被逮捕。1978年8月，中共正式宣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接着再次修改了宪法。��　　1978年修改的宪法于3月5日颁布，宪法中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四个现代化和物质鼓励被写进了宪法序言，在关于“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的章节中，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部分内容，例如，重新规定了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国家保护青少年的成长、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以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等。另外，在1978年宪法中还首次明文规定了公民参加国家管理和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以及计划生育的义务。但是，当时过激的意识形态对1978年宪法依然有十分浓重的影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国家赔偿请求权、继承权等等重要宪法条款，仍未得到宪法性承认和保障。因此，中共不得不接连在1979年和1980年两次局部性地修改这个宪法，除对国家权力机构作了合理化调整之外，还规定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度，取消了“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鉴于1979和1980年的两次修宪有明显的局限性，为了彻底消除文革的影响、适应经济制度变革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在1980年9月10日决定全面修改宪法，并为此设立了专门委员会。经过两年多的起草、审议以及四个月的“全民”讨论，终于在1982年12月4日正式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改后的宪法在篇章结构上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即把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内容置于国家机构之前，并增加了有关条文，以体现个人的法律地位的提高以及宪法对个人权利保障的重视。1982年宪法不仅恢复了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33条第2款）、国家赔偿请求权（第41条第3款）、继承权（第13条第2款）、纳税义务（第56条）等内容，并将1978年宪法所规定的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利和计划生育的义务进一步具体化，而且还增加了以往三个宪法版本中所没有的新条文（例如，关于人格尊严的规定(第38条)、关于权利与义务不可分割的规定(第33条第3款和第51条)、关于扶养和扶助义务的规定(第49条第3款)、关于义务教育的规定(第46条第1款)等。在经济制度和财产权关系方面，1982年宪法仍然承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先性以及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第7条、第8条第3款），但同时又确认，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并通过行政管理对个体经济进行指导、帮助和监督（第11条）。这时，雇工超过八人的私营经济还未正式获得合法性。��　　在1982年的宪法中，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在序言中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并使之成为整个法制的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据此，已故的张友渔教授对宪法的这一规定的解释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6]。他还指出，“任何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也是不能允许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党的领导，而是怎么正确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7]然而，宪法中同时又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条第1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第57条）。1982年宪法还增加了一个新条款，即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5条第4款），这里所说的“任何组织”，当然应该包括中国共产党。其实，联系到当时修改党章时明文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史实，即可发现，1982年宪法的上述新条款主要是要限制毛泽东那样的超凡型领袖的个人专擅。但是，从1982年宪法的条款来看，这一宪法一方面规定共产党不能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另一方面又承认超越于法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宣告共产党的领导不可动摇，这就在法理上暴露出明显的矛盾。��　　在这样的宪法和政治制度框架中，中国实行了经济改革，逐步引入了市场机制，并建立和健全了与此相应的民商法规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三个主要涉及财产权关系的宪法修正案。��　　第一个宪法修正案是1988年4月12日通过的，主要是作了两项修改。第一，在现行宪法第11条中增加第3款，“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第二，修改了第10条第4款，承认“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一宪法修正案意味着，国家承认雇佣劳动、产业资本的积累、土地的商品化以及分配原则的改变等一系列经济事实的合法性，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用益权相对于所有权的优先性。��　　第二个宪法修正案是1993年3月29日通过的，除了改进了概念表述之外，其主要内容是:承认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政治方面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把县、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的任期从3年延长为5年；在经济方面则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正式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承认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这次改宪之后，价格机制和企业家集团在社会中开始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而国家则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从全能主义体制向某种形态的法团主义体制转化的倾向。��　　关于第三个宪法修正案的建议，是由中共中央于1999年1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于1月30日通过新华通讯社公开发表的。[8]3月15日，该宪法修正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其主要内容是，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写进宪法序言，在根本规范中确认法治主义，废除反革命罪的概念，为私有财产权提供更明确的合法性根据。本来有关方面还曾经设想对国家权力结构和所有制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造，但是这样势必要在某些方面突破既有的体制框架，因此未能获得执政党高层的支持。显然，现阶段的体制内宪法改良只能是有限的。��　　若冷静地分析中国的现实条件，就会发现，小规模修宪确已接近其极限。今后中国的宪法修改应该是、而且也必然是突破现存体制。当局或者审时度势、像八十年代初那样以制宪的方式全面修改现行宪法；或者在社会压力之下、像五十年代初那样重新起草一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宪法；或者是在急剧的社会动荡之中、像九十年代初的俄罗斯那样、自下而上进行宪法革命。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财产权的宪法规定都很可能成为立法中的一个焦点。��　　二、围绕财产权的理论争议和法制实践��　　二十年来的经济改革以引进外资和发展乡镇企业为支撑点，经历了商业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几个阶段。这是一个全能主义的国家逐步退出直接经营活动的分权让利的过程，其结局必然是恢复私有财产权的合法地位。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执政党正统性等障碍，私有化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非正式方法。结果，私人财产“从权力中来、到权力中去”，出现了一种所有权依附于行政权、并产生出权力资本的畸形形态，进而导致了社会的严重腐败。与此同时，在得不到充分的制度保障的状况下，私人财产或者被转移到海外，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被浪费掉，很难形成用于长期性经营的产业资本。��　　为了避免上述事态的蔓延和进一步恶化，有必要尽早在宪法和法律上承认和保障私人财产所有权的不可侵犯性。然而，目前在中国又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如果私有财产得不到法律上的保护，资本就只能依附于权力；但反过来，权力资本的非法性又使由此产生的私有财产不宜得到法律上的保护。另外，在长期实行公有制的国家里，要承认私有化的合法性，就难以回避应该如何切割分配那些在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的问题。[9]而且，在对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作出制度性的重新安排时，究竟这些财产的最终处分权是分配到个人、还是归还给集体，也是个非常复杂的政策选择问题。[10]考虑到二十世纪中资本主义国家的财产所有权也在不同程度上有相对化的趋势，所以，中国政府试图维持其对私人财产所有权的控制能力的做法，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这种情形使得关于所有制改革的讨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关心财产权问题的学者中一直存在着尖锐对立的不同观点，大致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自由主义，另一派是新左翼。自由主义思想的公开提倡者主要是一些活跃的经济学家，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制度学派的主张。而在财产权方面，张维迎的理论最有代表性。[11]按照这一理论，在市场竞争中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有必要在行为监督和利润分配这两方面，使得制度安排有利于对风险的态度适当或经营能力较强的企业家。然而，因为经营能力是私人信息，所以对它的评估非常复杂，信息代价很大。如果回避难度较大的经营能力评估、而只按照对风险的态度来进行制度安排，则因穷人比富人有更大的积极性去利用贷款从事风险经营，结果反而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坏账，从而增大金融风险；而那种为了减少这一风险而实行的担保制度，实际上是有利于富人的。如果在贷款过程中采取平均主义的做法，则会出现劳动雇佣资本的局面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即经营能力较差的管理者会逐渐把那些优秀的管理者排挤出市场，结果形成和强化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为了防止上述情形的出现，只能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使经营能力与个人财产密切联系在一起，在现实中，这种设计应当是让先富起来的人或财产较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享有对企业的控制或所有权。��　　在张维迎看来，如果按照作为公共信息的个人财产拥有量来评估经营能力，所支付的信息代价是较低的；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中，社会分工应该以财产分布状态为重要标准；不应当出现劳动雇佣资本的状态，而应该是资本雇佣劳动。显然，这一主张的含义是，财产权是培养企业家的温床，也是企业及市场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所有制改革既可以解决激励机制问题，又可以解决经营者选择机制问题，因此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所在。张曙光、汪丁丁、樊钢、盛洪等许多经济学者也持这种看法。汪丁丁还曾明确地指出，在从渐进改革转向深层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宪法改革，确立一部以保护私有产权为核心内容的宪法”。[12]��　　尽管中国已经出版了不少物权法方面的著述，但经济学者们对法律界在私有化的意义和制度性保障方面的含混态度和贫乏的理论仍然颇感失望，有人甚至公开在文章中表示过不满。目前，国内从宪法原理的角度为私有财产的正当性辩护、且有较大影响的政治学者是刘军宁，他认为，“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的支配权，连治产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权利治身”[13]；因此，“财产权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先导，宪政民主的基石”。[14]与汪丁丁相同，刘军宁也主张“修改现行宪法，承认财产权是公民个人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以此作为构建政治体制的出发点”[15]，从而达到一石二鸟的目标，一方面使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有恒产者”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财产的制度化保障来有效地限制政府行为。��　　新左翼学者与自由主义派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而一些理论背景不很清晰的国情派智囊集团及一些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本文仅以崔之元的观点为例，讨论新左翼学者的有关见解。[16]崔之元认为，大规模私有化的思路只是在财产分配上做文章，并不能保证经济效率的提高，至多只是制造一个新生资产阶级；为了在各个领域中全面落实人民主权的原则，也为了在微观经济层面达到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提高效率的目的，必须在企业内部贯彻民主管理。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应该是，还公有制以“经济民主”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树立和保障“绝对的财产权”。针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提出的对风险的态度问题，崔之元强调了道德风险和无限责任。巴特（N.M.Butter）曾高度评价企业的有限责任制，认为这是可与蒸汽机的发明相媲美的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法律发明。而崔之元则对此持否定的态度，针对经营能力评估机制的问题，他以结构性破产以及破产法的公法化这一特例，来论证市场机制根据经营能力筛选企业、提高效率时的不充分性。��　　在关于美国企业制度变革的论文中[17]，崔之元反对私有财产权的立场表述得更明确完整。他认为，八十年代末以来美国29个州通过修改公司法来缓和“股东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方式，要求经营者不仅为股东（stockholders）、而且还要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服务的做法，突破了私有制的逻辑，是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的矛盾之必然结果。张维迎对崔此文中的概念混淆以及基本观点和论据的错误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张指出，由于企业制度分为确定的财产所有权和状况依存的企业所有权两个不同的层面，后者的本质是剩余的索取权（风险利益）和控制权（行为责任）；公司的管理结构在广义上是由安排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使两者达到最大限度的对应的一系列契约所组成的；所以，美国许多州修改公司法让工人等利益相关者在其承担风险的范围内享有一定的发言权、控制权，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私有制逻辑的延伸而已。[18]��　　在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立之间，还潜伏着第三种思想倾向，这就是在制度建设和创新的过程中尽量兼顾自由竞争与社会公正的理念。其理论渊源可包括实践理性的哲学、多元主义的社会观念、注重分配公正的自由主义正义论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从宪法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观念也许会趋向一种类似威玛时期德国著名的政治学者赫曼·黑勒（Hermann Heller）所主张的“社会性法治国家”的设想。但是，这种思路还缺乏明晰的表述，更谈不上体系化，只是因为它比较容易成为重建共识的基础，所以在这里提出来以便引起充分的注意和深入探讨。正是因为尚未奠定共识的理论基础，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实践一直在左右摇摆。��　　从中国财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现实来看，中国的法律传统中缺乏明确界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观念。私有土地的买卖虽早就得到国家的认可，但物主并无完全的自由；土地的转让一方面受到共同体内部人际关系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到国家抑制兼并的均地政策的限制。因此，中国的土地所有权一直不是绝对的，其合法性根据仅在于有据可查的契约文书以及可供寻根问底的契约之链。在界定土地所属时，物主唯一能做的就是证明自己占有的土地来历正当，是从契约对方手中合法获得的，而对方又是从另一占有者手中合法获得的，如此层层剥笋地直到国家承认的起点或法律时效的终点。此特征使得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主要不是表现为经过登记、获得排他性的物权形态，而是表现为由一系列契约文书所构成的债权形态；所有权的内部结构也具有弹性，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多种权利、权能不断分离组合的动态。[19]在最近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中，传统财产权的上述特征得到了恢复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正如欧美历史上的许多宪法斗争都是围绕土地权益的分配问题而展开的那样[20]，当代中国的所有权关系的根本性改革也是从怎样充分实现土地的财产价值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调整开始的。1962年公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规定，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包括人民公社（乡）、生产大队（行政村）、生产队（自然村）在内的三级经济组织，以生产队为基础。农村耕地制度的变化始于七十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出现在一些贫困地区、并逐步普及到全国。在农村财产权改革的过程中，为了坚持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原则，农民和基层干部把一块土地分成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构成要素，通过承包经营的契约关系来取得使用土地和获取收益的部分权利。[21]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农村土地财产权结构，即国家保有禁止转让[22]、限制抵押[23]以及强迫性征收或征用等对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事实上的终极处分权，乡或村级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民集体的经营代理者或管理者、通过收取地租的方式实现所有权，而农民个人则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享有用益物权。由于承认农民的用益物权和生产自主性，这一新的制度安排大大降低了经营的监督成本、强化了生产的激励作用，所以推行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经济的效率明显地提高了。[24]��　　另外，为了提高对66万平方公里的城镇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财政收入，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试行了国家所有土地的用益权能的出让和转让。深圳特区首先在1982年引入有偿出让国有土地的交易制度（第一级土地市场），从此使用土地必须缴纳地租，免费划拨的做法被逐步废除；至1987年又承认了土地使用者有偿转让自己的用益物权的自由（第二级土地市场），从此国有土地具有了按照浮动价格实现交换价值的可能性。继深圳之后，许多城市也先后实施了类似的土地流通化措施。1987年春天，国务院正式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承认土地用益物权有偿转让的政策，并责成国家土地管理局等机构研究制定具体方案，在1988年修宪法后付诸实施。[25]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发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为土地资源的商品化提出了具体的法律根据。土地使用权这个法律概念把城乡的土地用益性权利统合起来了。��　　从民法的角度来看土地使用权，其广义的内涵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房地产市场中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租赁权等；狭义的内涵则专指以房地产开发为目的而取得的对国有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26]若采取大陆法系的分类方式，这一概念包括地上权和永佃权这两种用益物权。然而，中国在设计国家在一定期限内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制度时，主要参考的是施行于香港的英国法的经验，因为该模式可与公有制的意识形态相洽和，既能维持政府控制和调整土地资源的权力，又能使政府从土地开发中获得巨额财政收入，还可促进房地产市场、金融业的繁荣。[27]因此，立法者和学者的观点更多地受到了所谓的社会性地权制度（land tenure system）的原理及自由土地保有权（freehold estate）和定期不动产权（leasehold estate）的分类法的影响。��　　与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财产法”中确立了“企业经营权”概念，它包括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承包经营权以及租赁经营权这三种形态。国有企业经营权这一用语出现于1984年，后在“民法通则”第82条中正式规定之。1988年公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第2款确立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并把企业经营权定义为企业对国家授予其进行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1992年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条例”的第8到21条规定了企业经营权的14项具体内容，包括自主决定产品价格、按照规定从事进出口业务、自由处分企业资产、雇佣职工、拒绝摊派等方面的权能。��　　采用企业经营权这一术语的目的是，在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暧昧地容许国有企业拥有某种近似于所有权的物权，以解决所有权主体不能落实的问题。然而，鉴于这样的文字游戏实际上带来了概念上的混乱，部分学者主张，应该明确承认国有企业具有区别于国家所有权的“法人财产所有权”。[28]还有些学者则认为，法人不可能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因此应建立绝对所有权和相对所有权这两种范畴，企业只享有相对所有权。[29]其实，无论采取哪种观点，都势必导致国家所有权的二重结构。[30]立法者最终接受了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在制度层面把财产所有权（property rights）和企业所有权（ownership of the firm）区别开来；国家作为投资者和委托人把自己所有的财产授予经营者来管理，仅仅享有“股东权”；经营者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实际上取得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31]从企业经营权到法人财产权的变化，正是对国有企业的财产权关系进行分离、重组以及实现结构转换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近二十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通过承包经营权、土地使用权、企业经营权、法人财产权等一系列法律概念，实际上逐步改变了宪法第12条规定的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其具体的步骤和措施如下。第一，通过契约法（特别是承包和租赁的合意关系）使所有权流动化。其结果是，一方面财产的转移以及新财产的起源具有很大的可选择性、随机性、任意性；另一方面所有权的合法性与非法性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为了防止化公为私或为了保护增值的财产，势必出现按照排中律的逻辑使产权关系明确化的要求。第二，在界定产权结构的过程中，所有与占有、经营的分离会变得更加彻底。从法律理论的角度来说，有必要严格区别具有排他性的物权法上的请求权和相对于特定对象的债权法上的请求权。为了使产权的重新定义更符合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交换需要，司法实践势必通过试行的方式对财产权关系进行符合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的政策性调整。第三，缩小政府的规模，让行政权力逐步撤离市场，并通过股份制等形式使公共所有权的主体褪去具体的职能和特性而更加抽象化，使它变成一群基金管理人、一个参与分红的股权载体，变成可以在证券交易市场流通的资产价值的一个核算单位，甚至变成独立于所有者资格单一性或公共性的某种外部控制的社会责任及其象征性符号。��　　经过上述的私有化三部曲之后，为了使市场中通过契约交换、转让的财产权得以按照变价程序度量、可以按照司法程序执行，必须确立私有财产足以对抗任何第三者的法律效力。换言之，需要在使公共财产相对化的基础上，承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就是1999年宪法修正案的本质所在。既然财产权结构发生了如此根本性的变化，政府的地位和行为方式、构成社会公正观的习惯以及意识形态也必然受到影响。[32]对强调意识形态的统治者阶层、尤其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集团而言，这里不仅存在着经济效率、租税收入以及制度成本的比较分析，而且存在着基本政治体制的生死存亡的风险评估，问题于是变得极其复杂。��　　三、1999年宪法修正案之后的宪法结构��　　“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显示出试图正面解决所有制问题的新的意图，这最后表现为九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的改宪决议。为了从意识形态将对财产权结构的变革合法化，1997年在中共章程中规定，邓小平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的一部分，1999年又在宪法修正案中列入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为了协调政府行为与保护私有财产的要求之间的关系，1998年按照“依法治国”的纲领和有限权力的模式进行了行政改革。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然而，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政府定位方面来看，这些变化其实都很不彻底。而1998年底以来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思想逆流和政治倒退。如果分析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文本，就不得不承认，它基本上只是一种妥协的产物。��　　1999年宪法修正案的第12条确认了邓小平理论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相应地，把关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从“现在进行时”改为“一般将来时”，即强调这一历史阶段“将长期”存在；还增写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宪法修正案改动了宪法序言的第7段，该段改后共有251个字，其中仅社会主义这一词就出现了10次，占该段文字近六分之一的篇幅。然而，虽然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如此之高，它的概念却未被明确地定义。若按照宪法序言第6段的说法，社会主义之所以不同于新民主主义，是因为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行了改造；而如果按照第8段的说法，则社会主义意味着坚持对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两种解释又都与1999年宪法修正案的宗旨──界定私有财产权、发展市场交换的合意关系──相抵触。��　　根据修正案第14条，在宪法中追加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款，即把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合并为宪法第6条第1款，重新规定第2款为“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33]相应地，修正案第15条把宪法第8条第1款改为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把集体所有制经济定义为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修改前的宪法第11条规定，国家承认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保护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通过行政管理的方式来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对私营经济的规定也大致类似。根据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第5条，修改后的宪法提高了私人财产权的法律地位。根据修正案第16条，宪法中的相关条款被改为：“（第1款）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在中国的权力话语体系中，把私有经济解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表述，意味着正式承认其合法性和持久性，意味着“国家──集体──个人”这一价值序列的相对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条款中不再区别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这实际上意味着当局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及阶级分析法。但在政府职能方面，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并未接受关于国家中立性和行政服务的理论假设；相反，还是继续强调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和管理。尽管如此，宪法修正案第16条仍然是这次改宪的核心内容，也是今后中国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支点。��　　另外，修正案第13条增加了一个法治国家条款，而第17条则追认了刑法修改的成果，即废除了反革命罪，使政府在行使强制力时得以淡化其政治色彩。若借用诺斯的术语来表达，对宪法的这两处修改的主要意义在于，国家控制权的潜在暴力（violence potential）的分配显得更加公允，从而加强了政府组织在暴力方面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violence）。[34]��　　由于左翼势力的压力和意识形态的限制，1999年宪法修正案未采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表述方式，当然更未直接涉及私有化和私有制的定位。虽然修正案第16条明确提到“非公有制经济”并承认其合法性，但把它限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范围内。目前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究竟如何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非公有制经济呢?随着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解释之变化，会不会某一天非公有制经济不再被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呢？可见，修改后的宪法对私有经济的定位，还是没有摆脱所谓的“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的“主义”话语和权力话语的逻辑。另外，修改后的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是有条件的，即一要合乎法律规定、二要承认国家监管。前一条件意味着，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仅限于法律实证主义层面，缺乏防范“立法专制”或者“恶法”的观念[35]；而后一条件虽然有补救市场失败的含义，但实际上却使私有财产的权利本身无法具备固定、明确的边界以及必要的对抗力。应当看到，如果对私有财产权缺乏充分的制度性保障，无论国家如何引导，它都很难有效地形成产业资本；相反，却很容易趋向隐遁、消费以及投机。��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以马克思理论为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两块主要的基石，即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宪法修正案第14条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假设为媒介，对这两大原则都作了修正。当然，这样的修正是符合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现实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的。但是，也有必要注意到，同一制度中并存的异质因素不仅具有互补作用，还有互相竞争和彼此淘汰的特性。如果非公有制的财产权安排和分配方式更有效率，在竞争中显示出优势来，应该怎么办呢？这时还一定要坚持维护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吗？对这一十分现实的问题，如果作肯定的回答，那么真正的市场竞争机制就无从谈起了，宪法修正案第12条增加的市场经济条款等就要流于一纸具文；如果回答是否定的，现行的社会主义体制就难以为继。未来的中国，究竟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模式，还是为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不得不违抗勇于“修正错误”的党的领导，或是真正地贯彻人民民主的精神、实行宪法革命呢?无论采取何种选择，现行宪法结构上的矛盾都是昭然若揭的。换言之，在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通过后，甚至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本身也会发生冲突，从而影响到关于社会公正的价值体系的效力。��　　从宪法的具体内容中，也很容易看出修改后的宪法的自我矛盾。例如，按照修正案第16条的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修正案第17条却保留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罪名。这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单指社会主义公有经济，还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是单指公有制经济，那就表明宪法实际上对经济体系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并非一视同仁，而是区别对待；难道宪法暗含着在财产权保护问题上对不同所有制经济实行不同待遇的意思?甚而令人起疑，是否破坏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就不必受到国家法律等同的制裁呢？既然宪法规定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理应不能容许对它们的破坏活动，如果对破坏个体、私营经济的行动与破坏公有制经济的行动一视同仁地制裁，那么，又何必要把法律所保护的经济体系区分为“社会主义”的与非社会主义的？��　　进一步看，如果宪法修正案第17条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包括市场经济，那么，发展市场经济是否就构成所谓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犯罪活动呢？第17条专门规定了对“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法律制裁，这与宪法第15条第3款中关于“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规定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还有，宪法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现实中是否还确实存在着非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呢？又是否存在着不神圣而又可以侵犯的财产呢？若对后一问题作肯定的回答，那么，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以外的一切财产，都不受法律保护、或只受次一级的保护，因而是可以被践踏、而不受或只受到较轻的法律制裁呢？之所以提出这样一连串的问题，并非出于咬文嚼字、吹毛求疵的偏好，而是因为宪法实际上对上述概念并未规定明确的概念和内涵，这就使得行政司法机构不可能正确地解释和实施1999年修宪后新的私有制经济条款，各部门在制定法律规范和审理具体案件时就必然会歧义丛生。如果当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制宪时，都出现潦草敷衍的状况，以致于听凭一部内容上矛盾百出的宪法出台，那当局又怎能指望人民承认这一宪法作为根本规范的最高效力呢？！��　　中国迄今为止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引入市场机制，其基础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的契约及其履行，其结果是私有财产的逐步积累、甚至已达相当大的规模。但财产权不能仅靠契约关系中的相互承认来保障，只从农地的相邻关系由于否定的相互性而不断陷入纠纷即可略知一斑。财产权必须具有对抗任何第三者的效力，因此离不开政府的强制性保护；反过来说，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界定和保障财产权，其职能也就大可被质疑了。所以，一旦承认了私有财产权的合法性，就必须开始建立相适应的政府职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财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这一经济问题，是无法脱离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而单独讨论的。��　　在现阶段，中国的有产者需要政府从法律、制度上提供充分的保障，并希望限制政府权力的干预；而政府也需要通过“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机制使社会安定化，并通过保护财产权的行政服务来获得支持和国库收入。这种历史性交换的合意，就集中反映在宪法修正案第16条规定的私有经济条款和第13条规定的法治国家条款中，问题是如何落实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当然，在许多根本方面，如怎样按照依法治国的原理来监督和限制政府权力、武装力量究竟属于人民还是属于一个政党、建立什么样的决策模式、继续采取民主集中制还是承认权力机构内部的分权制衡、是否容许各种利益集团及其代表的活动等，一时还看不到当局和人民之间形成合意的可能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命题，财产权关系的变化势必要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方面引起连锁反应式的变化，欲长期维持既存体制的想法是很不现实的。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在新的宪法修正案通过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国家权力结构的对立实际上更表面化了。在此情形下，既然倒退没有出路，那么政治改革就无从回避。��　　四、社会公正与宪政共识的重建��　　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为了避免剥削压迫和阶级对抗、实现社会公正，必须消灭私有制。但大量的实践都证明，公有制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公正。因为，整体性公有制的承担者只能是国家，而全能国家一旦成为营利机构，就会导致全面的“共有的悲剧”，或在不同层面上与民争利，其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逐步失去国家协调和仲裁社会各种利益的基本功能。中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的私有经济和法治国家条款，正反映出中国校正其推行公有化的历史结果的努力。然而，一旦恢复了私有制的合法地位，又怎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呢?这一问题迄今未得到认真的讨论，但要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层改革，这个问题却是无法绕开的。��　　在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几乎所有阶层都曾得到过不同程度的实惠。虽然分配不公的问题早就存在，但多数人都认为，最重要的是先把“馅饼”做大，这样每个人所拿到的份额才能不同程度地增加，尔后再考虑分配的标准及程序是否公正。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人们才突然发现，“馅饼”做得再大、再快，也赶不上国有资产流失的规模和速度；通过国家权力的杠杆建立市场经济的结果是出现了权力资本，国家权力的持有者及其关系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目前权力资本的原始积累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难题便是如何处理变成了“蝉蜕”的国有企业及其职工。国有企业的破产实质上意味着国家的体制破产，然而，对于体制破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国家权力持有者，不仅把破产的成本完全转嫁到国有企业职工及社会身上，而且还在体制破产过程中暴发了起来。他们先是以化公为私、权钱交易等方式，做无本万利的“生意”；继而又垄断市场、结成分利集团，占据了最小风险、最大收益的社会地位；贪得无厌的权力资本不仅挖空了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且还腐蚀了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于是，社会公正问题开始凸显出来。��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怎样才能实现社会公正呢?能按照“主义”话语（老左翼）或者“批判”话语（新左翼）的主张，再来一次“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吗？这将使中国倒退到改革前的制度原点。能按照“稳定”话语（制度功利主义）或者“实惠”话语（行为功利主义）的说教，劝民众忍耐下去，一直等到人均GNP达到2000美元后再来谈社会公正问题吗？可是眼前权力资本的贪婪与下岗职工的不满已经表现为潜在的社会摩擦，谁也不知道双方之间暂时脆弱的均衡还能维持多久。��　　事实上，一旦分利格局固定化、制度化后，社会公正也就无从谈起了，政治改革则更是难上加难。目前在中国要实现社会公正，关键在于规范权力资本。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比较理想的途径是，在“反腐败”等治标性活动的同时，实行治本性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把权力资本诱导到产业资本市场、并通过一整套公平交易的规则来规范之；同时，通过国家的税收、财政及资源分配政策，来扶持中小企业、援助贫困阶层、缩小收入差距、限制非法经营。而要做到这些则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国家权力的中立化，使权力的行使不以权力资本的自由意志为转移。从更一般性的意义上说，既然国家承认了私有制，那么其主要职能就变成对财产权和契约提供保障性服务；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必须公平地、以契约当事人之外的第三者出现，并根据这一定位来设计各种制度安排。这时就需要关于社会公正的“法治话语”，以确保宪法第33条第2款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实施，其最基本的内容和政策应包括政企分离（以“小政府”为模式的行政改革、党政军机关与经济活动脱钩）以及依法行政（行政诉讼和违宪监督）等等。��　　目前，仅就分配公正而言，“法治话语”中有两个明显的悖论。一个是形式上的，如果私有财产得不到法律保护，资本就只能依附于权力；而权力资本的非法性，又使由此产生的私有财产不宜直接得到法律上的保护。这种形式上的悖论有两种可能的化解方法，即各种所谓的“洗钱”型的财产合法化的个人行为，和由国家出面正式承认私有财产权及其分布现状的合法化行为。1997年全面推广的股份化以及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就属于这类措施的具体步骤。另一个悖论则是实质意义上的，即国家权力的中立化意味着要抑制政府在财富再分配方面的功能，实行“夜警国家”或者“小国家、大社会”的模式；但由于两极分化的局面已经形成，只有国家才能通过财富再分配的方式来缩小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此，仍有必要维持一个“福利国家”的架构；而国家一旦介入财富的分配，就很难保持其真正的中立性。��　　中国今后法制建设的根本课题就是怎样解决这些实质性悖论。为此，首先要建立新的社会共识和意识形态体系。共识从何而来？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自由和政治民主，而新左翼的意识形态则强调平等和经济民主，双方的对立归根结底还是集中在如何形成自由与平等的均衡关系这一永恒性的政治问题上。如果承认，有可能通过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所说的重叠性合意和反思性均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36]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来实现自由的平等和平等的自由；那么，在上述的意识形态对立状态中，就完全可能找到重建社会共识的基础。��　　在罗尔斯看来，一个社会是否公正不取决于实行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关键的问题在于施行财产权的成果能否在社会中公平地分配；社会公正既不容许为了少数人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多数人，也不容许为了多数人的利益或者社会整体而牺牲少数人。除了财富的分配之外，人们是否享有充分、平等的自由权，也是社会公正的一项最基本的指标；更准确地说，自由权应优先于公平分配。按照自由主义的正义观，财产权的分布应通过市场竞争来决定，这种安排本来就符合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因此，罗尔斯把自由的市场机制称为“占有财产的民主制（property-owing democracy）”，并认为，在采取自由社会主义政体的社会中，也可实现容许公共单位与私人平等竞争财产权的经济民主。[37]��　　中国突破了公有制神话、承认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之后，应考虑如何建设公正的社会、兼顾自由竞争与公平分配。为此，需要通过剥离政府活动与营利活动、限制行政权力、缩小公共职能等改革措施，使国家权力中立化，提供一套能公正解决社会利益摩擦的制度框架，这必然会导致重新设计国家制度的政治改革。这样的改革应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建立一套明确的、普遍适用的、抽象化的行为规范体系及程序规则，尽量缩小自由裁量的余地，即使在需要裁量的地方也应建立起可进行外部监督的机制；其次，“阶级立法”意味着立法腐败，必须通过民主化、分权制衡以及议会制立法的方式来防止立法腐败；再次，建立和健全征税、财政支出以及公债发行的具体规则，通过修宪来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此加强分配的公正；第四，在司法方面实行集权制，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第五，需要通过舆论监督来防止司法腐败，但更重要的是完善法律专家的资格考试制度、加强职业自治和自律、通过程序性设计、法律解释的技术以及判决理由的公开发表，来提高审判的合理性；第六，通过各种法律措施，切实保护一般消费者、地域居民、低收入阶层的利益，使之免受企业不当活动的侵害；第七，在社会中形成能与企业抗衡的各种私人组织、中介组织，尤其是自发的工会和农民团体。��　　如果国家要介入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强制性的经济平等化。实际上，财产权的各种不公平的分配以及试图改变分配格局的努力，正是党派活动的基础和源泉；在追求社会公正的目标时，不应抱持“毕其功于一役”或一劳永逸式的期待，应把这一目标与实现利益代表制度和审议制度结合起来考虑，注重在多元化的意见表达和试错过程中，不断纠正社会不公现象。同时，既然国家会介入财富分配，那么就要注意通过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来限制国家在分配方面的活动。必须加强司法审查制度，不仅要审查具体行政行为，而且要审查抽象的行政行为。总之，在分配过程中，国家权力的中立性和公正性是由司法审查制度、在各种利益集团的互动中实现的。��　　由1999年宪法修正案所引申出来的上述结论以及对政府和意识形态的新要求，完全逾越了现行宪法的框架。既然体制内的宪法修改已经达到极限，那么体制外的宪法革命也就势在必行。中国政府在实施大规模的法典编纂计划之前，其实应该考虑首先制定一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新宪法。也许，重新立宪的决断不得不等待条件的成熟和适当的契机，但是，各种基本制度的周密研究和充分的讨论是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尽早进行的。总之，通过论证性对话达到共识，在此基础上重新塑造行政的活动模式、国家的权力结构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就是目前中国宪法发展的最迫切的任务，也是宪法学的中心课题。(1999年2月28日初稿，3月17日定稿)��　　【注释】��　　[1]有必要指出，彭真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曾特意说明，对宪法修改草案中的许多新规定“不能理解为只是简单地恢复1954年宪法的提法和内容”。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以避免政策争论。1982年宪法确实补充了一些新内容，但其实质还是向1954年宪法回归。当时中国的法学权威张友渔教授就明确地承认，“我们要修改1978年宪法，而把1954年宪法作为修改的基础”（见张友渔“关于修改宪法的几个问题”，《法学研究》1982年第3期，第1页）。他还说过，“我国的1954年宪法是比较好的。……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1954年宪法的一些内容过时了，应该适时地进行修改。但是，1954年宪法中有些正确的内容，被1975年宪法改掉了，1978年宪法也没有恢复起来，而这些内容现在仍然适用”(引自《张友渔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75页)。其实，从七十年代末起，即使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中国也一直在向1954年宪法体制回归。现在，这一点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2]根据亲自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定义，在当时的历史阶段，人民这一概念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对立面则是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5页。��　　[3]详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6章、第17章、第18章关于三大改造的记述。��　　[4]参阅王珉，“宪法肯定的政治方向绝不容许篡改──纪念宪法颁布三周年”，《政法研究》，1957年第5期，第3至6页。��　　[5]该文首先刊登在上海市委机关杂志《解放》1958年第6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在1958年10月13日又全文转载。当时，在法学界也出现了类似主张(如张懋的“彻底与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决裂”一文，载《政法研究》1958年第6期第33页至36页，和北京大学法律系科学研究小组“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问题”一文，载《政法研究》1959年第2期第44至50页)。1975年春季，张春桥又再次提倡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从理论上为“文革宪法”的正当性正名。��　　[6]张友渔“新时期的新宪法”，《法学研究》，1982年第6期，第3页。��　　[7]同上，第4页。��　　[8]详见1999年1月22日及3月17日的《人民日报》。��　　[9]陈剑的《流失的中国》（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已尖锐地提出了国有资产“合法流失”的问题。何清涟则认为，在国有资产的流失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及以后章节。)��　　[10]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复杂的演变过程和现实问题，参阅周其仁的“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第8期（1994年夏季号），第61至84页，王琢、许浜的《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　　[11]详见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其第3章有专门介绍。��　　[12]汪丁丁，“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二十一世纪》第29期（1995年6月号），第17页。��　　[13]刘军宁，“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政治理论视野中的财产权与人类文明”，《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41页。��　　[14]同上，第148页。��　　[15]刘军宁，“产权保护与有限政府”，董郁玉、施滨海（编）《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16]详见崔之元的论文集《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7]崔之元，“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经济研究》1996年第4期。��　　[18]张维迎，“经济自由让位于经济民主了吗？”，《公共论丛·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7至16页。��　　[19]参阅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以及傅衣凌的《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0]众所周知，十七世纪英国的土地占有合理化以及持续几百年的圈地运动，与确立和调整宪政体制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D．C．诺斯和R．P．托马斯把政府理解为一个通过对所有权征税获得财源、并作为报偿为所有权提供司法保护的组织。Cf.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Thomas.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Chap.1&12.��　　[21]“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把这部分权利规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　　[22]尽管“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承认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也可以依法转让，但在现阶段，由于对耕地流失、土地兼并、农民大量破产等事态的戒备，而实行了国家垄断房地产经营的政策，实际上只有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才能合法地有偿转让。根据1992年“国务院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先经过征用程序转为国有土地之后才能出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所有的土地资产作价入股、兴办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联乡镇企业时，须经县级政府批准并不得转让集体土地股份。1994年制定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8条也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在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之后，该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才能有偿出让。��　　[23]“担保法”第37条第2项规定，除了承包经营契约中认可的荒地以及乡镇企业建筑物所依附的土地之外，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得抵押。��　　[24]有关的经验性描述，见王琢、许浜，前引书(注[10])，第143页等。另外，林毅夫教授从监督成本和激励机制的角度，也对承包责任制的经济效率作了理论性研究，见林毅夫的“农业合作化和效率──理论和中国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第8期（1994年夏季号），第5至14页。刘守英则根据制度经济学方法作了分析，参阅刘守英的“制度理论与中国现行农地制度”，见于陈昕（编）《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结构》（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第196至212页。��　　[25]详见吕来明的《走向市场的土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等。��　　[26]见崔建远等的《中国房地产法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第185至186页。��　　[27]同上，第18至19页。关于香港房地产业的实际状况、法律规定以及中国方面的理解，参阅杨奇主编的《香港概论（上卷）》（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0年）第12章，及许崇德、陈棠（主编）的《香港法律与律师制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8章。��　　[28]参见梁慧星的“论企业法人与企业法人所有权”，载于《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和沈敏峰的“论法人所有权”，见佟柔主编的《论国家所有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　　[29]参见杨志淮的“绝对所有权与相对所有权──试论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关系”，《法学研究》1985年第2期。��　　[30]参阅董安生、刘兆年的“论企业财产权的二重性质”，《法学研究》1988年第2期，和河山、肖水的“从‘两权分离’到‘双重所有权’”，《民事立法札记》（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65页等。��　　[31]见1993年公布的“公司法”第4条规定，“（第1款）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2款）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第3款）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　　[32]关于财产权与政府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参阅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Chap.4&5中所提示的分析框架。��　　[33]对这种财产权多元结构涵义的解释，见洪虎的“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上）、（下）”，《中国工业经济》1998年第1期、第2期。��　　[34]Cf.North,supra note [32],Chap.3,Sec.2.��　　[35]比较宪法第12条（公共财产保护条款）与第13条（私有财产保护条款）的内容即可看出，这里的合法要件具有特殊的涵义和目的，即国家试图保留干预和变更私有财产权的空间。第13条全文仅48个字，其中使用限定性词语“合法”2次、限定性词组“依照法律规定”1次，却未设置禁止侵权行为的规定。然而，考虑到中国在非正式的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合法要件乃至宪法第12条规定的神圣原则其实又有难以严格施行的一面。��　　[36]Cf.J.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Belknap Press,1971,pp.387-388,579ff.��　　[37]Ibid.,pp.203ff.,270ff.,280.














  





什么是宪法？





　　宪法一词的现代涵义始于18世纪。……在其当时概念化的过程中，“宪法”或许是由博林布罗克首先使用的，该词实际上只是在1776-1787年间的美国才真正获得其基和确切含义。法国人不是直接从英格兰而是从费城会议接受“宪法”一词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不是柏克或普通的英国著作家们而是潘恩首先明确而完整地阐述这一现代概念的。 





　　不可否认，美国的整个传统是把“宪法”理解为实现“有限政府”的一种工具。法国的宪政主义从一开始也是如此。人们应该想到1789年人权宣言，或者稍晚些时候的本杰明·贡斯当。尽管可能找到无数导致相反结论的引文，前面我详尽地解释过，为为什么仍然坚决主张英国宪政完全属于同一传统：不列颠人不提倡并且从格兰维尔和布拉克顿时代起就已经和美国人一样不提倡“无限政府”。 





　　因此有理由作出这样的结论，随着绝对主义时代的衰落，人们开始寻找一个词汇，以表示用以控制国家权力之运作的种种技术。美国人解决了这一争议，结果这个词就是“宪法”。“宪法”决不是天生就是一个脸朝两面的概念。人们重新构思了这一词汇，并接纳它，钟爱它，这不是因为它只意味着“政治秩序”，而是因为它意味的更多，因为它意味着“政治自由”。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它表示的是“这种”能保护他们自由的独一无二的政治秩序；或者我们可以转用弗里德里奇的巧妙的措辞，因为它不仅“赋予形式”，它还制约“政府行为”。（P113） 





　 





　　……“宪法”意味着一个政治社会的框架，它通过并依据法律组织起来，其目的是为了制约绝对权力。（P114） 





　 





　　我们可能遇到的宪法基本上有三种：（1）保障性的宪法（真正的宪法）；（2）名义性的宪法；（3）装饰性的宪法（或冒牌宪法）。 





　　名义性的宪法是……“得到充分实施的，富有活力的，但它的本体实在只是现存政治权力定位的形式化，其目的在于为真正的掌权者取得排他性收益。”（洛温斯坦语）因此，名义性的宪法之所以是“名义性的”，这在非常简单的意义上是因为它只是“徒有虚名”的宪法。这等于说，名义性的宪法只是组织性的宪法，即是组织而不是约束特定政体中政治权力运转之规则的集合。实际上，名义性宪法并不真的假装成“真正的宪法”。它只是坦率地描述无限的、不受节制的权力的体制。它不是一纸空文。它只是与宪政主义的目的无关。 





　　装饰性宪法不同于名义性宪法的地方在于它冒充“真正宪法”。它之所以不真乃是它被置之不理，至少在其基本的保障性的特质方面是如此。它实质上是“圈套性宪法”。就涉及到的自由技术和掌权者的权利而言，它是一纸空文。（P114-15） 





　 





（[意]萨托利，《“宪政”疏议》，晓龙译，《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和宪政三阶段论


 


　　在反思袁世凯时代的军权政治时期的后果及遗产后，中国宪政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另外一翼的代表--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又是什么呢？ 


　　宪政化的主要标志是宪法权威高于任何政治权力，这是自从清末宪政�化以来中国宪政化的方向成果。即使在袁世凯和袁世凯之后的军权政治时�代，宪法的这一特征在形式上也保留着。但是，在党权政治时代，宪法的�这一特性在以党治国及其宪政发展三阶段理论中被抹去了。以宪法的最高�权威在党权时代的公开丧失看待党权时代的宪政化历程，这一时期宪政化�的基本结论是宪政化的倒退和退化。而导致这种倒退和退化的关键因素是�孙中山思想深处因民族主义而导致的国家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理论,而其国家�主义理论又是建立在所谓的宪政化历程三阶段理论和以党治国基础之上的�。 


　　在1905年中国清末进行宪政化的过程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1905年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中将同盟会政治纲领的顺序分为三时期：�第一时期为军法之治，军政府总摄地方行政，以3年为期限，第二期为约法�之治，以6年为期，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军政府解除权柄，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召集国会。（邹�鲁：《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二，第15－16页））这是孙中山的�宪政发展三阶段论的起始形态。三阶段理论的出现，典型地反映出当时革�命派与立宪派双方都赞成的开明专制理论。所不同的是：立宪派开明专制�的主体是王权，而革命派开明专制的主体是军权。 


　　孙中山在反袁世凯的斗争失败后，1914年7月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修正了他的三阶段论。他将宪政化历程重新分为三时期：军政时期，以�武力扫除一切建立民国的障碍，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督率国民建立�地方自治；宪政时期，国民选举代表、建立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这个�时期三阶段论与1905年的三阶段论的不同是训政时期的出现。这种"训政"�的出现是以孙中山将人群分为三大类的：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为基础的，毫无疑问，孙中山是属于三类人中的第一类。中华革命党的�建立不仅标志孙中山开明专制主义思想的发展，而且也是对其三种人分类�的说明。随着中华革命党的建立，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孙中山这个先知先觉�的服从者和支持者。 


　　中华革命党的建立还标志孙中山开明专制理论与其三阶段理论的发展�。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将个人绝对专制集权体制引入党的组织。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被孙中山归因于不服从，不统一，其中不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为此，孙中山开始建立绝对服从他个人的中华革命党�。这一举动导致原来国民党中以黄兴为首较稳健的一翼建立欧事研究会。�为了建立领袖权威，孙中山提出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8页，�转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第62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在入党的方式上还采取了每人按指模的方式。这样，孙中�山的三阶段理论开始与以绝对个人专制为基础的党结合，这种专制主义不�仅导致了革命派阵营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野，而且使宪政发展道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曲折。党权理论和党权政治的源头由此开始。很显然，1905�年和1914年的三阶段理论中还未加入"以党治国"因素，但在1914年以前，�孙中山的宪政思想体系中几乎已经包含了军权、党权及其个人集权各项因�素。其思想基础是开明专制加三民主义宪政。 


　　从苏联引进"以党治国"、"领袖政党"的列宁主义原理后，三阶段理论�、孙中山的早期党权政治开始与"以党治国"结合，军政时期成为"以党建国"�时期，训政时期成为"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则以三民主义建设中国。�这样，三阶段论开始以党权为核心。在经历了15年的军权政治历史和苏维�埃政权样板出现后，孙中山寻求中国宪政化道路中的"非军事因素的发育"�的答案是：以党治国加宪政发展三阶段理论。 


　　为了实现上述设想，孙中山进一步强化了中华革命党时期建立起来的�个人集权制。但由于在引进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后，孙中山因病去世，孙�中山的事业只有靠他的后继人去完成。从中国宪政历史看，孙中山的开明�专制和"以党治国"成为中国成为宪政化历程中的巨大包袱。以党治国的苏�俄模式的引进较中华革命党时期的孙中山的个人原始专制主义为基础的的�党权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以党治国"的党权政治是一种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它不仅可以党的组织对个人进行控制，而且对国家乃至社会每一个�细胞进行强控制。这种功能与孙中山思想深处的开明专制具有潜在的一致�性。 


　　作为党权政治的基础理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是反宪政�主义和以国家主义为指向的。在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中，政权和治权都与个�人自由有相当的距离。在孙中山的思想深处，他是反对个人自由的。"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怎样运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孙中山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国家自由，决非个人的自由，为了使国家得以�完全自由，个人的自由非但不能扩大，还必须严加限制，欧洲国家争自由�赢来了民权的发达，而中国由于原来自由太多，则早已成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祸害。正因为中国一个个都有自由，人人都把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参见邵德门主编：《孙中山政治学说研究》，第55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版）"我们革命党，向来以三民主义去革命，不以革�命去争自由"。（转引自陈茹玄著：《中国宪法史》第214页，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实际上是以民族主义取代自由主义。他�的国家自由实际上是国家的独立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作了充分的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国家自由呢、因为中国受列强的压迫，失去了国家的地位，�不只是半殖民地，实在已成了次殖民地。"（《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2�页，转引自邵德门主编：《孙中山政治学说研究》，第55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版）而这种思想早在它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中就�所体现。 


　　在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利用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和战争环境，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和三阶段论发展成为一种颇具极权主义特点的政治体制。从而�使中国宪政化进程呈现出更大的倒退。早在1912年，蒋介石就表达了一种�与德日宪法模式的思想基础相一致的观点。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独立，�应该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力，把自己命运托付给军事强人，由其完成集权统�一。1931年5月5日的国民会议开幕词，蒋介石发表了极具法西斯主义色彩�讲话，鼓吹中国仿效法西斯。30年代，国内兴起的鼓吹极权主义的社会气�氛与蒋介石有莫大关系。（许纪霖等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1800�－1949 ，第418页，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正是在上述思想背景之下�，蒋介石以抗战及其民族主义高潮为契机，在中国建立了全面的军事专制�体制。 


  


























　　                  政治制度的设计原则


　　                      ----《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中文版译序





　　                      毛寿龙





　　在200多年前，美国立宪制度的奠基者之一汉密尔顿就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值


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


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美国政


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正是在这一问题的激励下，开始了他对复合共和制政治


理论的思考，这一思考虽然以《联邦党人文集》为基础，并着眼于美国立宪实验的


经验，似乎并非有些喜欢独创理论的人所喜欢的那样是奥斯特罗姆教授自己所独创


的理论，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智慧的美玉”却依然值得我们珍视。奥斯特罗姆教授


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政治制度的抉择，的确是强力和偶然性决定的，人类似乎还


没有能够根据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设计良好的政府制度。但是，美国的立宪实践，


却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为基础的。虽然政府的建立出于机遇和强


力是大多数人类社会普遍的现象。但是美国立宪实践表明，人们能够通过理性的行


为和榜样，并基于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并维持立宪政府体制。复合共和制


的政治理论，就是指导这一制度设计的蓝图。





　　奥斯特罗姆认为，要设计复合共和制，首先要假定，在政治制度设计中个人是


最基本的考虑单位。政府的行为派生于个人的利益；如果要有效果，政府行为必须


与个人的行为相联系；这样，政府的运作就能够与具有特殊行为能力的个人行为相


协调。其次，还要假定，个人是自利的，会努力强化自己的相对优势。然后假定，


人具有学习的能力，也有犯错的可能性。最后，在此假设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理性


和正义的条件、社会组织条件取决于某种形式的政治秩序，这就是政治约束的原则。


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持久的双赢关系，而不是双损关系。





　　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质上是一种立宪的选择。立宪选择与法律的选择有根本的


区别。法律是政府制定的、政府能够更改的，而宪法却是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改


革的。“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界定自己的权威，那么它们就不会有积极性来制约权


威的运作。进而言之，掌握政府权力的人就有积极性去运用这些特权来牟取私利，


并损害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宪法的目的是引入限制，制约寻求这种机会，使这些人


遵守……‘限权宪法的一般原则’”。立宪选择有着特别的程序，它始于非正式的


建议的程序，然后再进入批准的程序，并且在批准程序中可以应要求而进行修改。


这一程序不同于政府制定操作性法律的立法程序。要使宪法高于立法机关的制定法，


确立司法独立。而且宪法如果要成为操作性的法律工具，就要设计得非常精确、严


密。宪法不应该是一种一般道德的陈述，自然也不应该只是一种宣传品，或者是某


些人意志的表现，而应该是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真正起到促进双赢关系、遏制双


损关系的作用。





　　奥斯特罗姆认为，政治制度设计是一项高度艺术性的工作。为操作性的政府体


制设计一部宪法，不可能是任何单一价值最大化的结果，因为大多数价值边际效用


递减。因此，更大的收益要求各项价值之间的均衡，在此各类价值并不维持恒定的


比率。所以，综合价值的最大化往往主要派生于某一特定价值的最大化。完备类型


的概念如完备的民主、充分的自由、彻底的平等等，是一种有用的概念，但只能作


为设计的出发点，而不能当作是终极的目标。这一分析，显然符合现代经济学中的


均衡分析原理。





　　奥斯特罗姆从《联邦党人文集》中归纳出了如下政治制度设计的定理：假定所


有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没有人适于审理自己涉及他人利益的案件；由


于同样的理由，不，由于更充分的理由，人的团体不宜于同时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


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个人的利益必须与立宪权利地位联系起来；手段必须与目


的相称，期望通过自己的作用达到任何目的的人，应该具有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


在每种政治制度中，增进公众幸福的权力，包括一种可能被误用和滥用的自由裁量


权；那里的一成不变的目的是按这样的方式来划分和安排某些公职的，以便彼此有


所牵制──使个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这六条定理是复合共和


制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可用于解决如下六条定理所揭示的问题：所有权


力集中在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一些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


的，或者选任的，都将导致暴政；党派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的


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自由于


党派，如同空气于火；如果一个党派不构成多数，可用共和制的原则来求得解决，


这就是使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比较难以处理的是第十三


条定理所揭示的问题：当一个党派构成多数时，大众政府就能够为了多数的情感或


利益牺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





　　第十三条定理所揭示的问题就是奥斯特罗姆所说的单一共和制的病根。那么，


如何遏制多数派实施暴政呢？奥斯特罗姆认为，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通过把政府


建立在人类自治能力基础上，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用足人类的自主治理能力，就


能够摆脱多数派暴政的弊害。





　　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认为，要解决多数派的问题，就应该把政府建立于人类


自治能力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建立在人类自治能力的根本局限之上。规模原则表明，


在任何协商集团中都存在着基本的限制条件，它起源于这一事实，一次只能有一位


演说者能够被倾听并得以理解。有序的深思熟虑，要求演讲和沟通都遵守一次一个


的规则。任何大型协商大会的运作，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表大会，都取决于选择


若干人去行使设定议程、控制协商的特权。随着成员规模的扩大，领袖人物主导性


逐渐增加，而集团成员在协商方面的影响力将逐渐减少。民主安排让位于寡头控制。





　　政治代议制可以部分地解决规模原则的问题。这是共和制有别于民主制的地方。


通过选任代表的制度机制，共和制政府比直接民主制能够涵盖更多数量的人民和更


广阔的地区。不过，即便是在政治代议制中，规模原则也起作用，为了防止少数人


专制，就有必要使代表达到一定的数目，而为了防止人数过多的弊端，则又必须限


制代表的数目。“规模原则既适用于代议机关，也适用于政府单位的综合规模。如


果不注意规模原则的约束，那么政府的外貌可能变得民主，但是使得它得以活动的


精神将是更多的寡头政治”。





　　奥斯特罗姆认为，多数统治只能导致更多的冲突，而不会导致持久的政治稳定，


因而也不能保障包括多数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而一个共和国一旦得了共


和病，邻国也很快会感染上这种疾病，最终使政治秩序陷入互损的逻辑而无法自拔。


他概要地描述了共和病的成因及其流行的机制：“如果一个多数派能够支配一个共


和国的政府，并运用其支配地位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牟取私利，那么受其损害的人


就会通过结盟的力量来试图使其损失最小化。在没有其他办法来寻求更为合意的解


决方案时，遭受的剥夺越极端，受剥夺者就越会愿意运用极端的手段。冲突就可能


升级到这一点，一个社会中的各个党派互相把对方视为敌人，并运用强制统治工具


进行相互之间的战争。如果一个邻近的共和国为一个党派所支配，而该党派与一个


共和国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党派关系密切，国内问题很快就会损害两个共和国之间


的关系。冲突就会在相互谴责中升级，图谋干预对方的事务，相互图谋实施集体性


质的制裁。这样，共和国的宪法就会让位于维持有组织战争状态的要求。”





　　人类自治能力具有局限性，这并不表明人类应该屈从于单一权力中心的统治，


成为寡头铁律的奴隶。没有必要由单一权力中心来支配所有其他人。较小的利益群


体能够根据自治原则组织起来，并在治理自己内部事务方面保持自主。为若干不同


社群所共享的利益集团，能够组织起来，成为自主自治权威主体。该原则可以从地


区性利益社群扩展到全国乃至国际利益社群。共和制度既能够在较小的社群中也能


够在较大的社群中得到培育。联邦体制中有许多政府单位，单一制全国性国家中只


有单一的终极权威中心，任何一个党派取得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在联邦体制中要小


于单一制全国性国家。自治原则运用于联邦体制中共存的政府，是复合共和制政治


理论的重大创新。





　　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意味着共和国要有适当的结构与范围。只是扩大共和国


的范围，可以包容更加多样的利益群体。但是，如果在整个国家只创建了一个单一


的政府权威中心，规模原则所固有的寡头倾向就会使一个派别轻易地支配其他利益


群体。在复合共和制中，不存在任何单一垄断的公共权威。建立多个代表不同利益


群体的权威。每一个权威均为自治共和制原则所支配。适当的结构，才是复合共和


制有别于单一共和制的核心所在。复合共和制的活力就在于当政治制度覆盖面相当


大时，它能够包容更多的利益，并且不必借助于高度集权的制度。这种制度特别适


合于大国，它能够使大国在实现民主政治目标的同时不因受规模原则的制约而蜕化


为专制制度。





　　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如果一个共和国是一个小国，它就会被外国


势力所摧毁，如果它是一个大国，则会为内部的不完善而摧毁。”奥斯特罗姆认为，


这一结论适合于单一制共和国，而复合共和国则能够避免这一问题。因为复合共和


制意味着全国性政府也直接面对公民个人，而不是封建制式的“分级管理”，即每


一级政府各自管理下级政府，而不面对公民个人。在复合共和制中，有限的全国政


府能够塑造得就有关超出单个地方政府范围之外的事务，代表人民作出决策。但它


的权限是有限的，仅限于与公民有关的具有全国性的公共事务。在复合共和制中，


“每一个政府，包括州政府和全国政府，都被设计得具有其自己的意志，并在本质


上相互独立。每一个政府都能够代理公民个人，关心个人的希望和恐惧，拥有一切


手段，并有权采用一切方法，以执行委托给它的权力。那些可以分别提供的事务，


则根据自治原则，由各州内的政府处理。那些需要共同关心的事务，不能由各州分


别处理，则要根据共存运作的自治原则由有限的全国政府处理。”复合共和制原则


提供了节约使用各级政府优势的方法，可以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优势，从而能够避


免邦联性质的共和国的错误，自然也能够避免大共和国必然成为专制国家的错误。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奥斯特罗姆以《联邦党人文集》为基础，概括了复合共和制中


全国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安排。这些原则与现代公共选择


和制度分析理论的原则是一致的。当然，复合共和制也安排了众多的政治代议制度，


从而使在时间和空间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复杂性的利益能够有适地适时的、各种各


样的代表途径。





　　任何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倾向。拥有最高权力的全国性政府，其权力扩张的可


能性最大。如何制约政府的权力扩张，从而使其成为有限政府，而不是无限政府呢？


取消政治权力，使每一个人在政治权力上人人平等，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


的，因为任何政府的基础都是政治权力的不平等配置。要控制政府权力扩张，关键


在于建立适当的制度安排，各级政府权力横向配置遵循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就是


制约政府权力扩张、保障有限政府的重要制度安排。这些安排是立宪安排，不能为


直接行使政府权力的人所改变。这些安排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分立与


制衡原则。





　　当然，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安排只是辅助性的预防措施。最核心的措施还取决于


个人的权威，取决于复合共和制中多个决策权威中心的相互分立和制衡。“复合共


和制并不只是联邦政府体制中多个自主政府单位的复合，而且还是每一个政府单位


内决策结构的复合。如果任何一个决策结构或者政府单位取得了支配其余决策结构


或者政府单位的地位，并长时间得以维持，那么这样一个体制就失败了。要维持这


样一个有着许多否决权的、复合的结构，主要依靠使宪法作为可实施的法律进行运


作。只要人民理解这样的逻辑关系所固有的基本概念，并拥有适当的结构来恰当地


落实这些概念来约束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制约行使政府特权者，我们就可以预料这


样的体制的组织结构在实践上是非常复杂的。复合共和制用立宪选择原则来规范和


控制政府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一体制的活力，


关键就在政治治理关系中由人行使的权威。”因此，限权宪法的一般理论所固有的


不可剥夺的权利或者个人的权威是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关键因素。它表明，“任


何个人能够有权向政府当局就政府是否恰当地行使了其特权提出并实施法律的诉求。


立宪政府体制结构中统治者要服从法治，这一结构的根本要素是，任何个人能够提


出诉求的权威，或者任何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当然，个人的权威也需要有


适当的制度保障，从而使个人在寻求权利救济时不至于去寻求不正当的暴力手段，


或者寻求不正当的行贿、寻租等手段。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既有实


体的制度安排，也有程序其的制度保障，从而实现有限政府，制约政府的权力，这


显然也是复合共和制的基本要素。





　　复合共和制分立的决策结构每一个部分都有各自的构造，以此为基础的政府权


威组织，为个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机会，使个人个别地和集体地表达其偏好，对政


府权威机构提出要求。通过国会议员、总统、副总统的限任制可以得到政治救济。


通过参众两院大量的议席可以得到立法救济。通过忠实地执行法律的行政责任制可


以得到行政救济。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任何人有权要求考虑其申诉状以及要求判


决以纠正错误，以此可以获得司法救济。最后，通过变更和修正宪法本身的活动，


可以得到宪法救济。





　　多种多样的决策结构，能够容纳单个或者集体行动的个人需求，这就提供了更


多的可能性，使个人的疾苦众所周知，并为公共协商所考虑。这样的制度可能在阻


挠恶法的时候也阻挠良法。但是奥斯特罗姆认为，“分歧大到这一地步，以致人民


将选择救济措施以增进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说持不同意见的人


会看出采取其代价高于寻求另外一些解决方案的某一措施所可能导致的结果。在存


在实质性分歧的情况下，延迟采取措施所冒的风险往往较小，而无法估计采取轻率


行动所带来的成本所冒的风险往往较大。”如果这些制度安排妨碍了国防这样的紧


急的危害，那么宪法可以通过紧急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状态下所特有的紧急处理


权。但并不一定为了偶然的紧急问题的需要而牺牲复合共和制的制度安排，因为紧


急问题毕竟是一种非常态的问题。并且为了避免紧急处理权被滥用，紧急处理权本


身也应该符合特定的程序，并在事件发生之后接受审查，以减少紧急处理权遭到滥


用的可能性。





　　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基础是“政治约束的原则可以被用来使这些可能性最小


化，即某些人，尤其是某一多数派，在决策中占支配地位并剥削他人，牟取先发制


人的优势。这些安排允许任何人运用实践和结构多样的制度设置去表达其根本的利


益。不存在占支配地位的单一结构。相反，我们假设任何决策的基础可能是错误的


概念，没有适当地计算过对个人的后果是什么，对社群的结果是什么。当决策者和


利益相关者有机会挑战占主导地位的假设时，有机会提出另外的构想时，有机会参


与理性协商过程时，纠正错误之策略就有了美好的前景。”





　　显然，复合共和制的构造并不是简单的事，它需要“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


，但当人们更多地了解复合共和制的基本道理的时候，要进行这样的努力就有一定


的基础了。





　　在最后一章，奥斯特罗姆指出，人类政治制度的设计，不能仅仅从所谓活生生


的事实出发，而应该从立宪层次的分析出发。立宪层次的分析是复合共和制政治理


论的方法论基础。当代政治学的重要特点是关心“活生生的现实”，而不关心立宪


选择实验的设计。奥斯特罗姆说：“任何看过足球比赛的人都会明白，要全面、彻


底而有效地描述‘活生生的现实’是极其困难的。没有有关想要成为什么的知识，


没有有关可能发生什么的猜想，人类认知的能力还不足以描述政府体制及其在社会


中运作的活生生现实。”





　　他引用了当代语言哲学学者约翰·瑟尔(John Searle)对足球游戏的分析。瑟


尔的分析对于迷恋于运用纯科学方法研究政治的人无疑是一付有效的解毒剂。瑟尔


认为，只有在显然了解规则如何把社会事实“构造”成“制度的”事实时，我们才


能理解这些活生生现实。游戏规则的基础是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理解，即游戏要变成


什么，游戏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玩法。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游戏规则时，足球游戏的活


生生现实才是可理解的，瑟尔认为，人类制度的活生生现实不可能被理解为“粗俗


的事实”。为了说明这一点，瑟尔建议请一组高度训练有素的科学观察家去制定可


用于描述美式足球游戏的基本科学法则。他认为这些科学观察家可能会发现一个“


周期性群集的法则”。瑟尔以如下方式阐述了周期性群集的法则：“在统计上每隔


一段时间，穿着类似有色T恤之类东西的有机物大致以圆的形状群集在一起(列队)。


然后，同样每隔一段时间，圆形的群集继之以线形的群集(球队排队以备踢球)，线


形的群集则继之以线形的渗透。”发现了周期性群集的法则后，我们的科学观察家


大概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足球游戏的活生生现实的科学见解了。显然，这样的


科学研究，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避开理论，避开立宪层次的分析，亲近事实，


观察家就使自己失去了必要的基础，从而无法理解游戏的意义，公平游戏的策略范


围，以及什么是不公平的游戏。





　　对足球是如此，对政府来说，实际上也是如此。对此奥斯特罗姆的结论是，“


我们只能把政府的结构和程序，或者人类社会现实的其他方面，理解为制度事实。


制度事实存在，因为规则构造了人类社会关系。我们以这种方式去理解生活的游戏，


即游戏是根据适当和公平的规则与标准构造的。规则界定可以采取行为的范围和限


度。我们参考想要成为什么，并在什么可能出现的意义上，去理解规则以及规则规


范关系的意义。”





　　在译者看来，人类社会并不是完全由客观事实所组成的世界，而是由价值、逻


辑和事实共同组成的世界。对于不同的人类社会来说，事实是多样化，但价值是普


遍的，逻辑对于世人也是通用的，而理论则是人类创造的概念和命题体系，是基于


一定的价值、以特定的事实为基础而确立的因果法则的概括，是可普遍的价值和多


样化的事实通过逻辑原则而结合起来的概念和命题体系。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


是建立在一些普遍的价值基础之上的理论。它产生于200多年前的美国，是用来解


决当时美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即避免欧洲各国混战的局面，避免霍布斯式的中


央集权的弊害，补救邦联制度的失败，为北美来建设和平而稳定的政治环境。就如


本书第八章所探讨的，由于200年历史的变迁，这一理论产生的事实基础已经有了


很大的变化，并且经受了工业化的挑战，也经受了奴隶制度引起的南北战争的挑战，


更经受了机器政治和老板统治的挑战，在20世纪，又经受了颂扬高度集权的官僚制


度的公共行政理论的挑战。在新的环境下，普遍的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必须有新的


重述，以适应新的环境、解决新的问题。如果说哈耶克的贡献在于在20世纪的背景


条件下重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那么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则在于在20世纪的背景


条件下重述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从而为解决本世纪出现的美国政治制度的危


机探讨了解决的可能性。





　　的确，奥斯特罗姆教授所重述的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产生于200年前的美国，


但并不一定只适用于美国，而且也并不一定只适用于200年前的美国。理论是理论，


事实是事实。200年前根据复合共和制理论确立的美国联邦体制任何国家都不能仿


效，即使当代美国联邦体制也必须有所创新，因为它是复合共和制理论在200年前


美国事实的基础上构建的。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事实发生了变化，美国的联邦体


制也面临着各种危机的挑战。在20世纪，美国的联邦体制正在走向日益强化的国家


化所产生的泥淖中。在这种情况下，奥斯特罗姆认为，美国应该回顾过去，重新依


靠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以新的问题为背景，探索把自己从中央集权的陷阱中解


救出来的途径。因此，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未必不能运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


果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和欧洲，都着眼于各自所面临的事实，运用


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重新再现昔日的创造力，奥斯特罗姆并不觉得奇怪。就在


书的结尾处，他善意地祝愿，“如果法国把自己从过分的中央集权中解放出来，并


走在欧洲发展的前沿，我将不会感到惊奇。如果这样，西班牙也不会远远落后于他


国。意大利，产生启蒙的自由城市的故乡，也可以体验新的复兴。在这些情况下，


德国就会抛弃忧虑，创造新水平的成就，在其自己的文化成就与其他人民的文化成


就关系上再次变得外向。英国也将继续仔细考虑议会能否改革自身的难题。欧洲可


以再次迸发思想发展的火花，在欧洲共同体中创造新的制度安排集合，取得物质和


文化的发展，把人类文明带向新的境界。我们可以再次把人文明推向新的时代，在


那时人们学会把自己的政治实验奠基在人类自主治理的能力基础之上。获得这一能


力，靠的是学会如何运用理论推测、审慎思考以及自由选择，来构思、指导并阐释


多样化立宪选择的意义。在这样的天地里，如果解放神学要为人类的解放作出贡献，


它们就需要使自己在思想上、精神上贴近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在这段话中，


如果加上中国，说中国也将因此而避免高度中央集权的弊害，也将避免群雄逐鹿、


军阀混战的弊害，同时也避免分封制的弊害，从而复兴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奥斯


特罗姆肯定不会反对。他在跟译者的多次交谈中，多次提到古代中国也有很多有价


值的思想，当代中国学者也可以以此为基础，在当代重述古老中国有关制度设计的


理论，从而为世界学术宝库作出自己的贡献。人类社会进一步加强相互沟通和交流，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就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各自所面临的挑战。如果学者能够在中


国的背景中，重述设计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从而解决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弊害、分


封制的弊害，尤其是群雄逐鹿、军阀混战的有组织的战争状态的弊害(霍布斯要避


免的是无组织的战争状态)，那么中国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就得到了政治制度的保


障，自然我们也可以以此为世界的政治发展贡献点什么了。





　　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更多的是强力和偶然的


机遇，而不是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高度集权的制度，


就是有组织战争的诸侯割据制度。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的确使中国避免了战国时


代各国为了争夺霸权地位而相互战争的局面，避免了近代欧洲所面临的有组织的相


互战争的局面，更避免了分封制的弊端，实际上也十分巧合地实践了霍布斯的政治


理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是高度不稳定的制度，它可以


暂时解决战乱问题，获得权力高度统一所带来的政治和平，但是它作为高度集权的


巨型帝国，很快就从内部腐烂，如果没有外患天灾，通过苟延残喘的改革，也许有


一段时间的中兴，并延续几百年的停滞的繁荣，而一有外患，或者一有天灾，这个


巨型帝国很快就会土崩瓦解，使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然后，人们又希望出现


一个救世主来用武力统一天下，重建巨型帝国。于是就形成了历史上的治乱循环。


当代中国人幸运的是1978年以来开始摆脱政治斗争之道，开始建设市场经济和法治


国家。这一进程的开始依然是强力和机遇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


的结果。但不管如何，中国已经进入了良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时期。市场文


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政治条件。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


时刻，我们是继续依靠机遇和强力，还是通过可能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设计良


好的政治制度呢？





　　无疑，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指望依靠现在所拥有的智慧就能够立即


设计出一套绝妙的方案，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发展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有


起码的信心，人类社会的制度恰恰是由人来设计、由人类行为塑造的。正是因为我


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才需要吸取世界各国的成功的经验，吸收世界各国的理论


努力；也正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在经济上才需要市场制度安排来有效地使用我


们有限的能力，而不求助于所谓人类的精英；在政治上我们才需要依靠复合共和制


的制度安排，而不求助于以无限理性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我们不迷信知


识，但我们对知识也抱有起码的信心，而当有适当的制度机制来充分开发并利用有


限的知识的时候，知识的力量显然要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大，尽管它再大也不可能成


为救世主，使人类立即进入所谓摆脱了必然性的虚幻的自由王国。文森特·奥斯特


罗姆的努力是以美国的实践为背景的，但是我们并不必要以此来否定它对中国政治


发展的意义。我们完全可以以中国的事实为基础，针对中国政治发展所需要解决的


问题，重述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或许在此基础上，我们真能够学到点什么，从


而充满信心，真正开始我们自己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不再依靠强力和机遇，而


把自己的命运落实在自己的自治能力基础之上。毕竟，就如《国际歌》所唱的，从


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什么样的制度能够充分地开发并用足人类的自治


能力，把自己奠基在人类的自治能力基础上呢？本书告诉我们，复合共和制就是这


样一种难得的制度安排。当然这一主张也是可以争论的，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说的那


样，“我欢迎其他人对这些可争论的观点作出反应，希冀厘清人类社会秩序的本质


和构造。我们从何处出发，在当下的情境中我们可以做什么，亲爱的读者，希望你


们深入思考并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学术探究，也应该建立在人类能够学习但也可


能犯错的假设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不断的学习中，不断地发现错误，并通


过每一个人自身的努力来减少错误。然后，我们就在逐渐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了。














�正义：宪政制度的理念


范亚峰


宪政主义乃是西方近代政治智慧的结晶，其意义已远超出西方文明，而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那么，宪政制度的观念基础是什么呢？�   �依照罗尔斯的观点，宪政制度的理念乃是正义。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义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自由的传统即是洛克以来强调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及对于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保护、崇尚法治的传统，平等传统则是以卢梭为代表的强调平等价值即同等的政治自由和公共生活的传统。平等与自由两种价值乃是冲突的，不会全然一致。罗尔斯提出，人们在自然状态的无知之幕背后结成社会契约，自由与平等乃是两条正义的原则。这两条原则是：首先，每个人都有一同等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其中的政治自由应首先保证公平的价值；其次，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应满足两个条件：机会平等和合乎社会中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一正义观有三个要点：宪政体制下人们的基本权利、自由与机会；与普遍之善价值有关的权利、自由和机会的特殊优先性；所有公民得到有效行使其自由与机会的充分全面的手段和措施。简而言之，自由与平等两个原则借助于三个因素实现，即对政治自由的保障要着眼于公平，就是基于平等的自由；公平的机会平等；以及差别原则。�   �由此引出另外一个问题，正义是作为社会的普遍价值还是只是政治领域的独立观点？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是否可能存在一种超越宗教信仰、风俗、道德等差异与分歧而普适的价值？罗尔斯认为，正义只是政治领域的独立观点，而得到哲学、宗教、道德等交叉共识的支持。�   �那么一个多元社会的公共性如何形成呢？有无可能因陷入相对主义而失去信仰的根基呢？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如韦伯所言，一个多元社会的"诸神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可取的态度是承认在生活世界中，多元化的真实存在，进而通过交往、沟通缓和冲突，相互理解、宽容，进而形成共识。如果仅就政治领域而言，则当通过交往，通过行政诉讼、国家赔偿、舆论监督等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对话制度的建设，化解冲突，实现自由与平等价值的平衡，以及自由平等价值与安全、效率等社会多元价值的综合平衡。宪政的思想和制度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提供了国家与社会对话，形成良性互动的制度设计与思想资源，从而促进了多元价值的综合平衡，即社会正义的实现。














百年中国宪政经验论


范亚峰


　　风云际会的二十世纪已然成为历史。沉思百年中国行宪史的屈辱与光荣、苦难与奋争，当有益于未来的再造与复兴、昌盛与辉煌。�   �　　百年中国的行宪历程自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始。清人不堪担当旧邦维新的重任，示国人以行宪之骗局。辛亥志士在维新六君子的血泊中痛定思痛，而启倾覆帝制之政局。孙中山先生创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之学说，并以临时约法初建中华新政制之格局。然而君主虽除，皇权与臣民心理未去，袁氏、张勋复辟，曹锟贿选宪法等毕现行宪之艰难。内忧频仍之际，又加日人入侵的外患。经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中华民族仍无化干戈为玉帛、和平民主建国的智慧，而兄弟阋墙，遂使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不具全民共识之基础。中共建国之后，33年中四易宪法。自八二宪法以来则三次修宪，以适应风雷激荡之变局。


　　观察与反思百年宪政史，乃可有以下的基本经验：�   �　　一、古今中西的文化问题关系到宪政问题的解决。中西文化问题方案主要有中体西用论（张之洞以及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全盘西化论（胡适等）和综合创新论（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张岱年）。中华文化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本不分为两片，而天人关系、群己关系、身心关系综括为内圣外王关系。这一问题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至今仍未最后解决。�   �　　二、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为宪政问题的一大关键所在。百年中国有三大主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皆是思想、信仰与实践的统一（牟宗三），但中国的新道统、学统、政统尚未建立。新宗教、新中道尚在孕育之中。�   �　　三、公民社会的建设乃是宪政建设的基础，亦是中国宪政问题的最大难题。宪政建设的核心：公民权利与国家公共权力的恰当安排实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适当调整。宪政建设有三个观念：人道政府（关心公民的权利：财产权和人权）、有限政府（关切国家公共权力：通过主权和分权制衡的原理既授予权力又限制、约束权力，以达致权力的正当行使）、法治政府（法治：权利与权力资源的恰当乃至最优化配置）。而这三个观念都需要公民社会的支持。�   �　　四、重视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关系，以及中层结构的建设。国民党建立了中国的上层结构，中共建立了中国的下层结构（黄仁宇）。新的变革任务是建立和优化沟通上下结构的中层结构，进而建立中国现代社会的整体结构。而宪政制度恰是中层结构的核心部分。下层结构主要是经济结构，上层结构是文化结构，中层结构主要是政治结构。而宪政法治是现代国家的通行治理方式。�   �　　五、恰当理解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从维新变法的改良到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中国在传统政制转型的政治博弈中选择新瓶装新酒。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革命的五次浪潮：辛亥革命、五四思想革命、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20世纪后20年邓小平改革乃是对改良的复归。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建设即宪政建设仍需国人对于革命与改良问题作深入的思考，进而形成宪政建设的共识。





�法律不是意志


——读《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刘军宁


�【多维新闻社2000年10月31日电】刘军宁文摘之十二：为了确保法律是正义的，一切法律都必须由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人民的、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机关来制订，而且这些法律必须合乎自然法的普世原则，即尊重基本的（天赋）人权。��法治与某种超验的法律价值观有关。在古代，这种超验的法律值观存在於神和自然正义之中；在现代，这种超验的价值观则体现在对人权、正义、自由、尊严等普世价值的坚定信念之中。法治的思想起源於自然法，得到了盛行的宗教意识形态的支持。根据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根本性的法则。孟德斯鸠就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自然）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自然法，就一般意义而言，它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由政府制订的法律不过是人类对这些自然法则的发现，因而是次要性的法律。所以，法治承认人类所制订的法律必须服从於更高的自然法。法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来自於这样一个观念：在一切人订的法律之上还有时时处处适用於每个人的普世法律。这意味著一切人订的法律都必须服从於来自自然法的根本法律原则，而且不因时间和场合而转移。��在这一自然法传统中，亚里士多德把法律看成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他承认有绝对凌驾於个人意志之上的绝对正义的形而上学。後来西塞罗和斯多噶学派把亚里士多德关於法律是理性和正义的体现这一概念加以弘扬，表述成更高的自然法理论。这种自然法是宇宙秩序的产物，可以由人的理性去发现。西塞罗给自然法下的定义是："真正的法律是正确的理性，它是和自然调和的，散布在一切人们中间的、不变的和永恒的。……要制定和这种法律相违反的立法为宗教所禁止，它甚至连一部分也不可以废止，我们也没有力量通过元老院和人民来解除它对我们的统辖。"��由主权者（不论是君主或议会）制定的实在法若不受理性、自然、上帝、正义等的约束会危害自由与财产权。所以，洛克把英国议会看作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受托者，而且坚持认为，议会无权通过立法来废除这些权利，哪怕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这种新的政治哲学彻底改变了主权者与法律的传统关系。根据这一政治哲学，主权者为了行良政固然需要武器和法律这两样东西，但主权者的政权应来源於法律，而不是武力。一旦主权者只能用武力进行统治，他就不再是主权者了。易言之，主权者必须以符合正义和人权的法律来作为使用武力的依据，而不是靠武力来作为使用武力的依据，靠武力来推行违背自然正义的法律（即恶法），使法成为纯粹服务於行使武力的工具。因此，统治和法律必须以人民的同意和保护人的权利为基础。��法治思想起源於古典自由主义的法律学说。这种观点不仅把法律看作是对自由的约束，而且更把法律看作是对自由的保障。对洛克这样的自然权利哲学家来说，这种更高的法律包括在自然秩序下属於一切人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对於人的生存至为重要，不仅不能让渡，而且自动构成对统治者行为的限制。这一学说为法国的《人权宣言》、英国的《权利法案》以及美国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因融入美国宪法而获得了法律效力。正是有了这种自然法理论的依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得以理直气壮地推翻由国会和州议会通过的，但被认为与自然法中的自然正义和天赋权利的某种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法律。随著现代自由民主政治思想的形成，法治可以被恰当地理解为是专制与无政府的对应物。����意志论的法律观��法律不是来自"法治"中的自然法，而是来自人民的联合意志（或者说公意）。法律是作为主权者的立法者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正义的产物。推言之，法律服从於立法者的权力意志，而非自然正义。"公意"和"人民主权"这类极易凌驾於法律之上的东西。与自然法理论相对立，实证法把法律看成是国家的命令或者主权者的意志表现的概念。卢梭就认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是出自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的命令。��法律的最高渊源不是来自自然法的普世法则，而是来自立法者的意志，在国家的立法权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法律渊源。"纯粹"法学是要从法律中摈弃一切"不是法"的东西，包括伦理、宗教以及形而上学，更包括自然法中作为普遍规律的更高法（higher law）的思想，以及自然正义和天赋权利等超越立法者意志之外的东西。以意志界定的法律的极端後果，就是直接诉诸意志，绕过法律，直到废弃法律，关闭法律学校和法学专业，取缔法学家、律师乃至法官的职业。��在20世纪30年代，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有一项法律规定："根据健全的大众感情认为应予惩罚"的任何行为都可作为犯罪予以惩罚。这种立法的法理依据显然是法律来自意志。纳粹党人在上台後的第三年（1935年）制订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并得到议会、法院和天主教会的支持。该法律旨在"保护"日尔曼的血统和荣耀，其矛头是针对不纯洁的种族，尤其是犹太人。该法剥夺了这些无辜平民的受教育权和财产权，然後是剥夺其公民权，最後变成了掩饰种族灭绝的法律烟幕。可见，这种法律意志论必定要导致对自然法所主张的自由、人权和自然正义的践踏。��在德国，由於缺少不可动摇的自然法学传统，法律实证主义为专横的政府和暴力的统治敞开了大门。这种法学理论强调，法律是人订的，不存在正义和权利这样的绝对价值，立法者（人民或暴君）可以篡演上帝的角色，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行决定什么是道德和正义。纳粹德国践踏法律的暴行不能说与其法治国的传统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缺陷毫无干系。美国已故著名法学家富勒曾这样描述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法制普遍，极其败坏"。纳粹党人制订溯及既往的法律，不公布法律，实行秘密法。在这里，不可能有一个用以确定德国公民有忠於法律的义务的简单原则。这些统治者把对既定权势的尊敬与忠於法律这二者混为一谈。��基本主张是最高立法者，不论是专制君主、独裁者、或是民选的立法机关完全不受任何一种更高一级法律的束缚。统治者的权力可以受到法律的限制，但是立法者在认为适当的时候可以变更法律。可以预见，在法治国下，统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手中握有的任意修改法律的权力来逃避法律的约束。一个法治国可能是一个法制高度完备的国家，但却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正是由於法治国将法律视为政治，视为强者的意志，反映纳粹意志的法律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无视人的自由、尊严与价值，乃至为种族大屠杀铺平了道路。然而苍天有眼，纳粹党人根据自己意志制订的不合正义的法律最终被没有法律的正义所纠正。����二根本分野 ��立法者的意志是法律的最高渊源，没有任何其他法律渊源高於国家的立法权。不承认最高立法者（不论是专制君主、独裁者或是民选立法机关）应受更高法的约束。这种法治国的概念虽承认国家的权力应受到法律的限制，但是立法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修改法律，因此，它排斥了宪政主义。这种法治国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一切国家权力的运用须根据（事实上，而非名义上的）最高立法者的指导。法律被看作是迫使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政府机构服从最高立法者所颁布之法律的工具。因此，这样的法治国不是法治，而是依法治国。 ��法治国的目的是要确保一切国家权力，包括法院的权力在行使时都应接受最高统治者的指导。所以，统治者可以运用这样的法律来迫使人们就范，自己却超然於法律之外。法治国强调一切国家机构和公民只能服从最高立法者所颁布的法律，而无不服从恶法的权利。在（依）法治国之下，法律与政治（作为统治权）的关系是政治权力高於法律的"政法"关系；在法治之下，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是法律高於政治（权力）的法政关系。��1.法治起源於自然法思想，基於自然法的契约观。作为契约的宪法要求法治，要求保护民权，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所以，法治与宪政有著天然的联系。法治国则起源於实证主义法学，强调作为立法者的统治者的意志及权力至高无上，须被无条件服从。因此，它排除了体现著平等精神的契约思想和为限政提供依据的宪政主义。��2.法治，不论是作为一条法理原则、还是作为一项法律实践都体现了它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偏爱；而法治国则偏爱国家，尤其是偏爱作为无上立法者的统治者。法治限制统治者的专横权力，而法治国则随时有可能为统治者的专横权力大开绿灯。自然法认为，法律超越政治；实证法和维辛斯基法学则认为：法律任何时候都是国家（统治阶级或统治者个人）的工具，即实现那些行使政治权力的人们意志的手段。��3.法治强调法律是被人们能动地发现的自然法则，而决不是统治者的权力意志。人们对自然法则的认识可能有变化，但法则自身是不会消亡的。所以在法治之下，修改法律意味著修改人们认识自然法则过程中的偏差。法治国则强调法律是统治者的意志，作为特定个人意志的法律当然也就会随著个人的消亡而消亡。因此修改法律意味著统治者在塑造自己新的意志。魏玛宪法正是这样按照新的统治者的新的意志被名正言顺地修改了、抛弃了。��法治强调法律的规则，故注重法律的稳定性、持久性，一部宪法可以实行数百年而不必作重大修改。（以）法治国强调法律的意志性，故注重法律的灵活性，因而宪法频频需要修改、更换，乃至在一百年内更换了数十部宪法。规则是万古不易的，意志则是因人而易、变幻莫测的。法治与法治国的不同政治实践一再证明了两种法律观在实践中的重大分野。��4.根据法治的思想，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普遍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而根据法治国的思想，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统治者本人的具体的个人意志。服从自然法则的人继续是自由的，而时时处处服从他人意志的人显然不能说是在享受自由。可见法治国与人治并无根本的差别。这种作为意志的法律观印证了人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结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法治是有目的的，有价值的观念。其目的就是保障个人自由。法治不仅以法律统治老百姓，更是以法律约束统治者。��以"法治"的标准来衡量，仅谈"依法治国"就远远不够了，只提（统治者的）权力就远远不够了，这是因为即使最专制的皇帝，他们同样可以宣称自己是受命於法。世界史上的许多专制者和暴君，都曾把自己的权力宣称为来自"人民"的意志。而其所谓的"法"只有一条，即他代表上帝或者代表"人民"，所以他就是最高的政权，他的话就是法律。如果统治者的意志高於法律，那么，统治者的意志又从哪里取得合法性呢？��法治与法治国由上述分野派生出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法治强调不仅应依法办事，而且所依之法必须合法，必须合乎正义；法治国则仅仅主张依法办事。 ��法作为主权者的意志，是维持统治和运用权力的工具，它首先要的是公民守法。由於这种法具有强制和侵害的能力，在主权者的意志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意志发生冲突时，这种法律就有可能成为镇压（专政）的工具，通过正当的程序制定的法律同样可能是恶法。所以，依法治国就可能意味著依恶法治国。而自然法则体现为自然正义和公民个人的天赋权利。自然法作为伸张权利、自由、正义、尊重的法律，因而对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起著保护作用，是公民实现自治的法律保障，它首先要求的是政府守法。��在法治之下，人订的实在法与自然法之间在紧张中保持著一种平衡：当这两种法发生冲突，毫无疑问，在法治之下，实在法必需服从自然法。所以，体现法治、符合宪政的宪法通常都包含一套权利法案。对於这套法案所规定的权利，经立法程序产生的实在法是不能剥夺或践踏的。如前所述，法治下的法律具有实在法和自然法的双重性，而（依）法治国下的法律仅仅是反映主权者意志的人订法。纳粹法学和维辛斯基法学的法律实践表明，（依）法治国下的实在法是不受自然法约束的，其後果是大屠杀、大清洗、无法无天、全面专政。��由法治与（依）法治国在法的内涵上的区别还引伸出了这两者与正义关系上的区别。法治既合乎实质的正义，也合乎形式的正义。实质的正义是指支撑制度本身所依据的价值的正义性。形式的正义只是指对法律和制度的公正和一贯的执行，而不管其价值内核是否合乎正义。法治国充其量只合乎形式的正义。但这种单纯的形式正义在後果上可能是极不正义的。按照自然法的看法，主权者处於法律之下，不是主权者创制法律，而是法律造就主权者。没有自然法的价值内核，法治就缺少实质正义。 ��依法治国所关心的是谁是最高的立法者。法治则不仅关心谁是最高的立法者，而且坚持法律与正义的统一。��如果仅仅把依法办事当作唯一的衡量标准，法治与依法治国也许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依法治国仅指的是依法办事，而法治除蕴涵依法办事外，还另有所指。以下这段话或许最能说明法治与依法治国的根本区别：依法治国"认为只要政府的一切行动都经过立法机关正式授权的话，法治就会保持不坠，但是这是对於法治意义的完全的误解。法治和政府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无甚关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於法治。某些人所做的事是有充分的法律上的根据的，但这并没解答这个问题－－即法律是否给他权力采取专横行动，或是否法律明白地规定他必须如何行动。很可能，希特勒获得了无限的权力是出之以严格的合乎宪法的方法，因而从法律的意义来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但是，谁会因为这种理由而就说，德国仍然盛行著法治呢？……如果法律规定某一机关或当局可以为所欲为，那么，那个机关和当局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合法的－－但它的行动肯定地不属於法治的范围。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横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这样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 然而，法学理论和历史经验都一再强有力地证明：法治国不是法治。如果"法治国"就是"法治"，以法治国就是法治，那么专横的权力得到的法理便宜也太大了。��法制、依法治国和法治国都不是法治，因为它们都将最高统治者置於法律之上，其实质是为统治者的专横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依）法治国完全可能是实行法制的人治。所以，（依）法治国所实现的不是法治的统治，而是立法者的统治。当立法者是多数的民众时，便是大众民主；当立法者是仁慈的君主时，便是开明专制；当立法者是专制君主或独裁者时，便是暴政。��在人订的实在法（即法律）背後还应有更高的法，应有"超法律的原理"，即代表正义的自然法。法治理论和自然法学说认为法不仅有作为实在法的物的一面，还有作为道和规律的一面。作为物的实在法当然不能统治众人，但是作道、规律、法则的法却无时不在支配著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人当然有权不接受作为物的实在法的统治，尤其是在实在法违背道和自然、正义或侵害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时候，这时，按照洛克的主张，不服从这种不正义的恶法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然而，若实在法不是统治者意志的再现，而是自然正义、道和规律的再现，那么，这样的法不仅可以统治，而必须统治。因而，法治只能是由合乎自然正义、维护人类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来统治，而绝不是统治者依据作为自己意志的法律来统治。 ��强调主权者的意志及反映这种意志的法律至高无上，拒绝对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加以必要的制衡和约束，从而极可能造就一个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所以，（依）法治国被公认为是落後的、有重大缺陷的，并可能带来严重後果的法律传统。所以战後的一些欧陆国家在建立民主体制过程中抛弃了这一传统，以法治取而代之。这些国家为修改宪法设置了更加苛刻的程序，并纷纷建立了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等违宪审查和宪法保障机构，以把最高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纳入法律的控制之下。德国基本法甚至规定该法中关於基本人权和联邦结构部分的条款不能被修改，从而避免了法治国传统中宪法和法律可以被任意修改所可能带来的恶劣後果。鉴於纳粹政权给人类带来的教训，仅仅使统治者和法官依法行政尚不足以保障正义，因为法律可用於不道德的目的，所以，必须超越实在法本身来，并"高级法"来判断整个法律制度的正当性。 ��法之价值基础的超越性自然法原则。法治的价值前提是它对基本人权的承认。这些人权不能剥夺、不可侵犯。即使立法机关也不得以绝对多数的意见剥夺这些权利。宪法和法律不是基本人权的渊源，是其产物。是宪法和法律造就了统治者，而不是象法治国的理念所主张的那样统治者造就了法律。这还意味著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但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可剥夺，维护这种权利的基本制度原理不得背弃。为确保人权不受践踏，必须建立专门的司法审查和违宪审查机构，确保司法独立。因为这些权利属於个人，而个人是自治的。��法正是根据体现这些基本人权的政治理想而制定的，它要求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对民选的立法机关也不例外。它要求权力分立，相互制衡；要求一切公共事务依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处理。而法治则是实现宪政民主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同样，要实现法治，首先要求有一部合乎宪政精神的宪法。法治最充分地体现了宪政的"限政"精神。民主政治的落实与运作无法离开法治，民主政治的每个环节都是以法治为基础的。 ��计划经济是意志经济、权力经济；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权利经济。前者的特征是行政命令、长官意志，後者的特征是自由交易、公平竞争。计划经济是人治的最好土壤，它内在地、本能地要求人治。这种经济更强调法律的意志性一面，因为计划是根据计划制订者的意志形成的。市场经济则天然地要求法治。只有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公平的游戏规则和经济规律得到遵守，人们才有可能进行这种自由、自愿的商业活动。而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则正是法治的内在道德。 ��按照法治的思想，立法者的任务是帮助市场经济发现其自身所需要的规则，并加以法律化。而按照法治国的思想，立法者的使命是把自己的意志以法律形式加诸市场经济。这样的意志是否与市场经济的逻辑相吻合，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作为意志的法律，哪怕是作为劳动人民意志的法律，如果这样的法律仅仅体现的是一些人的意志，人民就完全没有服从这样的法律的义务。为什么一些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於另一些人的意志呢？除非这样的意志及其法律背後是用暴力支撑的。但这样的逻辑已变成了强权的逻辑而非正义的逻辑。抛开了作为高级法的自然法，任何作为立法者意志产物的法律都不过是强权意志和非正义的赤裸裸的表达。哪怕这样的法律在动机和程序和效果上并无差错。��法律如果仅仅是人的意志，就不可能为个人的自由提供真正的保障。人的意志是专横的，专横的意志必将导致专横的法律。法治是良法之治。恶法之治不是法治，立法者的意志才是恶法的真正源泉。��自由主义的法治涉及的是法律的内容。而民主只涉及产生法律的方法，法律以何种方式产生。两者都认为，任何动议只有经过多数的认可才能成为法律。但是自由主义坚持反对在法律问题上的"两个凡是"：凡是多数人认可的都应成为法律，凡是多数人认可的法律都是正义的法律。��不合乎高级法的宪法不是宪法，依这样的宪法治国不是法治。自然法不承认立法者的意志具有法律效率。任何立法者都无权把自己的意志变成任意剥夺人们的生命、财产、自由和尊严的法律。（31）立法者在亿兆之上法律之下，任何理由都不能使其意志凌驾於自由及正义之上。��高级法与立法者的专横意志是根本对立的。人类生活所遵循的法律能够、而且应当"体现根本的、永恒不变的正义"。（序IV）��某些关於权利和正义的特定原则并不是有人制定的。它们存在於所有的意志之外，是永恒不变的。相对於这些原则而言，人（订的）法不过是这些原则的记录或摹本，而且制定这些人法不是体现意志和权力的行为，而是发现和宣布这些原则的行为。（IV-V）。��美国宪法的合法性、至上性及获得人们服从的基础是：人们深信有一种法，它高於人间的意志。（V）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发现，是神赐予的礼物，是明智者的戒规。人们并不是在制定法律，他们只不过是在发现法律而已。如果一种政体具有发现法律的最佳机制，那这个国家就再幸运不过了。（页1）��亚里士多德：自然的正义在每个地方都具有同等的效力，它并不依赖於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页2－3）��立法权并非国家的终极权力，因为社会之中保留著一种最高的权力。当立法者可能竟愚蠢或恶毒到通过体现其专断意志的法律对臣民的自由和财产有所图谋时，使用这一最高权力的正当性就自动生效（70） 亚里士多德：自然的正义在每个地方都具有同等的效力，它并不依赖於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页2－3）��立法权并非国家的终极权力，因为社会之中保留著一种最高的权力。当立法者可能竟愚蠢或恶毒到通过体现其专断意志的法律对臣民的自由和财产有所图谋时，使用这一最高权力的正当性就自动生效（70）��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 三联书店，1996年11月，145页，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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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弗里·萨克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和经济系教授 �　　胡永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 �　　杨小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　　译者：李利明��　　1、理解经济转轨��　　研究经济转轨有两种主要方式，其中的一种，由德瓦特里邦和罗兰（Dewatripont and Roland，2000），麦克米兰（McMillan，1996)、布兰查德（Blanchard，1999），及罗兰（Roland，2000）综述。这种方法使用内生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分析经济转轨，清楚地说明假设和预测，具有正式模型的所有优势。它的缺点是大多数正式模型都是局部均衡模型，不能描述内生交易费用和劳动分工的网络规模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　　这种正式模型也太简单而无法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　　在最近关于渐进式转轨和震荡疗法转轨的相对优点的论战中，渐进主义的观点处于绝对优势。（见罗兰，萨克斯和胡，Roland，2000;Sachs and Woo，1999）.这部分地源于经济学家们缺乏宪政思考。一些赞成渐进主义的经济学家只看到不同转轨方式的短期经济效果就轻易地下了结论。要理解这种看法为什么不恰当，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如果19世纪法国的宪政转轨是渐进式的话，是否转轨将更加成功，人民的福利更加改进？��　　回答这一问题有三个困难。首先，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不容易区分彼此。例如，在法国，宪政秩序形成始于法国大革命，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是灾难性的。（Beik，1970），然而，从旧制度到新宪政秩序漫长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拿破仑法典和许多其他制度及政策对于法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正面的长期效应。这次转轨连同英国、法国、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导致了西欧大陆经济发展的跳跃，在19世纪的后半叶超过英国（Craft，1997）。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的短期经济影响也是相当负面的1，但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会否认这两次宪政转轨显著的正面长期经济效应。��　　至少出于两个原因，从旧体制到新宪政秩序的转轨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首先，转轨必须面对众所周知的一个两难冲突：用来保护所有人的权利的强有力的国家暴力和此暴力合法性之间的两难冲突（Barzel，1997）。布坎南（Buchanan，1989）认为，产权从能够有效地执行对盗窃的惩罚的警察部门的强有力（因而可信）和合法的暴力中产生。但这样强有力的国家暴力通常倾向于侵犯而不是保护个人权利。因为这个两难冲突，宪政规则的改变对于经济发展的短期影响更可能是负面的。第二，建立起参与者对游戏规则的信任要花很长时间。在转轨期间，当游戏规则的改变发生时，新规则的缺乏可信性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　　回答上面问题的第二个困难与一个两难冲突有关：渐进主义提供的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与相伴随渐进主义的双轨制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Roland，2000，and Cheung(张五常)1996）。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前者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后者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它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见4、5节），确定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折衷并不容易，这有效折衷也许因国而异。��　　如果经济发展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了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许多国家在漫长的时间里进行各种制度的社会试验。一些国家碰巧实验了有效率的制度，而另一些却碰巧试验了无效率的制度。对于前者，经济转轨将与制度的逐步演进相结合；但对于后者，无效率的制度，旧的游戏规则和相关的传统必须被废弃，新的游戏规则和新的传统必须被建立和巩固。这种转轨需要通过主要参与者对放弃旧的游戏规则建立可信的承诺。而这个过程很可能不是渐进的。��　　回答上面问题的第三个困难涉及到不同代人之间总贴现福利的比较。法国大革命加剧了法国大陆文化和英国普通法传统之间的竞争。这可能增加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为人类社会的福利改善创造更多的机会。当然，如果这样的利益存在，它由许多国家的年轻几代人享受而以牺牲法国年老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相似地，美国独立战争增加了盎格鲁一萨克森传统内制度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因而增加了年轻几代的福利而以年老几代的福利为代价。但我们经济学家对如何在不同代人之间进行福利权衡没有共识。��　　最后，宪政规则的转轨通常涉及许多阶段。分析转轨的单一阶段的全部影响，如果并非不可能，也非常困难。例如，法国大革命对法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负面直接冲击。然而，它为向以拿破仑法典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的新宪政规则转轨清扫了道路，转轨对法国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正面效应。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在缺乏市场和私有产权下毛泽东的行政分权试验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个灾难。但这对中国的中央计划产生了大动摇，并为邓小平的区域分权和其他市场取向的改革扫清了道路。默克（Mokyr，1990）认为，英法之间的竞争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及其后法国制度的激进转轨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杨（Yang，1994）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竞争是在1960和1970年代的中国，毛泽东对中央计划体制进行大破坏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因此，研究宪政转轨的推动机制比研究宪政规则转轨的许多阶段之一的短期经济影响更重要2。��　　近来，许多承诺对策模型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在短期内，在中国缺乏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机制下，双轨制能够运作（Qian，1999）。但使用承诺对策模型来正式描述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关于为什么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机制是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的想法更重要得多。��　　这也许需要含有信息问题的演进对策模型来解释与制度变迁和宪政转轨相结合的游戏规则的内生演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模型。现有的演进对策模型只能解释策略的演进，而不能解释游戏规则的演进。我们甚至不能预测通过刑法、司法系统和警察部门来惩罚盗窃的简单游戏规则的出现。也许，正式描述由巴泽尔（Barzel，1997）发展的国家经济学和由布坎南（Buchanan，1989）发展的宪政经济学的演进对策模型，能够最终提供一些转轨经济分析的工具。但此前经济转轨的正式模型可能在政策制定中起着相当有限的作用。它们太简单、太特定而不能接近现实的复杂大规模制度变迁。��　　因此，另一种不涉及正式模型的转轨经济学，迄今为止在政策制定中非常具有影响，这类研究包括以拉迪（Lardy，1998）为代表的对制度和政策变化及它们的经济后果的非常注意细节的文件记录，和以诺思（North,1997），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钱和温格斯特（Qian and Weingast，1997），萨克斯（Sachs，1993），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为代表的对政策与历史的描述性分析。��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结合两种方式研究转轨经济学。我们将用劳动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来研究经济转轨，在正式的模型太简单而不能捕捉到制度演进的复杂性时，我们将这种超边际分析与来自宪政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派和国家经济学的洞见相结合来分析经济转轨问题。��　　2、3节讨论怎样运用收集在萨克斯和杨(Sachs and Yang，2000)里的斯密模型来研究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和经济转轨的推动机制。4、5节考察市场取向改革和宪政规则转轨间的关系。6节分析诸如大规模的产出下降和金融危机等转轨现象。��　　二、社会主义体制和劳动分工的演进��　　为了理解经济转轨，我们须把注意力放在以下问题：为什么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最终被曾经采纳过它的大多数国家所抛弃？为什么这样一种体制在其最终被抛弃以前能够生存、传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呢？第二个问题与下列问题相关：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征是什么？这一节我们将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首先分析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区别，然后用这个区别来解释在中国、俄罗斯和东欧之间转轨模式的差别。��　　兰格、冯-米塞斯和哈耶克(Lange，von Mises，and Hayek)之间的论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冯-米塞斯（von Mises，1922）和哈耶克（Hayck，1944a）相信因为苏联式经济体制在缺乏市场时不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它将无法运转。他们声称制订一个内在一致的计划的成本高得不可行。兰格和泰勒（Lange and Taylor，1964）使用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计划的高不可及的计算成本问题。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允许有消费品市场，但所有企业和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中央计划者命令全部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最大化给定价格下的利润并向他汇报利润最大化的产量。然后中央计划者根据过量需求调节市场价格，直至消费品市场出清。他们相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哈耶克（Hayek，1988）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62）不同意。他们认为，中央计划者没有激励调节价格来出清市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没有积极性将利润最大化，相反，中央计划者有全部理由保持正的过量需求，这能够增加计划者的权力并为他带来大量有形无形的利益。��　　科尔奈（Kornai，1980）认为，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管理者有全部理由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因此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信息。从而非均衡成了长期病，资源配置被扭曲了。��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发展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几种理论。其中的一种被称作所有权虚置理论。华生、张学军和罗小朋（1988），易纲（1988），平新乔（1988）和孟庆国（1988）的几篇论文几乎同时提出所有权虚置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有制故意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同一财产之不同所有权部分。根据产权经济学中所有权的定义，所有权由两部分构成：排它的财产处置权和排它的财产获益（正或负）权（见Furuboth and Peijovich，1974）。在社会主义经济里，财产处置权分属于计委、物价局、劳动局、政府各工业部和企业的管理者。计委对长期投资及相关的资源配置有决定权；物价局对物价有决定权，劳动局对人事安排有决定权，政府各工业部对中期投资和原材料及投入要素的配置有决定权；管理者对日常管理决策有决定权。所有权的另一部分，征集收入或承担损失的权利，在财政部和各工业部之间划分，因此，没有单个人或机构对任一国有财产有完全的所有权。中国人称之为“没有真正老板的体制”或者“所有权虚置的体制”。有人论证说，在没有产权结构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体制的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张维迎(1986，1999)提出了几个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　　这些文章中有一篇（孟庆国，1988）指出这个事实：如果没有适当的私人产权，所有权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分割的机构之间的这种分配是一个必要的罪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模仿现代公司的控制系统，它是一种制衡机制。这种制衡系统与最高官员的重大特权，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以及管理这个系统的激励。��　　张五常（Cheung，1974）与史莱佛和韦斯尼（Shleifer and Vishny，1992，1993）发展了一种价格控制理论，这两种理论与苏联式经济体制有关。根据张五常的理论，价格控制能被用于创造租值，这是官方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别。竞争租值将造成可能的社会混乱，直至租值被耗散为止。出于对社会稳定威胁的考虑，需要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它按照人的级别来分配租值。这种等级制被特权阶层用来以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牟取他们的利益。这种理论意味着，短缺是为了给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提供正当理由而故意造成的（也许在官员们的潜意识里）。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理论，说明短缺是政府官员抽取垄断租金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能用来掩盖垄断利润，因而减少公众对垄断租金的不满，是比直接的垄断价格更好的一种方法。这两种理论能用来证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无效。根据张五常、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理论，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下，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短缺为它的垄断权提供正当理由的话，我们怎能指望它根据过量需求来调节价格呢？��　　这场论战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运作的结论3。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验证了这个结论(Kornai，1986)。然而，这个结论没有回答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并没采纳市场社会主义，但它的中央计划体制不仅幸存下来，在二战后还传播到了许多国家，它取得了1933至40年间年均8%和1948至58年间年均9.4%的增长率，这与改革时代中国的增长率同样令人瞩目4。��　　为什么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不能预见苏式计划经济的短期成功，尽管他们正确地预见了苏式体制长期的失败。冯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及史莱佛的社会主义的分析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仍在进行的关于震荡疗法和渐进主义的论战相关。萨克斯（Sachs，1996），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和杨（Yang，1994）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现在将概述这个答案。��　　如萨克斯和杨（Sachs and Yang，2000）里的斯密模型所示，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过程。特别地，黄和杨（Ng and Yang，1997，见Sachs and Yang，第15章）指出，在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里，劳动分工的演进由社会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组织信息和个人关于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由社会试验带来的信息收益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劳动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的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表明试验和交易的效率越高，劳动分工的模式试验得越多，通过市场获得的组织信息越多，既然社会只能逐步获得有关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的信息，当人们缺乏组织信息时，在试验复杂的劳动分工模式之前先试验那些简单的劳动分工模式，这表明经济发展是个从劳动分工的简单模式到日益复杂的模式的逐步演进过程。��　　然而，如黄和杨（Ng and Yang，1997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15章）所示，如果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试验已经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层次而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助于由市场试验极其丰富的劳动分工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信息为后来者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大推进工业化有可能由并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来实现，而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是发现有效的工业化模式的根本。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通过模仿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工业模式来大推进工业化这种可能性，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由于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哈耶克和冯米塞斯不能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幸存、传播和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　　为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简要地勾勒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如下：��　　（1）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并控制所有企业，这种体制利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来获得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国有企业的高利润被用来模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重工行业比轻工行业更高的增长率。这种工业发展模式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所创造。依据史和杨（Shi and Yang，1995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12章）的斯密模型，重工业的高增长率通过增加生产的迂回生产链条和生产资料行业的收入比重来实现，这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方面。��　　（2）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体制被用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业投资规划，这些规划在对多种工业品的市场还不存在时，同时创立了许多非常专业化的工业企业，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引发了劳动分工网络规模的大跳跃，这表明了高度专业化的工业行业种类的跳跃。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计划在1930年代的苏联，是通过雇用许多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制订的（Zaleski，1980）；在1950年代的中国，是在来自苏联和东欧的专家的援助下完成的。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十分有效地利用了关于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和劳动分工的产业网络效果的免费组织信息。其特例就是1950年代中国的694个大型工程项目和苏联援建的156个关键工程项目的规划，这个规划在很短时间内，在许多高度专业化的企业间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分工网络，当时还没有那些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资料的市场（房，1984）。例如，作为156个关键工程项目之一，在东德的援助下，一个专业生产用于机床工业的人造金刚石的企业在郑州建成，而当时对机床的需求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生产人造金刚石的大型专业企业5。��　　（3）中央计划当局相当系统地模仿工业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生产线，资本主义公司里经理人、司库和会计之间的制衡机制，泰勒科学管理(在中国被称为定额管理)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出来的其他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通过同一财产的处置和收益权在各工业部、财政部、国家银行、计委、物价局、物资局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分配，政府建立起这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制。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这种制衡机制对整个经济建立起一个相当有效的控制机制。最高层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对计划体制运转的剩余有索取权。因此他们有激励运作这个体制来最大化剩余。列宁认为，苏联中央计划者应当把整个经济组织成一个大公司。但在这种制度的顶层，没有有效的制衡。政府和党组织在成立公司上和在所有行业有垄断权，与1688年在英国创立的具有自由结社（包括私人企业的自动登记制）和独立司法系统的宪政秩序形成鲜明对照，那种宪政体制在政治舞台的顶层建立了制衡。因而，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为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创造了很大空间。��　　（4）中央计划当局在缺乏中间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使用一套物资平衡表和一个试错调节的程序来使商品的供需平衡。这个体制能相当好的接近列昂惕夫（Leontief）的投入产出法所得出的结果6。然而，列昂惕夫投入产出法不能考虑不同投入之间的替代。它不能确定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也不能提供使参与者显示其私人信息的有效激励机制，罗兰（Roland，2000，第一章）指出，通过中央计划的动态试错调节过程得到的均衡是无效率的7。��　　（5）然而，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模式，是通过破坏产生工业化和组织的成功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来实现的。这是第一次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制度的社会试验。中央集权的社会试验的先决条件是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建立垄断权，这是通过暴力革命、暴力侵犯私人产权和为数众多的清洗运动中的红色恐怖来实现的8。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缺乏公平竞争意味着被选择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有效。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一个政府有意设计的第一种体制，而不是从自发的演进和参与者通过公平竞争与产权的自愿交易的交互作用中出现的。哈耶克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作为这样公平竞争和自愿交易的结果而出现。��　　萨克斯（Sachs，1996）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然而，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　　更一般的，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着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诸如公司法；然后是政治体制，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诺思（North，1994），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指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然后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诺思相信，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慢得多。��　　应当注意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本质上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竞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创造了一种制度设计层次上的制衡。因此，毛泽东对中苏竞争敏感的政治直觉，导致了他在其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行政分权(毛，1977a）。这一政治竞争是中国和俄罗斯改革产生差别的大背景。��　　在1958至1961年的大跃进和1966至197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一个有效的中央计划体制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实际上仅是一纸空文。1950年代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导致毛泽东错误地得出“成功归于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的结论。他不明白成功是基于苏联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模仿。因此，毛试图创造他自己的共产主义制度，诸如人民公社和大食堂。同时，毛有一种强烈的反苏情感，他倡导行政分权反对中央计划，倡导每个企业、每个县、每个省的自给自足而反对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倡导群众路线反对专家路线，倡导技术落后的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社队企业而反对技术先进的大规模国有企业，等等（见毛，1977b）这样，一方面中国劳动分工演进减慢，中国农村仍停留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社会，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在毛的中国协调机制的一个真空：既没有中央计划也没有市场能够协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这个真空在文革期间被准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填充，在1970年代被1984年后称作乡镇企业（TVE）的社队企业和分权的双边及多边讨价还价制度所填充。实施分权协议的定货会议在毛的时代发展起来，在定货会议上物物交换非常普遍，有时候短缺商品被用作商品货币9。��　　关于转轨经济的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尽管有1950和1960年代工业化的成果，改革开始时中国非常贫穷，很大程度是农业经济，农业雇用了71%劳动力，并被课以重税支持工业，社会保障网只提供给国有部门，占大约20%人口。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导致很低的区域专业化和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整个经济与苏联经济相比，有少得多的中央计划和管理。地方政府有更大的权力，并发展起相当大的管理能力，这一切为更加分权化的经济做了准备。国有工业企业也得到补贴，但交叉补贴与苏联比并不普遍。因为农业部门被那么严厉地控制，控制一旦解除，立即有所报偿……就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经济，伴随着比俄罗斯规模大得多的重新分配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的转轨。相比中国18%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而言，在前苏联，85%以上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Sachs and Woo，1999，表6）。从1985年起，在苏联体制下，可能前苏联劳动力的99%（包括在国有和集体农场的14%劳动力）被给予“铁饭碗”（见Cook，1993对苏联工人保障的详尽的文件记录)。在东欧经济里，极大部分工人也享受相似的保障。��　　据杨、王、威尔斯（Yang，Wang and Wills，1992）所记载，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仍是一个相当自给自足的社会。尽管通过模仿苏联的工业化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城市发展了很高的劳动分工水平，1978年前中国农村商业化程度是0.3，这意味着中国农村能够通过商业化或者通过中央计划来发展高劳动分工水平，以一个低劳动分工水平发展一种商品化的市场体制容易些。但是在一个通过中央计划发展起高劳动分工水平的经济里，发展私人产权和相关市场极其困难。由于低劳动分工水平，中国农村改革容易些，相反，由于通过中央计划建立起来的高得多的劳动分工水手，在中国的城市改革更加困难（Byrd，1983，1988，Byrd and Tidrick，1987）。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中国改革比俄罗斯容易得多，因为在文革期间中央计划体制瘫痪了。同时，毛的工业体制比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更分散化和更顷向局部自给自足。��　　如果一个经济通过中央集权的大推进工业化相当成功地发展起高劳动分工水平，那么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中央计划体制被包容进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高劳动分工水平。既然劳动分工的庞大复杂的投入产出网络由中央计划体制协调，那么把中央计划逐步取消的过程与劳动分工庞大网络的协调失灵往往随影相随。如果改革渐进发生的话，就会有一种使用中央计划来协调高劳动分工水平的惰性，在苏联式经济中把中央计划协调机制从高劳动分工水平切除，可能震荡疗法是必要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一个庞大的高度相互依赖的劳动分工网络协调失败的高风险，投入产出网络的瘫痪也许不可避免。换句话说，一个相当发达的中央计划体制只能通过震荡疗法取消。因为在从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回到资本主义体制的整个转轨期间，这种体制本身没有发现有效的制度安排所必需的制度基础设施。��　　在1958至1961年和1966至1970年期间中国经历了震荡过程，那时中央计划体制因毛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而瘫痪；在1971至1976年间也经历了震荡过程，那时毛的行政分权政策盛行。毛的行政分权在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和公社之间划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相反，在苏联，全部国有企业有统一的所有权。邓的区域分权通过制度化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巩固了毛的行政分权。来自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的政府收入依据一定的分配规则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在邓的区域分权的早期，固定数量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在后期，固定比例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一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从这个演进过程中出现，它为1990年代中国改革提供了推动力量。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这种财政联邦主义把地方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与中央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分离开（Qian and Roland,1998,Qian and Weingast,1997,Li,Li and Zhang，1998）。邓的财政联邦主义和俄国中央集权型的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Zhuravskaya，1998和Qian，1999）。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绩效的差别。��　　但是我们不应过高估计邓的区域分权和财政联邦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首先，它割裂了市场并增进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周，1999，何，1997，P206）换句话说，邓的区域分权继承了毛的行政分权坏的方面，因而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拉迪（Lardy，1998a，P204）以汽车行业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之间的差别极大。从1954年开始生效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尽管近来这一制度有了改革，在大城市允许没有永久居住权的移民每年更换暂住证，中国的大城市从农村来的移民还比不上美国的绿卡移民的地位，在中国，移民必须比当地永久居民支付高得多的子女入学费和买房价格。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企业雇用没有当地永久户口的移民会被政府重罚10。最后，中国有非常中央集权的省政府首脑任命制度，中央政府定期在各省之间轮调官员以确保在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对中央政府绝对忠诚。因此，当1989年后邓出于政治原因故意保持一个弱中央政府时，财政联邦主义更类似于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但在后邓时代，当朱熔基总理采取行动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力时，财政体制变得远离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　　进入改革时代时，中国仍有采取大推进工业化和模仿策略的很大余地，在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行业的高收入比重表明在缺乏私人产权和市场条件下，仍然有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分工有效模式的空间，但是当苏联开始它的改革时，这种策略的潜力已经耗尽了。��　　但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不仅仅是因为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潜力，日本、香港、台湾、南韩和其他东亚国家丰富的社会试验也为新模仿策略提供了空间。香港、台湾和其他新兴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新模式的免费信息，这种模式利用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间人均真实收入的显著差异，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换取资本密集型设备。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商带来人力资本、企业家技能、制度知识和资本，这些对于中国模仿新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极其重要。中国政府也有意识地学习台湾和香港的经验，例如，经济特区无疑是台湾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直接仿效。这些特区显著地减少了因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造成的交易费用。外国直接投资者的私人权利在特区内比在东道国的其他地区受到好得多的保护。依照杨的资本和劳动分工理论（Yang，1999，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16章）以及杨和黄的间接定价理论（Yang and Ng，1995，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8章），这表明外国企业家有强烈激励通过创办企业把他们的企业家技能间接卖给东道国。��　　但邓的改革时代具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特点：政治权力的一党垄断和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根据拉迪（Lardy，1998）的文献记录，在改革时代，按照产出和雇工水平、雇工比重、收到金融资源的水平和比重，国有部门都在扩张。在最大的特区深圳，国有企业控制着经济。但是，不同于苏联式的制度，中国的不同的政府机构及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上有相当激烈的竞争。这种制度的特征是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经济发展仍然是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人质。��　　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这表明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猖獗的腐败。我们将在第5节分析缺乏宪政秩序的情况下市场导向改革的特征。��　　总结一下，中国1980代和1990年代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主要归功于它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即从灾难的毛泽东时代恢复的性质）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毛的行政分权和国有企业与对台湾和香港新发展模式模仿的一个混合体。这个意义上，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同于在中央计划和企业的统一国家所有权下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不仿效任何资本主义经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在模仿的潜力耗尽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也许会失败，正如在1930和1950年代对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成功的模仿之后，苏联式社会主义于本世纪末失败一样。��　　对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起始条件和推动力量的误解造成了关于中国和俄罗斯改革之间比较的许多误导观点。��　　首先一些中国专家对中国发展绩效过高估计，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指出，中国的增长绩效并不比其他东亚经济增长绩效好，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十年，基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迅速出口增长策略，东亚每个市场经济都非常迅速地增长，1986至1994年间，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中国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在5.6至6.8%之间，其他东亚国家在1965至1990年更长的时间也表现出同样甚至更高的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包括：香港，5.8；韩国，7.4；新加坡7.4；台湾，6.3；印度尼西亚，4.7；马来西亚，4.5；泰国，4.6。另外，在中国和新兴工业化经济，如台湾之间，人均真实收入差距仍在加大。��　　中国的官方统计也高估真实增长率。拉迪（Lardy，1998）指出，官方数据至少高估增长率1至2%。一些中国学者，例如罗绍（《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15日，1版）认为，官方数据高估增长率2至3%。拉迪（Lardy，1998）也提供了中国政府故意隐瞒关于国有银行坏帐和国有企业财务状况信息的证据。中国的发展绩效大大低于官方数据所显示情况。沃尔夫（Wolf，1998，P17）证明，即便中国的增长率比日本、台湾、南韩、美国和德国高得多，因为1979年中国相当低的人均收入绝对水平，2015年前中国与这些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仍在增大。因此，人均收入的绝对差距与增长率的差别相比，我们必须给予前者更多的关注。��　　一些经济学家论证说，中国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表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成功的转轨不是必要的，这等价于如下错误论断：“1930年代苏联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将确保苏联社会主义体制长期成功”。其他经济学家（Qian，1999）把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看作是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的主要解释，这也许不令人非常信服。既然后共产主义东欧作为一个整体比中国的共产党中央集权政府体制更接近于财政联邦主义，东欧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一定比中国不同省区制度试验的多样性大得多，如果财政联邦主义是转轨绩效差异的最重要决定因素的话，那么应该有更好转轨绩效的是东欧而不是中国。根据我们前面讨论的，不同的起始条件，不同的发展阶段、模仿空间，以及不精确的中国官方数据解释了转轨绩效的差别。��　　经济转轨是宪政规则转轨的一部分，转轨的速度和时间由它的推动机制所决定。因此，下一节将集中在宪政转轨的推动机制上。��　　三、转轨的推动机制��　　许多历史学家同意这个观点：在西欧，试验各种制度，扩散、模仿、转轨到成功的制度的一个重大推动力量是西欧的政治不统一。（Sachs and Yang，2000，第1章），这表明因为较多的国家大小相近，所以在西欧没有能左右其他国家的超大国家。小国许多政府间的激烈竞争有利于更有能力的政府出现。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庞大的内陆国家，诸如俄罗斯和中国，接受竞争性的制度比其他国家要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的岛国，如英国、日本和台湾，能够更迅速地接受竞争性的制度。��　　西欧的文艺复兴在巩固西欧分权政治结构上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人类和生活本身的价值被放到了复兴了的哲学思索的中心位置。在经济层次上，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竞争的城市国家的兴起，与随之而来的银行业、合同法、运输法、担保交易的市场制度一起，激发起国际贸易的需要。由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的《君主论》圆满完成的政治上的思考，探讨了君主在与其他国家竞争中使国家强大的方式，包括国家在促进经济繁荣中的角色。（注：《精神档案》一文中没有这一段）��　　整个欧洲史上，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创新在一个地区发生，在它们被觉察或证明了有优势的基础上，或者通过征服、殖民化、帝国统治，模仿而传播到其他地区。新的欧洲思想和制度传播进俄罗斯和中国的巨大的内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会更加困难。制度创新传播进诸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大陆、大的封闭社会，比起传播进那些依赖国际贸易、国际联盟和及时地采纳来自海外的最佳实践而生存的小的开放社会，要不成功得多。如果小的实体不是简单地被大势力吞掉的话，也许在经济改革中，小就是美11。无论如何，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有过世界上所有传统社会接受来自海外的新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最困难时刻，即使当时那些制度具有非常显著的成功记录，这也许并不意外。��　　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和罗兰（Roland，2000）提供了小的转轨经济在管理转轨方面有更大的国家能力的证据，它们比规模大的转轨国家更快地获得制度知识，能够更好的管理迅速的转轨（Sachs and Woo，1999，P14）。1989年在越南一个相当成功的东欧式振荡疗法改革也部分归功于这个国家规模之小。��　　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和亚洲当前的转轨经济，为从社会主义体制到资本主义体制转轨提供了转轨试验中的国家和文化的充分大的多样性，人类社会还从没有过如此丰富的制度试验经验。在许多国家同时进行选择各种转轨模式和速度的试验，可以提供迅速获取有关转轨的制度知识的机会。��　　许多经济学家也许论证说，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可能导致不同的转轨路径。要求所有国家遵循同一转轨路径可能被指责为过时的帝国主义心态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传统观点。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来拒绝了这个指责。一些国家，如苏联和1949至1979年的中国，试图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不要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和产权结构，结果失败了。其他国家，如台湾和南韩，在1980年代末以前试图模仿资本主义法律体制和产权结构而不要民主政治体制，在1980年代末他们意识到这样行不通，最终开始实施向宪政民主的转轨。日本从英国和德国模仿了全部的资本主义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但保留了天皇的特权。在缺乏对天皇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它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它参加了二战，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给日本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带来灾难。即使在美国军队占领下振荡疗法转轨之后，日本仍然保留了某些关于政府和企业间关系的亚洲人行为准则。这在199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机里制造了麻烦。��　　所有这些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Sachs and Woo，1999）。罗兰（Roland，2000，PP125至136，315至324)综述了东欧和俄罗斯极其丰富的迅速私有化制度试验，下面我们简单概述这些综述。��　　在波兰，有人提出了一种让分散所有权的外部人、共同基金和银行参与的私有化模式，但被国有企业的内部人阻挠了四年。相似的方案在捷克被接受。罗兰用两国不同的起始条件来解释差别。捷克斯洛伐克没有经济改革的以往记录，因此没有工会，国家对企业的控制没有削弱。差不多平衡的初始宏观经济状况显示出来软预算约束的问题不象波兰那样极度盛行。��　　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方案的设计者从波兰的失败得出了一个教训，在俄罗斯选择了无偿z给内部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人）的私有化模式。这两种模式通过减少在位管理者的抵制而增强了事前可接受性。当人们通过代金券方案成功地接受了股份制，捷克的私有化方案也获得了事后的政治支持。��　　台湾和东德采取了国有企业自上而下出售给外部人的作法（Lau and Song，1992和Roland，2000），这种政策没产生所有权转移和外部基金供应的互相脱节的特征。台湾采取了先进行重要的自由化改革之后再进行私有化的改革程序。在那里，转轨更多地与新私人企业的发展相结合，而更少与现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相结合。一般来说，在这两个国家和地区，这种自上而下出售的方式具有非常缓慢和不方便的特点。��　　波兰和匈牙利采用了从下至上出售给外部人的私有化模式，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以逐步的方式出售。私有化最常见的形式是从下至上方式由几个潜在的买主之一（内部人或外部人），表示出对购买某个企业有兴趣。出售给国内买者的方式多数采取以非现金投标销售形式，诸如租赁、局部购买、分期付款、签订债务合同，分期付款等形式。��　　这些试验表明，为了获得企业与管理者之间有效的匹配，替换不称职的管理者，无偿给外部人的私有化方式原则上比无偿给内部人的私有化好。然而，如果私有化导致外部所有权分散化的话，这一论断不一定正确。这归因于众所周知的与分散的所有权相结合的“搭便车”问题，小股东没有承担集体行动的足够成本，但却从它的结果中得利，因此分散的所有权就导致了对在位管理者的不充分监督。然而，这种有效的私有化模式也许遭到来自内部人的抵制，这表明了很低的事前政治可接受性。（楷体部分为《精神档案》一书所缺）��　　四、与宪政规则的转轨相结合的改革��　　前社会主义国家有两种转轨模式，一种是东欧和俄罗斯采用的，在这种模式里，市场导向型改革只是宪政规则转轨的一小部分。另一种是中国和越南采用的，在这种模式里，市场导向的改革是在共产党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实施的（即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在这一节里我们首先考虑前一种转轨模式。��　　近来一些经济学家，如钱（Qian，1999）论证说，中国成功的渐进式和双轨制转轨对于向宪政秩序转轨是经济改革的根本这一传统看法提出挑战，拉迪（Lardy，1998），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不同意。他们认为断言中国改革会成功为时过早。在我们看来，许多国家已有的种种制度试验足以保持对传统看法的信念。中国的独特经验不足以改变这一信念。例如，欧洲和美国有比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所能提供的经验丰富得多的有关财政联邦主义的制度知识，有比中国地方政府所有的地方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的试验所能提供的经验要丰富得多的有关合作所有企业的制度知识。因为在欧洲和美国自由企业制度下，制度试验的多样性比在共产主义的中国大得多。因此，东欧和俄罗斯一旦重获自由，它们就决定向西方模式的宪政秩序转轨。但宪政秩序的转轨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我们将把俄罗斯作为宪政规则转轨和市场导向改革同步进行的一个例子，下节我们将考虑中国在缺乏宪政秩序的情况下进行的市场导向型改革。��　　例1：俄罗斯的宪政转轨��　　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P3-5）指出，俄罗斯缺乏法治传统。在1992年1月到1993年10月这一转轨时期的第一阶段里，改革是在旧的共产党政权下实施的，在这个期间，由三个重要支柱（价格和贸易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支撑着经济改革进行。一开始所有这些措施都不完备，其中一些措施在这一期间甚至失败了。改革受阻与缺乏宪政秩序相关联：政府常常缺乏政治和宪政的手段来实施改革，尤其面对着来自最高苏维埃根深蒂固的反对时更是如此。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政府缺乏对它自身行为的宪政约束，以至于许多改革的机会被官员的滥用职权和腐败行为破坏掉了。��　　例如，稳定化的失败，能直接追溯到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行为；它发行了巨大的通货膨胀信贷，信贷的激增主要发生于这一时期：共产主义时代苏联联邦银行的首脑于1992年6月被任命为中央银行主席之后。1992-1993年，俄罗斯中央银行以通过强加在全社会的通货膨胀税提供资金转移的方式，将占巨大比重的国民收入（也许有1992年GDP的40%和1993年GDP的20%)转移到关键压力集团、政府和银行的政治宠儿以及首脑官员的各个密友手中。银行的帐目无法审计，流失的资金无法追查。��　　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这些扭曲现象，其共同的基本因素是政府决策和行政行为缺乏法律约束，行政程序因人因事而异，处于极不透明状态，大量腐败现象由此滋生。公民社会太软弱，不能给政府以重要的制衡压力，因此无法罅大多数滥用权力的事件。决策过程不是被普适的一般法律规范所指导，而是相当符合特定的企业和压力集团的特别需要。��　　第一阶段经历了把这个国家带到内战边缘的政治权力斗争的爆发。第二阶段(从1993年10月直到目前)，第一阶段获利最多的那些人在这一阶段采取了种种措施巩固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这一巩固过程伴随着不总是正式法律也是更有条理规则的治理，国家杜马在新规则下运作，选举按计划如期在1995年12月进行，另外，总统选举按计划在叶利钦的5年任期的最后阶段举行。同时，许多深层次的宪政问题仍然存在，政府和总统机构的不同部门之间争夺行政权的斗争以一种新的，更少戏剧性伪装的方式继续进行——1992年以后，总统机构总是被置于宪政约束和公众监督之外。��　　在俄罗斯，法治是否已经取得权威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尊重法治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他们将政府权力在分离的部门之间分配，牢固确立宪法屏障后面的公民权利（特别是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的平等保护）；通过公平选举提供政治权力的有序转移（Sachs and Pistor，1997），把主权置于预设的法律约束之下，这影响国家公法和私法的发展。在这种约束下，任意的国家干预被最小化，作为一个调节者、税收管理人或者合同执行者的国家行为，变得公正并可预见。��　　改革司法制度，培训和（或）替换它的职员，用新法律代替现有法律都需要时间。尽管如此，更重要的是，是否对法治有明确的承诺。承诺的指标包括分权制衡、公民自由、独立司法和权力有序转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国。前者以宪法司法(judicial review)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一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1991年以前，在俄罗斯几乎没有满足法治的特征，从1996年起俄罗斯取得许多重要的成就，开始实行一部新宪法，尽管有人质疑宪法被批准的程序，但它显然已经建立起广泛的合法性。两次议会选举按这部宪法如期进行，最重要的是根据宪法进行总统选举，未成功的竞争者也认输(选举失败者不认输是宪政在很多国家失败的原因)。��　　这些成就是显著的和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俄罗斯仍然没有经历一个政治权力有序转移，所以新宪政秩序还未经过最艰难的检验。新宪法承认权力的分离，但最近的一个检测显示出这些名义承诺的局限性。特别是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不清楚，最明显的是分配给总统的立法权力：总统可以通过命令统治，他的命令和法律一样有约束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宪法的大多数规定都经不起宪法学家的严格推敲。公民权利是天赋人权，其思想基础是用作抵御国家暴政的防御手段的自由思想，似乎与俄罗斯宪法性质全然不同。用它的语言来说，国家把这些权利给予它的国民，但国家给予的东西，也可能把它拿回去。另外，宪法缺乏确定性的程序化保障条款来确保包括法律平等保护在内的公民自由的实现。俄国有很多为特定的个人或团体设计的特殊法。它们为税收豁免、个别私有化计划，以及对那些最受惠于总统命令权的人给予权利上的分配提供了法律根据，其结果，国家保留了大范围的专制，这不仅造成了不确定性，也提供了腐败滋生的土壤。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的非歧视性不相容。��　　格瑞和亨德利（Gray and Hendley，1997）阐述了以法律为基础的私人交易的三个基本条件：正当的法律，健全的司法执法制度，以创造对法律和立法制度需求的激励为基础的市场。在比较匈牙利商业法发展的描述中，他们指出，有效的司法执法制度的发展，不仅在俄罗斯，在其他转轨经济里，也是最难完成的任务。然而，俄罗斯仍不能提供以法律为基础交易的第一条件：减少交易费用并使私人参与者调动他们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正当法律。皮斯特(Pistor，1997)探讨了在私有化开始时缺乏一部有助于产权的发展和后私有化公司治理的发展的综合性公司法可能产生的影响。她不但从俄罗斯的立法传统，也从经济改革过程中改革者作出的政策选择方面，探寻了后社会主义的俄罗斯颁布的法律规则的性质和质量。她论证说，综合性的立法改革被经济改革优先的主张所耽搁。经济改革以行政决策权的任意行使为基础，这种行政命令对产权以及治理结构的发展往往有害。��　　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认为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法治的“特殊国情论”和缺乏经济自由的“特殊国情论”有很深的历史根源。“特殊国情论”可追溯到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实际上，在十九世纪中期亚历山大二世着手废除农奴制改革的尝试时，“特殊国情论”已经有很不寻常的影响（由Owen，1997所描述）。“特殊国情论”的根源可以上溯回几个世纪，一直追溯到莫斯科公国建国伊始。与西欧诸国相比，在莫斯科摆脱了两个多世纪的蒙古统治以后，法律一直扮演着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中世纪欧洲是西欧法律的形成阶段，当时罗马法的应用，君主们和教皇对政治权威和立法权的争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一切对俄罗斯只有间接的影响。这里不应该忽视一个重要因素：16世纪后，俄罗斯的东正教被归入国家权力，沙皇兼具国家元首和俄罗斯东正教的首脑两种身份。而政教分离是西欧抵制权力集中在单个统治者手中的关键堡垒之一。在法律限定国家权力和增强政治道德标准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中世纪欧洲教会与国家在对于统治权威、习惯法、政治合法性漫长的争夺中扮演着两个互相制衡的基本角色。相反，在俄罗斯斗争以教会从属于国家统治而告终。��　　宪政主义的好处与对灵活的、巨大的行政权力的需求之间的两难冲突（Hellman，1997）是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论战的焦点，这与中国的价格双轨制减少既得利益集团抵制和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之间的两难冲突类似，史莱佛（Shleifer，1994，1998）提出一个论据来支持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相伴随的腐败，是赎买特权阶层的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然而由于两个原因，腐败不是改革的一种有效方式：第一，基于腐败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执行，因为对于出卖政府官员控制权的收益权没有合法的界定；第二，对腐败的容忍将产生创造政府官员更多控制权的“激励机制”。因此，实施改革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东欧和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去除政府官员的控制权。但正如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所表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宪政秩序的转轨。��　　赫尔曼（Hellman，1997，P58）提供了在东欧和中欧增长绩效与通过宪法之间相关的经验证据。这个结果不令人信服，因为宪政规则的转轨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与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宪政规则的转轨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负面效应相比，当前俄罗斯转轨困难并非偶然，也不能归咎于休克疗法。但是由于俄罗斯缺乏法治传统，俄罗斯的转轨也许要比17世纪的美国转轨和19世纪的法国转轨更加困难。法国从旧王朝到新宪政秩序的转轨花了一个世纪，俄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内陆国家，且有着更不利于转轨的历史。许多学者把俄罗斯不佳的转轨绩效归咎于法律执行不力。然而，皮斯特（Pistor，1997）指出，执行不力起因于不可接受的法律和国家机会主义。诺思对18世纪英法之间的一项比较研究也表明，在英国，出色的国家税收和法律执行能力归因于公正的宪政秩序；在法国，旧王朝极差的税收和执法能力归咎于国家机会主义和缺乏公正的宪政规则。中国的情形为这个观点提供了另一个支持，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这种制度用法律（经常是恶法）谋取党的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利益。这种法制，区别于法治，使得中国政府的执法能力极弱，在1990年代，许多法院判决不能被执行（何，1997）。��　　五、缺乏宪政秩序条件下的市场取向改革��　　中国的双轨制是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改革的代表。中国的宪法（http://www.quis.net/chinalaw）在给共产党以政治垄断权，拒绝分权和权力制衡的提法等方面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宪法相似，中国的宪法与苏联的宪法的区别之一是在它的序言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被当作中国权力结构合法的来源。尽管西方法律学者认为序言没有法律含意，它关于权力来源的看法与权力起源是上帝而不是来自契约和被治者的同意的老看法相似。西方消极宪政主义者，如皮伦（Pilon，1998）特别注意中国宪法的三个特征：第一，它是实用主义的。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特定目标。因此，它更象一个“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第二，在中国的宪法里，没有关于公众如何批准宪法的条款。它没有给出公民怎么参与并同意这样影响深远的一个目标的指示。这就产生了关于中国宪法的合法性问题。最后，所有公民权利是由国家和党组织给的，但国家和党组织对权力的垄断来自“上帝”：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不需要正当的理由。因此，皮伦（Pilon，1998，p355）称中国的宪法为“追求无限政府的一个纲领”12。��　　到目前，在中国没有反对宪法的有影响运动，中国人民的危机感还不够强烈，这，再加上中国的巨大规模，表明宪政规则转轨的压力太小，因此，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只能在共产党游戏规则的鸟笼里实现。从而改革被党组织的既得利益所挟持就不足为怪了。规则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都是相同的党组织的安排制度化了国家机会主义，其追求党的利益，不惜牺牲社会的福利。国家机会主义可由政府对私人企业进入重要行业的控制和国家掠夺私人企业为例说明。中国有一个不允许私人企业从事的行业表。这些行业包括银行业、邮政和电信业、铁路、航空、保险、航天工业、石化、钢铁、出版、批发业、新闻及其他行业。在这三十个行业之外，私人企业被限制从事二十个行业，包括汽车制造，电子设备、旅游代理等（Huang，1993，P88），另外，国际贸易、批发和零售流通网络，出版及许多其他行业的僵化的许可证制度消除了私人企业的许多有利可图机会，并产生了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冲突。特别地，有权发放许可证的政府机构在许可证申请者运作的行业有既得利益。例如，国际贸易的许可证由外经贸部颁发，它是中国的很多大贸易公司的所有者。批发和零售流通网络的许可证是由拥有地方国有流通网络的地方政府委员会所颁发，当然，发放许可证的原则是追求政府机构的垄断利益。��　　缪勒（Mueller，1998）记载了电信部门的国家垄断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这种垄断表明这个行业的规则制定者、主要参与者、执行规则的仲裁者都是同一国有组织。因而国家机会主义被制度化而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僵化的成立企业的政府批准制度，除了海南省以外，既没有公司的自由合伙，也没有公司的自动登记，（茅，1999，Pei，1998）还有武断的且经常极高的成立企业的注册资本要求。这连同户籍制度及住房和银行业的国家垄断，提供了许多能用于追求国家机会主义的有效控制方法。皮伦（Pilon，1998）指出，所有的假公济私当然被中国宪法里的基本游戏规则所支持。国家掠夺私人企业开始于1950年代早期的政治运动，白等人（Bai，et al，1999）认为，在改革年代它继续存在。一个持续存在的原因是，在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的论战中，对私人企业意识形态上的歧视。白等人用文件证明，在改革时代国家掠夺行为的另一种形式是收入掠夺，不同层次的政府倾向于强加各种税和费以从他们的企业管辖权里攫取尽可能多的可观察收入。一项1988年辽宁省私营企业的研究发现，税和附加费加在一起将取走可观察企业利润的63%，当二十种不同的收费被算进去后，税务负担甚至更高。这样的税务负担使得私营企业除了通过隐瞒交易和收入来逃避税费以外，难以生存。（中国经济年鉴，1989，P107）。十年以后，一项1998年安徽省私营企业的研究报告说，许多产品的总利润大约是总收入的10%，同时总的税费加起来超过10%，强加给一家私营企业的收费有50多种，这些收费的一些种类是政府自己发布的条例和规则所禁止的。这项研究得出结论：不想关闭其企业的所有者，除了通过隐瞒收入逃税外别无选择。农村的农民是过多税费的主要受害者，整个改革期间，政府对农民作了减少勒索性征收和随意征税的无数许诺，然而勒索性征收和随意征税仍旧很普遍。在一些地方，向农民索取61种不同类型的收费。（丁，严，杨主编，1995）��　　中国1990年代开始模仿西方式的法律，但是在共产主义的宪政规则下，那些法律，如1994年通过的《合同法》，1993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能贯彻执行。杨（1998）特别提到了《公司法》和共产主义的宪政规则的不相容性，缪勒（Mueller，1998，P200)特别提到电信行业的国家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不相容性，可以下结论说，许多对西方式法律的模仿在共产主义的宪政规则下不能运作。宪政的约束表明中国的改革只能沿着双轨制前进，这种方式产生的长期代价很可能超过它赎买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短期好处，我们将用几个例子阐明这一点13。��　　例2：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见Yang，Wang，Wills，1992，Sachs and Woo，1999，P30，Wu，1998）在中国的农村改革里，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在70年代末分给了农民。在1980年代，土地的出售被完全禁止，尽管从1984年起，已经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Yang，Wang，Wills，1992，P18），村干部根据村庄人口的变化控制土地的重新分配。数据表明，在农业改革的早期，农业部门的自由化和定期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产生了令人瞩目一次性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一个简单的外推计算表明，1978年农业改革使水稻和小麦产量恢复了它们被1958至1977年集体化所压制的潜在增长趋势（集体化在1950年加速，在1958年灾难的大跃进达到顶峰）14。��　　1985年后，农业部门的增长放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农民对将来土地使用权的不确定性，尽管1984年政府决定?农民承包期延长到15年?普拉斯特曼、汉斯坦德和李（Prosterman，Hanstad and Li，1996）在他们的实地工作中发现以下事实：地方官员没有真正贯彻这项政策，��　　在许多村庄，来自集体的代表每三到六年收回村庄的所有土地，重新分配小块土地以适应家庭规模的改变，其结果是抑制了农民对土地进行许多小型长期改进。（例如挖井和小型支流排灌系统，施更多的有机肥），而这些改进将会提高粮食产量15。��　　约翰逊（Johnson，1994）指出，针对1985年后农业增长减速，政府的一些政策增加了农民对土地安全的担心，因而降低了农民的工作努力和对土地的投资。例如，政府在1990年后期宣布，为了实现机械化的规模经济收割，象耕地、施肥和收割这样的农事活动，将重新集体化。��　　农业生产停滞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从1994年起，粮食收购和流通网络的国家垄断被强化，垄断的流通体制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腐败和浪费，在1993年后期，国家决定扼制通货膨胀的时候。粮食收购配额被再次引入，对27种农产品实施价格控制，更糟糕的是，当紧缩银根对付通货膨胀的时候（1985，1989和1992），政府对它的粮食收购支付一部分票证（白条）而代替现金（Sachs and Woo，1999），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粮食生产增长减退。��　　导致1985年后农业生产率增长放慢的第三个因素是1979年以后的那些年里对农业基础设施（即灌溉工程）投资的大量减少，例如，1994年农业基础设施真实投资水平只是1979年水平的58%。然而，看来很明显的是在广大农村区域，农业基础设施国家投资的下降伴随着国家开发人力资源努力的降低。这能够用土地市场和相关合同的缺乏来解释。即使在缺乏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农业基础设施也能够通过相关的土地合同来发展。但在制度约束下，基于地权的工程合同不可行，同样，在缺乏土地贸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能通过土地的财产税和销售税增加收入，地方政府必须用乡镇企业的利润、征税和收费增加足够的收入，以保持地方官员的士气，但这使地方官员的腐败和其他机会主义制度化。��　　根据吴（Wu，1998）的文件记载，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双轨制产生了土地的有效商业化使用和社会公正之间的两难冲突。沿海省份的许多地方官员把村庄所有的土地划成两部分：能租给外国或私人企业的商用地和家庭耕作的口粮田。在两田制下，村庄的官员获得了对商业用地的控制权并从中攫取租金。作为交换，村民有在租赁土地的企业就业的优先权。但租金与就业收入之间的差别巨大，因此整个过程是地方官员从集体拥有土地的农民手里偷租的过程。既然这种偷取那么不公正，许多农民抗议因此发生，中央政府被迫禁止了两田制的实验，这项禁令阻碍了地方的工业化，消除了许多对社会有利的商业机会。��　　总之，由共产主义的宪法强加的制度约束产生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两难。在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取向改革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制度化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并造成了宪政转轨的更多障碍。（Yang，Wang，and Wills，1992）估计了农村土地可转让程度并估计了土地��　　所有权私有化的潜在收益。根据他们的人均真实收入、商业化程度（劳动分工水平）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指数之间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在1987年如果土地自由贸易被允许的话，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将增加30%。这再次验证了萨克斯和胡的断言：尽管在双轨制下，中国的农业部门有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但如果双轨制被完全的私人所有权所取代，就象1949年前的中国那样，中国的经济绩效将会更好，当前的农业停滞不前将不会发生。��　　例3：中国的乡镇企业��　　双轨制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的乡镇企业（TVE）。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提出，TVE一词有两种通常用法，这两种用法可能令人混淆，统计中的官方用语和所有权类型讨论中的学术用语。官方统计的乡镇企业含义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了。1984年后，乡镇企业统计也包括联合所有（几个人或家庭所有）和个人所有（一个人或家庭雇用不超过7名雇工）。官方统计用语所给的乡镇企业印象，在性质上压倒多数的是私人企业。因为在1994年87%的乡镇企业是个人所有的，个人所有的乡镇企业生产了乡镇企业产出的将近27%和工业乡镇企业产出的将近19%16。��　　然而，关于乡镇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的大多数学术讨论使用一个狭义的定义：只包括那些正式登记（在我们看来，日益不真实的登记）为乡镇所有和村庄所有的企业。这种狭义的定义解释了为什么诺顿和沃尔德（Naughton and Walder，1995a）把乡镇企业描述为地方政府所有。除非另外提到，在下面关于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分析里，我们将坚持乡镇企业作为公共所有企业的这个狭义定义。��　　乡镇企业几乎没有创新性，因为这样的地方政府或集体所有的企业19世纪末在许多国家，如日本和中国清王朝都试验过，但是在保护企业私人权利的宪政秩序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企业和集体所有的企业不具有竞争力，乡镇企业完全在政府计划外运作，有非常硬的预算约束(几乎收不到来自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国家预算补贴，只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相当少的一点补贴。��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已经把乡镇企业看作地方预算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潜在来源(Oi，1992)。198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引进税收合同：中央政府与各省商定收入数额的一种财政合同制度，这种财政合同安排被各级政府逐级复制直至乡镇一级，?其结果，地方政府使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包括许多越过法律界线的方式，推动农村工业发展。同时勒索它们以补充政府预算(Zweig，1991）。��　　一些经济学家把乡镇企业看作是融合了市场激励与公共所有权的一个重要且高度成功的制度创新，相反，另一些经济学家把乡镇企业看作是通往真正私人所有权的道路上一个半截子改革方案。而前者强调乡镇企业是中国不发达经济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后者强调如果中国现在不推动乡镇企业的真正私有化，面临着严重的制度束缚和问题（Sachs and Woo，1999）��　　集体所有农村工业企业的根基是在十年文革间奠定的，当时官方对自力更生的强调和国家分配制度的崩溃造成农村公社扩大他们非农活动。1979年公社制度开始瓦解时，这些社队企业被重新列为乡镇企业。出于对农村低就业和地方发展的担忧，导致了对建立乡镇企业规则的不断放宽。从1984年起批准成立和监督乡镇企业的条件在各地差别很大。��　　乡镇企业有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类型被称作江苏模式，因为它集中在苏南的三个城市：无锡、苏州和常州。江苏省地方当局对乡镇企业实施牢牢的控制（例如，参与投资决定，控制工资及不同乡镇企业之间的劳力流动），并通过限制能创办的合伙企业和私人企业的数量来保护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第二种类型被称作浙江模式。浙江省的地方政府，虽然是许多乡镇企业的重要股东，以乡镇企业向村庄基金进行年度捐款为条件，平常限制对乡镇企业的生产、分红、人事任免的干预。浙江乡镇企业类似于租赁的企业，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管理者可能被地方官员免职。��　　第三种乡镇企业形式是伪装成乡镇企业的真正私人企业。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整个资本来自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被允许登记为乡镇企业，企业向地方当局付费，这是一种被一般地称作戴红帽子的不加掩饰的伪装。掩盖真实所有权愿望的主要原因是更低的税率，更容易的批准程序，对企业规模和经营的更少限制，以及在改革者的政治命运可能反转下找到政治保护17。��　　直到1990年代，江苏模式被认为是最佳乡镇企业形式，因为它的信条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接近18。然而，就象传统的国有企业一样，江苏模式的乡镇企业也遇到了财务困难。结果是1992年第四季度，无锡、苏州和常州通过固定租金或竞价销售的方式把一些为赤字所困的小型国家所有或公共所有企业的经营权转移到私人实业家手里19。��　　在乡镇企业多样化，它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演变性质都模糊的情况下，不同的作者强调乡镇企业不同的基本特征，而经常不承认它们在时间和地域上的极大差异，因而也是自然的。例如，倪（Nee，1996）把乡镇企业看作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不正规合资企业，经常伴随着集体所有的资产和企业不正规的私有化。而沃尔德（Walder，1995）把乡镇企业看作公共所有权的一种形式，与大型城市国有部门没有差别。彭（Peng，1992）强调乡镇企业的半私有性质而解释它们的经营自主。而欧（Oi，1995）突出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乡镇企业是由县、乡镇、村庄分层管理的一个巨大的多层公司的一个生产单位20。1990年代，随着附加的对企业登记为乡镇企业的限制的减轻，如罗纳斯（Konnas,1993）曾经强调的，许多地方出现真正的乡镇企业和红帽子私人企业共存的现象，专门用语的模糊更是不胜其繁。��　　在改革时代，乡镇企业制度沿袭了毛的社队企业的许多优势和劣势。它歪曲了企业的地理分布，阻碍了有效的城市化，把资源从技术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重新分配到技术落后的地方企业，创造了中国式的双轨主义：技术落后的灵活的乡镇企业和技术先进的僵化的国有企业共存21。这种双轨主义表明在技术效率和地理位置效率的利用与X效率的利用之间的两难。因此，乡镇企业令人瞩目的增长也有它的代价。在自由企业制度下，许多乡镇企业可能被位于城市的，比城区的大型国有企业更有竞争力的大型私营企业所代替的。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乡镇企业非常高的增长率也许有反效率的一面。阿仑杨(Alwyn Young，1999）提供了由乡镇企业和相关的区域分权产生歪曲的经验证据。乡镇企业具有地方政府的控制下的企业系统的全部常见缺陷，既然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参与者是同一个地方政府，它产生了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制度化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因此，游戏规则不稳定、不透明、不可信。乡镇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同时许多中国专家对它与中央政府完全控制下的苏联式国有企业制度相比的优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乡镇企业有着比更高级别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更硬的预算约束。根据吴（Wu，1998）出色的实证工作，乡镇企业，加上折衷的土地所有权改革方法和户籍制度，产生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中国式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的地方领土管辖权，司法和执法权，对土地的控制权，他们在党组织里的官位，成立企业的权利，筹集资金的权利，以及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权是不可分割的，就象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大邱庄的例子表明了封建制度的特征（何，1997）。大邱庄党委书记禹作敏在一件谋杀案中阻挠国家警察执行法庭命令。禹是村长、党委书记和这个村全部乡镇企业的董事长。他控制着地方民兵力量，有实际的司法权。许多媒体报道也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用乡镇企业作为掠夺的一个工具，他们迫使村民捐资成立乡镇企业并承担这项风险投资的全部风险。然后来自风险投资的收入被官员所掠夺（何，1997）。��　　在中国式封建制度下，人们被排列为有不同权利的不同集团，地方党组织官员是一等公民，他们有全部权利和特权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牟取其既得利益，二等公民是有当地户口的村民。他们能在乡镇企业找到好工作，并有权得到一部分村庄福利基金。三等公民是外来移民，他们在乡镇企业干最脏的工作，不能得到丝毫福利津贴。这类似于一种封建制度，因为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是由她的政治地位和户籍状况所决定，而不是由她的收入和宪政权利所决定。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封建制度，连同户籍制度和城市的国有房地产制度造成的低劳动力流动性，解释了为什么地方政府所有和集体所有企业在中国农村兴隆，而它们并不象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具有竞争力，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个人有人身自由，能够自由交易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财产。封建制度和低劳动力流动性表明社区成员期望永远住在同一地方，在同一地方性的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是相当稳定的。因此，他们比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更有激励为乡镇企业出力。��　　这种新型封建制度不仅歪曲了管理者和企业之间的匹配，企业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资源配置，阻碍了城市化，也产生了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社会不公。��　　依照国际标准，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极不正常，在大多数有农村工业的东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小企业的所有权是私人的，经常在一个家庭内部。相反，乡镇企业的所有权至少根据官方统计所说是集体的。一些学者论证集体所有权反映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模式。然而，这种合作文化假说已被质疑：在台湾农村小型私人企业占绝对多数，整个东亚小型的华裔私人企业盛行。如果有关于小企业的任何中国文化特色，看来是私人、家庭所有的企业而不是集体所有的企业。��　　其他学者说集体所有权是农村企业筹集资本金并通过缩短监督距离而减少委托一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Qi，1995，Walder，1995a）。他们用这些理由把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解释为适应中国落后的生产要素市场，对市场失败的一个最优反应。诺顿（Naughton，1994a）认为在转轨的早期，银行在办理小额贷款申请和评估风险方面条件很差。在中国，地方政府所有权扮演着一个金融中介的关键角色。地方政府能更好地评估在他们的控制下创办企业的风险，并作为向个别的乡镇企业贷款的担保者。��　　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把乡镇企业的成功解释为反对私人所有权是小型企业的天然所有权形式的一般看法的确切证明，并论证说决定效率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竞争（Nolan 1993）。��　　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对这种乡镇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实用主义解释，尤其是它所强调的国家在金融中介中的优势，持怀疑态度，在1960至1995年间，即使台湾的中小企业遭受着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歧视，它们仍表现出充满活力的增长，非正式金融机构自发出现以迎合它们的需要（Shea and Yang，1994）。当1979年开始经济自由化时，市场力量（当被地方当局容忍时）导致金融制度创新的能力近来也在浙江省温州市见到。刘（Liu，1992）报告说，当地私人部门所需资金95%由地下私人金融组织，如台会、专业放债户和钱庄提供22。��　　一个适当的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一般理论应当基于两个主要考虑：第一，直到最近，私人所有权在许多地方被严格控制和歧视。个人所有权在1978年被给予宪法保护，而私人所有权，在中国被认为不同于个人所有权，在1987年才被给予宪法保护。由于企业登记为私人所有面临的歧视，因而（登记的）农村工业的集体所有权是针对歧视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策。张(Zhang，1993）用“非集体乡镇企业”来称谓合伙、个体和私人企业。他报告说“实际上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所有方面（比起）情况相当的集体乡镇企业，非集体乡镇企业往往被歧视”。地方政府表现出对非集体乡镇企业歧视的领域包括：取得银行信贷、获取更大的生产场地，政府对原料和能源的分配，政府协助解决技术问题和创立合营企业。等等。有证据表明，在税收和利润分配方面，非集体乡镇企业面临着被过度勒索的更大风险，地方政府往往比对待集体乡镇企业更随意地对待非集体乡镇企业。��　　简言之，一些中国专家确认的市场失败不是由私人市场经济固有的无效(象外部性和公共财)所造成的，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上是由国家强加的意识形态约束所造成的。特别地，银行因为国家指示而提供给乡镇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乡镇企业内在地更有效，或是因为地方银行认为地方政府是比它们本身更好的风险评估者(Chang and Wang，1994)。��　　大家普遍同意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面对着更强的市场激励（包括更硬的预算约束）。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指出，三种乡镇企业类型的两种，江苏类型和浙江类型，在本质上相当类似于红帽子私人企业。地方官员有私人激励最大化乡镇企业的利润，因为在县、乡镇和村庄各级官员的仕途和薪水受村企业的效益和发展所直接影响（Oi，1995）。又因为当地居民和工人都没有通过合法，正式的渠道去行使他们的所有权的方法。简言之，乡镇企业由地方官员非正式的私有化已经减少委托一代理问题，并导致了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23。这种私有激励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彭（Peng，1992）发现农村公共企业和农村私人企业的工资决定过程一样。��　　如果这种非正式私有化的解释有根据，那么只有地方官员的集体凝聚力不堕落为个人掠夺资产的努力时，乡镇企业继续有效率才有可能。我们看到在1980年代的江苏和山东，集体凝聚力的关键是对这些地区私人企业的严重歧视，在这些地区缺乏隐藏掠夺来资产的经济空间的结果，消除了单个官员掠夺他们所监督的乡镇企业的激励。没有对私有产权的强烈法律歧视，掠夺资产将更随意地发生，通常观察到的非正式私有化的无效率将变得更加普遍。��　　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决定性的影响是：私营部门相关规模和劳动力流动的逐步增长将最终削弱地方官员反对个人掠夺资产的集体凝聚力的基础（通过为掠夺的资产提供安全的隐藏地），从而损害乡镇企业的绩效。��　　1992年初以后，打算改善由1989至91年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农村失业状况，对私人产权的歧视进一步减弱，许多乡镇企业摘掉了它们的红帽子。��　　当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日益增多的私营企业不再觉得有登记为红帽子或集体所有企业的必要，因为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优惠待遇的差别已经缩小范围。……但有一个问题，集体部门现在表示说没有它们的帮助，私营企业不可能发展，作为这些公司的所谓“所有者”，党组织通常要求“离婚”的高额补偿或者要求这些公司与国有企业合并（“私营企业快速行动摘掉红帽子”，《中国日报》，1994年10月4日）。��　　例4：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　　双轨制的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Sachs and Woo，1999，P17)。��　　到1983年，一个事实上的国有企业承包制已经出现。一个国有企业与它的主管部门签订一个合同，规定每年上交国家的收入（税收连同利润）的数量，因而一般相信给予企业最大化其财务盈余的激励。然而，国有企业仍然受软预算约束支配，如果财务结果不佳就被免除了支付合同规定数量的责任。管理者和工人合谋以奖金和各种实物津贴的形式蚕食国有资产，其结果，国家发现财政收入占GPP的比重下降得比预计大得多。��　　1983年，国家开始以收入税代替承包制，然而，这种收入税制度是短命的，因为它不仅不能抑制财政收入占GPP比例的下降，而且国有企业试图与政府就税收条款讨价还价，并宣称对低利润承担责任的是政府定价而不是他们的管理。到1986年，国有企业转向扩大的承包制，在这种制度下，许多管理者建立集体企业把有价值的资产转移到那里，把所有坏债留在签合同的国有企业，许多承包者也不能执行他们的合同（见《企业经济》1995年第7期，P45）。这并不令人惊异，因为根据产权经济学（Alchian and Demsetz，1972），如果没有人对国有企业有剩余权的话，没有人有激励找到好的承包者并有效地执行合同，1994年1月，承包制再次被收入税代替。杨和黄（Yang and Ng，1995，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8章）认为，企业家服务的直接定价成本高得无法接受，而对一个企业的私人剩余要求权是对企业家服务间接定价的根本。因此，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成功改革的根本，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是否证实这一点有赖于经验证据。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PP19至28）叙述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绩效仍然是一个高度争论的问题。一些研究者看到了提高，而另一些没有看到。然而，在评论这些争论以前，值得记住两个重要的一致观点：（1）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低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2）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与国有企业财务表现急剧恶化同时发生。根据白，李和王（Bai ，Li and Wang，BLW，即出)），在中国，TFP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不增加经济福利，这是为什么中国公众继续把国有企业改革看成一个失败的原因。一些中国国有企业生产没有销路的产品，但有着更大的生产效率。宏观存货数据支持这一理论。1980至93年间中国的存货投资平均是GDP的7%，而相比而言OECD（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2至3%，只有一些东欧国家在1990年以前有那么高的存货投资率。这么高的存货水平表明相当多的产品没有市场，特别地，在中国，卖不出的存货也算作国有企业的产量。因此，基于产量数据的TFP的估计被明显高估。拉迪（Lardy，1998a，P206）也用文件证明了卖不出的存货的堆积如山和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坏帐之间的相关。��　　即便有人相信在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主要是最大化利润，技术创新只构成最大化国有企业利润的方法之一。对于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而言，花时间与政府官僚搞好关系与增加生产效率相比，也许在财务上更划得来。直到1990年代，大中型国有企业必须以低于市价向政府交售生产定额。他们收到补贴的投入品作为补偿，如果补贴的投入品的数量高的话，这种定额制度将给企业产生高的租金，李（Li，1994）估计，一个在定额生产之上有市场利润的国有企业，在1986至1988年间收到其市场利润2.7倍的租金。官僚主义的讨价还价远远比市场竞争更有利可图。李的租金估计也许是下限，因为它不包括国有企业从税收协议中收到的租金。代替当时开始生效的55%的法定税率，国有企业事实上支付33%的收入税率的习惯做法相当普遍。��　　经济学家们对国有企业的极差财务表现并无异议，从1980代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后，国有企业的亏损稳步增加，1990至91年间当国家试图收回一些移交给国有企业的决策权时，这种状况稳定下来，1992年，为了避免苏联的命运，邓小平号召加快经济改革，那以后，分权的努力在地方领导的带头下加快了，想不到地结果是更高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更大的国有企业亏损，1992年当年产出增长13%，而大约有2/3的国有企业经营亏损，这些企业亏损不能归罪于价格控制，因为在1992年价格控制只覆盖国有企业的一小部分，从此以后，国有企业的亏损继续加快，在1996年第一季度，整个国有企业部门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滑入红灯区，它报告了34亿元的净亏损24。��　　一些经济学家强调管理者和工人对企业利润的自发侵吞是国有企业利润普遍下降的最重要原因，随着中央计划的终结和财务决策权下放给国有企业，工业局有关国有企业信息的主要来源是由国有企业自己提交的报告，在持续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国家监督能力的降低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几乎没有激励抵制工资需求，因为他们将来提升到更大的国有企业部分地由他们任期内增加工人的福利所决定的25。��　　最早的把国有企业的利润流失归于分权改革的是1986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了国有企业出现的通过各种记帐手段来过度消费和过度投资的趋势26。胡、海、金、樊（Woo，Hai，Jin and Fan，1994），胡（Woo，1994），樊和胡（Fan and Woo，1996）用各种样本和官方数据显示出直接收入（工资和奖金）与间接收入（例如补贴��　　和各种分发）的总和增长得比劳动生产率提高要多，米纳米和翰代（Minami and Hondai，1995）发现从1988年起，机械工业产出的劳动比重开始随着1985年的分权改革的加快而上升，并超过了估计的产出弹性。波森（Bousin，即出）计算出1989至1993年工业国有企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增加了5%，而工业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上升7%。孟和帕金斯（Meng and Perkins，1996）研究了1980至1992年间广州、厦门、深圳和上海（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典型的4个沿海经济体）149个工业国有企业和139个非国有企业的工资和劳动需求的决定因素。孟和帕金斯发现，分权改革下的国有企业象劳动者管理的企业一样，最大化每个雇员的收入（通过动用利润），而非国有企业象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最大化利润。��　　诺顿（Naughton，1994b）对过度补偿解释表示怀疑，因为国有企业的工资单，包括全部货币补贴，1978年以来几乎不变地保持为GDD的大约5%。这个观点被认为有两个问题：第一，对过度补贴假设的正确检验是通过国有企业部门的增加值，而不是通过整个经济GDP来估计国有企业的工资单。第二个困难是直接现金收入只是劳动补贴一揽子交易的一个部分。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和挪用公款，直接现金补偿的主要类别已经处于严格的国家规定之下，工资和奖金条例迫使国有企业通过更好的住房，改进的交通工具，新的娱乐设施，实物津贴、学习旅游等间接方式增加职工的收入27。国有企业的财务困难已经通过三种渠道的增加货币发行而动摇了宏观经济。第一种渠道是来自国有企业部门的财政贡献下降造成的日益增大的国家预算赤字的货币化。1978年国有企业上交的收入税占GDP的19.1%，1988年占6.6%，1993年占1.7%，而它们相应地上交了整个利润的19.1%，0.5%和0.1%。（World Bank，1995，表7.3，1996b，表23）。��　　第二种货币发行的渠道是通过银行贷款为增加的国有企业亏损提供资金。第三种渠道是向国有企业支付投资贷款来弥补它们资金融通能力扩张和技术升级所需的内部资本的短缺。��　　即使国有企业绩效改进，这反而会加强裁判-球员一体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因此国有企业绩效改进对社会福利而言可能并不是好事。中国的儒家学者早就了解这点。他们认为政府经商是与民争利。现代宪政规则也严禁执政党直接从事营利性活动。美国的执政者必须将其营利性生意交给独立的信托行。一些经济学家声称国有企业关心政府的社会福利，新的非国有企业有更年轻的员工，几乎没有养老金支付和其他福利津贴的负担。因此，当私人部门的规模相对于国有部门增加时国有企业恶化的财务状况，可以理解。��　　拉迪（Lardy，1998a，P53至57）记载了这个事实：依据产出和就业水平，依据就业比例和资金融通比重，国有企业一直在扩张。尽管它的产出比重下降，财务状况恶化。由垄断的国有银行体制提拱的贷款大多数进入了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其他投入也持续增加。如他所示，在过去的二十年，尽管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持续的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已经恶化。国有企业负债对资产的比例在1995年升至平均85%，这也许是最有力的证据。根据拉迪（Lardy，1998a，P119）的分析，中国的四个主要国有银行作为一个整体的净值为负，因而无清偿能力。这个潜在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恶化的财务状况造成的。他指出，上升的储蓄率和国家发行货币权力相结合已经提供给中央政府用来暂时掩盖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的金融资源。与白等人（Bai，et.al，1999）相反，这个观点表明在中国造成异常高储蓄率的存款匿名制，是潜在金融危机的一个来源而不是中国发展的一种推动力28。��　　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天安门游行示威者最初的要求是降低通货膨胀和减少腐败。我们因而认为以保持社会稳定为借口反对中国私有化的观点忽视了因资产掠夺、腐败以及国有企业未改革的所有权结构导致的宏观经济不稳定而造成的社会紧张。（当然，腐败地管理私有化，象俄罗斯的情形那样，也可能导致极度的不平等和社会不稳定）。何清涟（1997，PP71-240）��　　记载了由土地市场、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双轨制造成的大规模腐败。在她看来，大规模的腐败已普遍到使不道德和机会主义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接触过的许多中国人认为，对这种大规模的腐败造成的社会不公的不满，可能造成政治动乱。但双轨制这个严重的潜在后果并没有得到中国以外的经济学家们的应有注意。��　　从1995年起，报告显示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全面出售已经在全中国发生，最为人知的例子是山东省诸城市。1992年诸城开始私有化国有企业，当时它的国有企业有2/3亏损或者刚刚收支平衡29。在诸城差不多90%的县属国有企业已经被私有化。国有企业转变到股份合作公司的加速反映了领导层的看法：通过股票市场上公开的证券出售以及与外国公司合资的局部私有化是承包制的一个改进。然而在缺乏正式私有化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公司化造成大规模腐败。��　　何清涟对中国两种类型的自发私有化的记载说明了双轨制和腐败之间的关系。何（He，1997，PP101至138）记载了1987至93年间在中国，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的局部私有化30。在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参与者都是同一政府代理人的游戏规则下，这种自发的私有化产生大规模的腐败。她分析了在这种政府内部人控制过程中的四类腐败。腐败的第一种方式是直接把国有合股公司的股份分配给那些有成立和管理这些公司的批准权的政府官员和有权分配土地、银行贷款和其他重要资源的政府官员。（He，55）。在第二种方式下，在香港或海外建立私人公司作为国家合股公司的合作者或子公司，然后通过两个企业间不正常的各种交易（例如低价卖出高价买进），国有资产从后者转移到前者（He，P60，P69），在第三种方式下，在这样的合股公司里，私人股东收买政府代表通过各种所有权的重组计划无偿地把政府的股份转移给前者。（He，PP57至60页）。在第四种方式下，国有企业和外国公司的合资企业中的政府代表故意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然后在私下得到外国合资者的报酬。最终，许多真正私人合股公司在这个期间产生，但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必须支付非常高的贿赂金以使它们得以登记并保持运转（即得到土地和其他基本原材料以及各类官方的批准和允许，以避免政府没收和限制私人企业）。在中国，有权的政府官员对私人企业的有力监护，是私人企业生存之绝对必要条件31。何（He，1997）和其他中国学者坚持说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的局部私有化是一个失败。大多数股份化的国有公司的绩效没有改进，甚至在1994年中国的《公司法》通过以后，中国的《公司法》的同股同权原则在这些股份化的国有公司里没有贯彻。政府持有的股份有更多的投票权，内部人交易和腐败非常普遍，在何（He，1997）的记载中，这种国家控制公司的自发私有化的许多实例，涉及到资本外逃32。这种公司模式变成了内部人窃取国有资产的一个工具。��　　何（He，1997，PP71至100）也记载了在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双轨制下，土地使用权自发私有化的许多例子，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大规模腐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取得土地批准权的政府官员为了钱而出卖他们的批准文件。用于购买土地的钱大部分来自国有银行。因此，在1988至94年大规模的中国圈地运动中，许多有贷款审批权的国有银行官员和他们的主管人卷入腐败。再一次，双轨制一方面创造了土地作用权市场，另一方面制度化了腐败和国家机会主义。��　　在1995年，“国际透明度”进行的41个国家腐败严重程度排序，中国按腐败程度排名第二(Sachs and Woo，1999)。继续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滥用将进一步降低公众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支持。双轨制的负面效果也许大大超过通过赎买其既得利益而增加改革支持者的正面效果。��　　另外，双轨制产生了与无效率相结合的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由户籍制制度化的对农村居民的歧视造成了城乡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给予部分沿海地区贸易特权制度化了对内陆地区的歧视，它造成了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由简，萨克斯和沃纳（Jian，Sachs and Warner，1996）所记载的沿海和内陆省区增大的收入差距以及一个日益增加的基尼系数不仅限制了市场的范围，阻碍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而且产生了对政权普遍的强烈不满，这已经造成许多抗议并可能导致大规模反抗33。��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双轨制并没有提供世界其他地方制度试验不曾提供的多少新信息。��　　它恰好再次验证了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执政党的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　　6、可靠性与劳动分工网络效应之间和激励提供与稳定性之间的两难冲突。��　　在东欧和俄罗斯转轨期间产出下降是许多经济学家没有预料到的现象，罗兰（Roland，2000，P20）报告了这样令人吃惊的产出下降规模。波兰的实际GDP增长率在1990年和1991年分别是-11.6%和-7.6%；匈牙利在1990，1991，1992，1993年分别是-3.5%，-11.9%，-3.0%和-0.9%，捷克相对应的数字分别是-0.4%，-14.2%，-6.4%，-0.9%，俄罗斯的真实GDP增长率在1991，1992，1993，1994年分别是-13%，-19%，-12%，-15%。在这一节里，我们使用刘(Lio，1998），萨克斯和杨（Sachs and Yang，2000，第10章）发展的模型和类似于阿洪、班切塔、班尼杰（Aghion，Bacchetta，Banerjee，1998）模型之一的蛛网模型解释产出下降现象。��　　刘模型（Lio，1996，1998）表明完全保险能增加劳动分工的网络可靠性，从而提高分工的均衡水平和相关的总生产率。改革以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建立起劳动分工的庞大网络，在社会主义阵营，在专业于一个部门的每个国家供给其他所有国家这种产品，并从其他国家的每一个专业生产部门购买商品。例如乌克兰专门生产谷物，捷克专门生产机车和其他机械，东德专门生产机床。在缺乏保险的情况下这种劳动分工的庞大网络有非常低的可靠性。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起一个隐性的完全保险制度，有全部就业保险、养老金保险、医疗保险、贸易保险等等。在中央计划者将全部买下商品的意义下，每个国有企业是它生产的全部商品的受保人。尽管这种完全保险产生大量的道德风险，但它为劳动分工庞大网络提供了可接受的可靠性。��　　由于苏联解体，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完全贸易保险消失了。由中央计划体制在1950年代建立的劳动分工庞大网络的可靠性，在保险市场发展以前的新改革时代，当然成指数下降。罗兰（Roland，2000）指出，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贸易联系的中断。从杨和黄（Yang and Ng，1993，第11章）的模型我们知道，在加深与现在贸易伙伴的关系和拓宽潜在的贸易联系之间有个两难冲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僵化的中央计划体制的等级结构，拓宽潜在关系的交易费用系数极其巨大。因此，没有太大的空间为了增加劳动分工网络的可靠性而进行在大量的潜在伙伴与深厚的现存关系之间的有效折衷。当苏联瓦解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切断了许多高度专业化企业之间的既存贸易联系，劳动分工的整个网络当然无法运作。根据这个理论，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如果没有这样巨大的产出下降才是很令人惊奇的事。��　　刘模型（Lio，1996也见Sachs and Yang，2000，例10-6）展示了能被保险的不完全增加的激励提供与能被保险增加的劳动分工网络的可靠性收益之间有个两难冲突。这个两难冲突表明，如果注意力集中在激励提供而忽略了完全保险对劳动分工网络的可靠性的正面贡献，也许得不到这个两难冲突的有效平衡。多样化保险市场的发展是私有化改革成功的根本。最近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与国际资本的高度流动相关，阿洪、班切塔、班尼杰（Aghion，Bacchetta and Banerjee，1998）发展了一个蛛网模型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巨大的资本流动性可能降低市场稳定性，他们的故事如下：如果在经济绩效和金融信号之间有一个时间滞后，在激励提供和反馈过程的稳定性之间有个两难冲突。激励提供能因信号与参与者的行动之间反馈的敏感性而增加，反馈过程的稳定性将因敏感性的增加而降低。��　　一个对信号不敏感的反馈制度（象社会主义制度）将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激励，但是一个过于敏感的反馈过程将导致非收敛的波动，一个爆炸，或一个混乱过程。在阿洪等人的模型里，反馈的敏感性程度由通过两个变量间的时间滞后而把信号与参与者的行动联系起来的一个差分方程里的反馈敏感系数来表示。在一个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里，资本高度流动性意味着这个系数的值很大。这种高度流动性表明任何微小的正面信号能吸引来自世界所有国家的资本，因而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造成资本的巨大流入。任何微小的负面信号会有能产生惊慌的资本外逃的负面效应（非线性差分方程里的爆炸或紊乱）。��　　在激励提供和稳定性之间的这个两难冲突表明：一个极灵敏的激励可能不是有效率的。俄罗斯先于私有化改革放宽了对它的资本帐户的限制，这显著地增加了反馈机制的敏感性，私有化改革进一步增加了敏感性，这有利于提供激励，却不利于稳定性。当然，腐败和洗黑钱是负面信号的来源。没有由机会主义造成的道德风险，就像发生在台湾和西欧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上那样的，敏感的反聩本身也许并不制造麻烦，但道德风险本身还不足以解释俄罗斯和南韩的金融危机，因为在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很大影响的中国，道德风险甚至比在俄罗斯和南韩更大。��　　一些经济学家使用道德风险的传统模型来解释俄罗斯和亚洲的金融危机，但模型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实施自由化和私有化时危机发生。刘的模型和阿洪等人的模型显示了可靠性、交易成本和劳动分工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以及激励提供、分担风险和稳定性之间两难冲突的模型能更好地解释危机.Sachs，胡，和杨用一个有敏感激励和稳定性之间两难冲突的蛛网模型证明如果经济系统从一个非均衡价格开始，那么一个职业将产生比其他职业更大的效用。因此人们将从后者转移到前者，这将调节一种贸易品的总供需，从而调节这种贸易品的过剩需求。相对价格将对过剩需求的变化作出反应而改变。不同职业的间接效用函数将对相对价格的这个变化作出反应而改变。如果稳态仍未达到，这将再一次造成两个职业里专家相对人数的变化。在这个反馈过程里，反馈越敏感，波动向着稳态的收敛越快。但如果反馈太敏感，系统也许走过头以至于稳态永不能达到。更大的交易效率系数更大的反馈敏感性系数有相似的效果。在一个临界点达到以前敏感的反馈能够使反馈的收敛加速。但极灵敏的反馈或非常高的交易效率也许产生使反馈机制瘫痪的情形。��　　这个模型能用来解释诸如律师和会计师行业在教育和职业工作之间有一段时间滞后下过剩需求的波动。它也能解释通过提高资本、商品和劳动的流动性而增加敏感性系数或交易效率的自由化改革造成的金融危机。��　　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将增大反馈敏感性系数，或者提高交易效率系数，这将使经济系统更快地向着均衡收敛。但也将增加反馈机制瘫痪的风险，模型可以预测对于相同的反馈敏感性系数和交易效率，在价格的值和它的静态均衡水平之间的最初差别越大，反馈系统越可能因走过头而瘫痪。这解释了为什么台湾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台湾在放开它的资本帐户之前实施金融业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这减少了金融业的国家垄断造成的道德风险。这表明当反馈敏感性因自由化改革而增加时，在市场价格和它的静态均衡水平之间的最初差别不大。中国有非常高的道德风险，但由于政府对资本帐户的紧紧控制，它有非常小的反馈敏感性系数，所以它也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相反，南韩在它的国家垄断金融体制的巨大道德风险没有显著降低之前放开了它的国际资本帐户。因此，与道德风险相关的市场价格和它的静态均衡水平之间的最初差别，以及与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相关的反馈敏感性系数和交易效率系数，是决定激励提供和稳定性之间的两难冲突的最优折衷点的两个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台湾、中国和南韩的不同情形全部能用蛛网模型解释。这个故事表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顺序很重要。在工程学的文献里，反馈系统达到在反馈敏感性和稳定性之间的冲突的有效平衡的程度称作反馈深度。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反馈深度。��　　总结性评论：��　　这篇论文研究了被许多转轨经济学家忽略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它论证说如果不认识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在国家之间和各个国家里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我们用俄罗斯作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相结合的一个例子，用中国作为缺乏宪政转轨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的一个例子来分析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我们可得出结论说，在执政党的政治垄断下，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　　注释：��　　1、美国独立战争的负面短期经济影响在Nussbanm (1925)，Taylower(1932)，Philips(1929，PP115-19)Deane and Cole(1967，P48)中有记载；美国内战的负面短期经济影响在Woodward (1951，PP120-40)有记载。��　　2、渐进主义和震荡疗法之间的论战从埃德蒙得凡(Admund Burke，1790）和法国大革命者之间的论战算起已有很长的历史。奥尔森（Olson，1982）是震荡疗法一位近来的支持者，他论证说一个稳定的秩序使寻租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哈耶克（Hayek，1945，1960）是勃克的自发秩序和制度的逐步演进观点的一个近来支持者。认为英国的渐进主义和法国的震荡疗法共存比两者之一单独存在更好也许是公正的。��　　3、近来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和捍卫能从巴德汗和罗默（Bardhan and Roemer(eds.)1993）中找到。��　　4、俄罗斯在两个阶段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长率见米切尔（Mitchell，1998，PP912，919）。这对米塞斯和哈耶克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因为这一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萨缪尔森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甚至不能在苏联解体在即时感觉到苏联经济体制将要发生的崩溃（见斯高林(Skousen，1997）。��　　5、这样的政府投资规划与第5节讨论的大推进工业化理论相当一致。在苏联，计划当局对资本主义工业模式和大推进工业化模仿的文件记载能从扎勒斯基（Zaleski，1980）找到。列宁（Lenin，1939）勾勒出他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特征的理解，后来苏联计划当局模仿了它。中国的大推进工业化的记载能从房（1984）找到。��　　6、对于苏联式经济体制下物资平衡过程的运作，世界银行（World Bank，1984）提供了详细的记录。��　　7、社会主义经济的早期文献集中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4）上，而几乎没有关注特征（2）、（3）和（5）。事实上，（5）在社会主义体制下，（6）综合性的政府投资规划比日常生产计划的平衡重要得多。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理论集中在特征（5）上。��　　8、瑞斯金（Riskin，1987）和世界银行（1984）记载了建立一种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　　9、钱颖一（Qian，即出）记载了毛泽东在1958-1960年和1969-1975两次行政分权。从毛的中国到改革时代制度安排的演进特征也能通过把以下信息源汇集而确定：布鲁恩（Bruun，1993），格兰尼克（Granick，1990）刘(Liu，1992)，倪和细京(Nee and Sijin，1993)欧(Oi，1986)，帕金斯主编(Perkins，eds，1977)，瑞斯金(Riskin，1971，1987)，斯格曼(Schurmann，1968)，索林格(Solinger，1992)，万格尔(Vogel，1989)，沃尔德(Walder，1986，1992a，b)，万克(Wank，1992)，王(Wong 1985，1986a，b)。��　　10、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的一个非常详尽的记录，见程(Cheng，1991)，涵盖了这种制度的最近变化的这个论文的一个最新版本，也能从程得到。根据他的信息，在中国，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多的投票权。��　　11、派泼（Pipe，1999，P152）认为中世纪议会制度在英国的兴起和在西班牙和法国的衰落的原因是英国相对于西班牙和法国规模小。��　　12、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历史及近来的修改，见皮伦（Pilon），杨（Yang，1994）和钱（Qian，1999）.��　　13、关于双轨制的代价见罗兰（Roland，2000，P15，P198）.��　　14、具体而言，使用1952-57年期间产量的增长率，1982-91年水稻和小麦的产量水平落在1952年产量水平外推的直线上。��　　15、对将来土地使用权的广泛的不确定性的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尽管有租约转移的立法，农村土地市场出人意料的不活跃这个长期困惑。关于另一个案例研究，见“中国农民，没有权利意味着没有激励”，《纽约时报》，1996年12月15日。��　　16、数据来自《乡镇企业年鉴1992》，李（Li，1999）记录了广东省顺德市乡镇企业通过转变为公众控股公司而自发私有化的一个例子，据他的信息，从1980年代末起，一个长期的自发私有化过程已经把该市的大多数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在1990年代末，私人企业在这个市场成了主导角色，然而腐败、掠夺和其他国家机会主义猖獗。��　　17、通常认为红帽子私人企业的数量比已登记的私人企业数量多。一份1993年调查发现在河北省一个县有至少1000家私人企业，而官方数字是8家（“企业动摇保护盖”，《中国日报》1995年3月31日）。��　　18、“困在意识形态的泥坑里”，《中国日报》1993年6月2日。��　　19、“与社会主义市场理论成功结合”，《中国日报》1993年12月15日。��　　20、欧（Oi）认为，县政府是公司总部，乡镇政府是地区总部，村庄是公司。��　　21、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远低于人均收入相近的资本主义经济（何，1997，P275）��　　22、不顾地方私人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政府仍然遵循禁止私人银行业的规定，关闭了许多地方私人银行。（Lardy，1998a，PP53-57）。��　　23、尽管沃尔德（Walder，1995a）不接受“私人激励”假说，他承认它的合理性。��　　24、“创记录的国有部门亏损”，《南华早报》，1996年6月29日。��　　25、这种国有企业过度奖赏工人的倾向在1984年得到官方的承认，那时政府引进一种累进的奖金税来控制开始于1979年的慷慨发放奖金。4个月的基本工资以下的年度奖金，被免除资金税，但第5个月的奖金要求国有企业支付100%的奖金税，第6个月的奖金将课以200%的奖金税，第7个月的奖金将课以300%的奖金税，依此类推。��　　26、报告已经由瑞纳兹（Reynolds，1987）以英文出版。��　　27、这些间接转移被列到生产成本或从折旧基金列支的投资支出项下，掩盖额外补偿的足智多谋给人深刻印象。陈（Chen，1994）报告说，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已对工资和奖金水平进行管制，在一些企业，具有比银行存款高的保证利率并附加分红的（工人的）股份，不过是提高工资和奖金水平的一个策略。��　　28、匿名存款制一方面能够保护私人财产防止国家掠夺，另一方面它也保护了洗黑钱和与之相联系的腐败。因为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随着私有部门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征税能力迅速减弱。因此白等人（Bai，et al，1999）把与利率的控制相结合的匿名存款制，当作政府间接向居民征税的一种有效方式。但这再一次产生了效率和对腐败的容忍造成的不公正之间的两难冲突。��　　29、“中国城市变成私有化雏形”，《华尔街日报》，1995年6月10日，也见“黑龙江把200家企业押上断头台”，《中国日报》，1996年6月7日。��　　30、1993年10月中国有3800家股份合作公司。（He，1997，P53）��　　31、陈和周（1996）记录了在这个期间出现的大型私人公司和国家掠夺私人企业的许多实例。��　　32、根据邢（1999），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和遗漏‘项下的巨大数字，反映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个数字1994、1995、1996、1997年分别是98亿、178亿、156亿和169亿元。��　　33、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上升到1994年的0.433（He，1997，P25），她认为官方1994年的基尼系数因为富人隐瞒的不法收入而低估了不平等。她援引一个基尼系数非官方的估计，1995年为0.59,相反，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台湾的基尼系数从1950年代的0.53下降到1970年代的0.33（Fei,Ranis,and Kuo,1979）。��　　文献目录��　　Aghion，P.，Bacchetta，P.，and Banerjee，A.(1998):"Capital Markets and the Instability of Open Economies"，Working paper，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MI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eminar.��　　Alchian，A.and Demsetz，H.(1972)，"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2，777-95.��　　Bai，Chong-En，David D.Li，and Yingyi Qian，Yijiang Wang.(1999)."Anonymous Banking and Financial Repression:How Does China's Reform Limit the Government's Predation without Reducing Its Revenue?"Mimeo，Stanford University.��　　Bardhan，P.and Roemer，J.eds.(1993)，Market Socialism，the Current Deb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zel，Y.(1997)，"Property Right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te，”memeo.and “Third-party Enforcement and the State，”memeo.Department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Beik，Paul H.ed.(1970)，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Harper &Row.��　　Blanchard，Olivier.(1997).Economics of Post-Communism Trans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in，Olivier.(forthcoming)"Financial Discipline and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 in the 1990s，"in Olivier Bouin，Fabrizio Coricelli and Francoise Lemoine (ed.)，Different Paths to a Market Economy:China and Europea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OECD，Paris.��　　Bruun，O.(1993)，Business and Bureaucracy in a Chinese City，Chinese Research Monographs No.43.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uchanan，James M.(1989)，Explorations into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Burke，Edmund，(1790)，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ed.by W.Alison Phillips and Catherine Beatrice Phillip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2.��　　Burtless，Gary (1995)，"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Rise in Earnings Inequ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3，800-16.��　　Byrd，W.(1983)，"Enterprise-Level Reforms in Chinese State-Owned Industr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No.73，pp.329-32.��　　Byrd，W.(1988)，"The Impact of the Two-Tier Plan Market System in Chinese Industry"，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11，No.3，September 1987，pp.295-308.Reprinted in Reynolds，Bruce L.，Chinese Economic Reform:How Far，How Fast?，Academic Press，London.��　　Byrd，William.(1991).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New York:M.E.Sharpe.��　　Byrd，W.and Tidrick，G.(1987)，"Factor Allocation and Enterprises Incentives"，in Tidrick，Gene and Chen，Jiyuan (eds)，China's Industrial Refor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g，Chun;and Yijiang Wang.(1994)."The Nature of the Township Enterpris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4，19，pp.434-452.��　　Che，Jiahua (1999)"From the Grabbing Hand to the Helping Hand"，Working Paper，Department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Chen，Aimin (1994)，"Chines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ransition:The Emergence of Stock-offering Firms，"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Vol.36，No.4，Winter，pp.1-19.��　　Chen，Yinan and Zhou，Zhiren (eds)(1996)Chuangye Zhifu Bushi Mong (It is not a Dream to Make a Fortune from Entrepreneurship)，Hainan International News Center.��　　Cheng，T.(1991):"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China's Residential Registration System".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Sociology，North-East University.��　　Cheung，S.(1974)，"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7，53-71.��　　Cheung，Steven N.S.(1996)，"A Simpli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of Corruption，"Contemporaty Economic Policy，14，1-5.��　　Cook，Linda (1993).The Soviet Social Contract and Why It Failed:Welfare Policy and Workers'Politics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　　Crafts，N.(1997)，“Endogenous Growth:Lessons for and from Economic History.”D.Kreps and K.Wallis eds.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Theory and Applications，Vol.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ane，Phyllis and Cole，William (1967)，British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rnberger，Robert.(1988)"Financing China's Development:Needs，Sources and Prospects，"in Robert Dernberger and Richard Eckaus，Financing Asian Development 2:China and India，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pp.12-68.��　　Dewatripont，Mathias;and G ard Roland.(1996)，"Transition as a Process of Large Scale Institutional Change，"in David Kreps and Kenneth Wallis (eds.)，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Theory and Applic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ng，Guoxiang，Yan，Qingzeng，and Yang，Xun，eds.(1995)，Zhongguo Nongchun Gaige Jishi (A Bibliographical Record of Events in China's Rural Reform)，Shanxi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Fan，Gang and Wing Thye Woo (1996)，"State Enterprise Reform as a Source of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Asian Economic Journal，November.��　　Fang Weizhong ed.(1984)，Jinji Dashi Ji (Major Economic Ev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80)，Beijing，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　　Friedman，M.(1962)，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urubotn，E.and Pejovich，S.(eds.)(1974)，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Cambridge，Mass.: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Granick，D.(1990)，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A 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Analysi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ay，Cheryl and Hendley，Kathryn (1997)，"Developing Commercial Law in Transition Economies:Examples from Hungary and Russia."in J.Sachs and K.Pistor eds.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Westview Press.��　　Hayek，F.(1940)，"Socialist Calculation III:The Competitive 'Solution'，"Economica，7，125-49.��　　Hayek，F.(1944)，The Road to Serf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yek，F.(1960)，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yek，F.(1988)，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Qinglian (1997)，The Primary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Mirror Book，Hong Kong.��　　Hellman，Joel (1997，p.56)，"Co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in Sachs and Pistor 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Boulder，Westview Press.��　　Hua，Sheng，Zhang，Xuejuen，and Lo，Xiaopen (1988)，"Ten Years in China's Reform:Looking Back，Reflection，and Prospect，"Economic Research，No 9，11，12，Beijing.��　　Huang，Z.(1993)，"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Firms in the Mainland China，"Economic Outlook，Vol.8.No.32，87-91��　　Jian，Tianlun，Jeffrey Sachs and Andrew Warner，(1996)，"Trend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Vol.7No.1，Spring，pp.1-21.��　　Jin，Hehui;and Yingyi Qian.(1998)，"Public vs.Private Ownership of Firms: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August 1998，113(3)，pp.773-808.52��　　Johnson，D.Gale，(1994)，"Does China Have a Grain Problem?"China Economic Review，Vol.5No.1，pp.1-14.��　　Kornai，J.(1980)，Economics of Shortage，Amsterdam:North-Holland.��　　Kornai，J.(1991)，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New York:Norton.��　　Kornai，J.(1992)，The Socialist Syste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ornai，Janos.(1986)，"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Visions，Hopes，and Re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December 1986，24，pp.1687-1737.��　　La 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A.，and Vishny，R.(forthcoming)，"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Lange，J.and F.Taylor，(1964)，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New York:McGraw Hill.��　　Lardy，Nicholas，(1998).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Lau，L.and Song，D-H.(1992)，"Growth versus Privatization:An Alternative Strategy to Reduce the Public Enterprise Sector:The Experience Taiwan and South Korea"，Working Paper，Department of Economics，Stanford University.��　　Lenin，V.(1939)，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i，David (1994)，"The Behavior of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University of Michigan，manuscript.��　　Li，Junhui (1999)，"Shunde de Zhuangzhi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wnership System in Shunde County)，"Economic Highlights，No.36，p.3.��　　Li，Wei (1997)."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1980-1989."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5(5)，1081-1106.��　　Lin，J.Y.(1998)，“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in James Dorn，eds.China in the New Millennium:Market Reforms and Social Development，Washington，D.C.，CATO Institute.��　　Lio，M.(1996)，Three Assays o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Specialization:A Contribution to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Approach，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s，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o，M.(1998)，“Uncertainty，Insurance，and Division of Labor，”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76-86.��　　Liu，Yia-Ling，(1992)，"Reform From Below: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China Quarterly，130，293-316.��　　Luo，Xiaopeng.(1994)，"Gaige yu Zhongguo Dalude Denji Chanquan (Reforms and Property Rights based on Ranking in Mainland China"，Modern China Studies，No.41，31-45.��　　Mao，Yushi (1999)，"Zhengfu Ruhe Bangzu Qiye He Bangzu Jiuye (How Can the Government Assist Firms and Employment)?"Economic Highlights，No.37，p.1.��　　Mao，Zedong (1977a)，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Volume 5.Beijing:People's Press.��　　Mao，Tse-tung (1977b)，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Translated by Moss Roberts，annotated by Richard Levy，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mes Peck.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Maskin，Eric and Chenggang Xu (1999)，“Soft Budget Constraint Theories:From Centralization to the Market”，Working Paper，Department of Economics，Harvard University.��　　McMillan，John.(1996)，"Markets in Transition，"in David Kreps and Kenneth Wallis (eds.)，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Theory and Applic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n Qinguo (1988)，"On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Modern Corporation，"Young Economists Forum，No 4，Tianjin.��　　Meng，Xin and Frances Perkins，(1996)，"The Destination of China's Enterprise Reform:A Case Study from a Labor Market Perspectiv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August.��　　Minami，Ryoshin and Susumu Hondai，(1995)，"An Evaluation of the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Income Share of Labor and Profitability in the Machine Industry，"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6，No.2，December，pp.125-143.��　　Mitchell，B.R.(1998)，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Europe，1750-1993.London，Macmillan Reference;New York，N.Y.，Stockton Press��　　Mokyr，Joel (1990)The Lever of Richs: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kyr，Joel (1993)(ed.)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An Economic Perspective，Boulder，Westview Press.��　　Mokyr，Joel，(1993)，“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 Mokyr，J.ed.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An economic perspective，Boulder and Oxford:Westview Press.��　　Mueller，M.(1998)，"China's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and the WTO:Can China Conform to the Telecom Regulatory Principles?"in James Dorn，eds.China in the New Millennium:Market Reforms and Social Development，Washington，D.C.，CATO Institute.��　　Naughton，Barry，(1994a)，"Chines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Privatization from Below，"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Vol.2，May，pp.266-270.��　　Naughton，Barry，(1994b)，"What is Distinctive about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State Enterprise Reform and Overall System Transformation，"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18，No.3，June，pp.470-490.��　　Nee，V.and Sijin，S.(1993)，"Local Corporatism and Informal Privatization in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Working Paper on Transitions from State Socialism No.93-2.Einaudi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Cornell.��　　Nee，Victor，(1996)，"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1No.4，January，pp.908-949.��　　Nettels，Curtis (1962)，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Economy，1775-1815，New York.��　　Ng，Y-K.and Yang，X.(1997):"Specialization，Information，and Growth:a Sequen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257-74.��　　Nolan，Peter，(1993)，State and Market in the Chinese Economy:Essays on Controversial Issues，MacMillan，London.��　　North，D.(1994)，"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359-68.��　　North，Douglass and Weingast，Barry (1989)，“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XLIX，pp 803-32.��　　North，Douglass.(1997)，"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ition Problem."WIDER Annual Lectures，March.��　　Nussbaum，Frederick (1925)"American Tobacco and French Politics，1783-1789，"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40，501-503.��　　Oi，J.(1986)，"Commercializing China's Rural Cadres."Problems of Communism，35，1-15.��　　Oi，Jean (1995)，"The Rol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China Quarterly.144，1132-49.��　　Oi，Jean.(1992)，"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World Politics，October，45(1).��　　Olson，Mancur (1982)，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Economic Growth，Stagflation，and Social Rigidi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Owen，T.(1997)，"Aut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Russian Economic History，"in J.Sachs and K.Pistor eds.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Westview Press.��　　Pei，M.(1998)，"The Growth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in James Dorn，eds.China in the New Millennium:Market Reforms and Social Development，Washington，D.C.，CATO Institute.��　　Peng，Yusheng，(1992)，"Wage Determination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A Comparis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dustrial Sector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7No.2，April，pp.198-213.��　　Perkins，D.(1988)，"Reform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XXVI，pp.601-45.��　　Perkins，D.，ed.(1977)，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erkins，Frances，Zheng Yuxing and Cao Yong，(1993)，"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 on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Industry:A Case of Xiamen Special Economic Zone，"Asian Economic Journal，Vol.7，No.2，pp.107-146.��　　Philips，Ulrich (1929)，Life and Labor in the Old South，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　　Pilon，Roger (1998)，"A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for China"，China in The New Millennium:Market Reforms and Social Development，CATO Institute，Washington，D.C.��　　Ping，Xinqiao (1988)，"The Reform of the Ownership System，Property Rights，and Management，"��　　Pipe，R.(1999)，Property and Freedom，New York，Alfred Knopf.��　　Pistor，K.(1997)，"Company Law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Russia，"in J.Sachs and K.Pistor eds.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Westview Press.��　　Prosterman，Roy，Tim Hanstad and Ping Li，(1996)，"Can China Feed Itself?"Scientific American，November，pp.90-96.��　　Qian，Y.(1994a)，"Incentives and Loss of Control in an Optimal Hierarch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61(3)，527-44.��　　Qian，Y.(1994b)，"A Theory of Shortage in Socialist Economies based on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145-56.��　　Qian，Y.(forthcoming)，"The Process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1978-98):The Evolutionary，Historical，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Qian，Yingyi，(1999)，"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Qian，Yingyi;and Barry R.Weingast.(1997)，"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Fall，11(4)，pp.83-92.��　　Qian，Yingyi;and Gérard Roland.(1998)，"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December，88(5)，pp.1143-1162.��　　Qian，Yingyi;Gérard Roland;and Chenggang Xu.(1999)"Coordinating Changes in M-form and U-form Organizations."Mimeo，Stanford University.��　　Rawski，Thomas，(1986)，"Overview:Industry and Transport，"in U.S.Congress，Joint Economic Committee，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Volume 1.The Four Modernizations，May.��　　Reynolds，Bruce (ed.)(1987)，Reform in China:Challenges and Choices，M.E.Sharpe，New York.��　　Riskin，C.(1971)，"Small Industry and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China Quarterly，46，245-73.��　　Riskin，Carl (1987)，China's Political Economy: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Roland，Gerard (2000)，Politics，Markets and Firms:Transition and Economics，Cambridge，MA，MIT Press.��　　Ronnas，Per，(1993)，"Township Enterprises in Sichuan and Zhejiang:Establishment and Capital Generation，"National Workshop 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Post-Reform China，Beijing，China，October.��　　Sachs，J.(1993):Poland's Jump to the Market Economy.Cambridge，MA，MIT.��　　Sachs，J.(1994)，"Notes on the Life Cycle of State-led Industrialization，"Japan and World Economy，8，153-74.��　　Sachs，J.and Pistor，K.(1997)，"Introduction:Progress，Pitfalls，Scenarios，and Lost Opportunities，"in J.Sachs and K.Pistor eds.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Westview Press.��　　Sachs，J.and Woo，W.T.(1994a)"Understanding the Reform Experiences of China，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18，No.3，June .��　　Sachs，Jeffrey，and Wing Thye Woo.(1994b)，"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Economic Policy，April，18(1)，pp.102-145.��　　Sachs，J.and Woo，W.T.(1999)，"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Journal of Policy Reforms，forthcoming.��　　Sachs，J.and Yang，X.(2000)，Development Economics:Inframarginal versus Marginal Analyses，Cambridge，MA，Blackwell.��　　Schurmann，H.(1968)，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ea，Jia-Dong and Ya-Hwei Yang，(1994)，"Taiwan's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Allocation of Investment Funds，"in Joel Aberbach，David Dollar and Kenneth Sokoloff (ed.)，The Role of State in Taiwan's Development，M.E.Sharpe，Armonk，N.Y.，pp.193-230.��　　Shi，H.and X.Yang (1995)，"A New Theory of Industrialization"，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71-89.��　　Shleifer，A.and Vishny，R.(1992)，"Pervasive Shortages Under Socialism，"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3，237-46.��　　Shleifer，A.and Vishny，R.(1993)，"The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Working Paper，Department of Economics，Harvard University.��　　Shleifer，Andrei (1998)，"State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2，133-50.��　　Skousen，Mark (1997)，"The Perseverance of Paul Samuelson's Economics."Journal Economic Perspective，11，137-53��　　Solinger，D.(1992)，"Urb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The Merger of State and Society，"pp.121-42in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edited by A.Rosenbaum.Boulder，Westview Press.��　　Taylower，George (1932)，"Wholesale Commodity Prices at Charleston，South Carolina，1732-1792"，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4，367.��　　Vogel，E.(1989)，One Step Ahead in China:Guangdong Under Refor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lder，A.(1986)，"The Informal Dimension of Enterprise Financial Reforms"，pp.630-45in The Chinese Economy Toward the Year 2000，Joint Economic Committee，U.S.Congress.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lder，A.(1989)，"Factory and Manager in an Era of Reform"，The China Quarterly，No.118，June pp.242-264.��　　Walder，A.(1992)，"Local Bargaining Relationships and Urban Industrial Finance，"pp.308-33in Bureaucracy，Politics，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 Mao China，edited by K.Lieberthal and D.Lampt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lder，Andrew.(1995)，"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Interpreting its Significance."China Quarterly，December，144，pp.963-979.��　　Wang，J.(1992)，"The Third Way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Establish an Institution of Competition.The Chinese Intellectual，7，8-24.��　　Wank，D.(1993)，From State Socialism to Community Capitalism:State Power，Social Structure，and Private Enterprise in a Chinese City，Unpublished Ph.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Sociology，Harvard University.��　　Weitzman，Martin;and Chenggang Xu.(1994)，"Chinese Township Village Enterprises as 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September，18，pp.121-145.��　　Wong，C.(1985)，"Material Alloc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Impact of the Local Sector on Industrial Reform，"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 Mao China，edited by E.Perry and C.Wo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ong，C.(1986a)，"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 and Problems of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0，363-87.��　　Wong，C.(1986b)，"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Chinese Industry:The Maoist Legacy and Prospects for the 1980s"，pp.571-602in The Chinese Economy Toward the Year 2000，Joint Economic Committee，U.S.Congress.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oo，Wing Thye;Wen Hai;Yibiao Jin;and Gang Fan.(1994)，"How Successful Has the Chinese Enterprise Reform Been?"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June，18(3)，pp.410-37.��　　Woodward，C.(1951)，Origins of the New South，1877-1913.New York，��　　World Bank (1984)World Development Report，Various issues，Washington，DC，World Bank.��　　Wu，Jieh-min (1998)，Local Property Rights Regime in Socialist Reform:A Case Study of China's Informal Privatization.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　　von Mises，L.(1922)，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Indianapolis:Liberty Classics，reprinted in 1981.��　　Xing，Yujing (1999)，"Renminbi Ziben Xiangmo Keduihuan (Is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Account of China Urgent)"，Economic Highlights，No.38，p.2.��　　Yang，X.(1994)，"Endogenous vs.Exogenou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Economies of Specialization vs.Economies of Scale"，Journal of Economics，60，29-54.��　　Yang，X.(1998).Dangdai Jingjixue He Zhongguo Jingji (Contemporary Economics and Chinese Economy)，Beijing，Publishing House of China's Social Sciences.��　　Yang，X.and Ng，Y-K.(1993):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Amsterdam，North-Holland.��　　Yang，X.and Ng，Y-K.(1995):"Theory of the Firm and Structure of Residual Right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6，107-28.��　　Yang，X.and Rice，R.(1994):"An Equilibrium Model Endogenizing the Emergence of a Dual Structur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Sector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25，346-68.��　　Yang，X.and Shi，H.(1992)，"Specialization and Product Divers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2，392-98.��　　Yang，X.，Wang，J.，and Wills，I.(1992)，"Economic Growth，Commercialization，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Rural China，1979-1987"，China Economic Review，3，1-37.��　　Yi，Gang (1988)，"The Efficiency of the Market and the Delimiting of Property Rights，"China:Development and Reform，No 12，Beijing.��　　Young，Alwyn (1998)“Growth without Scale Effec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6，41-63.Zaleski，E.(1980)，Stalinist Planning for Economic Growth，1933-1952，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Zhang，Gang (1993)，"Government Intervention versus Marketisation in China's Rural Industries: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National Workshop 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Post-Reform China，Beijing，China，October.��　　Zhang，Weiying (1999)，The Theory of the Firm and China's Enterprise Reforms (Qiye Lilun Yu Zhongguo Qiye Gaige).Peking University Press.See also Zhang，W.(1986)，Research Report on Economic System Reforms，No.30.��　　Zhou，Taihe (1984)，ed.，Dangdai Zhongguo de Jingji Tizhi Gaige (Economic System Reforms in Contemporary China).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Zhou，Qiren (1999)，"Ba Chuangye Huangdao Diyiwei Lai，Ba Jiuye Huangdao Dierwei Qu (Put Founding Firms before Finding Jobs)"，Economic Highlights，No.37，p.1.��　　Zhuravskaya，Ekaterina.(1998)，"Incentives to Provide Local Public Goods:Fiscal Federalism，Russian Style."Mimeo，Harvard University.��　　Zweig，David.(1991)，"Rural Industry:Constraining the Leading Growth Sector in China's Economy，"Joint Economic Committee，U.S.Congress，China's Economics Dilemmas in the 1990s:The Problems of Reforms，Modernization，and Interdependence，April.��　　(国内读者可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外读者可从杨小凯� HYPERLINK "mailto:xiaokai.yang@buseco.monash.edu.au" �xiaokai.yang@buseco.monash.edu.au�处得到此文的英文原文)




















�自由主义与儒教社会 


刘军宁


�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化，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转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及相互间的抗拒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 


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往往又与“全盘西化论”纠缠在一起。在中国乃至东亚，说到文化传统，不免要联系到儒教；说到西化不免要联系到近代英美的自由主义。 


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在谈论儒教的转化，鼓吹或批判“西化”时，并未拿儒教和自由主义这一对极富代表性的东西方文化传统来进行当面对质，对两者进行比较、辨别。 


在通过对儒教与自由主义的相互关系作初步的研究考察之后，笔者发现：儒教与自由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并在实践层次上呈现出相互结合的趋向。 


故本文拟把儒教与自由主义之间互动的脉络从中国及其他东亚儒教社会中剥离出来加以初步的审视、剖析，以求得对两者间互动的基本把握。 


�一、遭遇自由主义 


�自清末以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相继失利的切肤之痛使当时的士大夫感到唯有向西方学习、变法改制以强国，才能免予被列强宰割的命运。 


而他们学习的对象也正是宰割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于是，英美提供了一个模式，德日提供了另一个模式，而苏俄则提供了最新近的模式。 


�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威胁者。这个头号强国的富强之道自然也就最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 


英国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因奉行自由主义而变得富强的国家，致力于中国富强的学子们最初便把目光集中到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身上。 


英国是循着自由主义由富而强的国家，中国人则要借自由主义来先强后富，因为当时强国是抵御外敌的第一要求。 


这样，自由主义一到中国就被用于服务于另外一个目的，不是用来富民，而是用来强国。这样，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取决于自由主义在实现强国之梦上的有效性。 


�富强之辩 


�近代中国第一位自由主义者严复，通过其在第一个自由主义国家 -- 英国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思，发现英国强大的根本原因，绝不止船坚炮利，而在于经济、政治的制度设施及相关的思想价值观。 


严复意识到，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结出这种果实，单靠洋务派持中体西用、师夷技之长的舍本求末的做法是达不到目的的。今天看来，船坚炮利、民富国强只是自由主义之树结的果实。 


�英国究竟是如何走上富强的道路呢? 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说呢? 严复从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的《原富》一书中找到了几乎全部的答案。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正是依据斯密的学说建立了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才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其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民富国强只有通过解放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能力才能达到。 


传统上的中国统治者向来不喜欢自由，主要的口实是，人一旦获得自由就变得放肆，于是就对政治秩序构成威胁，应该说，这种担心不无一定的道理。 


那么，在英国，这种自由又是如何不至于变成放肆的呢? 严复发现，英国极其注重把自由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普遍的经济自由解放了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动性，因而也创造了非凡的经济成就。同时，也正是有了法治，才既保证了自由不被滥用，又防止了自由受他人或政府的践踏。 


�然而，严复的自由主义所服务的目的，一开始就偏离了斯密为其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所规定的目的。 


斯密希望其鼓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能实现个人的自由幸福，而严复热诚于自由主义不仅是因为其能富民，更重要的是其能强国，即他关心的是增进国家力量的效能；斯密的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个人主义，严复理解的自由主义则难免带有集体主义的成分。 


严复把追求民富的自由主义变成了追求国强的自由主义。“求富”设计的方法与“求强”设计的方法有明显的质的差别。在严复的关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然是对国家存亡的极大忧虑。他把富与强这个在中国或此或彼的选择变成了合二为一的选择。 


�在英国，富与强之所以是并行不停的，其统一的前提条件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没有这种市场经济，富与强就会相互冲突，相互矛盾，变成一种或此或彼的选择。在当时的中国正是如此。 


由于没有这种市场经济的基础，富与强就变成了对立的两难取舍。而包括严复在内的中国士大夫都把求强摆在优先的地位，至少有两个正当的理由。首先，在近代世界，若是一个社会不具备强大的国家力量就难以在列强的宰割下生存下来。其次，中国是按照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的。 


这些治理国家的士大夫们都笃守“以天下任为己任”、“兼济天下”的儒家君子人格，坚持“义高于利”、“公高于私”的信念。这样，国强优先于民富就获得了充足的道德基础，也是儒教思想的自然流露。 


但，这里的“公”与“义”的内涵已发生了歧变。“公”本应为天下人各自的私益所构成的“普遍福祉”，这才是“义”之所在。可是，这里的“公”与“义”已嬗变为脱离天下人之普遍幸福的“强国之梦”。 


这就导致，为了追求强国的“公”与“义”，而主动牺牲百姓的普遍幸福。表面上，基于这种公私义利信条的使命感在道德上极其高尚，但在实践中却遗害非浅。其结果是造成富民与强国的双重失落。 


�在十九世纪末，按照严复所介绍的强存劣汰的原则，中国若不能富强，就有可能被淘汰。可是，严复并没有意识到富与强之间的潜在冲突。他想“鱼与熊掌兼得”。所以，他通过翻译，把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原理运用于追求富强这两个极其诱人而又两难的目标上。 


翻译《天演论》是使严复获得影响的最大成功，同时也是自由主义在中国之厄运的最大凶兆。严复把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混杂在一起，前者是求富的设计，后者经过严复的转化成为求强的设计。 


社会达尔文主义中“种”的概念在中国深得民心，自强保种一时甚嚣尘上。一旦以追求“种”(即汉民族国家)的强盛为第一要务，以民富为目标的自由主义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一时间，物竞天择、生存竞争、强存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铁律街谈巷议，深入人心。这样，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求强设计成了自由主义富民设计的最有力的挑战者，并最终取代了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要求以民生为第一要务，通过赋予民众以广泛的经济自由来积累财富。而强国则要求在政治上实行高度的集权，对经济实行高度的干预，以把资源最有效地集中起来，进行富国强兵。这样，大炮就代替黄油成了首要的追求目标。 


�富与强在中国的对抗及其对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厄运是严复所始料不及的。他本来反对革命，主张渐变，但是他所理解的天演铁律一旦在中国传播开来之后，就煽动起强烈的革命倾向，鼓励了以排满和反帝为目标的各种激进主义和暴力革命。 


所以，在严复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的努力是一种浮土德式的努力，尽管他并没有打算出卖他的灵魂，可是富与强在中国的对立最终使得这种浮土德式的求强努力付出了浮土德式的代价，即出卖自由主义和民富的“灵魂”。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在这种尝试失败之后终于放弃了浮土德式的求强努力，被迫走自由主义的求富道路，最终实现了强国的目标。而且，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像英美一样取得了成功，如战后的德、日、意等国。 


英美道路与德日道路 


�面对列强的虎视耽耽，中国产生了求富求强的巨大紧迫性，而实现富强的榜样却正是这引进企图宰割中国的列强。这些列强向中国展示了不同的富强道路。其中以英美的富强道路与德日的富强道路最为典型。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富强道路的呢? 他们的看法对中国的命运又产生了何种影响呢? 


�前面讲过，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普遍幸福、而非一种强国的道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在接受自由主义之初就决意使之服务于强国的目标。这样，自由主义的有效性在一进入中国之初就潜伏着问题。 


所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笃信英国式的发展道路，但却既未能在两条道路之间找出根本的差异，亦未同德日道路彻底决裂。这又为以后在中国寻求其他更有效的强国(而非富民)之路埋下了路标。 


�英美走的是一条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道路，即他们遵循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以及后来形成的政治自由、法治和民主体制。 


法制和民主体制的政治架构足以对自由经济形成有效的保障，不致流于专制或极权，从而使得英美走了一条稳步的、几乎没有曲折的富强之路。 


而1945年之前的德国和日本，尽管这两个社会在其他方面有着干差万别，但走的同是一条极权的资本主义道路。法西斯主义在两国的形成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社会起源和组织结构。 


这种社会的特点是有一定的市场化，但是对这种经济自由的保障却极其有限，政治自由、法治和民主则始终未能形成。 


正因为有了初步的市场化，才使得这些国家的财富有了急剧的增加，同时，也正因为这两个国家把强国置于富民之上，才使得国家过于强大，进而阻碍了市场的形成和民主政治的牢固确立，并最终导致国家的毁灭。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既没有吃透英美道路的自由主义本质，也没有吃透德日道路的反自由主义本质。常常不知不觉地把德日那种没有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视作可资中国借鉴的道路。这样或多或少地使得中国更难抵制住德日道路的诱惑。 


�传统与反传统 


�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把自由主义与儒家思想兼收并蓄的第一人。他既是“西学圣人”，又是“硕学通儒”。 


这里的西学，既非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亦非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而是英国的自由主义。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不是以韩愈为先驱的宋明理学，而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 


�与严复一样，梁启超在对待传统及体用的态度上也放弃了本位思想。既不主张中国本位，也不主张西方本位。相反，他对中学和西学都持一种建设性的批判态度。 


�但是，在第一代自由主义者中儒家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和平相处，到了第二代自由主义者身上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第一代自由主义者身上，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冲突是在他们心中自我消解的。而第二代自由主义者则把两者的冲突外显出来，并毫无掩饰地表现出对儒家传统的轻蔑。 


第二代自由主义者的第一位代表是胡适。他基本上持反传统的态度，主张以西学为本，全盘西化。 


他认为，中国传统是无济于世的银样蜡枪头。因此，胡适非常有勇气地突破了列文森所说的那种对传统“在思想上对立、在情感上寄托”的两难困境。胡适的全盘西化主要是为了反对那种认为仅靠儒学就可救中国，就可作为中国立本的思想。 


�在对待儒家传统的态度上我们看到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全盘反传统，相反，他们处于守势，处处受到保守派的攻击。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第一，当时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没有站稳脚跟，所以，他们没有积蓄到足够的力量，故难以采取攻势；其次，自由主义和儒教的冲突还没有深化，因此两者间冲突的锋面还没有完全展开。 


�第二代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持邀进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主张。这一点可以从第二代自由主义者的经历上得到解释。首先，这时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他们有能力采取一定的攻势。 


特别是同其他一些激进思想结合起来势力更为庞大。比如，胡适与陈独秀在早期的结盟。其次，由于人格自由的弘扬，自由主义同儒教的对立大大深化了，冲突的锋面急剧展开，这样自由主义同儒家思想就处于一种全面对抗的地位。 


�在第二代自由主义者身上，自由主义在一开始同儒家思想就处于一种公开的冲突态势，但是最终儒家思想同自由主义又归于融合。至少在心态上大家持相互兼容的态度，而不论造成两者对立的实际问题是否解决。 


这一点同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对待传统思想的态度上形成一种对比。在第一代思想家中，他们有冲突，但这种冲突多半是内心的冲突，这种冲突一旦经过消化而流露于言表时又显示出一种融合，即内在的冲突和外在的融合。 


而第二代则是内在的冲突、外在的冲突，而最终归于融合。所以我们看到，在对待中国传统的态度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表现出的这种冲突与融合的奇怪递嬗。 


�由这种冲突与融合，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代自由主义者比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在对待传统上似乎表现出—种退步，即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已经把儒家传统和自由主义融合起来，但到了第二代身上却变成了一种对抗。 


其实，这是儒教和自由主义的对话进入了更深的层次，即不是严复所谈的那种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或是康有为、梁启超所谈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而是进入了个性自由、道德自治和思想自由这样一些人格自由的领域。当然，这种冲突经过展开之后最终又趋向于统合。 


�儒教与自由主义的冲突，尤其是自由主义者所采取的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态度能使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都受到了空前的严重挑战，结果两败俱伤，形成你死我亡的零和格局，导致两者在中国都走下坡路，同时也为其他激进思潮的崛起和泛滥创造了条件，如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科学主义和各种乌托邦思想等。 


因此，对第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反儒家传统的做法，我们可以初步作出这样的评估，与儒家思想有关的礼教和专制不能不反；中国也不能西化，尤其是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去西化。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在反传统和西化的言辞上都走过了头，这种激进的反传统的态度不但不宜使自由主义在中国泥土上成长，反而使中国成为文化的失落者。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第二代自由主义者在反传统上的贡献，即他们利用理论的力量的确推翻了礼教和名教，使自由、民主、个性的观念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普及。这样为自由主义和儒教思想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铺平了道路。 


�理解与误解：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 


�古典自由主义是一切自由主义的精髓思想所在。自由主义的一切变种都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的认同的基础之上而发展起来的。若是没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有根本的认同和在制度上的落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主义。 


然而，自从自由主义思潮被介绍到中国以来，其精髓虽然得到了一些理解，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误解。这就导致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落。这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误解在第一代、第二代的自由主义者身上都有具体的反应。 


�严复是最接近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但就严复本人而言，他没有能接受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即关于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就是自由主义的目的。因为自由主义是致力于普通个人的普遍幸福。 


而严复则不仅把自由主义当成一种致富手段，而且更把它当成国家求强的手段。不错，自由主义的确可以使个人致富，最终也能使国家富强。但是，一旦离开了自由主义致力于个人之幸福这一本质，自由主义就难免异化，也很难得到落实。 


所以，严复虽然抓住了古典自由主义致力于增加国民财富的一面，但却没有把它上升到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的天然制度这个层次上来理解。同样，由于他没有上升到这个高 度，也就为后人把握这一点增加了很大难度。 


自由主义的特色是个人主义，而梁启超也同样从一开始就抱着一种集体主义的目的来理解自由主义。与严复抓住了自由主义在增加国民财富方面所具有的功能这一点不同，梁氏则主要抓住的是自由主义中关于代议政治的那一部分。 


但是，他呼呈实行代议制并不是从市场经济利益代表要求实行代议制的必然性为出发点的，而只是把握了代议制的另一方面，即通过强化民权来同君权对抗，来削弱君权，并最终走向共和。 


所以，在自由主义学说中代议制是建立在两种基础之上，即利益代表和人民统治这两根基轴之上，而在梁氏的思想上，代议制仅仅是民权的独特要求。 


�从第二代自由主义者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误解和由此产生的疑虑。 


胡适从一开始对古典自由主义学说中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没有信心，他更欣赏起源于英国、昌盛于罗斯福新政的那种新自由主义，或者说社会自由主义，甚至迷恋英国工党的一些反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 


胡适高唱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但却不去强调经济自由和代议政治。他不知道，科学发达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人们有发展科学的信念，而是在市场经济下所造成的对科学的需求，以及法治条件下专利权对科学发明的保护和奖励。 


殷海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例如，他为自由主义规定了这样一组性质：一抨孔，二提倡科学，三追求民主，四好尚自由，五倾向进步，六用白话文。 


这六项性质中至少有三项与自由主义不相干；另三项(民主、自由、进步)也不是自由主义所独有的诉求，而同是许多其他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主义、极权民主论、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所高呼的口号，尽管大家对这些“性质”和“口号”的理解不尽相同。 


他们对自由的拥护与当代西方的一些自由至上论者有些相似，但是也有重大的不同。西 方的自由至上论者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并不持全盘的否定态度，而且对财产的问题极其关切，不像胡适和殷海光那样几乎是闭口不提。 


�所以，我们看到，除严复之外，儒学中不言利的倾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身上概莫能外地表现出来。从而除严复之外还没有其他人更能够配称得上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 


�由于古典自由主义精神的不断失落，自由主义离中国的现实也就越来越远，而最终成为无的之矢。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不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主义的不同特征，而对古典自由主义中的核心部分强调得不够，也没有在制度上得到落实，最终导致自由主义打不中中国的目标，而且使得自由无可奈何地衰落了。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有一点上很好地把握了自由主义，即渐进的认识方法和改良的政治变迁。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谭嗣同除外)的主要代表人物几乎都不主张暴力革命，而主张改造世界，渐进变革。尽管他们有时在文化上持比较激进主义的态度，但在政治上都比较温和，这一点同自由主义的精神最为贴近。 


�前面说过，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就难免带上中国思想传统的特色。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自由主义被误解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自由主义被误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受过非常深厚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受到儒家传统的熏染，因此不可能彻底脱离这种儒教文化背景，去全盘接受自由主义。他们不得不根据其自身的文化背景来对西方自由主义加以理解，这样难免要同原版的自由主义出现差距。 


其次，自由主义自身出现了许多歧变，这为对自由主义感兴趣的人提供了许多不同的版本。这样，不同的版本之间会有差别，它们同古典自由主义之间也会有差别。在西方，尽管自由主义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但是对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都是普遍认同的。 


而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却把古典自由主义与其各个变种之间的这种本与末、枝与干割裂开来，得末而忘本，见枝而不见干，更谈不上刨根问底了。 


�自由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致力于增加个人的普遍幸福。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只用自由主义来追求国家的强盛，把自由主义以个人的幸福为目的变成了以国家的富强为目的。 


而自由主义在直接服务于国家的强盛的目标上远不是最有效的手段，这样自由主义不得不让位于其他更有效服务于国家富强的主义。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落似乎有其必然的原因。首先，前面说过，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把自由主义当作一种富强的手段，而自由主义又不是致力于富强的最有效的手段，所以，中国人，尤其是执政者和其他政治力量不得不选择其他的道路作为达成富强的手段。 


国民党政权在三十年代，即自由主义衰落之后选择了德国的道路。英国的道路受到了彻底的冷落。其次，自由主义传入中国是夹带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一起进入中国的。 


可是，由于汉人长期受异族的统治和压迫，社会达尔文主义便为排满革命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思想武器，这样，社会达尔文主义反而压过自由主义成为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股力量，使得他们把奋斗的目标放在“驱除鞑虏”上，而不是在发展经济上。 


于是，自由主义自然而然地遭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思想的严重冲击。第三个原因是，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他们在基本问题上的看法大相径庭，互不相关。 


这样，自由主义与儒家思想难以接榫，尤其是儒家传统难以同民主相接榫，而中国自由主义者主要致力于直接在传统的灰烬之上建立民主政治。可以料想，其结果难免是屡遭挫折。 


�同时，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几乎始终都是道道地地的儒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结合：即他们是自由主义分子与儒生的双重身份的结合。他们中有的把冲突压在内心，有的让这种冲突流于言表。 


似乎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把自由主义当作一种手段，其接受自由主义的目的也都是为了服务于儒家的信条。可见，他们试图把自由主义当作服务于儒家思想的一种手段。 


所以尽管他们一次次的努力都失败了，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若是借助其他的方法，儒学、儒教与自由主义仍然存在着结合的可能，而且一旦自由主义在中国扎根，它必定是与儒家传统相结合。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衰落还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这包括两个方面：政治实践方面和思潮发展方面。 


在政治实践方面，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西斯主义等极权思潮的崛起使得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使得很多本来对自由主义有兴趣的第三世界国家对自由主义也产生了怀疑。 


从思想背景上看，本世纪以来各种思潮纷纭杂陈，如存在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进化论、实用主义、反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也大大地冲淡了自由主义的吸引力。 


�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未能落实的最后一个主要原因，是自由主义未能打中中国的目标。中国的目标是什么? 是富? 是强? 还是富强? 自由主义不能一下子使中国强盛，所以鼓吹自由主义达不到强国的目的。 


自由主义可以富民，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把握自由主义中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以，也打不中富的目标。就连胡适的实用式自由主义在强国和富民方面也都没有多少实用的价值。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遭遇告诉我们，中国的目标应该是走一条经过市场化来富民进而强国的道路。可是，在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实行市场化有着巨大的障碍。 


即使实现了市场化，也不等于实现了自由主义，因为还有政治条件需要满足。德日两国虽然实现了初步的市场化，但没有满足市场所需要的政治条件，而最终难免半途夭折。 


由此看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自三十年代以后，自由主义已不再成为显学。但是，其所陆续鼓吹的一些观念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深深地扎下根，不论他们自称是什么主义者，都难免受自由主义的影响。 


二、认同自由主义? 


�儒家和自由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传统，但同作为人类生存经验的智慧结晶，无疑应有相通之处。拿儒学与自由主义作比较对照并不是要看看两者是否完全重合。若是两者真的能够完全重合，有一方倒反而有可能成为多余的。 


我们要做的，不是要去证明自由主义与儒家思想是否完全一致，而是要看看两者是否相通、能否对接。同时，我们对贯通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在学术上的难度也应该有充分的估量。 


儒家思想和自由主 义分别作为东西方的显学，各自的思想内涵弹性极大，而隐含着向各个方向发展的苗头。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的真正对接还必须落实到儒家教化的层次上。因此，从实践上看，沟通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可以为儒教与自由主义的对接提供思想支撑；所以，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则是东西方思想对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这种对话至今尚未正式展开。同时，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的对话是一对一的对话，不会影响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的对话，相反，一旦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能够结合，倒可以为 儒学和其他思潮对话提供一个坚实的脚手架。 


这里，我将简单地剖析、对比基于自由主义和儒教的政治哲学所产生的两种政治逻辑。它们分别表现在代表机制及民主与民本上。 


�代表机制与两种政治逻辑 


�在自由主义学说和制度中，代议(表)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它起源于英国早期的等级会议的政治实践，理论上则完善于密尔所写的《代议制政府》，因而，现在对每个实现西方民主的国家来说，采纳某种形式的代议制度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政府在—个国家担负着管理公共事务的任务，因此，在政治与民间不论是否有现代意义上的代议制，都必定存在着某种利益代表机制。这种代表机制作为政府与民间的沟通管道和政府决策的依据，在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始终在运作着。 


但是，我发现，儒家学说中所隐含的关于代表制度的主张与自由主义的代表制度的主张有着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足以反映整个东西方的政治精神的差异。 


在英国，这种代议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基于利益的表达和政府对这种已表达的利益的满足。当年有《大宪章》和“没有代表不纳税”的口号，促使当初的英国国会在君主和民间的利益互相满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因此，它是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代表制。其思想基础是一种古典自由主义中的个人主义，即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看管者和照顾者，自己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好手段，而不能指望他人。自己一旦有利益要求就应主动加以伸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加以实现。 


因此，民间要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就必须向政府表达意见，然而，同政府达成某种交易，使双方的利益得到相互的保障。如民间通过纳税来换取代表资格以参加管理国家事务。这种利益代表说的最高制度结晶是代表民主制。 


其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是利用社会的野心和利益要求来同执政者的野心和利益要求进行抗衡，即孟德斯鸠的所谓“以野心抗衡野心”。 


但是儒家的代表理论却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明君贤相所具备的美德和知识能够“代表”民间的利益要求。它可以称为贤能代表说，即政府通过对民间的各方利益作通盘的考虑和安排去洞察和辅导来满足民间的利益要求，而不鼓励民间拿自己的利益要求来同中央抗衡。 


特别是以知识武装起来的士“以天下任为己任”，他们自视超脱了具体的利益要求乃至既得利益，从而使得自己有能力和资格成为公平的利益分配者。 


从分配渠道上看，利益代表制侧重由下至上来表达利益要求，而贤能代表制是通过由上至下来分配利益，个人只是被动的利益接受者。即使自己的利益要求一时得不到满足，也不要轻易地与人争。 


这种贤能代表制通常假定个人不大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利益分配和照顾上个人必须服从君王，包括君臣的安排。这种贤能代表制的制度结晶是家长制，它具有很强的威权性格。 


其特点是明君贤相治理国家。要是君不能明察，那么，社会的利益要求就得不到满足，这样最终就会造成动荡。若是百姓不必议政，则说明国家治理得有条不紊(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若贤能者不参政，则国家治理得一定很糟糕(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贤能代表制的特点是公高于私，一切服从公。利益代表制的特点是私高于公，公为私服务。 


�当今世界上，利益代表制最典型的代表是英国和美国。纯粹实行贤能代表制的国家已经不多，但是在东亚，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尽管它们吸收了西方的代议制度，但是其利益代表程度远不及英美那么高。 


由上至下的洞察、辅导和利益分配在社会中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时，东亚的经验表明，这两种代表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把两者的优点集中起来。在东亚，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主导的作用与这种贤能代表制，即选贤与能的政治传统不无关系。 


事实上，中国的近代儒家自黄梨洲以来，一直试图从原始儒家传统中开出一条中国式的、以民为本的、以知识精英代表人民意志来行使政权的路线，而不是主要靠人民来伸张自己利益要求的路线。 


�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出，这种贤能代表说和制度有较强的家长制的色彩，甚至不是非常可取的东西。问题是我们似乎一时还抛弃不了这种传统。既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又不妨把它同利益代表制结合起来，使它在为利益表达提供有效的制度管道的同时，又使知识精英积极主动地发挥才能，能够双管齐下来更好地协调社会的利益，或许收效会更大。 ��民主与民本 


�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似乎是现代对儒家政治思想研究中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而且现在的结论已经很明确。民本不是民主，它同民主之间仍相当的距离。 


应该肯定，与君本位相比，民本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但是若把民本与民主等量齐观，认为中国古代已有民主传统、民主体验或民主学说，那将不仅是对民主、也是对儒教传统的一个极大的误解。 


�第一、民本不等于民主。从《尚书》、《论语》、《孟子》中所反映的民本思想来看，民本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政府在施政时要以老百姓的要求、意愿为出发点，即顺民，而不等于民主学说中所说的人民主权或多数人的统治。 


换句话说，民本不要求进行多数人的统治。因此，民本可能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它不是由人民组成，也不是由人民治理国家的政府。 ��第二、民主政治与其他政体的关系绝不仅仅在于统治者的人数的多寡上。人数的多寡在民主政治中甚至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如果单纯只强调主权在民，而不涉及到一个权力运用的方式，那就有可能使民主蜕变为变态的民主，或者是暴民统治的东西。 


民主政治更强调的是以何种方式行使权力，这种行使方式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它的正义理念和和平精神；第二个是它的制度和程序。民主政治意味着根据人民的意愿来行使政权，而这种表达意愿的方式是通过投票选举来表示的。 


这种选举的方式是人类政治的一大进步，从而使得政治权力可以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化的途径和平地转移而不必采用武力。自由主义为此提出了同意学说，即政府不能靠强制来实施权力，而必须靠公民的同意来作为其实施的基础。 ��这种同意说在孟子的思想中有所反应。孟子就提出一个国家的重大的人事任命需要进行考察，需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如果整个国家都说可以，再经过考察之后，加以任用。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梁惠王下) 


他甚至主张对别国的讨伐也要征得别国民众的同意。在谈到齐国应否征服燕国时，他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取之而燕民悦，而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梁惠王下)这似乎比西方同意学说走得更远。问题是，这种同意说本质上仍是君主勇于纳谏的一项建议。 


�另外一种主张限权的学说，即应该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的学说，也可以从孟子的思想中找到。孟子断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 


所以在孟子那里，首先他不主张君权至上；其次他主张对君权加以限制，所以他是根据正名的观念和名实相符的原理，用他自己的正义学说来对政府进行评判；如果名不符实，那一定不是王政，而有可能是霸政。在一个不能为政以德的国家，国君就不再是国君，而是独夫。 


�在此基础上，孟子还提出了人民具有革命权利的主张。在英国革命期间，站出来反对放伐暴君主张的是保皇派，而主张放伐君主的则是自由主义者，尤其是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奠基人洛克。 


这里，孟子在主张放伐君主的立场上就可以看出他与自由主义学说之间的亲和性。孟子并不一味地主张革命，他也主张渐进的变革，而把革命作为最后的途径。问题是，这种看法始终停留在观念层次，民本中的所有积极的内容都无法在制度层次上反映出来，即民本学说不能从制度和程序上保障人民的意愿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定期地得到表现，从而确保权力的和平转移。 


尽管孟子曾提出过类似于西方契约理论家的那种同意学说，但是，我们会发现，他的这种同意学说均缺少制度和程序的实施途径。孟子的同意说充其量只能变成统治者不大情愿采纳的政策，而自由主义的同意说却实实在在地落实在宪政制度上。 


�这样，从总体上看，民本思想一旦落实到现实制度层次上只能是君主制，而不可能是民主制。民本的积极意义仅在于它要求统治者“模拟”百姓的利益要求，然后根据这种模拟出来的要求治理国家。即《尚书》上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伯)所以，民本思想只是一种“模拟民主”思想，即以君主模拟“民主”的方式来治理。 


�当代新儒学的徘徊 


�这里的现代新儒家指的是在文化上坚持以传统的儒学思想为本体的人。新儒家产生于本世纪初的中国，前后有三期：第一代新儒家，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张君励等；第二代新儒家包括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等；第三代新儒家包括沈维明、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等。 


�与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不同，当代新儒家对自由主义中的一些思想和学说持越来越多的认同态度，尤其是对民主、人权、代议制等内容。但他们很少把这些东西与自由主义学说联系起来。尽管有了这些认同，新儒家在总体上还是与自由主义保持着较多的隔膜。 


这种隔膜首先表现为大多数新儒家不主动地与自由主义进行对话，甚至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构成两大对立的阵营，相互攻讦，相互厮杀，如早期的新儒家，梁漱溟、张君励等与胡适之间的论战。 


第二代新儒家，以《民主评论》为前哨与《自由中国》的自由派作者之间的论战。即使当代的第三代新儒家虽然没有同自由主义者发生正面的冲突，但在思想上也极少正面地与自由主义进行对话。 


�隔膜的第二个表现是对自由主义的不信任。许多新儒家在谈到当今世界的现代化道路时往往把一些最终被证明为很不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如二战前的德日道路，一战前的俄国道路和二战后的计划经济道路都看作是与自由市场经济平行的可替代性道路。他们不相信，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加上民主政治是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 


�与自由主义的第二层隔膜，是对自由主义的不理解。由于他们不主动地与自由主义对话，不去研究、不去吃透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因而，对自由主义的思想产生了许多不适当的误解。这个误解主要表现在经济问题和民主政治两个方面。 


�新儒家常常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来形容自己在整个儒学体系中的地位，这意味着新儒学是在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师承关系。对于这种师承关系许多新儒家似乎并不讳言，而且从新儒家的—些主张中也可以看到，新儒学与宋明理学在许多观点上的一致性。 


比如，许多新儒家仍然保持着较宋明理学略为温和的二元论，追求一种至善的政治，不容忍现实政治有任何缺陷。同时，他们也有很强的理性主义色彩，往往自认为是道德权威，要承担起教民的责任，甚至要成为“新外王”。 


�新儒家尽管拥护民主宪政，但是他们对起源于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学说却有着深刻的误解。以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之分最为典型。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君权之下，政道无民主，治道有民主。 


其实，这里他把科层组织的合理化与民主这个有关国体的问题混淆起来。民主涉及的是国家权力的组成、运用和更迭方式，而不是指国家机器中的任何一特定部分。 


即使在现在的西方民主体制下，其政府组织可能合乎合理化的原则，但却未必是民主的，因为在行政系统通常采用责任制。试想在君主政治下，国家主权完全属于君主的私有之物，其领导下的政府怎么能够谈得上民主。 


�新儒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还是我所称之为的“新儒家的困境”。即，他们既想重新建立一个以儒家为代表的新的正统，又不愿意让这种正统与钱、权、势所谓的“三毒”结合起来，恐惧儒学的政治化；同时，他们又保持着极富攻击性的批判精神。 


他们既要使儒学成为新的正统，又要使自己成为以“生命批判”(杜维明语)为中心的知识堡垒。这就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角色冲突：他们既以建立儒学正统为己任，同时又对任何与权力相结合的儒家正统极其过敏，持有一种异教徒式的批判精神。 


他们既想进入这个社会而占据思想的中心地位，又想超越这个社会而充当社会的文化批判者。这种出与入之间的矛盾大大地瓦解了他们为恢复儒学正统所作出的努力。 


�从中国传统上看，儒家思想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被奉为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儒学的正统地位得益于同政权的结合，一旦儒学完全同政治权力脱离了关系，不论它多么合理、多么高深，都不可能重新成为正统。 


因此，新儒学的矛盾在于它既要使儒学成为正统，又反对其与权力结合，这样使得儒学既不可能回到一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的纯粹批判地位，也不可能像古典自由主义那样成为正统的衷心的卫道士。 


�当然，若是新儒学仅仅是一种学派，我们就不能苛求它，尤其是不能苛求它必须与自由主义进行讨话。但是一旦新儒学想进入社会政治领域，那么，这种对话，不论其是赞同还是反对自由主义的观点，都将变得不可避免。 


当然，对于当代新儒家的贡献也是不能忽视的。实际上，正是新儒学使得儒学的传统得以延续。它虽然未正式与自由主义进行对话，但却通过对儒家传统的现代解释加强了儒学作为正式对话一方的思想实力，并取得了儒学与其他思潮进行对话的经验。 


�上面说的是当代新儒学的总体概貌。若稍加仔细分析，我们也不难找到在新儒家中有些人对自由主义抱着很强的认同态度。在第一代中有张君励；第二代中有徐复观；第三代中有刘述先。 


张君励虽然自称为是一位民社党人，但是他对自由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而且为自由主义学说在中国的落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徐复观先生则自称为人文主义者。他坚信，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使命是把中国文化中可以与民主政治相通的价值疏导出来。 


可以说，徐复观先生是一个典型的儒教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和认同远远走在同道者前面。这或许得益于他的政治体验以及他选定的站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坐标上。刘述先先生则自认为不是新儒家，也不反对别人称他为新儒家。 


我想，他没有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或许也不反对别人称他为自由主义者。据他的自传，他本人对自由主义有着高度的认同和信念。他曾自认为由中学到大学接上了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在台湾又把自由主义的堡垒《自由中国》和新儒教的堡垒《民主评论》变成他自己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他自认为始终横跨着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两个传统。 


由于继承了自由、民主、现代化的传统和有家学的渊缘，以致于他在哲学上继承了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家的传统，而不满足于启蒙时代那种启蒙的理性主义。事实上他本人也是新儒家中唯一本着自由主义的思想来对当代新儒家的社会政治倾向进行衡量的人。 


�在探讨当代的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中，似乎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自由主义与儒学相互靠拢的趋势。它不仅反应在自由主义和新儒家各自阵营的内部，也反映在两种阵营之间。 


在第二代自由主义者和第二代儒家之间那种激烈的对抗，今天似乎已经不见了，而新儒家更多地认可自由主义的主要观念，自由主义的继承人们则更多地向中国传统靠拢。这种自由主义和新儒学在当代所展现出的相互开放和相互融合的趋势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三、趋向自由主义? ��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五个东亚儒教社会和地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创造了引人瞩目的现代化奇迹，其成就已获得了举世的公认。然而，对于造成这一东亚现象的根本原因，却众说纷坛。 


我认为，唯一能够解释东亚现象的是儒教和自由主义这两者的结合。儒教和自由主义在实践上的结合把东亚社会与没有自由主义的其他东亚社会区别开来；也把东亚社会与没有儒教传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开来。 


我对儒教自由主义作了这样的初步归纳：儒教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在儒教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安家落户后对儒教加以融合，形成了带有浓厚儒教色彩的自由主义。 


在政治上，儒教自由主义表现为代议政治、宪政法治、政党政治加上儒家的施政作风。在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加上克勤克俭、互帮互助的儒家工作伦理，同时政府受儒家富民养民思想的影响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的调控管理。在道德文化上，儒家自由主义既引入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自立自主和竞争精神的强调，又保留了儒教忠恕孝顺、尊老爱幼、重视教育和注重集体利益等价值倾向。 


从儒学到儒教 


儒家传统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 


这种传统，既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又通过各种渠道(包括“贤妻良母”的身教和“乡约社学”的潜移默化)而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阶段。可以说，儒家传统是中国乃至东亚民族文化的构成要素，在日常人伦之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本文把儒家传统分成儒学和儒教两个层次。儒学是指以先秦儒家经典为代表的，并为历代儒生不断解释和阐发的书面经典儒家思想。 


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原始儒学经过各代名儒大将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上至形而上学本体论，下至日常生活伦理的完备的学术理论体系，从而构成了儒家文化的主体价值系统。 


儒学研究可以在与现实牵连较少的“象牙塔”里推展，不失为一种养精蓄锐、隔离沉思的机缘，是塑造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思想活动。 


儒教则是儒学，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伦理、经济伦理、宗教伦理、政治文化在庶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经过世俗化、社会化所积沉而成的儒家教化。 


其职能主要在于调节宗法关系中长幼的纵向人际关系和乡邻四舍的横向人际关系。儒家教化所弘扬的一些道德价值，如忠信孝悌、仁爱互助、克勤克俭、礼让安分等等，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支配、制约和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的世俗社会行为。 


儒教重视全面人才教育，提倡上下同心协力，培养刻苦耐劳的工作伦理和强调为后代造福等，体现了勤劳、沉毅、坚决及勇猛进取的优点：既是入世的，但又不只属于任何现实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的各个层面保持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 


�在古代中国，乃至东亚，儒学通常是由官方转化为儒教的。这种转化主要是通过政府颁布的教材、皇帝的诏书、政府的文告、法律，以宰相为首的高级(文武)官员的著述言论，以及碑帖铭、书诗画、戏曲、对联等文化传播手段和循吏等政治制度来实现的。 


�大体而言，儒学属人类学术语中的大传统，社会学术语中的精英文化；儒教则属“小传统”和“通俗文化”。大传统会中断，小传统则不会，但会因为失去大传统而衰落。儒教作为儒家学说的社会化产物是对儒学大传统的实践。 


不论把儒学转化成儒教能否达到创始者的目的，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转化通常会把儒家教化的传统与普及以制度化的形式保存下来。在当代的东亚，这种转化通常是政府倡导的，尽管其动机和效果颇有争议。 


�儒家传统虽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社会传统的主流，却不能涵盖中国民族文化。另一方面，自汉代以来，儒学与儒教就不能保持其纯洁性了。儒教不但是中国的，也是朝鲜的，日本的和越南的，如果把海外华人包括进来，儒教也存在于新加坡、东亚、澳洲、欧美及任何有华人社会的地方。 


儒教与东亚社会的其他文化传统，又是交互影响的。儒教的复兴取决于儒家学术思想到底有无见证者，即在儒教的传统中能否出现一些杰出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甚至政治家、企业家。 


儒教的继承靠的是代代相传的小传统，靠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学们对儒学不断作出新的阐发。儒教是不是神学意义上的宗教，我们可以不去管，但可以肯定它是一套在东亚转化为心之习惯(the habits of heart)的价值传统。 


�从上述儒学与儒教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陆、新加坡、香港依然是儒教社会，而日本、韩国和越南则在非华人社会中受儒教的影响最大。尽管这几个社会之间有文化差 异，但其中都有儒教传统一以贯之，而且这种差异远远小于它们与西方社会在文化上的差异。 


儒教在东亚，尤其是在华人社会只是几种宗教传统中的一种，东亚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传统，但儒教是共有的。我也只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儒教社会，这并不意味着儒家的理想在这些社会已经落实，更不是说，儒教是这些社会中唯一的或更重要的文化传统，而只是指出这些社会都有共同的儒教“烙印”，尽管这种烙印的深浅或图案各具特色。 


本文并不否定传统的儒教社会已经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相反，本文要探讨的正是这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在人们研究儒家制度在经济崛起中所起的作用中，儒教作用得到普遍的认可，问题是儒教很难界定(与道教、佛教、神道教、萨满教、民间迷信混杂在一起)，其所起的作用确实从经验证据上仍难以明确界定。 


尽管如此，仅就其儒教“烙印”而言，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称这些社会为“儒教社会”。 


以往解释的不足 


�依附理论一度曾是解释东亚现象的主要理论，而且至少现在仍有人在加以沿用。这一解释声称东亚是通过依附于大国才发展起来的，但靠依附求发展是一条不可取的道路，而且代价昂贵。 


作为一项理论，依附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它不能解释东亚为什么通过依附可以发展起来，甚至能够从边际走向中心。按照原型的依附理论，日本是不可能发展到今天对美国敢说“不”的地步。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超过美国则更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依附都可以使边陲国成为中心国。比如，东欧和古巴，都依附过苏联，结果越依附越落后；越南、北朝鲜依附过苏联和中国大陆，结果一样。为什么这种依附关系却不能导致成功的现代化呢? 


�应该承认，东亚四小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依附于日本美国，然而，在形成这种依附过程背后反映的实际上是东亚从现代化起步时，不断地被纳入首先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秩序中去的过程。若是不纳入这种市场秩序就不可能有成功的现代化。 


换句话说，适度的依附是现代化成功的关键。这里所说的这种市场秩序，用赞成这一秩序的哈耶克的话说，是扩展的秩序，它会把不属于该秩序中的东西不断地纳入到该秩序中去。用敌视这一秩序的华勒斯坦的话说，自由市场秩序是一种世界体系，它会不断地把各国吸附进去。 


因此，只要想实现欧美式的工业现代化就必须主动地进入这种市场秩序。换句话说，即主动地建立某种依附关系，而且这种依附会随着双边经济的发展不断地变成一种互赖的关系。这一点已被当今的国际政治学研究所证明。 


�依附理论暗示，这种靠依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有很多缺陷，甚至会导至致现代化的失败。因此，它隐含着世界上还有比进入市场秩序更好的办法来实现现代化。然而，这种设想是虚幻的。 


最好的证明是几乎所有的前计划经济国家都主动地要求纳入列世界性的市场经济的扩展中去，比如前苏东国家和中国都积极申请要求加入或恢复以实行市场经济为先决条件的世界贸易组织。 


�依附理论中最成问题的还是其背后所隐含的财富观。这种财富观与斯密《国富论》中的财富观截然相反。它把自然资源、国土和人口看作是最重要的财富，而不是把人的智慧、人的创造力看成是最重要的财富。 


它认为只有那些自然资源富裕的国家建立在自立更生，甚至是闭关自守的基础上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就该词的本意而言，指的是头脑，意味着最重要的财富是在人的头脑里面，而不是外在的东西，capital的最初含义是“头”。) 


退一步说，对东亚国家来说，地少人稠，自然资源奇缺，那么，没有富裕的天然资源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发展呢? 当然不是。要发展又没有资源，那怎么办呢? 所以，东亚只能走一条最经典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即通过市场秩序把人的创造力最佳地发挥出来。 


至于像中东的一些石油大国，地广人稀，石油资源丰富，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是实实在在的。 


依附理论可以指出东亚道路中的许许多多已有的、或是即将招致的弊端，但是却提不出一条更加可行的发展道路。 


�第二种解释是综合论，即东亚奇迹是由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天时、地利、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几方面。 


�在天时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都进入了重建和发展的阶段，现代化浪潮正式兴起。对东亚来说，美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之一。东亚国家从美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得到了大量的援助，尤其是美国的顾问为东亚的发展提供了恰当的建议和培训。 


香港、新加坡虽没得到美援，但是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得到了大量的军需定单，无疑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在地利方面，日本及四小龙均属海岛社会。地小人多，这无疑是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且像香港、新加坡都居于海陆交通要道。这样为它们加入国际经济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同时，这几个地方都具备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了产业大军。 


人文条件也非常有利，因为阻碍市场经济的旧秩序被破坏了，这种破坏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日本在二次大战期间几乎全部征服了四小龙，打破了当地传统农业社会的旧秩序。而二次大战之后美军的占领又把英美的政治和经济理念带到了东亚。 


二是二战之后，韩国和中国台湾分别进行了土改，而新加坡和香港则把农村变成了都市，这就为新的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方面，整个东亚社会都具有高度的现代化紧迫感和极高的政治经济发展的迫切感，具有极高的现代化导向。他们不惜用高压的办法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以保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这样，从而具备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的三个方面的要素。 


�从有利的因素看，在政治上人们强调较多的是四小龙的威权体制，而忽略了其宪政体制。但是，我认为，宪政体制在东亚的发展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它起码在经济方面做到了两点。 


第一，它保障公民创造财富的自由和经济的自由。第二，它保障公民占有劳动的成果及私产。 


�在经济上人们强调较多的是日本及四小龙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对其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性质则一笔带过，甚至强迫这种市场体制还有众多的缺陷，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大量干预， 以变相证明东亚道路不同于英美的自由经济体制，而不愿承认东亚式的计划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上的。 


�在文化上，他们把儒教传统化约为工作伦理，而较为忽略儒家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尤其是这种哲学和文化对施政者的政治作风和东亚政治精神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儒教工作伦理是导致东亚奇迹的根本要素。 


�就目前而言，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造就东亚奇迹是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大家各自对上述诸因素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例如，有些人不承认儒家文化在造成东亚奇迹中的地位， 甚至用其他因素的作用来否定东亚文化的作用。有些人，尤其是一些美国学者把儒家文化特别是天时、地利和发展战略放在等量齐观的位置上。 


但是，综合解释所面临的困境是，许多国家具有同样的，至少是其中的绝大部分有利的条件，比如说，优良的地理位置、小国寡民和大量的美援等，却不能实现高速的经济发展，其原因何在? 这是综合论所不能解释的。 


�儒教自由主义的解释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依附理论过分贬低了儒教对东亚成就的独特贡献，从而不能解释偏偏在东亚儒教社会现代化得以快速发展。而综合论中的儒教说则夸大了儒教的贡献，从而未能解释为什么并非所有的儒教社会不能取得同等的成功。 


�我想，这两种解释都忽略了一个涉及经济体制方面的重大要素。其实，在东亚，正是儒教传统与以某种学说为基础的体制相结合，才由此确保不断找出正确的发展战略，并有效地利用各自的天时地利之便。 


这种东西一定普遍存在于该文化圈中，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创造出东亚奇迹的诸社会中，而且贯彻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中。 


我看，这就是从英美等西方国家移植过来的自由主义。它在经济上表现为受保障的财产权、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普选为基础的代议制和法治；在道德文化上表现为个人的权利观念和自主观念。 


�由于儒教与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结合并末引起注意，所以儒教和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在学术界仍然是被割裂的。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儒教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讨论中。人们常用工业化和民主化来指称当今作为世界潮流的“现代化”，断言儒教阻碍现代化，认为儒教不利于工业化和民主化。 


说儒教阻碍工业化，这个命题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作为其发源地的中国就不是自发地汇入现代化潮流的。但对这一命题要作一些分疏。首先，若是儒家传统与伴随工业化而来的现代化相互敌视，而且各自把自己封闭起来，儒家传统就难以对工业化有所贡献，势必要有所阻碍。 


但这个责任要由儒家传统和现代化的各自卫道士双方承担。儒教之所以可能有助于工业化，其先决条件是儒教与现代化不再相互敌视、相互封闭，而是相互交流、相互开放，尽管难免还会存在某种摩擦。 


�其次，工业化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政府用什么样的体制去实现工业化。我们知道自由主义和工业化都起源于近代英国。但英国政府从未制定过什么现代化或工业化战略。工业化只是自由市场经济(加上代议政治)自然运作的产物。 


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是通向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的必由道路。在二十世纪有许多国家都曾试图避开市场经济来新辟一条工业化的道路，但这种抛弃市场经济的工业化战略并不成功。因此，这条工业化道路所出现的挫折，其责任完全不在儒家思想。 


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则向我们展示了另一幅景象：靠市场经济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它们走上了一条成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这条路上，儒教的工作伦理居然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这是否在暗示：儒教伦理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可以对工业化有所(乃至重大)贡献? 


事实上，东亚现代化的成功为自由主义关于财富来自人的创造力的学说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英国虽然是一个成功的先例，但还不够典型。因为其在发展过程中，毕竟在自身没有足够资源的条件下借助了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手段。 


而战后的东亚除了创造力被充分调动起来的人，几乎没有其他什么足以使国家致富的自然资源。它们也无力对外扩张。但是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制造出了大量的、一流的、因而也是高附加值的工业品；靠卓越的商业技能和商业环境建立了世界性金融贸易中心。 


东亚的财富不是来自石油、黄金、钻石，而是靠对自己精力及脑力的极限进行挑战得到的回报。正是靠自由主义的经济原理所建立起的经济体制才把东亚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转化为国民财富。 


这种创造力的极限发挥使他们被讥为“工作机器”。支持这种创造力源源不断正是尊重财产权，保护创造自由和运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市场秩序。 


�东亚的经济制度不仅落实了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哈耶克等人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而且还用其实践对之作了重大的改进。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那里，政府与市场基本上在干预与反干预上是势不两立的。 


而东亚却摸索到通过干预来维持并改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斯密反对政府干预是针对重商主义式干预，而东亚政府的干预则旨在克服过渡干预或消极放任所造成的弊端。因此，这在实践上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而对这一发展的理论归纳还远远不够。 


�当然，有两点应该看到。第一点是，在不同的东亚社会，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程度，或者说在经济自由化的程度上，存在一定差异，而且各有千秋：日本的出口能力；韩国的重工业基础结构；台湾在相对迅速增长的时期所维持的较平等的收入；香港的那种被形容成“几乎是尽善尽美的市场机制”；新加坡的适度的官方干预。 


大致说来，香港和日本的经济自由化程度高于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尽管自由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已得到落实，但在其中某些社会中，仍有必要进一步提升经济自由化的程度。同时也应该看到，贯穿东亚的儒教自由主义正是建立在类似的种种具体差异的基础上的。 


�第二点是，尽管东亚实行的是“有计划的”自由经济，但绝不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简单混合，因为这种经济中，没有命令式的计划，而充其量只是凯恩斯式的干预。 


东亚的干预与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有相同之处，但更有不同之处。这种差异在于东西方的不同文化背景。西方的干预造成“干预与反干预”的二分法对立，而东方的干预则避免了这种二分法的对立。这与东亚的一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有关联。 


�自由主义在东亚的落实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表现在政治上。首先，自由主义在东亚有了制度上的落实。这表现为东亚建立了符合自由主义精神的宪法，按照自由民主的原则建立了代议制度和司法制度。 


�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三个社会在现代化进程起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着重维护的是经济自由和私有财产，维护的是与自由经济相关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秩序。 


在那一段时期，这三个社会都高度重视政治稳定，而不太注重落实与民主政治相关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所以，这三个威权社会的自由同样也是指经济上，而非民主的社会。 


这说明自由主义的初级经济目标还是在这三个社会的政治层面上反映出来，至少在形式上如此。 


�东亚社会在第二次大战后热切追求经济上的发展，引进自由市场经济。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分别从英美两国逐步汲取了经济上的自由市场和政治上的民主法治。只是香港社会是个例外。在那里自由多于民主。 


东亚的经验似乎表明，市场经济很容易被儒教社会所接受，因为向往美好生活是人类的天性。市场经济最能够调动人们获得物质利益的动机。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架构的落实，意味着人们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出现在经济活动中，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增加财富、提高生活水平的创造性劳动中来，而且个人的劳动成果也受到切实的保障。 


这样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两个重要的自由主义特征在东亚依次得到落实，既避免了两者一步到位的难度，又避免了政治脱节的困扰(日本、香港有些例外)。 


�同时我们看到，由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在形式和制度上有了比较好的落实，经济自由到民主政治的上升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最近短短的几年时间，台湾、韩国、新加坡的民主政治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这说明，自由主义政治原则在东亚的落实不仅在经济层次上，而且进入了政治层次；不仅在政治形式上，而且在政治运作上。 


�东亚的那种威权社会，不论曾经多么不民主，其与极权主义之间的界限是经纬分明的。极权主义公开放弃并谴责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而威权体制则公开拥护自由主义的原则，尽管这种拥护有时可能是表面上的。 


威权政权通常在经济领域基本上全盘接受自由主义的原则，而在对待民主政治方面的态度却显得有些三心二意。即使在政治上，威权体制也承认政权应该向社会开放，军队应该中立化，权力不能由个别政党来垄断。 


而极权主义则公开否定这些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所以，从这种意义上看，战后的台湾、韩国和新加坡虽具有威权主义的政治形式，但却远比极权主义更加接近自由主义，因此，在自由主义的进一步落实上就容易得多。 


�这种新型的自由主义政体却仍然带有鲜明的传统烙印。特别是在中央行政方面，东亚一方面建立起了民主的架构，如纳入了宪政、代议政治、普选等自由主义政治措施，同时东亚政治遵循儒家思想对民众的福祉承担全面责任。在东亚，如果说政府不是无所不能的，至少是无所不在的。而根据契约思想，政府的作用仅在于向社会提供秩序和法律。 


因此，可以说，儒教与自由民主的结合，除日本外，在其他东亚儒教社会不过是刚刚起步，其发展还需要经受时间和危机的考验。 


�“三点一线”论 


�东亚的成功，关键在于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结合起来，它引入的不是以现代工业文明为代表的文明成果，而是引进了创造这种新文明的机制，并由此创造出了一种富于活力的新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明形态，即儒教自由主义。 


有目共睹的是，在东亚以儒教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矛盾和冲突十分突出。如何从两者中找到出路，如何把东西文明的各自优势整合起来，一直是困扰着东亚的大问题。整个东亚地区至少仍未完全摆脱这种冲突的泥潭。 


日本和“四小龙”自发地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它们在实践中既不否定传统东方文明，又不教条地对待西方文明的精髓，而是把两者创造性地有机结合起来，成功地走出自己独特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道路。而整个学术界还未能从思想和意识形态及文明发展的逻辑高度去把握这种成功背后的底蕴。 


�东亚经验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承袭了自由经济秩序，而且更进一步，将高度现代化和受英美自由主义教育的人士所构成的强大官僚体系用来约束纯粹的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性，从而使古典自由主义消极的放任主义变成具有东方及儒教特色的积极的放任主义，从而实现儒教政治经济学说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在制度及操作层面上的接榫和对话。 


�对于东亚社会中儒教传统与自由主义在实践上的普遍结合，在学术界并未引起普遍的关注。东亚和美国的许多学者就试图用东亚经济的计划特征来否定或削弱其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 


在台湾地区，持儒教伦理学说的人否定自由主义的贡献；而自由派人士则否认儒教传统的贡献，而在行动上奉行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人士过去曾常常在口头上抨击自由主义。现在，儒教自由主义在实践上的成功对话应有助于消除两者在理论上的隔膜。 


�近数十年，东亚的现代化奇迹对传统现代化理论构成了重要挑战。这一奇迹使得即使是反对儒家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注意到，儒家传统未必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现代化的过程可以在采取不摧毁传统的方式下实现，传统的调整和持续与建构可以整合在同一过程中。 


破坏传统不仅未必意味着现代比的必然实现，却可能导致价值体制的解体和文化认同的失落，损害到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历史表明，大规模有效的社会变革，不可能在与社会成员共同的文化取向发生根本冲突的方式下实现。 


任何一个运动或社会工程必须适应或恰当地运用其固有的精神资源。而归根到底，包括儒教在内的具有实质合理性的文化传统是社会及其本身不可或缺的需要。 


�儒教传统若不与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进行相互认同性的对话，东亚就不可能出现现代化奇迹。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有夸大儒教的作用、忽略自由主义的贡献这种倾向。现在应该是正视自由主义贡献的时候了。 


东亚经验表明，儒家传统是可以通过某种中介物与民主实行对接。在我看来，这个中介物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为基础建立或继承下来的市场经济(故又称自由经济)。在日本，儒教(还有当地的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三者已完全对接起来，而且运作得比较成功(尤其在经济方面)。 


在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韩国，儒教与市场秩序已经衔接起来，现在正处于衔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进程之中。由此不难看出，这条路线的走向是三点一线：儒家传统(作为固有传统的出发点) ---- 市场经济(中介与基本目标) ---- 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目标)，而不是绕开市场经济，直接拿儒教去嫁接或对抗民主政治。 


�这一思路不同于对东亚模式的一种“流行理解”，即“经济放开，政治统死”。不可否认，东亚社会在现代化早期表面上的确有此特征，但这一理解的失误在于它割裂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忽略了搞市场经济需要有效的政治制度建设作为必不可少的辅助条件。 


政府自身的结构需合理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它不仅有能力为市场机制提供必需的运行规则，而且要有能力确保这种规则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运用。自由市场经济是以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为先决条件的，政府若不能给这种权利和自由提供确实的保障，就不会有健全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 


而只有真正的、法治的、稳定的政府与对权力的有效制衡才能提供这种保障。“三点一线”的东亚现代化道路是通过建立市场来起步的，并通过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完善来为民主政治铺垫基础。 


这一路径的优越性在于它既避免了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的误解而导致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的脱节以至最终对两者造成妨碍，又避免“先政治民主，后经济自由”的路径的难度。民主政治没有市场经济的基础，就难以立足，并将导致自由与民主的双重失落。 


传统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其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内容。我们可以引经据典地证明儒教传统多么千真万确地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然而，东亚获得了新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后，儒教传统却在“三点一线”的循环渐进式现代化路径中出乎意料地转变成了现代比的巨大推动力量。 


�“三点一线”的路线导致儒家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结合，给海内外华人知识界敲响了警钟! 当我们在论证儒教如何构成障碍、甚至扬言要阻断儒学的时候，儒教却悄悄地被转化成现代化的动力。 


当我们发誓要把儒教烧为灰烬的时候，儒教却早已被“点滴”进了我们的血液。当我们在拿儒教直接面对民主却屡试屡败而扼腕叹息时，由于在实践中插入了市场经济，儒教和民主却已经“兼容”。当我们面对儒教与自由主义的结合将信将疑、吹毛求疵的时候，两者的初步结合所创造的奇迹已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所以，在我看来，东亚的挑战，其实质是由儒教与自由主义在实践层次上的初步结合所形成的。其挑战的对象：不仅是中体西用，而且是全盘西化；不仅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而且是古典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经济管理模式；不仅是东西方的执政者，而且是关心儒家传统与中国命运的知识界。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从实践层次上看，在东亚儒教与自由主义作为东西方两种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传统已经初步贯通，并在制度和行为上有了基本的落实。 


但儒教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仍然缺乏充分的理论基础。从历史上看，儒教与自由主义之间充满了对抗和误解。从理论上看，儒学与自由主义作为东西方最有代表的两种思想体系的接榫尚无成型之力作。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未能站在东西方文明的高度对儒教社会的现代化道路提出解释。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形成了触目的反差。 


�儒教与自由主义的互动涉及面很广，对其中的许多问题需要更多的学者去作长时间的研究、观察和交换看法才能找到合理的答案。 


例如，面对自由主义的挑战，是否有必要挽救已呈颓势的儒教传统? 如有必要，又如何挽救? 挽救儒教是否一定意味着抵制自由民主? 又如，我们知道，东亚政治始终保留着家长制的威权色彩，其一党独大也引起了普遍的争议。 


问题是，这种东西是应视为可与民主政治完全相容的东西，还是应随民主的成长加以扬弃? 再如，当代新儒家增加了对自由主义某些思想的认同，但在主观上仍有意同自由主义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问题是这种距离是趋向缩短吗? 换句话说，在思想政治上会出现某种称作儒教自由主义的思潮吗? 


�中国作为世界上有着悠久连续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与传统根基较浅的新兴国家，或无很深文化传统的部落国家不同，既不可能彻底告别自己的文化传统，更不可能把自己的文化传统重新封闭起来，与外界隔绝。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我们的固有传统向外来文化彻底开放，让它们去自行碰撞融合，从而带动中华文明的优秀遗产汇入到世界的主流文明之中去。 


 


 


 














革命与反革命及其它


——澳洲社科院院士,经济学讲座教授杨小凯访谈录


			向继东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杨先生，你是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今天我们不谈经济。前不久我在网上读到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和《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觉 得很有意思。你能就此谈谈吗?


杨小凯(以下简称杨)：我是搞经济学的，别的文章写得很少。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文章，都是美国的一些杂志编辑盯上我，被逼着交差的。


向：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提出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有意思。


杨：这篇文章是一九八七年写的，我不知是哪位热心人把它上的网。在那篇文章里，我说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暴君。一旦暴君一倒，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又无法控制它了，它又成了新暴君，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的逻辑。我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二是革命


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我还说，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部的


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换句话说：我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无益于民主化进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遭遇挫折一样，所以阻止革命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向：这是你现在的观点?


杨：现在我的观点又有很大不同了。我读过英国人伯克写的《法国大革命论》，这本书写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后，可以说，它是经典的反革命理论。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是人们对这个制度不满，他们相信人的理性，认为可以把这个制度改造好。但在革命过程中, 可能将许多人们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破坏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好的东西经过筛选建立起来，坏的东西同样经过筛选淘汰出去。经长期历史变化后仍生存下来的制度一定有其生存的理由。现在中国虽然有许多问题, 但有合法的警察暴力，可以惩罚偷窃，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有，中国政府决定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机制，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它也有自己的套路。譬如江泽民做了总书记，他也经过了许多磨练，一步一步做上来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让人服气的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去掉了，谁都不服谁的气，那可能就乱套了。有些机制，你现在看它有不少弊端，它正面的东西被你忽略了，当你革命的时候，没有了这些机制时，你才会发现没有它可能会更糟糕，你不得不恢复和保留它。否则，去掉这些机制，革命的后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思想。


向：你是否读过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


杨：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告别革命”，是“八九风波”后，他们在海外完成，而我在一九八七年就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现在我要修正这个观点，因为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我认为，有些东西在学术上还没有定论，你不能轻易地说，反革命的理论就是对，或者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你是否读过已故Olsen的书，他就有非常深奥的革命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美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敬佩Olsen 。他甚至把社会动乱看成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见他的“国家兴衰论”) 。他大概是西方的“多难兴邦” 论者。


向：你那篇谈科索沃事件的文章我读了。你能简单谈谈它的意义吗?


杨：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


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 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其背景是：欧洲由于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各国之间长期战乱，逐渐形成了住民自决、民选地方政府的原则，并且这个原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欧的共同意识形态，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都是由住民投票解决的。例如德法之间对鲁尔区的归属在二次大战后就用公民投票解决。虽然法国是战胜国，是鲁尔区既成事实治理者, ，公民投票还是使鲁尔区回归了德国。这次就是科索沃地方民选政府要求独立，而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动用联邦的军队去打。


向：那么强大的北约去打一个小小的南联盟，这不是依强凌弱吗?


杨：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要在国际大环境下做具体的分析。中国人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无道德准则可言。这点我也理解，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不能老是停留在苏联时代。要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比如说警察惩罚小偷就不能说是依强凌弱，因为我们有社会公义概论：偷东西是不义的，应受到惩罚。


向：在“随想录”中你说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话很有意思。


杨：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 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来平等竞争吧!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依赖历史提供的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机制。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这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即民主的条件。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就是要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哪一派强大了，就要支持它的敌对派。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实质远未了解，他们喜欢附和强权而歧视弱者。


向：由此来看，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知识分子全部悲剧都是咎自由取?


杨：应该说是中国人运气不好。如果没有日本人入侵，1930年代中国已经有了五五宪章，已经在准备立宪，搞民主宪政。民法，公司法都上了轨道，经济发展也非常好。日本入侵使中国宪政发展之梦破灭。抗战后有另一次机会，但是共产党拒绝参加全国选举，坚持要用政治协商、不经过竞选而瓜分政府职位( 所谓“联合政府”) ，又一次使中国失去宪政民主的机会。内战后，共产党如果象美国内战胜利的北方一样将南方扶起来，两党平等竞选执政党地位，中国仍可重回宪政轨道。但是，共产党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使中国与宪政民主背道而驰，因而使国家不可能长治久安。


向：你能谈谈民主、自由、共和、宪政的关系吗?


杨：以前我们只强调民主，其实民主、自由、共和、宪政这四个东西是有差别的。比喻说，民主和自由就有紧张关系。自由是保护少数，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自由主义是不信任民主的，——因为民主可能导致“多数暴政”。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残酷的事实：少数服从多数，结果成了多数迫害少数。共和强调地方的权力不应来自中央，应该有独立的权力，以形成地方权力和中央权力的制衡。在欧洲，他们真正发达起来的原因，就是没有大一统，国家之间有竞争，政府之间有竞争。大一统了，就没有制衡了。欧洲人有这样一个观念，它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太强大了。如果某个国家太强大，它们就要遏制它，特别是对那些非民主的国家。希特勒太强大了，所有的欧洲人要遏制他；拿破仑太强大了，所有的欧洲人要遏制他。当欧美人谈要遏制中国的时候，中国可能就很简单地产生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这是由于中国人对欧美人不信任权力的传统不了解。


向：是否可以说欧美人的这种遏制是有传统的?


杨：我认为是有的。其实欧美人的遏制强权不一定是针对中国的，或者说不是针对谁的。在美国，总统连任两届，他们就要挑他的毛病，他们就觉得这个人权力太大了，要遏制他。在欧洲，德国统一后，他们认为德国太强大，他们也会想要对付它一下。所以我认为，这种遏制的心理是一种很正常的心态，就是对权力的不信任。


向：权力没有制衡机制的必然后果是“无法无天”。


杨：美国当年成立联邦政府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反对，并以欧洲的经验为例子，说你成立一个联邦政府，最后没办法控制它，使它变成一个怪物。于是美国联邦党人将古时候希腊的共和思想弄出来，建立了一整套权力制衡机制。美国的参议院，每州一票，这是防止大州欺负小州；众议院是按人口的，大州的议员人数当然要多于小州。按人口，大州就欺负小州，但是参议院一州一票，就有保护小州的制衡。美国联邦政府有它独立的税源，州政府也有它的独立税源，所以这样就有很大的制衡作用。州政府都象“台独”，完全地方自治，由本地居民而不是由上级政府任命。不但州政府, 而且县政府、区政府首脑都不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 都是由地方选民选出的。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早在清末民初就接受了这种地方自治的意识形态, 但是由于清政府一直不积极推动地方自治, 所以造成动乱。如果清政府早就积极推动地方自治, 象台湾50年代以来做的那样, 国家就会长治久安，分裂不分裂也可以用公民投票的和平方式解决 (正象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用公民投票解决是否独立一样) 。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国之所以富强，就是英国治理这些地方时一直是搞地方自治。美国人早期是英国人的精华，但是他们要独立，英国人也没有认真反对，而是让它独立而去。结果一次、二次世界大战时，是美国救了英国的命。我们澳洲是否要独立也是用公民投票来解决，结果去年公民投票仍选择了君主立宪制，英国女王仍是我们的元首。有了地方自治，这些问题都不是你死我活，都可以用和平公正的方法解决。美国南北战争的教训是，一州独立或脱离联邦应该由本州选民进行公民投票，而且应有2/3以上选民同意。同时，提议进行公民投票的州政府不应有权马上实行之，而应由下届政府实行公民投票，这才不至于象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几个州政府匆忙做出退出联邦的决策而导致战争。我相信如果台湾用这种办法公投决定其地位，大概很难选择独立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反对独立，所以不够公投所要求批准独立的2/3 人数) 。美国宪法规定每个州都实行地方自治，如果某个州想退出联邦，这是合法的，但他们不退出，完全是他们的自愿选择。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打败了南方，按美国宪法，南方退出联邦是它的权力，北方强迫南方留在联邦反而是违宪的。但内战后北方不迫害南方，并保护他们的权力。把“反动派” 扶起来，重新自由竞选。现在你要南方退出联邦，南方肯定是不答应的。


向：你说共和和民主是有差别的。你能具体谈谈吗?


杨：中国人对共和了解太少，对民主讲得太多，对自由讲得太少，对宪政也讲得太少。英国是世界上宪政创始国，但至今没有成文的宪法。英国、以色列、新西兰这三个国家是世界上宪政非常好的国家，却没有成文的宪法。中国有宪法，而没有宪政。成文的宪法和宪法司法是美国人创造的，英文是judicial review，译成中文是“宪法司法”( 直译“司法审查＂)。最高法院可以宣布政府、國会立的法为违宪，这就叫"法治"。在非普通法的大陸法系國家，宪法司法多由宪法法庭处理。但中国现在没有“宪法司法”。现在中国想“依法治国”，其实“依法治国”和“法治”是有区别的。这里说的“法治”是指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司法系统对违背宪法的立法是可以否定的。“依法治国”的弊端是，政府制订法


律可以不受制约，想搞什么就可以制订一个相应的法律，这是很不好的。五四运动过去八十


年了，中国人对五四运动要有反省精神。五四讲民主和科学，在我看来，最应该讲自由和宪政。


向：五四运动给我们的印象，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一贯提倡的：即民主和科学，继而就是爱国主义。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时，我注意到一些学者撰文纪念时加了一条“自由”。但据我观察，这也只是在学术圈子里阐述，一般人以为“自由”就是毛泽东当年的“反对自由主义”那些东西。中国的自由主义提得太少，是何原因?有学者说：五四启蒙运动未完成就救亡了。要救亡，似乎自由主义就格格不入了。


杨：我认为，中国最缺少的是自由主义。中国所强调的"科学", 已经变成"科学主义"了。我們现在对“科学主义”也应有批判，因为迷信科学和迷信理性，都可能導致制度失败。


向：这么说来，科学和理性都需要批判。但我觉得，说"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 似乎有点夸大其词。大跃进中“一天等于二十年”、“亩产三万斤”，还有“文革”等等，都是一哄而起的。细一想，正是缺乏科学和理性。直到最近的“法轮功”，都是反科学的。


杨：大跃進不是因為缺少科学，難道钱学森還不懂科学？他也鼓吹畝產万斤符合科學。這是因為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宪政民主。“法轮功”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取缔“法轮功”是以科学主義的名义进行的。世界上的事物，不是全能用科学來判斷是非的，宗教是反科學的，但政府对宗教是没有任何权力去镇压它的。在一個憲政國家是不允許以“邪教＂入人以罪的。也不能隨便將教派入罪。誰有犯罪嫌疑，只能以具体的刑事犯罪起訴。英文的cult有宗教崇拜的意思， 也可譯成邪教，其實我將此詞看成中性的。正象英文中沒有野心和雄心之分，只有一個詞。在美国，干什么都是以宗教运动为先导。工业革命和现代化都是宗教改革的后果。所以宗教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它绝对不是科学。你可以说它是反科学的，但反科学有什么关系，科学为什么不能反?中国有一种“科学主义”，如“新三论”(即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就是科学崇拜。现在，什么事情一讲，就是符合科学，或不符合科学。不符合科学就歧视，这就是“科学主义”。有些东西即使不科学，你也不能镇压，不能歧视。如今中国很多人都同意：制度很重要。其实，“制度”就是信仰、意识形态和宗教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科学”創出来的。最近諾貝爾獎得主諾斯正在寫一本書，他在書中比較南美与北美的差別，二者都是西方文化背景，西班牙甚至在中世紀前有比英國更發達的代議制。但是現在北美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而南美現在還是發展中國家。諾斯認為造成差別有三個主要原因。一是英國人治理北美實行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由地方代議机關治理，而西班牙`葡萄牙直接治理南美多年，把殖民地當作榨取稅收的來源；第二個是北美是個新教地區，由于英國傳統受宗教革命影響，而南美是天主教統治。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別是，新教相信結社自由( Free Agency )，任何人可以不經過他人批准而自立教會(所以有成千上万不同的新教教會)，而天主教的每個分支成立都要經過上級教會批准認可。新教的自由結社意識形態，打破了意識形態和政治壟斷，在意識形態和成立組織方面是完全競爭的，所以社會更有活力和更富有公正；最后，北美是普通法(不是政府立的法，而是老百姓自發形成的習慣法)，而南美是政府立的大陸法。費正清和 Mokyr 在比較中國和歐洲的差別時也有類似的分析。Mokyr 在比較18世紀的法國与英國時也有同感。他最有所感的是，由于英國光榮革命后(1688年)有憲政秩序，所以有社會公正，人民繳的稅率比法國高，但人民卻更樂于繳稅，人均收入也比法國高三分之一！


向：五四的口号是民主、科学、自由和宪政，那么现在按你的观点，应把自由放在第一位?


杨：自由擺在科學之前，憲政和共和擺在民主之前。我甚至觉得不应当搞科学崇拜，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都跟崇拜民主和科学有关。中國走了很多彎路，不是因为反五四，而是五四的后果。如果那时强调自由，强调宪政与共和，情况就肯定不一样了。共和跟民主是不一样的。共和是讲上层的权力制衡，民主是讲下层的政治参与，两相比较，共和比民主更重要。共和强调要有三极世界：即选民的权力、州政府的权力、联邦政府的权力，以及中央級司法`立法`行政之間的分權制衡。没有共和思想，它容易形成两极：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斗争起来，不是革命就是暴政，而三极就比較稳定。


向：看来，要想社会真正稳定，必须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杨：至少是三极或更多极的。


向：上面我已提到，自由主义在国内学界已成为一个话题，现在学界一般都认为：个人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和一切立场的出发点，甚至可以说个人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的另一种表述。你是否也这样看?


杨：这是常识了。自由主义可以自由地选择个人的生活方式，可以相信科学，但也尊重别人不相信科学。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现在需要有一个意识形态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有赖于争论。“不争论”是不对的。从人类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制度的改革，都需要争论。如没有争论，就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宗教改革，就不会有后来的工业革命。最近几年美国经济之所以活跃，这与七十年代美国的新左派和新保守主义的争论是有关系的。那时，他们开展大规模的宗教运动、办宗教活动夏令营等等，然后影响到人的观念彻底变了。所以民主党的總統克林頓也受共和党新保守主義的极深影响。


向：有人研究中西文化的差异，说东方文化的特点是封闭而专制，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开放而包容。


杨：从中西文化比较谈，这个题目很大。具体说来，我觉得共和思想在欧洲比较深入人心。如十二十三世纪的英国，它的法庭就有三个，一是国王的法庭，二是宗教裁判所，三是地方的封建法庭。三个法庭共存，这就有点像共和了。老百姓打官司可以在三个法庭中选择。当时一般都认为国王的法庭比较公平。为什么? 是因为有另外两个法庭的存在，如果把另外两个法庭砍掉，那国王的法庭也肯定不会公平了。但是回头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只一个“王法”。


向：中国的司法体制也在进行改革，但步子是缓慢的。在知识界早有三权分立的呼声，但改革必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你觉得中国司法改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杨：司法独立必须以多元化为前提。我注意到中国这个话题谈了几年了，但因话语空间不大，大都是泛泛而论，或是偶尔触及一些实质性问题。我说句实话，在中国要司法独立，党派必须退出法院。因为党派控制司法、立法，要做到公正就很难。英国法庭有陪审团、双方律师，还有一个法官，法官只保证司法公正，陪审团才是判决被告有罪或无罪的。


向：陪审团是否相当于中国的合议庭?


杨：中国的“合议庭”都是参与审案的法官组成的。而英国的陪审团成员既非达官贵人，也不一定是专家教授，而是街上请来的。对陪审团员唯一的要求是：必须要有良心，必须由原被告双方接受。如告辯雙方中任何一方认为某某坐在陪审团会不公正，他可要求將其排除出陪審團。以中國而言，則任何反對共產党的官司都必須將共產党員排除出判案過程。如果這一點做不到就不會有真正的司法公正。文革中，因為鄧小平等領導人對制度造成的不公正深有所感，曾大力提倡政治改革，党政分家，最高領導人不能一人身兼党政軍數職。但是九十年代中國在這方面卻又走了回頭路。工業革命之所以在英國產生，是因為它最早實現“党政分家＂。早在16世紀，國王的財政与國家的財政分家 ( 這在中國相當于執政党的財政与國家財政分家 )，而國民党的財政直到1980年代才真正与國家財政分家。英國最早實行了執政党或處于競爭執政地位的政党不允許直接從事嬴取商業利益活動的制度。有了這些制度，貪污才能根治。而台灣的黑金政治正是因為執政的國民党有太大的“党營事業＂(盡管它已与國家財政和國營事業脫离)。英國早在16`17世紀就形成了國王財政和政府財政不可獨立于議會權力的制度。正因為行政当局沒有獨立的財權，限制政府權力的制衡机制才有根基。所有現代的憲政民主國家都實行這种制度。在中國實行這些制度也是中國現代化和根治貪污腐化的基本條件。


向：在经济方面，你认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杨：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去年我回大陆，在回答《经济消息报》记者提问时就说过，你可找到那份报纸看看。


向：关于中国加入WTO组织，去年中美达成了协议。中国媒体说是“双赢”。你认为中国加入WTO的利弊该怎样计算?


杨：这就要看中国政府怎样对国内制度进行改革了。WTO组织有它的游戏规则，中国政府目前要做的，我认为首先是廢除与WTO游戲規則(非歧視性、公平、透明、穩定、政府對游戲規則的可信承諾)不相适应的政策和制度。据我所知，中国还有二十多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如银行、电信、铁路、外贸等等。根据WTO规则，外国私人公司可以进入中国这些市场，而国内却不让私人经营这些，这就是歧视中国人了，真的成了“华人与狗不准入内”了? 这不行。恐怕还得让中国私人自己也搞，参与和外国人的竞争。另外，中国现在成立企业还是实行批准制度，必须由工商部门许可。你成立一个公司必须要多少万资金，而国外却不要，只要交几十块钱就自动注册了。这些都必须改。还有户口制度，也是歧视乡里人的。我今天在长沙街上看到布告，农民进城打工要“三证”。即使农民在城市买了房子，置了产业，但因为户口不在这座城市，孩子上学要多交钱，还有办这个证，那个证，都要交钱。所以户口政策与WTO规则也是相悖的。還有农村不能私有、自由買賣、自由租賃土地，這很象封建制度。农民到城里去就失去了對土地的集体所有權中的相應份額，此份額又不能自由買賣，所以就妨礙了城市化，也妨礙了私人农业資本家(專業大戶)用租土地和租机械的方式經營大規模机械化农場和興建水利。這些制度都會使农业在進入WTO后因無競爭力而受損。


向：户籍制度的弊端政府也看到了，并且一直在试图改革。


杨：这种歧视制度的结果，使不同的人，权利不一样，任其发展是很危险的。中国喜欢搞双轨制，其实双轨制就是歧视性的。我在海外就想到，你加入了WTO组织，把机会让给了外国人，而中国人自己得不到，这公平吗?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本来很强，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民族主义情绪上来，各种意料之外的事都是可能发生的。


向：你近來的思想看來否定了你早期的观点，你是否仍堅持早期的個別观点呢？


楊：我否定早期的观点是由于我看了很多西方历史書，发觉我們大陸出來的中國人對這些不同的观点是根本不了解的。我在中國“经济研究＂雜志上与國務院發展中心的张永生合寫了一篇文章，它有較好的文獻目錄，有英語閱讀能力的讀者如果能看其中相當部分，大概也會為中國知識界過去閱讀面的狹窄而汗顏。但我最近讀了Pipe的“財產与自由＂一書，發覺我早期的“私有財產制度是民主憲政的基礎＂這一观点仍然站得住腳。英國國王14-17世紀財政不獨立，原因就是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國王收稅不容易，為了保証收稅，所以國王讓獨立納稅人開國會，自己決定稅率。自己同意的稅率，當然比較容易實行。所以英國國會与國王無關，國王不會要自己的下属參加議會。因為這些下属是由國王養的，而國會卻是為了向國王繳稅。這种國王在財政上對國會的依賴，當然只有在私有財產(特別是土地)不可侵犯時才可能。這种早期的民主制度，有點象兩個政府并存，因此是动乱的一個來源。英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都由此而生。但長期而言，這种權力制衡又是長治久安的根本。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目的是減少收稅的困難，但卻去掉了制衡机制，正象從异性繁殖倒退到同性繁殖，看起來更方便，實則是生存和進化能力的退化。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私有化的深入，政府會遇到類似當年英國國王收稅的困難。一個辦法是倒退回國有經濟。如果不愿意倒退，就要吸取英國的教訓“沒有民主就不繳稅＂。所以經濟改革如不倒退，一定會有實行民主憲政的壓力。我們希望這种壓力不會造成在中世紀西班牙和法國發生的民主退化 ( 這兩個國家的代議制都比英國出現的還早 )，而是象台灣、南韓那樣順利轉型到民主憲政。這其中成敗的關鍵是執政者要采取主動，執政者越主動，決心越大(象日本明治維新一樣)，越容易成功。執政者越抗拒憲政轉軌 ( 象清朝一樣 )，越容易使國家陷入動亂。


向：中国经济改革成绩有目共睹，但政治改革进展缓慢，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想，中国加入WTO组织后，经济更加与世界一体化了。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所以，你认为中国加入WTO组织对政治体制改革会成为一种推动力吗?


杨：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我只是谈谈个人的想法。我认为，为了中共的长远利益，也为了老百姓的利益，现在当务之急是共产党必须学会搞选举。中国村级选举普遍开始了，但它不是一级政府，应该尽早开始乡级政府的选举，然后到县级，待条件成熟再逐级往上发展——这样的直选越早越好。对“直选”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东欧和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丢失政权，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选举。直选在中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你不会，自然就有麻烦了。所以，学会选举是一切革命党在宪政民主新時代保持继续執政机會必须走的一条路。


 

















                       知识关系与自由主义的“俭省治理” 





                                                                        ——评邓正来“知与无知的知识观”





(本文摘自《朝圣山之思》网站)





   赵晓力              





 





编者按：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今年来在国内受到很大的关注，目前亦有不少译介及评论文章。“朝圣山之思”网站当初起这个名字，与敬佩“朝圣山学社”的学术品格不无关系。惟因如此，介绍哈耶克成为我们义不容辞之任务。本站将陆续推出哈耶克研究方面的作品以飧读者，敬请关注。（朝圣山BBS之哈耶克主题已收录十余篇文章，点此进入）





     邓正来“知与无知的知识观” [1]一文，经过“对哈耶克从‘分立的个人知识’经‘知道如何’的默会知识再到‘无知’概念的转换过程”的辨析和爬梳，“指出了哈耶克从‘知’意义上的主观知识观向‘无知’意义上的超验知识观的转化”，“揭示出了哈耶克为回答那个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秩序间繁杂关系的‘哈耶克终身问题’而展开的社会理论建构过程”。这篇文章和“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2]一文一起，表明除了从一种“意识形态”和经济学的学科角度来理解哈耶克以外，还存在一种社会理论的理解路向。从邓文的角度看，无论说哈耶克“为当代自由主义奠定一种知识论的基础”，还是说他启发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都不足以概括哈耶克的贡献。 





       这里，我把哈耶克在论述知识问题上的几重转化，理解为对几种“知识关系”的看法。在我看来，哈耶克所说的“分立的个人知识”，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关系，其实质是一个人不能完全占有他人的知识；哈耶克所说的“默会知识”，指的是人与他自己的知识的关系，其实质是一个人甚至对自己的知识也不能完全占有；哈耶克所说的“绝对无知”，则是个人与所谓“社会知识”的关系，其实质是个人不可能完全占有这种只能由“社会”整体上“知道”[3]的知识，如“传统”。 





       按照邓正来的解说，在这几种知识关系中，哈耶克是从个人对社会知识的“无知”关系出发，才真正开始建构其社会理论的。“社会自生自发秩序不仅是由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发生互动形成的，而且更重要的还是由行动者与那些并不为他们所知……但却直接影响他们行动的社会行为规则发生互动而构成的。”[4]换句话说，哈耶克早期发现的是分立的个人知识与“市场”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人与人之间在知识上的分立或分工，要求一个分散决策的市场制度来对这些知识进行有效的利用，[5]而中央计划体制只会利用其中的很少一点知识，很多个人在特定时空下具备的知识被弃而不用，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无效率；而他晚期发现的则是，由于个人对他人、对自己、对社会的知识的“无知”，他只能依赖某种“社会行动规则”才能行事，“行动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过遵循社会行动规则而把握他们在社会经济世界中的行事方式的，并且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在与其它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维续和扩展社会秩序的，因为在哈耶克看来，遵循社会行动规则，‘把我们从这样一种麻烦中解救了出来，即在某些问题每次发生时都对它们进行思考的那种麻烦’”。[6]也就是说，遵循社会行动规则有助于我们“俭省”地行事，哪怕我们不知道这些规则的存在理由，甚至对遵循它的后果不能确定时也只能如此，因为如果每件事都要“先知而后行”，我们将寸步难行，况且有些知识从其性质上根本就是我们无法完全、确切地知道的。 





       福柯在谈到自由主义的时候，把它描述为一种寻求“俭省的治理方式”的治理理性。“自由主义是被当作一种将治理运作理性化的原则和方法来分析的，这种理性化遵循经济最大化的内在逻辑，这也是它的特殊性所在。”[7]并且这种最大化是“社会的最大化”，不是国家的最大化，它的检验标准一直是“市场”这种能够最大化每个交易者效用的机制。但是，福柯所看到的自由主义还是一种国家被要求采取的治理技术，或者一种站在社会立场批评国家“过度治理”的理由，而在哈耶克那里，自由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个人的自我技术，这种技术要求一个人对自己的行动进行“俭省”的治理，并告诉他，他只能依赖那些“社会行动规则”才能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规则也在人对自己行为的这种“俭省”的治理中得到了检验和发展，那些经得起竞争、进化和选择的行动规则保存下来，进而形成所谓“自生自发的秩序”。这里自由的含义是，一个人不能被强制遵循某种规则，因为不这样他自己的个人知识可能得不到有效利用；但同时一个人又必须去寻找一种规则，因为不这样别人和社会的知识便可能得不到有效利用。在个人知识和非个人知识之间他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用最小的知识代价来达到最大的预期收益；这样个人自由便转化为一个效率问题。 





       总之，从一种“俭省治理”的治理理性来看待哈耶克建立在几种知识关系假定上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我们会发现，自由主义不只是社会对国家、市场对政府的要求，它还是一种理想社会秩序对个人的要求，这种理想社会秩序在哈耶克那里就是“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它要求个人保持自己的自由，以使一种社会选择机制得以进行；而这种自由的含义，不过是个人对自我、对他人、对社会的知识的合乎效率的使用。





 赵晓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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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却怨恨  化释悲情


----宪政的心理治疗功能


 


                           范亚峯


 





吾侪如平心静气观察世象，当直承中华文化因其近代以降的苦难而积郁了太多的怨恨。而此种怨恨的积聚既来自中华民族对西方文明的怨恨，如对英、日、俄、美等国的怨恨，也来自中华民族内部的怨恨：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怨恨、东西部之间的怨恨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的怨恨。由怨恨而滋生种种的悲情，如台湾之如弃妇般的悲情，农、工对于商、士、官所生的悲情。而近年滋生并蔚为大观的民族主义的心理根源乃是怨恨。





中华文化近代以来的怨恨与悲情，于中华文化的气象实有巨大的摧毁力，于吾人的生命心灵亦具极大的戕害力。吾人不愿坐视中华文化之花果飘零，而当戮力一向，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一阳来复。为此，当从一文化心理治疗之视角审视宪政的思想和制度。中国宪政建设不仅具现代性建设的合法性，也具有中华文化心理的治疗功能：首先，确立与明晰产权，划定公与私的界限，对于公民提升自己的自由与平等的主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而人权观念所彰显的主体的价值更有助于个体生命意义的自我认识。第三，人民主权原则起到了对于中华民族整体心理的治疗作用：一切权力的来源的确立建立了个体生命与人格的尊严。第四，分权原则把权力授予不同的机关行使，并让他们相互制约，以实现政体的平衡。这可以有效地减弱人性对于最高权力的贪婪、嗔怒和痴迷。第五，法治社会的公民受到民法慈母般的爱护和刑法严父般的保卫，从而体会了生命的尊严。而宪政的核心制度：议会制度、内阁制度和政党制度能够相互拱卫，建立了一个开放社会的动态平衡的政体。在宪政制度生活下的公民，具有共和政体的品德，而不再有专制政体的恐惧。





了却中华心灵的怨恨，化释吾人生命的悲情，此当为中国宪政建设实践者与思想者的大悲心与大弘愿。“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张载《正蒙·太和篇第一》）为此，实践者与思想者当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毅然决然，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恢弘气度。吾侪既已决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当拆下肋骨做火把，以照亮前行的路。做光做盐的生命旅程自有大光明照耀，以吾侪的汗水、泪水与血水洗却中华的污垢与尘埃，这光明与生机无限的文化自会春华灿烂。


 


 








什么是扩展秩序


----读哈耶克《致命的自负》


 


 


                                                                                    范亚峰


 


扩展秩序或自生秩序是哈耶克思想的核心概念。什么是扩展秩序呢？扩展秩序(The Extended Order)是人类群体生长出的复杂结构，它介乎本能和理性之间，使人类文明成为可能。文明，不管是起源还是维持，都取决于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自然发生的：它是在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主要是道德中产生的，其中许多人们并不喜欢，通常不理解其含义，也不能证明其正确。扩展秩序可能是宇宙间最复杂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已经非常复杂的生物有机体又获得了学习和吸收超越个人的传统成份的能力，这使他们能够一刻不停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包含着更复杂秩序的结构。“扩展秩序中行为的大多数目标都不是自觉的或深思熟虑的。”“我们的价值和制度不单是由既往的原因所决定，而且也是一种结构或模式不自觉地进行自我组织的过程之一部分。”与扩展秩序相近的思想有许多名称，如自发生成论、控制论、内生平衡、自生秩序、自组织、协同论、系统论等。


一、有限理性与演化理性  


（一）理性与道德


    哈耶克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道德规范，尤其是财产、自由和公正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第二禀性。”“道德准则……并非我们理性的结果”（休谟）。人类的道德既不是出自本能，也不是来自理性的创造，而是一种特殊的传统——它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与理性同时发展，能够使人类超越自己的理性能力，适应各种问题和环境。这些道德传统超越了理性的局限。


   扩展秩序的形成，以及目前人类的规模及结构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一些逐渐演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则，特别是有关私有财产、诚信、契约、交换、贸易、竞争、收获和私生活的规则。它们不是通过本能，而是经由传统、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其主要内容则是一些划定了个人决定之可调整范围的禁令(“不得如何”)。人类通过发展和学会遵守一些往往禁止他按本能行事的规则(先是在狭小的部落里，然后又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从而不再依靠对事物的共同感受，由此建立了文明。这些规则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新道德，哈氏用“道德”一词来定义它。


    休谟认为，“道德规则不是我们的理性得出的结论”。不但传统的宗教信条，譬如对上帝的信仰，以及许多涉及性和家庭的传统道德，一些特殊的道德传统如私有财产、节俭、交换、诚实守信、履行契约等等，也是如此。传统道德等事情无法用理性加以证明，任何可能的道德规则，也无法用理性加以证明。


人类的道德传统虽不能人为地建构，但可以对其形成过程进行部分的改造。但这需要人们在内部批判的基础上，通过如波普所说的点滴的改进（piecemeal engineering）以消除那些公认的缺陷。即通过分析其各个部分的相互协调和一致性，对系统做相应的修补，以改良人类的道德传统。


    （二）演化的理性：


    哈耶克秉承苏格兰启蒙学派的传统，反对建构的理性主义，而主张演化的理性主义。他认为，一切进化，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都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这是进化论无法使我们对未来的进化做出合理预测和控制的一个原因。它所能够做到的，不过是揭示复杂的结构如何具有一种使进化进一步发展的调整方式，但是由其性质所定，这种发展本身是不可预测的。


许多演化出来的规则，为扩展秩序中更大的合作与繁荣提供了保障，它们可能全然不同于任何能够预见的事情，甚至有可能在这一秩序的进化过程中，迟早会让某些人产生反感。在扩展秩序中，在每个人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必须做什么上起决定作用的环境，显然包含着其他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就采取什么手段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做出的不为人知的决定。因此不管是在这一过程的哪个时刻，个人都不能根据自己的目的，对逐渐形成秩序的规则的功能进行设计。扩展秩序的作用方式超出我们的理解力、愿望和意图、我们的感知能力。


文明不但是进化的产物，也是一个过程；通过建立起普遍规则和个人自由的架构，它会让自己继续进化。这种进化不能用人们的需要加以支配，而且常常不会产生符合人们需要的结果。


      哈耶克认为，在行为规则的进化选择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保障每个人私人领域的财产和契约规则。人类喜欢专注于立刻就能感受到的行为后果，但它们在这种选择中是不重要的；相反，在有长远作用的行为规则指导下做出的决定所导致的结果，才是选择的依据。这些结果主要依靠保障每个人私人领域的财产和契约规则。休谟认为规则“并不是从具体的个人或公众在享用任何具体好处时所得到的功利或优势中产生出来的”。人们在采用这些规则之前，并没有预见到它的好处，虽然有些人会逐渐明白他们从整个体系中有何收益。


    习得的传统起着“适应未知事物”的作用。对未知事物的适应能力，是一切进化过程的关键，现代市场秩序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时所针对的事件，当然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部掌握的。


      二、自由的首要价值在于其维护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哈耶克认为自由是社会的首要价值，哈氏毕生的学术探索可以理解为研究一个自由社会的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一问题承继了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哈氏反对一种盛行的自由观，如伏尔泰的格言：“自由者，可随心所欲之谓也”，边沁的“每一条法律都是罪恶，因为每一条法律都是对自由的破坏”，罗素的自由“就是我们实现自己的愿望不存在障碍”等。哈氏认为这种意义上的普遍自由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自由都会颠覆所有其他人拥有的无限自由，即不受限制的自由。而法律和道德规则对个人自由的某些限制，使一个更大的而且是更自由的秩序成为可能。服从共同的抽象规则，为最不同寻常的自由和多样性提供了空间。更大的多样性却会带来更大的秩序。和没有限制的自由相比，通过服从抽象规则而实现的自由，是“秩序之母，而不是它的女儿”（蒲鲁东）。


   哈氏推崇抽象规则对于保障自由的重要意义，即法律之下的自由。他认为抽象规则能够为所有的人保障尽可能多的自由。抽象规则对一切人的自由做出统一的限制，这些规则禁止对所有其他人(或由他们)实施任意的或歧视性的强制，禁止对任何其他人自由领域的侵犯。简言之，要用抽象规则代替共同的具体目标；政府的必要性仅仅在于实施这些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他人的强制或侵犯。而个人应当服从各种力量并遵循我们无法期冀充分理解但文明的发展甚至维续依赖于其上的各项原则。


      哈氏对自由之所以为首要价值给出了一种全新的论证：自由维护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他引用洪堡的名言，文明就是“人类最为丰富的多样性的发展”。


        哈氏认为，秩序之所以可取，不在于它能保持一切因素各就其位，而在于它能够生成在其它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的新力量。对秩序创造并提供的新力量有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其构成要素的时空位置，而是它们的多样性。


   个体差异增强了合作的群体的力量，使其超出个人努力的总和。协调的合作让独特的天赋发挥作用，而专业化鼓励个人的发展，使人们以独特的贡献自立。“多样性的发展是文化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对于别人的价值，大多是由于他和别人有所不同。”秩序的重要性和价值会随着构成因素多样性的发展而增加，而更大的秩序又会提高多样性的价值，由此使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变得无限广阔。如果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则劳动分工就毫无意义，相互协作也收益菲薄，从而丧失了建立任何强大或巨大秩序的前景。所以个人在能够自由加入复杂的合作结构之前，必须变得与众不同。


      人类文明的自生秩序或扩展秩序，虽然远不是尽善尽美，甚至经常失效，但是它和人为创造出来的任何秩序相比，却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而与任何人为的秩序所能提供的机会相比，自发生成秩序的过程能使这个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以上简述了哈氏扩展秩序思想的主要观点。作者萌生的一个问题是扩展秩序思想对于中国宪政问题的意义。首先，现代性是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即，近五百年首先从西欧发展起来进而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是西欧的独特道路，还是整个人类的普适价值？！这一问题贯穿于中华文化近百年文化危机的始终，在中华文化的特殊语境中成为古今中西问题，至今仍未丧失其现实意义。由此再进一步，就涉及到了中国宪政之路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从扩展秩序的角度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可以认为现代化进程是系统的会聚过程，也是秩序的扩展过程。哈氏认为，实际上文明的一切好处，甚至包括我们的生存，都取决于我们不间断地愿意承担起传统的负担。传统和行为方式的作用不仅表现为一种空间秩序，还会表现为一种时间秩序。人们的行为不但服务于空间上相距遥远的一些人，也服务于未来的子孙后代。如柏克所言，在上代与下代之间存在着造物主冥冥之中启示的契约。只有那些习惯于努力为子女和有可能根本见不到的后代提供需要的群体，才能日益扩展和兴旺发达。由此观之，中华文化的祖宗崇拜及由此衍生的孝道乃是具积极意义的可供阐释和转化的资源。而中华传统政制之中也浸润了祖宗崇拜和孝道的影响。故对于传统政制可能需要一种中正平和的气度。对待中华传统政制的简单否定固然值得反思，若走向盲目崇拜，如近来的某学者乃至得出传统政制之中存在事实上的法治的看法，可能也需要进一步的深思。


百年中国宪政史中，新儒家返本开新的努力是中华文化自强自觉自立的悲壮交响乐的重要乐章。哈耶克的观点可以给我们以新的启发。哈氏讨论了小群体伦理学与大团体规则的差别。他认为当代的许多灾难在于混淆了小群体规则与大团体如国家、人类社会的规则的差别。在小群体里，取得共识的目标是以彼此相识的同伴的需要为转移的(即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在扩展秩序中，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只能以某种有限的方式在一些小团体中有可能行得通，而且，如果把整个团体的行为限制在这种行为上，会破坏其成员的协作努力。相互合作的团体的成员的大多数生产活动一旦超出个人知觉的范围，遵守天生的利他主义本能这种古老的冲动，就会实际阻碍更大范围的秩序的形成。这一点使得作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传统政制的修齐治平、明体达用、内圣外王思路的可行性。儒家家国合一、忠孝合一的思路是否混淆了小群体伦理学与大团体规则的差别呢？那么，新儒家如牟宗三先生由良知的自我坎陷而开出民主科学，旧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道德形而上学还可行吗？这一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近百年的宪政史是否孕育了中华新文化的自生秩序？！中华新政制的自生秩序是什么？这一问题，值得我们为之深思熟虑。


 


 





自由、正义与弱势的政治逻辑


 


高全喜


   


一


本书�[1]所论述的主要课题是自由与正义问题，或者说，是一种建立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点之上的政治正义论。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正义理论，有历史主义的正义理论，有自然法学派的正义理论，有阶级分析的正义理论，有国家主义的正义理论，也有东方德政的正义理论等等，这些正义理论都声称自己所提出的有关正义的论点，合乎全人类的普遍愿望与要求，是合理的和公正的。对于这些正义理论，我们并不否认它们都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都在某些原则上提出了符合人类基本愿望的价值实质。但是应该看到，这些正义理论，正像我们前面所指出的，由于它们过于强调所谓人类、民族、国家、人民、阶级、道德、时代等一些普遍的愿望和要求，因此，反而在实际上恰恰是取得了相反的结果，它们大都在一些理想化的普遍性旗帜下走向了反面。那些理想化的高调理论，与自由主义的低调理论相比，大多是片面性的，其所达到的正义原则，往往是极不公正的。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正义论中的奇怪现象，越是高唱理想的、绝对的和全面性的正义论，往往越是片面的、虚假的和独断性的。


自由主义的正义论与上述正义论的最突出区别首先在于，它是一种低调的政治理论，并不把正义建立在那些空泛的伟大概念上，而是相反，它只是把政治正义理解为对于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的保障，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正义是一种通过一定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来实现的对于个人自由的合法维护与保障。在此，它强调的只是个人的有限的基本意义上的权利与自由，在他们看来，自由和权利不能无限的放大，更不应积极性的拓展，那种肯定性的自由概念是与正义相违背的，正义只是维护个人的最基本权利，这些权利是一个人的最起码的诉求，如果丧失了，人也就不称其为人了。例如，一个人的生命权如果被剥夺了，那么这个人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正义只是维护这个人的生命权利。至于这个人还希望把他的生命无限地扩展开来，去实现他的各种愿望、目的和要求，哪怕这些愿望和要求都是高尚的，是为了人类的崇高理想，为了集体和国家的目的而高扬起来的，但是，它们并不意味着就是正义，甚至相反，它们很有可能是非正义的。政治正义在自由主义那里，调子是低的，它把自己降到了一个几乎使一切胸怀大志、为事业而奋斗的人难以接受的地步。


然而，这种正义却恰恰是自由主义正义论的核心，也是自由主义有别于其它任何正义论的关键之所在。所以，我们衡量一种正义论是否是自由主义的，标准很简单，那就是不要去听他们给自己冠上多少自由、解放、独立之类的词汇，披上多少诸如国家、民族、人民之类的面纱，而只要看他们所提出的原则是否仅是在于维护个人的一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诸如生命权、财产权、思想权、信仰权、言论权等，是否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和要求。


说起自由的强弱之分，我们首先还是回到有关它的定位分析上，在伯林看来，自由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概念，如何解说它涉及一个逻辑的内在取向，特别是在法权关系中，这种逻辑取向具有了政治法律的意义。一般人看待自由，都是立足自由自身的肯定态势上，往往把自由定义为“去做……的自由”，其中在“去做”之下的“……”，可以填充上各项内容，这些内容分别是不同人所理解的各项不同的权利，人们把它们称之为平等、民主、幸福、功利、责任，甚至有人更把它们扩大为大写的人民、主权、共产主义、公有制、国家利益、阶级成分、民族至上等等。由于这种自由的定义法是一种肯定性的确定，因此也就成了一种目的、理想乃至乌托邦，而为了争取和追求这类自由的实现，自由的探寻者们就顺理成章地变为为自由而战的奋斗者、冒险者，他们为了争取这些一项比一项更加宏大的自由理想，开始了不妥协的现实斗争，为自由而战变成了政治革命的口号。这种肯定性定义即伯林所说的有关自由的强势定义，强势定义显然看上去具有主动的积极性和鲜明的理想性，但令人震惊的是，这种自由的强化追求却导致了极其惨烈和可怕的后果，我们由此亲眼目睹了人类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一幕幕打着争取自由旗号的人间悲剧，这些灾难性的后果恰恰是在这种强势自由的旗帜下被制造出来的。对此，人们不禁惊颤的诘问：这究竟为什么呢？为什么看上去如此美好的自由会导致如此可怕的邪恶呢？


然而，当我们正视自由的强势逻辑，答案便不难获得。因为，由于自由被一次次拔高，直至达到终极自由，那么其间所有一切具体的、个别的自由在终极自由面前就不再是目的，反而成为手段，为了终极的自由，这些手段性的自由都可以被无情地牺牲掉，这样一来，自由便成了人间罪恶的渊薮，成了最大的强制。正如李普曼所说：“当令人痛心的结局在一些进行了全盘革命的国家中变得显而易见时，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了现代人所处的困境中令人绝望的一面：他们越是去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结果却只是使地球变得更像地狱。”�[2]――这就是强势自由的政治逻辑。


面对如此可怕的现实，追求自由的人们不得不深思，这样的自由难道真的是我们所要维护和欲求的自由吗？宪政正义论难道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自由概念上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也许是鉴于此，伯林有别于强势的积极的自由定义，提出了一种弱势的消极的自由理论。在他看来，自由的本质不是建立在“去做……的自由”这一政治逻辑上的，而应该建立在一种“免于……的自由”的政治逻辑之上。“政治自由只是指一个人能够不受别人阻扰而径自行动的范围。我本来是可以去做某些事情的，但是别人却防止我去做――在这个限度以内，我是不自由的；这个范围如果被别人压缩到某一个最小的限度以内，那么，我就可以说是被强制，或是被奴役了。……强制意指：某些人故意在我本可以自由行动的范围内，对我横加干涉。”�[3]因此，在伯林看来，自由应是“消极的”（negative）自由，它不同于“积极的”（positive）自由，只关注“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4]这样，自由在“免于”之下“……”，便可以填上一些自由不应该受到限制或压迫的内容和权利，例如，自由可以说成是一种“不被政治权力所束缚的生命权、人身自由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等等”，或者说，自由就是“个人的信仰、言论等不被政府的权力侵害，等等”。总之，这种对自由的定义是一种否定性的定义，它不在于指出自由应该是什么，而在于指出政府权力或其他政治强权不应该限制什么、损害什么、剥夺什么。


如此看来，有关自由的这种否定性定义就不再把立足点放在了自由自身，而是放在了限制自由的社会政治、法律等势力上面，不直接地解说自由应包含哪些权利，而是指出个人之外的社会势力不应该限制个人的哪些权利，这是伯林所说的对于自由弱势定义的要津。这种定义在价值取向上有别于强势定义，它所划定的界线不是针对个人权利的，而是针对政府权力的，它并不具体地指出个人自由应该包含哪些权利，这些权利中哪些更为根本，哪些是终极性的，而是仅仅列出了最低限度的个人权利，这些权利是政府权力所不应该侵犯和损害的有关个人的最起码的权利。这样一来，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和奋斗就完全掉转了方向，它不再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刻意追求的终极自由，并为此不惜牺牲那些非终极性的自由，而是把矛头对准了限制个人自由的社会政治势力，尽可能使个人享有的那些最起码的人身权利不被政治强权所侵犯。至于有关个人的自由权利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完全可以由人自己来排列。然而，总的来说，个人权利中最主要的，也是人们可以达到普遍共识的，不过是几项基本的个人权利，按照经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如洛克所指出的，那就是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信仰权等”。当然，你可以不把这几项权利视为是最高的终极人权，但你很难否定它们是人的基本权利，人们显然不会因为这几项权利的孰高孰低从而引起目的与手段的斗争，而是把关注的中心放到社会政治领域，去审查在我们广阔的社会生活中究竟有哪些不正义的政治权力正在危害着人们的这些基本权利。


 


二


自由之于正义，或自由主义的正义论并不只是意味着保障和维护人的基本的权利，也就是说，并不只是意味着正义与否定性自由相关，在此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实现正义所承担的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我们认为，这是自由与正义关系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在自由主义看来，这种方式唯有通过宪政，即宪政所确立的法治和法律正义来实现，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满足保障和维护人的基本权利这一低调目标，还不是自由主义的正义，其实，要满足这种目标，必须通过宪政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由它们来保障和维护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不受侵犯，这才是自由主义正义论的实质。因为，除了通过宪政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之外，还有很多理论主张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保障和维护人的权利，实现人的价值，例如，国家主义就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的政治使命和政治权力来维护和实现国家成员的权利与目的，道德主义也认为可以通过道德修养的方式来实现人的本质，提高人的价值地位，甚至专制主义也认为通过政治高压的方式可以卓有成效地治理社会，实现大多人的幸福。所以，自由主义强调只有通过宪政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来保障人的基本权利，这才是正义，其它的方式都不是正义。自由主义认为，其它的方式既不能从目标上来实现正义，而且那些方式本身也是不正义的，因为，正义的实现不是一个手段与目的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承认可以通过不正义的手段来实现正义的目的，它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正义的方式才能实现正义的目的，因此，它的正义既是一种个人基本权利得到维护与保障的个人正义，也是一种法律正义和制度正义。


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便与其他的政治理论，特别是与历史主义和国家主义有了根本性的区分。它不同于历史主义的正义论，在后者看来，正义是历史性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正义，所以正义的内容可以在历史中发生不断的变化，昨天不正义的在今天就可能成为正义的，而今天不是正义的就可能在明天成为正义的。根据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为了明天的正义，今天的正义可以做出牺牲，或者说，今天的正义只是为了达到明天正义的一个阶梯或手段。这样一来，历史主义的正义论就把正义变成了一种工具与目的在历史中演变的发展过程，而历史的最终目的便是最后和最高的正义，其他的一切正义为了这个最后的目的，都可以被视为手段而加以利用。国家主义的正义论与历史主义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国家、民族、人类、人民替代了历史，它们是最高的和最后的目的，至于国家、民族、人类中的每个成员、每个个体、每个公民、每个独一无二的“我”，与国家、民族之类的最后目标相比，都是次要的，手段性的和工具性的。因此，可以说，国家主义、历史主义和人民至上的正义论，都属于手段与目的的正义论，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它们都是乌托邦式的正义论。


应该看到，这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理论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在它们那里，存在着一种强势的政治逻辑，这种逻辑如果用公式来表述的话，那就是1＋1＝3的总体性逻辑，也就是说，总体永远大于部分，乃至大于部分之和，总体是目的，部分只是环节或手段，为了总体的目的，每个部分都应该被允许作为陪衬或辅助的工具来使用。这个总体性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政治势力那里，有着不同的表述形态，它们可以是历史、国家、民族、人类等宏大的目标，也可以是个阶级、集团、先锋队、社团等优先性的群体，但对于个人来说，它们都是总体性的，都具有决定个人命运的力量、本质与道义的合理性。


波普尔曾指出，总体性的政治逻辑是一种“乌托邦的工程”，“我们还必须仔细决定我们的真正的或最终的目的，从而按照这个目的分辨出中间的或局部的目的，因为这些目的实际上只是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或步骤。如果我们忽略这个区分，那么我们也必定忽略究竟这局部的目的能否促进最终目的的问题，以致我们不能合理地行动。这些原则，如果应用到政治活动的领域里，就要求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的最终政治目的，或理想国家，然后我们才能采取实际行动。只有当这个最终目的至少粗略地被决定之后，只有当我们有了我们要达到的那种社会的蓝图之类的东西，我们才能开始考虑促其实现的最佳途径和手段，制定实际行动的计划。这些都是可以称之为合理工程的必要基本条件，尤其是社会工程的实际政治行动的必要基本条件。简言之，这就是我称之为乌托邦工程在方法论上的思考方法。”这种乌托邦方法的可怕的危险在于“乌托邦主义者试图实现一个理想国家，用的是整个社会的蓝图，这就要求少数几个人的坚强而集中的统治，因而可能导致独裁。……尽管有着创造人间天堂这个最善良的愿望，它只能造成人间地狱――这个地狱只能是人给自己的同胞准备的。”�[5]


在自由主义看来，乌托邦式的正义从根本上是虚假的正义，自由主义认为正义永远是正义，它不能分割成手段的正义与目的的正义，并没有所谓今天的正义和明天的正义之差别，正义只有一个，它对于今天、明天和昨天是完全一致的，不但内容上是一致的，而且形式也是一致的。因此，自由主义正义论又是一种形式正义论，它强调形式的一致性，形式与内容在正义上是完全符合的，不存在形式与内容的区别，更不存在手段与目的的区别。所以，这种正义表现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方面，又是一种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是一种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由此可见，自由主义的正义观与历史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正义观是完全对立的，尽管后者的某些内容也符合前者的要求，在有些方面是一致的，但原则上却是根本不同的。


    自由主义强调通过法律正义来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在它看来，正义与法律的校正性本质关联，也就是说，正义作为法律正义，它体现的正义原则，不在于鼓励或激发个人的权利欲望，而只是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不受侵犯和损害。其他的正义理论往往关注于正义促进了什么，为人带来了什么，使人实现了什么，特别偏重于正义能否给人带来什么最大的或最美好的东西。然而，在自由主义看来，这种对于正义的肯定性解释是值得怀疑的，这样做只会导致强势的政治理论，只会助长人通过其他非法律性的手段来全面或积极地实现人的意愿、目的和要求。我们看到，这种强势的正义理论在历史上不止一次的出现，它虽然每一次都披着美好的外衣，激动起人的内在激情，但最后的结果却总是为人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


自由主义的正义论却是抱着一种消极的看法，认为正义主要体现在法律正义上，而法律的关键在于，它是一种校正性的正义，即它只规定法律所确定的内容不得侵犯，法律之外的事情并非它所管辖，因此，正义在自由主义看来，只在于通过法律来保障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不被侵犯，而不在于通过法律去扩展人的自由内容和权利内容，更不在于通过非法律的途径来实现所谓广泛的社会正义。所以，“不被”侵犯（剥夺、损害）――是自由主义正义论的一种基本语式，也就是说，它维护的是权利不被侵犯，侵犯了这些权利就是不正义的，就需要通过法律救济来加以校正。根据这种否定性的校正正义原则，自由主义把正义主要放在个人基本自由权利的不被侵犯上，在他们看来，对于个人基本权利造成侵犯的最大威胁来自政治权力。因此，政治正义的关键在于通过宪政的政治制度限制政府权力，维护司法独立，从而保障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所以，自由主义非常重视司法正义，认为司法正义是政治正义论的一项主要内容。


 


三


政治正义的中心问题说到低仍是一个自由问题，自由是正义的基石。关于自由有着多种观点，所谓自由主义便是对自由的一种认识，在他们看来，人的自由就其最核心的方面来说，仍是政治法权维度上的个人自由，正义也正是建立在这种自由之上的。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论述了洛克、柏克等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在导论中也曾论述了伯林的两种自由观的理论，可以说，英美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是政治正义论的基本前提。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诺齐克所提出的“道德边际约束（moral side constraints）”理论，实质上直接来自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其核心也集中地体现了我们多次谈及的弱势的政治理论。


关于弱势的政治理论，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是与前面所说的乌托邦式的强势政治观念相反的一种政治观念，它表现为从消极的方面来理解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按照这种弱势的理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宗旨并不是为了要实现最终的理想和目标，而仅在于尽可能地防范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不遭侵犯，因此，它属于保守的保障理论。从逻辑上来看，弱势的逻辑与1＋1＝3的总体逻辑相反，而是1＋1＝0.5的个体逻辑，这种以个体为本质的政治逻辑并不认同总体的优先性，不接受总体性具有最高的目的性，相反，它认为总体是为了个体而存在的，个体是政治逻辑关系中最实质性的内容。如果有所谓最终结果或目的，那它们也只是服务于个体的，个体不能被视为局部的环节或部分而从属于总体，无论这种总体是人民、民族、国家、政府等任何东西，它们都不能从实质上优于个体，更不能把个体作为手段。宪政所确立的个人原则，从逻辑上打破了过去那种个别从属于一般的普遍逻辑，而确立起一种以个体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政治逻辑。不是个人服从于集体，小我服从于大我，个体服从于国家，而是相反，国家、集体、天下、皇权、社稷、家族等等，它们的存在和目的仅仅是为了个人、自我，总的来说，不是人为社会或国家而存在，而是社会、国家为人而存在，它们的价值立足在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这些现实的人权基础之上。对此，康德的“个人是目的”的著名观点可以说是这种弱势逻辑的哲学解说。


然而，应该看到，古典的政治理论虽然强调了个人的重要性，并把个人作为不可牺牲的个体确立了优先于总体的地位，但是，对于诺齐克等现代自由主义者来看，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仍然具有潜在的危险性。按照古典的弱势政治逻辑，把权利作为衡量个人行为和国家行为的根本道德标准，但这种把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视为一种目的的目的论，仍然有可能出现允许为了较大的目的而侵犯较小的目的的可能性。因此，诺齐克为了更为有效地确立个人权利的正义价值，一改过去传统的目的论观点，而把权利视为一种对任何行为都始终有效的道德边际约束。所谓道德边际约束，意味着不管目的、动机如何，任何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或行为准则从价值上都是不正当的，“道德”在此的含义并非我们一般所说的那种道德学上的德性修养，而是指权利的价值性，或更深入地说是指权利的正义性。


权利的正义性或价值性在诺齐克看来，在于权利不是作为所有行为趋向的目标，而是附着于所有行为之上，是对所有行为提出的一种约束，它要求任何行为都不能违背这一约束，即他人的权利确定了对你的行为的界线。诺齐克这样写道：“与把权利纳入一种目的状态相对照，人们可以把权利作为对要采取的行动的边际约束（side constraints）来看待，即在任何行动中都勿违反约束C。他人的权利确定了对你的行动的约束。（一个加上了约束的目的论观点将是：在那些你可以采取的不违反约束C的行动中，你可以如此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增加目标G的总量。在此，他人的权利将约束你指向这一目标的行为。）这一观点不同于那种欲把边际约束C放进目标G的理论。边际约束观点禁止你在追求你的目标时违反这些道德约束，而那种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这些权利的侵犯的观点，却允许你违反这些权利（约束），以便减少这一社会中的违反总量。”�[6]


由于诺齐克把边际约束视为政治逻辑的价值定位，所以就解决了传统政治哲学中有关正义关系中的手段与目的之争。在他看来，从数量上来考虑目的的大小之别，目的与手段的孰优孰劣，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个人的权利是无条件的，或者说是没有量上的大小区别的，权利不像功利，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和程度，功利主义那种把功利的最大化视为正义或合理性的观点在此失去了效力。权利就是权利，没有大小之别，它是唯一的，既是最大值也是最小值，因此，这种集最大值与最小值于一身的个人权利，就不再是目的了，而是一种界线。意味着这个界线不可侵犯，所谓边际约束指的便是这种权利的界线如影随人、如边随形般地与社会或个人的行为须臾不可分离。这样一来，权利就处在了一种既是目的又超越了目的的地位，它自身就构成了行为的标准，凡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无论其目的如何都是不允许的。


这样，诺齐克便以这种道德边际约束理论来反对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值原则（maximin rule），我们知道，罗尔斯的所谓最大最小值原则指的是一种最大的最小量，因此，它为罗尔斯偏重于平等倾向的分配正义论提供了依据，按照这种最大最小值原则，一个社会应该为那些低于这种最小值的弱小者提供救济和福利。但在诺齐克看来，社会并没有道德义务确立什么最大的最小量标准，而是应该强调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原则，即便是为了最大最小化原则这一目的，也不能就以此证明它是正义的。正是在这样一种个人权利为本的道德边际约束理论，使得诺齐克从中得出了最小化国家的理论，在他看来，“边际约束表明了他人的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为了别人的利益而使用这些人中的一个，利用他去为别人谋利，不用更多，这里所发生的就是对他做某件事而目的却是为了别人。谈论一种全面社会利益就属于这种事情（有意地？）以这种方式利用一个人，就意味着没有充分地尊重和	理解他是一个单独的人、他的生命是他拥有的唯一生命的事实。他不能从他的牺牲中得到一种超额利益，故而没有任何人有权把这一牺牲强加给他――而一个国家或政府尤其不能要求他在这方面的服从（当别人并不如此做时），因此，国家必须小必谨慎地在其公民中保持中立。”�[7]


 


四


如果说诺齐克的道德边际约束理论是从政治逻辑的权利之维来探讨其弱势的意向性，那么哈耶克则是直接从社会政治实体的实质――自由之维来探讨弱势的政治逻辑，在这方面，哈耶克顽强地坚持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他说他“所采用的自由含义，恰似该词的原始意义。人，或至少是欧洲人，一跨入历史便被归为自由的与不自由的两类；而且此一类分有着极为明确的涵义。尽管自由人间的自由可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这只是他们在独立程度方面的不同，而奴隶却根本没有独立可言。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一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人的意志（他凭藉专断决定可以强制他人以某种具体方式作为或不作为）的状态适成对照。经常用以描述这种自由状态的古老说法，因而亦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8]所以，哈耶克完全是遵循着自由的弱势逻辑来论证他的自由观的，他认自由应当解释为约束与强迫的不存在，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否定性的自由对于自由权利的实现至关重要，因为自由权利乃是指某些群体及个人在其他人或群体多少不自由的时候仍可获致的具体的特权或豁免。在他看来，人们正是通过特定的自由权利的实现而迈上自由之路的，因此，个人自由所要求的决不是其他人以某种方式的作为，而是其他人以某种方式的不作为。这种不作为是通过禁令或否定的方式出现的，而不是通过肯定的方式出现的。


哈耶克认为否定性自由的思想通过英国的自由宪章，特别是美国的宪政而集中地表现出来。体现在宪政法权关系中的自由，是否定性的自由，而不是肯定性的自由，宪法和法律要求和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不受到侵犯，如果受到了侵犯，法律就会给予保护和救济。例如，美国权利法案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便明确规定了通过“正当程序”条款保护个人的自由与财产权，此外，美国的最高法院也认为自由不仅指只免除对肉体的束缚，而且指个人有权签订契约，有权从事任何一项谋生职业，有权获取有用的知识，结婚、建立家庭和抚养孩子，受自己良心的支配崇拜上帝，以及普遍地享有历来被认为是自由人和一切追求幸福所必不可少的那些特权。自“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了违宪审查原则以来，法院和法官们在维护司法独立、捍卫宪法尊严和人权保护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由此可见，宪政国家的法律体系皆把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作为它们的主要目的。所谓自由，既不是空洞盲目的，也不是无限扩展的，而作为基本权利以求得法律的保障。因此，关键问题不在于个人拥有多少权利，而在于这些权利需要法律给予的保障，也就是说，自由的实质力量与其说是在人那里，不如说是在法律那里。按照否定性自由的观点来看，人的权利是有限的，弱小的，但法律的权威却是无限的，巨大的，通过法律可以实现人的基本人权，因此，法律不但要保护人的权利，而且要限制政治权力，特别是政府的权力滥用。而依照肯定性自由的观点来看，人的权利是无限的，强大的，法律的作用反而是有限的，弱小的，人不但能够创造法律，而且能够直接参与政府的权力构成，直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


这样一来，政治正义问题就变成了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否定性自由认为只有法治才是自由的保障，而法律，特别是宪法，虽然是由议会代表全体公民制定的，但法律还有更高的价值基础――自然正义，乃至超验正义，法律与它们在价值的终极处是密切相关的。而肯定性自由则认为人治才是自由的保障，法律是完全由人建立起来的，用卢梭的话来说，法律不过是公意的体现，是人民的普遍意志，它从人民中来，并由人民来掌握，人民的代表者便成为高于法律的最高正义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法庭的法官和仲裁者。我们不得不清醒地看到，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在肯定性自由的凯旋中很有可能落入到人治，特别是人的专制的魔掌。


我们看到，关于自由的两种形态，使得政治正义具有了不同的根基，按照强势逻辑的肯定性自由理论，正义应该体现在自由力量的实现上，人作为自由的主体，他的普遍意志便是正义的基础，但如何达到的普遍的意志呢？这一问题是困挠他们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其正义论的不牢靠之所在。因为，由于把正义直接放在人的力量上，因此，人在那里就发生了一种关键性的巅倒，也就是说，个人被普遍的人或人民所代替，本来正义作为价值的支撑所支撑起来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而由于个人被集体或人民所代替，正义因此就失去了支撑的担当者，人的正义作为普遍的价值力量他对个人采取了实际上的剥夺，个人成为人这一抽象集体的一个部分，而部分之和在他们看来，要远远大于部分，因此在肯定性自由那里，个人就失去了存在的地位和意义，至少只是作为一种辅助的地位和意义而从属于集体或人民的，这样一来，正义就成为集体的正义和人民的正义。


与肯定性自由相反，否定性自由的弱势逻辑认为，个人不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目的（如果用诺齐克的观点，个人权利甚至超越了目的论的目的而是绝对的界限）而不能是手段，部分之和永远要小于部分，这样一来，正义作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价值根基，它的立足点就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直接地与个人相关，都是对于个人的关怀，都从价值上支撑着个人的基本权利，承认和保障他的生命权、自由、人格和尊严。因此，这种弱势自由的正义论，其表现方式只能是个人的正义论，或者说，只能是以保障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为正义的核心尺度和标准。


从意向性上来说，弱势的政治逻辑与强势是不同的，它并不指向最高的终极理想，相反，它偏重于对于人世的基本祸害的防范与克服，无论这些祸害是来自人性的，还是来自制度方面的，它的目标只是尽可能地将其减少到最低点。我们看到，这种政治的指向性在英美古典自由主义那里是一脉相承的，洛克、休谟、伯克等人早就提出过政治正义的基本目标是限制国家与政府的专制权力，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的政治态度往往是消极的，对人性和政治的看法并不乐观，并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高扬人的主体精神，而是谨慎防范来自各个方面的邪恶力量，只把政治目标界定为尽可能地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对此，哈耶克曾经区分了真假两种个人主义，在他看来，真正的个人主义乃是那种抛弃了盲目乐观主义和乌托邦理想的个人主义，像斯密那样“并不十分关心人类处于最好境遇时可以暂时取得的成功，他关心的是个人处境最坏时，应该尽可能地减少使他干坏事的机会。斯密及其同代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一种使坏人所能造成的破坏最小化的制度，而对这一点则很少有人谈及。这种社会制度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我们发现了它是由一些好人在操纵着，也不取决于所有的人将都比他们现在变得更好；这样的制度利用人们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来发挥其作用，这些人们时好时坏，有时聪明，但更常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愚蠢。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能给所有的人以自由的制度。而不是象他们的法国同代人所希望的那样，建立一种只给‘善良和聪明的人’以自由的极受约束的制度。”�[9]


 


五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正义论，凸显出一种新的价值维度，即超验正义所开启的价值维度。看上去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过追究起来却有着内在的价值关联。弱势自由的正义论所建立的乃是一种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为核心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中隐藏着通往超验正义的内在道路，这个内在道路是双重的。首先，以个人为价值关切的立足点，这一点使得弱势自由理论与超验的上帝的正义联系在一起，因为，个人的价值不能由个人自己提供，而在于另外一个高于人的价值根源上，这个价值根源就是来自上帝的拯救或悯爱。应该看到，神的关怀从来都是对于个人的，神所关心和爱护的永远只是个人，特别是那些无助的、软弱的个人，而不是个人的集体、团队、阶级和政府等集体性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弱势自由的理论与基督教的这一神学倾向是一致的，神的正义总是与不可替代的个人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弱势自由的正义论集中体现为法律的正义，法律作为维护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基本力量，它最终不能完全由社会政治自己创制，法律正义还有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超验正义的维度。法律正义与超验正义在维护和保障个人权利方面具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法律拥有了超验正义的支撑，超验正义并不表现为对于政治权力的维护，而是体现在法律的正义本质上。法律一旦作为实体性的法权关系，并以保障个人权利为中心，那么它的超验价值也就体现了出来。由此看来，个人的正义由于弱势的逻辑前提，便具有了超验的意义，它不但在个人作为目的这一方面，而且在法律作为维护个人的权利这一方面，都与超验正义联系在一起。


强势逻辑的正义理论也寻求与超验正义的联系，甚至在相关的理论中不只一次地认为所谓的人类正义、人民正义是神圣正义的化身，代表神的意志，体现着神的正义原则。然而，应该指出，这种为总体性目标冠以超验价值的企图从来就没有得逞过，因为，个人在强势逻辑的凯旋中已经被牺牲掉了，超验正义从来就不支持法律正义之外的强权正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自由虽然作为政治正义的中心内容，但是对于自由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到底是否定性自由还是肯定性自由，这是政治正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政治正义论所依据的乃是否定性的自由，肯定性自由由于把个人和集体的力量极端扩大化了，因此，也就使得个人成为集体或人民的牺牲品，这样一来，它就离专制不远了，这样的专制政治怎么能够享有正义的资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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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殖民地化30年以来，对于遍布非洲的政治集权现象，学者们提供了大量的解释。60年代，佐尔伯格认为，殖民地后的政府集中权威为了弥补政党组织的脆弱，这些政党曾使它们上台执政(Zolberg, 1966)。在对西非一党制国家的研究中，佐尔伯格列举了独立后政府为废除殖民当局在它们撤离以前所建立的民主制度所采取的战略：镇压反对党、破坏司法独立以及在根本上拒绝承认公民自由权。





      相对晚近的著作则把权威集中归咎于殖民统治当局，而不是后殖民地的政府。比如杨格认为，后殖民地政府继承了殖民国家专制统治的遗产(Young, 1988; 也见Wunsch, 1990)。殖民统治时期，霸道的殖民政府并没有建立多少殖民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联系。结果，独立政府并没有维持独立时建立的民主制度。新的统治者被迫利用被管理者对殖民统治所谓父爱主义的幻想和建立个人支持力量的关系网络，以此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Young, 1988: 56-60)。





      这些对于权威集中的解释尽管全面，但并不完全。对独立后政府行为的关注突出了当地土著人塑造政治环境的能力，但是它没有把这些人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因此对于这些土著人是如何被殖民统治历史所塑造而作出这样的选择，以上的解释是失败的。相反，视野聚集在殖民国家的遗产上，则启发性地解释了个人决策的背景，但是却忽略了这些决策本身的重要性，这种解释不能解释殖民国家是如何影响当地土著人的选择的，它也不能解释当地土著人为何不能或者不愿意改变他们所继承的政治习惯。





      本章透视了设计和落实政府新机构这一转型时期的独立政府，提供了一个关于政治集权的更为全面的解释。认为关于这一时期详细的、历史的分析有助于阐明殖民国家的宏观结构与微观土著政治人物决策之间的联系。据此，这一分析将填补上述理论的缺陷。





      本章将关注一个宪法创制实例：1950年黄金海岸宪法起草及实施。这是由黄金海岸非洲人撰写的第一部宪法，这也是土著非洲人第一次通过创立一个意义深远的立法机构在全国性的政策决策上发挥直接的影响。这次宪法创制活动引发了一系列的改革，最终以1957年的独立到达其高潮，这在撒哈拉边缘非洲也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简而言之，英国殖民地当局并未把极权体制强加于黄金海岸殖民地(后改名为加纳)。确切地说，在创制宪法的序幕阶段，殖民当局采取采取了一些步骤鼓励土著人利用宪法追求狭隘的再分配利益。他们采取措施鼓励土著人谋求权威集中，故意放弃反对独裁和极权统治的可能的防护措施。由此，宪法被贬低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障碍，以便利于其后滑向极权统治。





      本章对这些事件的分析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将介绍一些用以理解制度选择政治学的必要的分析工具。其次，将对黄金海岸1950年宪法的参与设计者予以识别定性。搞清楚这些制宪者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并且通过追求这些目标，他们获得了什么权力？第三、四部分，将审视该宪法的起草和实施过程。这两个部分还将探讨英国对过程的控制和当地土著人所进行的制度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一节  制度选择的政治学





      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学者们已经研究开发出大量用于阐明制度设计政治学的理论分析工具。诺斯认为，制度就是“人类发明出的规范人们行为互动的各种限制”(North, 1990: 3)。制度通过改变个体公民追求特定的行为方向的激励，以决定社会生活的结构，并由此影响社会的发展。





      制度可以帮助行为者解决社会困境来促进社会收益。这一社会困境是指理性行为的总和造成了整个社会非理性的后果。(Bates, 1988)。规则控制对公共池塘资源的滥用。例如，它促进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有助于行为者躲避著名的哈丁的公地悲剧定理。(Hardin, 1968)





      制度同样也可能促使社会不需要产品的出现。毛易(Moe, 1990a: 213)认为，制度是“高压强制统治和再分配的武器，它们是政治上的获胜者追求其私利的结构性手段，时常建立在政治失败者的巨大的牺牲之上。”因此，对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进行控制的规则可以通过确认个人的私有产权并排斥其他使用者的继承权来促进长期利用。





      制度设计的问题具有深刻的重要性。制度设计将决定制度发挥的作用是促进社会目的以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还是促进再分配目的，仅仅使社会一部分人受益，而常常牺牲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





      在宪法创制背景下，制度设计的结果影响最为深远。制度在三个不同层次上发挥作用(Kiser and Ostrom, 1982)。在操作层次上，个人有既定的制度和规则构筑的框架内行事。例如，一些控制使用公共牧场的规则强制规定每个农户只能在公共牧场上放牧两头牛，且只能是每天一个小时，那么每个农户必须决定其牛群中的哪两头将在公共牧场上放牧，并且决定何时行使其权利。在集体选择的层次上，行为者在创建规则的既定的决策制度框架内行事，这些创建规则构建了操作层次上的选择。村民大会或村立法会议决定每个农户能有多少牛可以在公共牧场上放牧，或分配看护公共牧场的职责。在宪法层次上，行为者决定集体选择层次上的决策制度将如何被规划设计。它们确定谁将有资格参与集体选择的机构，决定如何集中、权衡参与者的意向，并确定是什么权威行为者将保证决议的贯彻执行。就此而言，行为者在宪法层次上作出的选择将限定政治学最基本的规范，即研究何人在何时、怎样得到什么(引自V. Ostrom, 1982: 237)。





      根据宪法选择的基本性质，一些学者已经接受了这一规范立场，即认为行为者创立制度就像是在罗尔斯所谓“无知之幕”下行事一样(Rawls, 1971; 也参见Buchanan and Tullock, 1964)。“无知之幕”暗指行为者不能知道他们或他们的反对者在任何未来的决策机构中将占据什么位置。根据这种不确定性，每一行为个体都有一种激励去创建在任何情形下都有利于自己的制度。每一行为个体都被驱使“去占据一个代表席位，以此参与其所预期的一连串的集体选择。因此，他可能将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事就如同他是在为社会集团谋求最佳的规则选择(Buchanan, Tullock, 1964)。





      实质上， 制宪者在“无知之幕”下运作将创建阻挠政治权力集中的制度。例如，制宪者可以在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划分权威，或者使地方机构保持活力。通过这样的安排，制宪者使自己确信，最后控制了新制度，不会滥用其职位去追求其权限范围之外的狭隘的再分配利益目标。





     从经验上讲，在我们所考察的条件下，上述结果非常少见，绝无仅有。在大多数情况下，制宪者发展了有关政治环境的模型和在此环境中他们自身地位的模型(North, 1981)。当制宪者相信权力分配应是均衡对称的，当他们相信他们将不能控制未来的决策机构，这样“无知之幕”可能就现实地存在了。制宪者也许会“两面下注”，他们可能会创建权威分散的制度。这样无论谁统治，他们都将不会遭受严重的损害(Knight, 1992: 43-45; 参见Przeworski, 1991)。





      当制宪者确信权力分配应是不对称的，当他们相信他们将能够控制未来的决策机构，这时“无知之幕”就被拉开。相信自己非常强大的制宪者很有可能选择集中政治权威的制度，由此也便利于他们追求“具体”目标(Geddes, 1990; Moe, 1990a, 1990b)。





      很显然，我们需要发展一个宪法创制的实证理论，这样才能精确、详尽地考察制宪者关于政治环境的信念，而并非是假设他们在极度不确定的条件下行事，就如同“无知之幕”的假设那样，我们必须审视制宪者有关权力分配的思想信念和他们关于在未来任何政治秩序中获得职位的预期。因为如同经验分析所展示的，这些信念的性质深刻地影响着制宪者对宪法设计的偏好。





      关于宪法创制的实证理论还必须考虑到程序因素，通过这些程序制宪者的各种偏好得以集中。宪法创制的程序可能会改变制宪者关于表面上权力分配的信念。例如，制宪者可能会采纳这样一种程序，即赋予弱者在宪法协商中有平等的发言权，以此稀释强者的影响。相反，宪法创制者就可能会决定将有权势的强者排除在制宪谈判之外，扩大其他参与者的权力。在以上实例中，程序扭曲了对权力分配的观察，并有可能鼓励参与者改变他们对制度设计的偏好。





     程序的选择还决定制宪者对宪法框架是否能保持共识。奥斯特罗姆(Ostrom, 1986: 12)认为，规则的运作是“构造型”的，亦即是说，单一制度起作用的方式取决于与之相关互动的其他制度的运作方式。





      奥斯特罗姆的发现对于宪法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制宪者无法估量宪法将如何营造政治生活，除非他们从总体上考察他们所创制的集体选择制度，如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和地方政府。在无知之幕下行事的制宪者无法建立反对专制高压统治的捍卫机制。而且强势的行为者也不能追求他们狭隘的再分配性的利益目标，除非他们把宪法看作是一个连续的整体。





      如果宪法的创制程序允许制宪者在谈判过程中作出没有拘束力的决议，那么制宪者们很有可能会对宪法保持一个一致的设想。他们有能力以这样的方式推翻已往的决定，就像是作出一个新的选择一样，并且像是宪法自身所显现出来的那样。同样，如果程序迫使制宪者最终只能把这些文件作为一个整体来批准，那么程序将鼓励一致性。如果程序缺乏这种限制，那么制宪者有极大的可能去孤立地考虑每一个集体选择的新制度，而甚少关注它对政治生活的整体冲击。





      最后，宪法创制的实证理论必须考虑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本质(North, 1990: 92-98)。每一个体都拥有一个关于世界的思想模型，但这些模型很少是优美、完整的。制宪者不能预测未来发生的所有事情，而且他们也不能精确地描绘出他们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在此情形下，制宪者容易感到惊奇。无法预知的事件可能会改变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模型和他们对制度设计的偏好。同样，他们无意识行为的结果也会促使制宪者们重新考虑先前的选择。然而，经常发生的事是制宪者没有机会在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随机事件的后果和错误的选择深深嵌在制度中。即便不是不可能，也使更改变得极为困难。由此，作为事后诸葛亮，制宪者可能会发现他们正在一条并不情愿走的路上行进。





      每一这样的理论因素，权力分配、制度创建的程序以及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在本质上都与对1950年黄金海岸宪法的起草、批准的分析有关。总起来说，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殖民国家的遗产与当地土著人集中政治权威决定之间的关联。本章一探讨制度创建进程的背景开始经验研究。谁是有关的制宪者？它们的目标是什么？权力在他们中间如何分配？





                     第二节  识别制宪者





      宪法改革期间，有三股力量主导着黄金海岸的政治：驻在伦敦和西非的大英帝国殖民官员，由J.B.丹凯领导的保守政党，即黄金海岸团结会议(UGCC)，和由恩克鲁玛领导的较为激进的人民大会党(CPP)。





一  大英帝国殖民官员





      1948年2月的暴乱让大英帝国殖民事务部十分震惊，帝国殖民当局承认有必要立即在黄金海岸进行宪法改革。黄金海岸首都阿克拉首先爆发暴乱，并迅速波及其他城市。抗议者袭击欧洲人的店铺和财产，围攻英国人管理的乌斯尔·福特监狱。暴乱平息时，已有29人死亡，237人受伤(UK, 1948: app.8)。





      阿克拉暴乱削弱了殖民政府。紧随暴乱而来，帝国殖民官员承受着要求其改革黄金海岸殖民统治体系的巨大压力。以美国、苏联和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为首的国际社会，谴责了该暴力事件。在英国内部，保守党把此次暴乱描述为执政的工党无力管理帝国的政局。与此同时，工党内部的激进派则利用这次暴乱推动他们解散大英帝国的政治运动(Rathbone, 1992: xliii-xliv)。





      帝国殖民事务部内的官员们担心阿克拉暴乱迅速上升为持续的动荡。阿克拉殖民官员报告说，此暴乱乃是由黄金海岸团结会议中的民族主义分子精心策划的，报告还表达了他们另外的关注，说黄金海岸团结会议领导人是共产党同情分子。伦敦的殖民官员脑子里也同样浸透着冷战思维模式，为动荡可能波及邻近的殖民地而担忧。在此引用一个所谓反对共产党思想灌输的例子：帝国国防大臣曾经制定了一项计划，准备增派武装力量去黄金海岸应付偶发事件(Alexander, 1948)。





      暴乱的后果之一是，英帝国殖民官员确信他们的选择是有限的。当一个专门被指派调查该暴乱的调查团(温斯顿调查团)呼吁进行广泛修宪时，英国同意了。高官们私下里有所抗议，但承认拒绝或拖延政治改革不再是明智之举(Cohen, 1948a, 1948b)。1948年12月，黄金海岸殖民总督任命了一个完全由当地土著非洲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黄金海岸新宪法的起草。该委员会由大法官亨利·库赛负责召集，因而以库赛委员会而闻名。





      尽管他们的选择有限，英帝国殖民官员仍然继续在黄金海岸行使极大的权力。在任命库赛委员会时，殖民官员有权确定参与宪法创制的人选，有权确定宪法批准程序，还有权确定任何集中制宪者们的各种意见。后文将证明，英帝国殖民官员在以权谋私，为了达到使黄金海岸政治中温和分子(他们大多对英帝国的存在表示同情)在新宪法下统治该国的目的，他们操纵了制宪程序。





二  当地土著制宪者





      黄金海岸团结会议。1950年起草宪法时，两个当地的集团主导着黄金海岸的政局：一个是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另一个是人民大会党。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由该国经济精英的代表于1947年建立，他们包括富有的商人，经营商品农业的农场主以及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建立该组织的目的在于促进其成员的经济利益，统一殖民地各种政治团体以此建立一个保护伞式的集团。





      1948年暴乱爆发时，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工作委员会成员立即召集起来讨论利用当前悲剧事件的最佳方案。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副主席J.B.丹凯打电报给伦敦的国务秘书，斥责该国政府当局的堕落，并自告奋勇代表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建立一个临时政府以控制局面，直到起草完新宪法。对于以上提议，英帝国殖民官员还以颜色，逮捕了该工作委员会的六名成员，并把他们放逐到北方领土上。





      逮捕行动促使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在全国的声望扶摇直上。暴乱随后几个月里，其成员剧增，直到8月份其分支机构已由13个增加到209个(Austin, 1964: 73)。一段时间内，黄金海岸团结会议被看作是为黄金海岸公众说话的合法团体。





      人民大会党。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很快就受到了人民大会党(CPP)的挑战。人民大会党动员黄金海岸的无产阶级，其中包括有城市劳工、市场上的妇女、失业的中学毕业生、手工艺者、司机等。其领导人采纳了社会主义的国家领导发展的激进的纲领，并要求立即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因此该组织对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保守选民形成了直接的威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民大会党首先是在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旗帜下动员起来的。1947年12月，即暴乱前两个月，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工作委员会任命克瓦姆·恩克鲁玛为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总书记，其人后成为人民大会党的创建者和主席。从一开始，恩克鲁玛与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工作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关系就很紧张。工作委员会一些成员怀疑恩克鲁玛与欧洲社会党人有联系。而恩克鲁玛则担心“与一个几乎完全由反动分子、中产阶级律师和商人支持的运动相联系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因为我的革命背景和思想使我不可能与他们一起共事”(Nkrumah, 1957: 62)。





      有一段时期，恩克鲁玛与黄金海岸团结会议还是能够相互容忍的。恩克鲁玛要依靠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声望和财源，而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则利用恩克鲁玛去获得在全国更大的优势。但是，到1948年底进行宪法改革讨论时，恩克鲁玛很显然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支持力量。1948年8月，由恩克鲁玛帮助动员组织起来的各种青年组织加紧建立了“青年组织委员会”，恩克鲁玛获得了一个有力的支持集团。一个月之后，恩克鲁玛创办了《阿克拉晚报》，该报专门以群众选民为目标。大量依赖漫画编辑和煽动性文章，使该报成为第一个面向半文盲普通大众的出版物。刻薄的反英以及后来反对黄金海岸团结会议是的该报成为密切联系大众并鼓舞他们的有效工具(Ansah, 1991: 88-107)。它的成功繁衍出两个相似的出版物：塞康第的《电讯晨报》和海岸角的《每日邮报》。





      1949年6月，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工作委员会通过罢免恩克鲁玛有权力的总书记职务，使他们摆脱他。为了继续获得公众的支持，他们同意重新任命恩克鲁玛为名誉司库。但这一把戏失败了。在青年组织委员会的鼓动下，恩克鲁玛从黄金海岸团结会议中分裂出来并创建自己的人民大会党。积极跟随他的是大量的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基层成员。这削弱了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组织基础(Padmore, 1953)。





      随后的几个月里，人民大会党的组织及成员大幅度增加。1950年1月，恩克鲁玛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支持市民不服从并要求建立自己的政府的运动。工会的同情性罢工演变为暴力活动时，恩克鲁玛和其他几名人民大会党干部被逮捕了。阿普特写道，他们的被捕恰好给人民大会党戴上了党所需要的牺牲者的高帽(Apter, 1966: 172)。人民大会党变得家喻户晓。





      人民大会党实力上升的日程表非常重要。到召集库赛委员会时，可以肯定人民大会党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人民大会党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人民大会党政治上的群众基础使它占据了主导未来选举竞争的位子，并且获得了对新政府机构的控制权。





     根据人民大会党的力量和其与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在行动纲领上的对立，我们也许以为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领导人会鼓动分散政治权威的制宪，但这并未发生。相反，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领导人和保守精英团体中的其他成员，被着意挑选出来，联合进行集中政治权威的活动。为了理解这些何以发生，我们必须考察宪法被创制的程序。





                     第三节  库赛宪法的起草





      英帝国殖民当局支配着新宪法的起草、批准程序。在这两个阶段上，他们都采取了自以为能推动温和改革的措施。在任命库赛委员会时，他们把所有的人民大会党的同情者及其成员都排除在外，他们甚至没有任命任何一个小农场主、小商人、城市劳工或者人民大会党的干部。相反，他们任命了一个由年老守旧的精英代表构成的委员会，这一精英集团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经营商品农业的农场主、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传统统治者集团(高级酋长)以及6名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后者是在投票表决时唯一有凝聚力的集团，事实上，他们在委员会进行审议期间扩大了影响力。





      英帝国的战略意图是鼓励温和改革。恰恰相反，它发挥的作用改变了制宪者关于在该国分配权力的信条。英帝国的决定剥夺了人民大会党领导人的权力，拒绝给他们任何机会对宪法的设计施加影响。英帝国的决定促使黄金海岸团结会议而不是人民大会党的领导人相信他们将在新宪法下统治该国。





      在这样的条件下，经过精心挑选出的库赛委员会的成员起草了一部在全国性机构内部集中权威的宪法。例如，我们可以考察立法机关的设计。布坎南和图洛克认为，两院制立法机关的运作可使成本最小化。一院可以凌驾于另一院之上，因为这样可以迫使由不同选民选出的两个立法机构批准一项单一的政策选择(Buchanan and Tullock, 1964: 235-236)。库赛委员会呼吁建立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关，并保证每一议院将从不同的选民中选出：一院由普通人选举构成，另一院由委任酋长和德高望重的人构成。然而，委员会极力限制委任产生的第二院的决策权威：酋长院未经允许不得拖延立法议案超过一个月。下院两次通过的决议案它不能阻挠其通过，而且它没有提案权(Coussey Report, 1949: 55-56)。通过限制第二院的权力，委员会清楚了潜在的妨碍中央权威的因素。





      委员会的成员们以相似的方式拒绝采纳另一项对中央权威进行限制的机制，这个机制要求保留地方自治(Buchanan and Tullock, 1964: 115)。在一次分组投票中，库赛委员会再次强调建立区域性行政机构以监督地方政府。区域性行政机构长官将扮演中央政府代理人的角色，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机构的社圈(Coussey Report, 40-41)。这种安排确保地方行政机构将由对中央负责，而不是由向地方负责的人主导。它也确保传统的州一级不再是有活力的政治行为的竞技场。传统州政府里的人不再享有自治权，也无权创制或实施地方性的财产权利制度。





      库赛委员会试图集中权威，因为它的成员相信他们能够设计出一部宪法，使恩克鲁玛的权力失效，并由此永久保持用英国干涉而带来的种种利益。除创建决策机构外，库赛委员会的成员还负责规划一个新的选举制度的蓝图。库赛委员会里成员们企图利用这些选举制度剥夺恩克鲁玛支持者的选举权，使其在大选中失败。如果该委员会中的保守派能够在大选以前削弱恩克鲁玛的权力，那么他们自己将肯定行使政治权威。一旦掌权，他们就可以利用权力巩固其有利的财富和权力的分配。





      库赛委员会倡导的选举制度，显然对恩克鲁玛及其人民大会党不利。第一，所有25岁以上登记在册的纳税选民才有选举权。年龄和纳税资格上的限制使恩克鲁玛一大批忠诚的选民失去了投票资格，因为他们不是太年轻，就是缺少经济收入以支持税收。第二，农村议席的选举将采取间接方式，农村地区的选民将先选出代表组成一个选举人团，再由选举人团选举出立法会议中的农村代表。通过在当地乡镇确定选举人代表的人选，酋长们就可以对结果直接施加影响。最后，选取以每州的人口为基础进行划分，如此就赋予最大的几个州更多的代表权(这些人口大州恰好也是最繁荣和保守的州)。





      为了赢得大量的农村选票，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领导人补充了给养，制定了竞争战略。恩克鲁玛的农村基础变得不稳固了(Ofori Atta, 1992)。1950年4月，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工作委员会发表了一篇直率的声明，声称面对人民大会党的组织优势，只有各地酋长能最有效地集中党内的各种睿见(Austin, 1964: 134)。人民大会党对酋长喋喋不休的攻击，对酋长制的攻击，促使传统的精英集团确信不管目前存在大量紧张关系，他们也有必要结成联盟。





      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领导人确信通过各自的州议会，酋长们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特殊的信息机器登记选民并吸引对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支持(Austin, 1964: 136)。这部特殊的信息机器由酋长们对其所在州和村庄民众的影响力构成。每一公民都经常与酋长接触，会就任何事情征求酋长的意见。这样，酋长或多或少就成为当地的舆论领导。政治活动家相信这一影响力可以运用到选举竞技场上。一名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和加纳会议党的资深活动家解释了他们的逻辑：“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去一个村庄，他们都要经常接触酋长，酋长能够间接地施加影响，人们通常可以知道酋长的政治立场，即便他什么也不说。”(Ofori Atta, 1992)然而，尽管强调村庄一级的组织，黄金海岸团结会议还是过度依赖于高级酋长。该党的组织工作人员认定，他们会获得与一个州高级酋长的支持，每一高级酋长有能力控制其下属的酋长，使其效忠于他。





      最终结果是，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竞选策略失败了，保守的精英集团并未能巩固其对权力的控制。在新宪法下的首次大选中，人民大会党大获全胜而执掌政权。人民大会党的领导人利用中央政府机构重新划分精英集团的选区，以侵夺其资源，并且进一步集中政治权力。





      为了理解这一结果，我们必须考察新宪法的批准程序，以及新生机构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第四节  库赛宪法的通过





      库赛委员会开始进行评议时，英帝国官员仍然没有决定如何对待委员会的报告。黄金海岸团结会议以及人民大会党都在游说殖民政府采纳有利于自己的程序。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成员主张宪法草案应由与库赛委员会成分相似的团体审议。而恩克鲁玛则鼓吹建立一个具有更大代表性的宪法会议。





      最初，英帝国殖民事务部曾计划邀请一个黄金海岸非洲人代表团去伦敦讨论库赛报告。他们相信这样的程序将能显示英国致力于富有意义的变革，并以此封堵关于改革进展不够充分的激进批评。由于英国官员将自行委任该代表团，该程序同样能使殖民事务部继续支持政治温和派。然而，1949年8月，即库赛报告发表前2个月，国务秘书声称保留该计划，称“这项计划新颖但可能花费过大”(Watson, 1949)。很快，黄金海岸总督也表示反对，他写道：“很显然，伦敦没有地方可以详细地审议细节，如果在重大事务或者原则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就非常难以组织一个非洲人的代表团，即使我们的观点成了伦敦会议的结果，其成员也愿意承担遭到唾骂的风险，认同我们的观点。”(Arden-Clarke, 1949)





      面对这些反对意见，帝国殖民事务部放弃在伦敦或者黄金海岸召开会议的计划。作为替代的方法，决定库赛报告交付当时的立法委员会审议。英国规定立法委员会只能审议涉及行政和立法的条款，原因在于总督先前担忧如果文件前后差别极大，立法委员会可能不予接受。地区和地方政府的问题将由根据新宪法组建的立法会议决定(Lloyd, 1949)。





      英国决定将宪法草案交付立法委员会审议，其意图在于加强对宪法创建过程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决定恰恰加强了那些对英国在黄金海岸的存在有敌意的人的力量，即克瓦姆·恩克鲁玛和人民大会党。





      由立法委员会审议宪法草案的决定深刻地“塑造”了黄金海岸其后遵循的发展道路。首先，英国人的决定改变了当地人之间的权力分配。库赛委员会由保守、富裕的精英集团，即专业人士、商人、地主、乡绅等所主导，而立法委员会则由手握权柄的酋长们所主导。另外，库赛委员会富有成效地排斥了人民大会党，而人民大会党在立法委员会中却有一些同盟者，克瓦思·普兰吉(Kweis Plange)在海岸角城市选区的一次特别补选中作为人民大会党代表选入立法委员会。他从1950年6月开始就职。此外，尽管酋长作为一个整体反对人民大会党，但来自较为贫困的西部省份的酋长却对恩克鲁玛的党表示同情。在这已发生变化的环境下，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领导人不再有把握控制宪法的最终设计了。进一步而言，他们已不能确信他们是否有能力剥夺恩克鲁玛支持者的选举权并保证自己的选举胜利。





      其次，转移给立法委员会进行辩论的决定引发了新的程序性的考虑。在库赛委员会的会议上，独立行动者提出他们认为将一起运作的一揽子制度。而立法委员会的代表就宪法的每一构成部分进行辩论，他们从没有把宪法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虑。这种程序鼓励成员通过操作宪法的构成部分去追求狭隘的再分配利益，对其行为将如何影响库赛委员会所勾勒出的宪法的外观视觉则未给予多少注意。同样重要的是，对宪法片断式的审议意味着宪法中的一些条款会在最重要的建立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条款进行审议之前被批准和执行。





      立法委员会在1950年3月开始召集进行对宪法草案的审议。是年7月，通过了库赛委员会制定的选举条款；12月，议会发布了英国总督令，新宪法正式生效。





      在辩论过程中，立法委员会成员批准了一系列对库赛建议的修正案。每一条修正案后的动机各不相同，一些修正案由一些以牺牲公共利益追求其选择性目标的人提出，另一些则涉及到同盟者之间关于哪些制度将会带来共同同意的目标的争议。累加起来，这些修正案削弱了对权威集中本已是十分单薄的控制。





      首先，要考虑的是行政权的冲突。数项信息限制给保守派知识分子关于如何正确涉及行政权的辩论火上加油。丹凯用户库赛建议。该建议认为应由立法院中的多数党选举一名立法院成员担当行政会议的政府首脑(一个类似于首相的职位)。保守律师N.A.奥莱奴(Ollennu)领导的其他人则倾向于由英国总督直接委任一位立法院成员。





      争执并非来源于行为者对分配结果的不同倾向，奥莱奴给予更为保守的日程表以交广泛的支持。可以说，争执来源于两个人对制度本身如何运作有着不同的信念。奥莱奴不相信政党政治能在黄金海岸扎根。因此，由立法院进行选举将导致个人间的斗争，那么最具资格的候选人极有可能落选(GC, March 21, 1950)。奥莱奴的观点占了上风。与预期的相反，政党形成了，成为政府领导人的政党领导人不对立法院负责。





      当立法委员会中的新成员寻求修改宪法草案以反映他们的利益时，其他对库赛宪法的修正案也被通过了。第一次参与正式的决策制度内的运作，人民大会党有能力对宪法涉及施加影响。普兰吉当选为人民大会党的成员，他提出了一项选举年龄从25岁降低到21岁的修正案。他的主张直接引起了高级酋长们的注意。普兰吉引用了“不纳税就没有代表权”的民主原则，警告酋长们，黄金海岸的年轻人不再交付传统的部落金，直到他们达到投票年龄。酋长们的反应是同普兰吉一起投票降低选举年龄至21岁，这样使恩克鲁玛的相当一批选民获得了选举权(Nkrumah, 1957: 89)。





     维护重新分配利益的斗争在由高级酋长们提议的修正案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来自殖民地的高级酋长群体提出了一项牺牲大州而提高小州政治权力的修正案。而库赛委员会的建议是区域性议席的选举将以各州的人口为基础进行，这是一项使殖民地的5个大州主导其他58个小州的计划。殖民地的高级酋长主张联省理事会应该作为选举团而存在，这项变化导致小州将占据主导地位。





      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和人民大会党以相似的理由反对此项修正案。黄金海岸团结会议成员阿库弗·阿多(Akufo Addo)抱怨说，“背弃普选危及宪法改革的根本特性……扩大争执代表性的基础。”为人民大会党声辩的普兰吉同意其看法，并谴责酋长将自己的决定强加给人民(GC, July 7, 1950)。他们反对实际上并不成功。几位非酋长的立法委员会委员认为该修正案有助于促进国家团结，殖民地酋长们同他们一起获得了足够使该修正案得以通过的票数。





      高级酋长们还想进一步夺回非酋长们获得的政治权力。这场战斗在两院制议会问题上展开了。回顾前一阶段，黄金海岸团结会议成员曾经倡导在国家和地方政府中赋予酋长有限权威的制度。在国家层面上，酋长们仅能获得第二院中相当弱的议席。在地方层次上，酋长们成为新的地方议事会主持仪式的主席，能够委任其中三分之一的成员。





      通过利用立法委员会，酋长们试图扩大其未来的权威。他们鼓吹一院制议会的主张，这样他们就能够对所有的一院施加同样的影响。





      在立法委员会进行辩论的前夕，联省理事会发表了一份谴责库赛两院制建议备忘录。该备忘录称，在两院制的体制中，“酋长们被完全剥夺了对下院决定施加影响的权力……从而附属于下院……为两院制摇旗呐喊的人都一再表明酋长们不应该参与政治……如果酋长们不能参与政治，那么上院的酋长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他们在那里仅仅只作为礼仪目的而存在吗？这是两院制体制倡导者们仍然未给予回答的问题。”(Joint Provincial Council, 1950)





      在立法委员会中，酋长们提出了一项创建一院制的建议。该计划设想只有立法院，设置78个代表议席。其中30个议席由农村选区选出，5个由城市选区选出，18个由3个区域议会挑选出，其余19个将保留给北方领地的代表。





     同样的计划在库赛委员会进行评议时，殖民地酋长无一赞同(Frimpong, 1966: 70)。他们重新提出该计划与他们日益提高的讨价还价权力有关。库赛方案由他们主导的立法委员会主持审议。而且在即将到来的选举战中，酋长现在成了关键性的同盟者。此外，库赛报告发布后，英帝国殖民官员就曾明确表明他们倾向于建立一院制议会(Joint Provincial Council, 1950)。





      丹凯领导了立法委员会中的反对运动。辩论产生的结果对于各方面来说都具有战略性的讨论意义。丹凯明确认为酋长们的建议是对黄金海岸团结会议与酋长们的策略性联盟的背叛。在立法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丹凯以威胁制裁酋长们的行为作为报复。首先，他警告说，这个举动将破坏未来合作的基础：“不要想象这个国家在某一刻会沉睡不醒，不要想象会有那么一刻由于渴望权力而坚持进入下院并在其间倚老卖老。这个国家其他的人……很可能会忘记他们从你那里得到过什么。”(GC, March 22, 1950)





      他又发誓说，这项动议只会带来长期的负面效应。如果现在酋长们接受一院制议会中的议席，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团结国家党反对他们。“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发现酋长制在这个国家已经结束了。那时，我也将成为最后一个对你们的遗体唱挽歌的人。”(GC, March 22, 1950)





      丹凯的威胁缺乏可信性。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先前的制度选择已经把他们限制在一个竞选战略中，酋长们是这个战略中必不可少的同盟者。他们投票支持一院制议会将不会引发黄金海岸团结会议领导人对他们的制裁。动议得到了执行。





      每一个这样的修正案仅仅是由于某一个毫不相干的理由被通过。然而，累计起来，它们就会破坏宪法设计的一致性以及活力。奥莱奴的修正案保证，一旦政党政治出现，行政会议的领导人就将不对立法院这一整体负责；相反，他将对一个不愿干预的英国总督负责，也要对自己的政党负责。殖民地酋长修正案是的一旦恩克鲁玛被授予中央政府的财产管理权，几个最大的被再分配政策损害的州(它们中大部分有能力进行自卫)也不能通过正式的制度结构拥有作出反应的合法地位。最后，向一院制议会的转变使得两院制为反对权威集中而确立的最低限度的保护也丧失了。而且，酋长们拒绝放弃权威，导致他们在公众批评面前极为脆弱，也潜在地削弱了他们影响选民的能力，而大选已迫在眉睫。





                第五节  1951年选举





      批准程序的突发性更改对于宪法设计产生了意义重大的转变，并削弱了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在选举竞争中的地位。黄金海岸团结会议领导人对其动员公众投票的能力的错误估计使这些制度性变迁的后果更加恶化。在宪法设计进程中，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领导人设想他们能够通过酋长们的中介来影响农村选民。他们的假设毫无根据。首先，人民大会党的活动分子破坏了黄金海岸团结会议与高级酋长们的联盟，他们是通过直接吸引次一级的酋长们做到这一点的。人民大会党的领导人完全是利用地方上的不满来获取支持：如果一个村庄的酋长宣布支持黄金海岸团结会议，人民大会党的领导人则吸收邻近村庄的酋长，并让他宣布支持人民大会党。尽管没有酋长关注两个政党的政策，但人民大会党的活动分子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为酋长争夺土地或解决酋长身份的争议。结果，当高级酋长呼吁其属下支持黄金海岸团结会议时，他的话经常被当作耳旁风(Austin, 1964: 144)。





      其次，人民大会党活动分子经常有能力使已经被选入农村选举人团的代表转向。农村的选举分两步进行。农村投票人选出选举人团的代表，然后由选举人团中的代表选举出派往立法院的议员代表。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相信酋长们能影响第一轮投票过程，看起来这是正确的。英国的大选观察家报告说，选举人团中的大多数席位没有经过竞争。代表经常是根据习惯挑选出来的。通常是由村庄里的年长者、农户头领和酋长共同决定其人选(UK: Report on the First Elections, 1951)。然而，酋长们的影响并没有在选举人团中保持下去。在那里，代表们受两党成员紧张的竞选活动的支配。奥斯丁记录了代表经常被请喝酒和被赠送礼物，或被关在一个房间里被选区秘书游说支持该党候选人(Austin, 1964: 140)。大选观察家由此得出结论，面对如此这般的游说，“某些人违背指示进行投票不是不可能的”(UK: Report on the First Elections, 1951)。





      各种情形加起来就具有了毁灭性的力量。不出所料，恩克鲁玛彻底赢得了所有5个城市选区的议席。在农村地区，人民大会党获得33个议席中的29个并得到了72％的选票，这个结果出乎意料之外。他们还得到了北方领地19名代表和3个区域议会的代表的支持。因此，人民大会党控制了立法院84个议席中的56席。





      数年以后，一些前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政治家和一个新生政党结盟，要求进行宪法改革。他们鼓吹创建联邦制宪法，并向地方和区域政府下放权力。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库赛宪法起草过程中作出的选择已经深深地嵌入这个国家的宪法结构中去了，不可能被取出了。





                 第六节  结论





      我关于黄金海岸1950年宪法起草、贯彻实施的分析，对于我们的宪法创建理论和我们对黄金海岸集权统治的理解有着重要的洞察。我的分析表明，关于宪法创制的实证理论必须要考察制宪者关于政治环境的信念。当制宪者相信权力是非均衡分布的，并且相信他们将在未来的决策机制中占有突出地位时，那么他们就十分愿意设计一部集权的政治权威的宪法，从而有利于他们追求狭隘的再分配利益的目标。





      宪法创建的理论还必须要考察宪法被草拟和实施的程序。首先，制宪者所采纳的创立制度的程序可以扩大或削减权力的不平衡的状态。由此改变制宪者对宪法设计的偏好。在黄金海岸，英帝国殖民官员所采取的宪法创建程序十分有效地致使该殖民地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人民大会党归于沉寂了，而且还人为地使第二大党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权力膨胀起来。关于程序的决议让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领导人相信他们将控制新的决策机构，而且因此鼓励他们选择了集中权威的制度，这是一项保护自己、避开强大反对派的措施。





      其次，程序影响了制宪者起草一部前后一致的宪法的能力。在黄金海岸，英帝国殖民官员所采纳的程序迫使当地制宪者不得不以逐行逐条的方式审议宪法草案。在这些限制下，关于宪法的辩论产生了一场为保护狭隘利益目标的斗争，从而失去了库赛宪法草案的前后一致的外观。





      最后，宪法创制理论必须要说明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性质。典型的个体理性选择模型是建立在假定行为者能真实、正确地按照其生活世界的模式行事的基础上的(Tsebelis, 1990: 7; North, 1990: 93)。行为者可能作出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他们获取的信息不完全，但是他们会很快获得使他们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信息。这样他们即可改正其错误。





      本章表明这样的假定站不住脚。个人不必按照世界的真实模型行事。因此，他们的选择经常产生不可预见和出乎意料的结果。在黄金海岸，黄金海岸团结会议的领导人没有预见到英国会将库赛宪法交付立法委员会审议。此外，他们对自己控制大选投票的能力完全判断失误了。当人民大会党赢得了后来的大选，并开始控制新的决策机构时，这些错误深深扎根于宪法了。黄金海岸团结会议领导人拥有了修改其信念的必要的信息，但他们不再拥有政治权力去修正先前的错误了。





      关于制度创制观点的这一细微差别可以让我们在有关集权的宏观解释与微观解释之间建立联系，不仅在黄金海岸这样，也更普遍适用于非洲。英国殖民主义对集权起着一定作用，因为它人为地扭曲了当地人之间的权力分配。在宪法创建的整个时期，英国殖民官员致力于促进“温和因素”的成长，以维持英国在殖民地的影响。因此，他们采纳了这样一个决策程序，揭开无知之幕并造成了一些制宪者关于其政治权力的错觉。据此而行，他们鼓励那些制宪者选择了集中政治权威的制度。





      独立后政府的后继行为也必须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理解。一旦掌权，克瓦姆·恩克鲁玛就利用中央政府的各种机构镇压反对派，巩固首相(后来的总统)办公厅的所有政治权力。但是，在游戏的每一个阶段，他的行为都是完全合乎宪法的。恩克鲁玛独裁的种子在宪法创制的序幕中就已种下了。





      这一结论对关于黄金海岸精英的习惯看法是一个挑战。丹凯和他的黄金海岸团结会议同僚一直被看成是自由民主秩序的捍卫者。实际上，自从恩克鲁玛掌权以后，丹凯在加纳就作为公民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的斗士而存在。他死于服刑期间。然而，黄金海岸团结会议作为保守民主党的形象多少有些虚假成分。最近一份关于宪法创建过程的政治学研究表明，这些人十分愿意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他们的民主理想。他们有意选择了集中权威的制度，目的在于保护其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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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抽象社会





李猛


导论


       “And what is the whole world? An infinity with no face! An abstraction”   


               


      Milan Kundera，Slowness 


      　　自从18世纪以来，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历史主义以及激进主义就始终不懈地攻击现代社会的各项制度（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模式，还是意识形态、法律制度）过于抽象，既无视个人或集体（民族、文化）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又脱离了与各种价值观念、信仰和传统的联系。在这些思潮背景下形成的现代社会理论的研究传统，以各种复杂的方式继承了这一“批判母题”（Hawthorn 


      1987）。在社会学的理论历史中，现代社会的抽象性是一个尽管经常受到忽视，但却不断以各种形式浮现出来的核心问题。不过，现代社会理论似乎一直难以用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抽象社会”（abstract 


      society）1的问题。


      　　抽象社会的问题来自现代人的生活经验。对于现代人来说，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既非古代社会中由“公民同伴”（civis）2组成的城邦，也不是腾尼斯带着怀旧情感构造出来的美好“共同体”3，而似乎是一个由熙熙攘攘的“陌生人”组成的，拥挤但却多少有些冷漠的世界。在现代人的眼中，这个“社会”不再是涂尔干笔下以曲折的方式被崇拜的神圣事物（涂尔干 


      1992：第2篇第7章），而好象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对象，需要不断加以考察、研究、反思和转变。用一位法国左派学者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具体生活降格成为一个思辨旁观和沉思冥想的世界”，社会作为一个被冷眼旁观的“场景”（spectacle），是一个一般化的抽象物（generalized 


      abstraction, Debord 


      1987:18-19）。在普通人心目中，也在许多社会理论中，社会是一架由毫无感情色彩的程序装配而成的机器，它需要组装、调试、修理甚至重构，但却没有人的任何位置，也缺乏价值的内涵。一句话，现代社会是一个“抽象社会”，这个人造的弗兰肯斯坦已经开始象恶魔一样支配了人们的生活。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对抽象社会的研究，正是希望破除各种实践或理论的意识形态，探索“抽象社会”的复杂机制。


      　　1．什么是“抽象社会”


      　　那么，“抽象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看来，“抽象社会”的观念，实际上涉及了现代社会的三个重要特征：


      　　（1） 


      程序性：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互动过程的进行是借助某种程式化和类型化的做法。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科层制和现代市场交易中。“抽象社会”的这一特点还进一步体现在诸如“程序正义”这样的制度安排中，也就是说，价值理性（如公正、平等）的实现经常要依循程序的方式才能获得保证。


      　　（2） 


      反思性：在现代社会中，与程序性相关的一个特点是反思性，或者说是观念性和超然性。在抽象社会中，许多具体的互动和认同（identity）过程往往需要借助各种超越具体情境的框架，特别是各种以书面形式存在的话语体系。尽管在传统社会中，互动与认同也经常需要借助超情境的因素，但这些因素往往可以还原为行动者对具体情境的经验。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还原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互动与认同所涉及的绝大多数抽象框架（既包括观念、知识，也包括技术和做法），很难还原为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经验。用卢曼的话说，在现代社会中，不能再在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的层面再现“社会”（society），随着社会的演化，在互动与社会之间出现了分化（Luhmann 


      1990:113或1987）。而且，现代社会的“反思性”还进一步体现在各种超情境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针对自身的再生产机制和言说机制（例如各自有关方法的方法、程序的程序或者理论的理论），因此，反思性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心态特征（反省），也是制度或社会机制的特征（反身性，Luhmann 


      1990）。


      　　（3） 


      非人格化：在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互动过程涉及的机制、知识或观念，都与个人的具体特征或人际的具体关系无关。而且更进一步说，这些机制赖以运作的基础正是对人格关系的克服。这与传统社会中的互动主要建立在个人特征和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中人消失了，或者说人成为了社会有机体的“零件”。本文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试图理解现代抽象社会的“非人格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抽象社会的这三个特征，我们可以发现，抽象社会的“抽象”，既涉及了各种制度中广泛采用的程序技术，也包含了围绕“社会”这种新的理念产生的各种抽象观念。


      　　2．从涂尔干到帕森斯：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经典社会理论中，尽管很少正面面对抽象社会的问题，但却不乏对现代抽象社会上述这些特征的分析，与这些问题有关的讨论一再出现在社会学理论的许多核心思想中。


      　　涂尔干对所谓亚当匪姑苡肼顾固匮傻呐溃ㄍ慷� 1999，Durkheim 


      1993），就以一种尖锐的形式将抽象社会的问题隐晦地带入了社会学中。


      　　在涂尔干的著作中，有关分工或者财产问题的争论，实质是作为一套复杂程序技术（尤其包括各种法律关系）的市场本身是否具有道德意涵。在由彼此千差万别的现代人组成的异质社会中，市场、分工或贸易除了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了一种纯粹的相互依赖关系之外，是否还塑造了其它方面的纽带。如果从现代社会理论术语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一争论中，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家心目中的“经济学家”的分歧在于一种程序技术（如市场），是否促进了社会的整合；更进一步，如果它促进了社会的整合，那么这些程序技术对整合的贡献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是否只是作为一种系统整合的力量（建立相互依赖关系），还是同时具有社会整合方面的意义（集体良知或道德实践）4。


      　　从亚当匪姑芎屯慷捎泄厣缁岱止の侍獾牟煌治鲋校颐蔷鸵丫梢苑⑾Ö“抽象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涂尔干对社会分工进行的经典研究中，分工问题对于社会的道德秩序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涂尔干并不满足于以亚当匪姑芪淼哪侵掷嘈偷姆止だ砺郏庵掷砺劢止ひ约坝胫裘芰翟谝黄鸬氖谐』评斫馕恢纸柚ú“自动机制”实现的社会行动者的“自然自由”。而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的开篇就指出，“事实上，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显得更为重要，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才是它真正的功能。无论如何，它总归在朋友之间确立了一种联合，并把自己的特性注入其中”（1999：第1卷，第1章）。因此，在涂尔干的眼中，分工的重要价值 


      ，首先不在于它能够通过一种“看不见的手”，将追逐私利的行为转变为公共的福利和社会的秩序，而在于分工带来了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团结，从而构成了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集体良知。简言之，在亚当匪姑苣抢铮岳⒆园Ä“经济人”联系在一起的是“看不见”的抽象的“自动机制”，而在涂尔干这里，却变成了具有友爱色彩的“团结”。这种团结本身与“经济学家”眼中的那种抽象之间的巨大差距，在涂尔干下面的这段话中表现无遗：


      　　“严格说来，任何个人都不能自食其力，他所需要的一切都来自于社会，他也必须为社会而劳动。因此，他对自己维系于社会的状态更是有着强烈的感觉：他已经习惯于估算自己的真实价值，换言之，他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整体的一部分，看作是有机体的一个器官。这种感情不但会激发人们作出日常的牺牲，以保证日常社会生活的稳定发展，而且有时候会带来义无返顾的克己献身之举。就社会而言，社会已经不再把它的组成成员看作是可以任意摆布的物品，而是把他们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并对其负有一定的责任。有人总喜欢把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社会与以合作为基础的社会对立起来看，认为前者具有一种道德特征，而后者只是一种经济群体，这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任何合作都有其固有的道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现代社会里，这种道德还没有发展到我们所需要的程度。”（第1卷，第7章）


      　　在这段简单的话中，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涂尔干对社会的强调，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就是亚当匪姑鼙氏露懒⒌母鋈耍谕慷傻谋氏拢坪跸Р患耍顺闪松缁岬墓δ埽缁岬Ä“器官”。5这样做的结果，对人的道德性的强调不过是将抽象社会中程序技术的精神延续到人的身上，使人变成了社会的“傀儡”（Garfinkel 


      1967）。


      　　其次，从引文的最后一句话来看，在涂尔干的眼中，显然我们完全有可能为市场社会找到一个牢固的道德基础。而分工本身不仅不会妨碍这种道德的建立，反而是后者的一个重要前提。不过，涂尔干并不认为我们可以等待这种道德的自然形成，而应该运用各种手段促使它发展成为“我们所需要的程度”。涂尔干实际上在暗示，仅仅借助分工的机制仍然不够，社会还需要其它各种有形的组织联系或制度安排来直接巩固社会的团结，从而完成程序技术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涂尔干毕生倡导的各种中间组织和道德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6


      　　涂尔干与他心目中的亚当匪姑艿那痹诜制缡导噬弦丫な玖舜撕笊缁崂砺畚普飧鑫侍庹箍母丛诱邸Ｔ谡壑校¬“社会学”一方往往坚持，尽管我们可以承认，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抽象机制并不一定有碍于社会的整合，甚至有助于社会的整合，但仅仅依靠这些机制实现的（系统）整合至少“没有发展到我们所需要的程度”，因此我们必须在现代社会寻找其它一些社会整合（道德团结）的机制。这一思路最终在哈贝马斯有关“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元理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述。在分析中，哈贝马斯用一种卢曼式的系统观理解现代社会的各种抽象机制，承认它们在系统整合层面的重要作用，但他认为，我们仍需要找到一个建立社会团结的领域，这就是能够进行不被歪曲的沟通的生活世界（Habermas 


      1984和1987）。不过，对于信奉抽象机制的自发秩序的学者（其中既有经济学家，也有许多倡导社会系统理论的社会学者）来说，“规范社会学”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很难找到象传统社会中的那种一致性的规范整合机制，价值不再是一种共享的道德观，而一方面变成了以法律为代表的系统媒介类型的程序知识，另一方面，道德与伦理则完全退入“私人空间”，成为与整合问题无关的私人事务。因此，社会整合已经不再是整合的主要方式，现代社会只能借助系统整合来解决整合问题，而且系统整合也足以承担这样的角色。而试图建构某种规范模式的努力，实际上是在强加某种同样人为的抽象物，结果往往导致一条“通向奴役之路”，最终使现代人成为社会的“傀儡”。这样，在争论双方的眼中，现代社会如果只诉诸系统整合方式的话，人不过是机器里面的螺丝钉；而如果要保留规范价值的社会整合作用的话，却又会变成社会有机体的“器官”。面对抽象的程序技术和同样抽象的价值观念，抽象社会的现代理论似乎进退维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帕森斯以一种折衷的方式第一次正面探讨了现代社会的“抽象性”问题。在帕森斯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中，同时触及了制度（各种社会子系统）的一般化与价值观念的一般化和普世化。社会系统的功能分析与著名的“模式变量”（pattern 


      variables）理论，通过系统媒介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从而在制度和价值两个层面上解释了“抽象社会”的诸多侧面。在帕森斯眼中，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正在于社会成员和许多不认识的他人发生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下，许多一般化的媒介就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构件。在社会分化过程中，较“发达的”（也就是较分化的）系统可以获得了更高的调适能力，而这些一般化的媒介正体现了这些系统较高的调适能力。随着系统调适能力的逐渐提高，价值模式逐渐趋于一般化。帕森斯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就是这样一种将源于禁欲新教教派的普遍主义与积极的行动主义结合起来的价值模式，它使美国社会具有典型的“联合性”（associational）的特征。而正是这样的价值观，解决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整合问题（Parsons 


      1966, 1971, 1991）。


      　　不过，帕森斯将这种普遍化的价值看作是一种媒介的做法，又恰恰潜在地迎合了将普遍化价值看作一种抽象机制的做法。这样，帕森斯实际上同时接受了有关抽象社会争论双方的观点。7帕森斯论述的关键缺陷在于，当他将价值的抽象性与制度的抽象性通过媒介概念联系在一起时，他似乎并没有解决争论双方的问题，反而同时陷入了双方的困境。“规范内化模式”在将每个社会成员变成遵守的规范的社会“器官”的同时，使他能够更好地履行“螺丝钉”的功能。


      　　因此，从帕森斯的理论来看，社会理论似乎仍然难以解决抽象社会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抽象社会始终难以获得充分的理解，倒象是社会理论本身贫困的一个征兆。是身处现代社会之中的社会学家理解自身处境的艰难努力的一部分。


      　　3．工具理性扩张的理论


      　　要真正回答当年困扰亚当匪姑芎屯慷傻奈侍猓鸵骞钩上执ú“抽象社会”的程序技术和价值观念究竟以何种方式发生关系。而“工具理性扩张”的理论正试图在继承保守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的同时，来解决这一难题。


      　　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的经典研究，在临近尾声时达到了一种戏剧性的顶点。韦伯以一种悲悯的语气预言了现代社会的前景，“…完全可以，而且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韦伯 


      1987：143）。如果不仔细分辨，我们几乎会以为这是一位当代学者对社会的诊断，技术专家与消费主义并肩而行，历史与对历史的思考都走到了尽头。在韦伯之后，无论施米特这样的保守主义者8，还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都将韦伯的这段话看作是他关于理性化论述的象征，现代西方的理性化在带给西方社会前所未有的文明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不受钳制的，无法约束的庞大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扩张；这种工具理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将我们的时代变成了一个在没有灵魂的技术支配与毫无心肝的享乐主义之间摇摆的“贫乏的时代”；最终这种扩张将不可避免地将西方社会带向崩溃的边缘。9


      　　工具理性扩张的命题，迅速在社会理论界与公共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针对整个启蒙理性与现代性，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的批判版本，但大抵上这些理论都认为：


      　　（1） 


      现代社会的抽象性体现在各种工具理性的扩张上，这种工具理性的发展肇始于各种程序技术在现代社会的盛行，作为代表的是理性逐利的资本主义企业，由程序方法论来保证的现代科学，具有刻板的规章制度和事本主义的科层制。


      　　（2） 


      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或至少伴随了价值理性的衰微。在这方面，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各执一词，但都强调工具理性在摧毁了旧的宗教信仰的整合力量之后，并没有建立可资替代的新的观念资源。即使资本主义创生阶段一度存在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也正如韦伯所预言的那样，在资本主义自身力量的作用下，趋于衰败（贝尔 


      1989）。


      　　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具理性扩张”的理论认为“抽象社会”的三个特点，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三种典型的病态或者危机。他们将程序性理解为技术化（例如Schmitt 


      1993），观念性理解为唯智主义，而非人格化则理解为异化或物化（例如卢卡奇 


      1992）。大体上说，在这些批判工具理性扩张的理论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变体。一种可以称为“工具理性扩张”的技术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各种工具理性已经完全脱离了和价值理性的关联，现代社会的各种程序技术的发育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趋于技术化。另一种变体则可以称为是“工具理性扩张”的精神论，这些学者承认现代社会的各种程序技术在运作时离不开各种抽象观念或价值，但他们认为这些观念或价值本身同样具有“工具化”的趋势，这种观点特别体现在诸如科学理性的兴起与唯智主义的蔓延等论题中。因此，抽象社会的“工具化”本身就是程序技术与价值理性的合流，工具理性不仅使我们的生活技术化，而且这种技术化还成为席卷一切的“时代精神”。在这些学者带有浓厚黑格尔色彩的论述中，对“工具理性扩张”的分析更多不是从制度运转机制的角度着手，而是从某种总体性的途径出发。甚至在有些学者的笔下，工具理性的扩张成为时代的绝对精神，只不过是一种比较黯淡的精神罢了。


      　　但无论是工具理性的技术论还是精神论，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工具理性扩张的命题，我们发现这些论述能否成立实际上取决于：


      　　（1） 


      考虑到社会分化的问题，那么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并行发展的程序技术是否可以直接理解为是一个相互助长的、和谐的总体趋势，是否无视现实中各种程序技术之间的相互制衡，甚至相互冲突。事实上，分析工具理性问题的学者很少正面谈论这个问题，这一点在“工具理性扩张”的精神论中尤为突出。


      　　（2） 


      许多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扩展的前提条件就是，工具理性摆脱了价值理性的基础或背景才能发挥作用，但事实是否如此？现代社会的程序技术是否与价值理性完全脱离了联系？程序技术是否能够摆脱价值理性来发挥作用？是否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的发展只不过是摆脱了旧的价值理性，而建立了新的价值理性，或者在所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同形式的关系。


      因此，我们对“抽象社会”问题的研究，就是要试图通过观念史和社会史的双重分析来尝试解决这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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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社会中的政治经济


       








      　　无论卢曼，还是哈贝马斯，在分析现代社会的政治系统时，都将“政治”看作是一种系统整合的方式10，其突出特点就是与价值理性日益脱离。11事实上，这两位学者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政治的非政治化”的观点，只不过一位学者竭力用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及其特殊的化减机制来为政治系统的这一特点进行辩护，而另一位学者在勉强承认这种辩护的同时，另外诉诸属于生活世界的“公共领域”来制约这种趋于技术化的政治。这种将政治系统等同于国家机器的做法，与法国结构主义一度产生的问题没有什么两样，都忽视了葛兰西反复强调的国家的市民社会基础的重要意义（1992：第395页以下论“国家与市民社会”）。事实上，从近代国家的发展来看，无论国家统治技术的发育，治理观念的更迭，还是包括科层制在内的政权建设过程，都涉及了治理理性与市民社会，统治权力与基础权力，政府治理与自我治理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1． 国家理性与生活纪律


      　　现代国家中治理技术的兴起，是面对所谓“17世纪的总危机”（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17th Century，H. 


      Trevor-Roper语）逐渐采取的理性化步骤。17世纪早期，在欧洲出现的广泛危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此期间，自中世纪盛期（High 


      Middle Age）以降逐渐发展的西欧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所谓“文艺复兴的现代性”（the modernity of the 


      Renaissance），逐渐为一种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所代替。这种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放弃了怀疑主义色彩的人文主义精神，开始寻求一种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ertainty，Toulmin 1990）。


      　　这种“确定性的政治”寻求建设一个以更加理性的方式来管理的国家。用福柯的话说，在新的理性国家中，权力的形象将不再是针对死亡的，充满了随意性的暴虐权力，而是一种小心谨慎、细致入微地管理生命的权力（Foucault 


      1979：第5部分）。在国家政权的建设过程中，国家治理技术的发育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学说和各种治理术的发展上。


      　　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无论中世纪的基督教政治神学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共和思想（civic 


      republicanism），政治理论关心的核心问题都是如何建构一个体现正义和善的政府（Pocock 1975，Muller 


      1993：39ff）。政治理论，作为一种最尊贵的学科，提供的是有关共和的艺术（art of 


      republic），而共和意味着一种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与为公共的善服务的德性结合起来的努力。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学说将社会的整合与政府的正义性以及公共的善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被视为现代政治理论先驱的马基雅维利仍然坚定地捍卫政治学的这一根本特征（Viroli 


      1992）。但他在《君主论》中的论述还是引发了某种列奥匪固乩退顾½“马基雅维利的革命”（Strauss 


      1989:88）。这种“革命”就体现在《君主论》通过对当时盛行的人文主义观念的批评，第一次试图不再只从一种规范的立场出发思考政治问题，而是从所谓现实的人出发，解决治国术（statecraft）的问题。通过探讨现实的政治生活，从一种政治的修辞学转变为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观，以处理世俗历史中的偶变因素（Pocock 


      1975）。不过，马基雅维利仍然希望在传统的共和艺术的政治理论中兼容治国艺术的观念，而并不是将政治等同于国家问题，因此，他的思想仍属于公民哲学的共和观念（Viroli 


      1992：第3章）。但继马基雅维利之后，许多撰写“王公之鉴”的学者开始抛开共和问题来探讨治国术的问题，随着“国家理性”学说占据了整个政治观念的舞台，治理术与国家理性的问题开始逐渐脱离了与带有规范色彩的政治理论的关联，并将“治理”问题从马基雅维利那里的国家和“君主”引申到“元首、皇帝、国王、君主、贵族、长官、教士、法官及类似的人”，而且治理问题也不再局限于战争问题与国家问题，而是囊括了从家庭、儿童到宗教秩序的诸多方面，正是随着治理问题摆脱了共和观念，甚至主权观念的限制，所谓“马基雅维利的革命”才算是彻底完成了（福柯 


      1998）。


      　　不过，这次“马基雅维利的革命”真象列奥匪固乩退顾衔哪茄谴哟私挝侍獗涑梢恢旨际跷侍饴穑康鹿费Ъ野乱了固乩澈沼泄匦滤苟喔僚捎朐缙谙执倚纬芍涞墓叵邓龅难芯渴导噬咸岢隽艘桓霾煌穆凼觯∣estreich 


      1982）。


      　　奥伊斯特莱赫指出，在荷兰等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新斯多噶派的复兴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面对由宗教战争等因素带来的“总危机”，欧洲传统的国家体系以及旧的社会整合方式已经趋于崩溃，重建权威和秩序成了当务之急。在这一过程中，绝对主义国家这种现代国家形式逐渐脱颖而出。但如果说，传统的封建国家体系和法团国家体系借助教会宗教和封建法律完成了社会整合和利益分配，那么在宗教战争带来的社会分裂之后，绝对主义国家却很难再依靠这样的制度化宗教来提供共享规范式的社会整合方式，这一点在荷兰这样新教与天主教共处的国家中尤其明显。而荷兰的“律师/学者”们借助新斯多噶派的复兴运动找到了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奥伊斯特莱赫指出，这种新斯多噶派在荷兰的广泛影响，形塑了一种新的“政治人”的形象。新斯多噶派在强调实力和军队对于增长国家的权力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要求人们的自律，扩大对统治者的义务，对军队、官员乃至整个社会进行教育，从而建立一种适应新的工作、生活，保证人们的服从和义务感的社会纪律。而在这一过程中，来自罗马社会的德行和义务的学说为这种新的国家理性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奥伊斯特莱赫看来，如果说“ 


      ‘国家理性’的现代现象，将更高程度的理性和热情带入了政治生活中，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新斯多噶派关于理性的力量与人应该积极生活的要求的教诲的产物”（ 


      Oestreich 1982：70）。


      　　韦伯在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有择亲合关系时，曾从生活秩序（life 


      orders）的问题入手发掘带有伦理色彩的个性塑造的关键意义（Hennis 


      1988）。针对早期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奥伊斯特莱赫的研究可以说同样提供了一个韦伯式的命题。国家治理技术的发育，并不仅仅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简单扩张，而是与一种新的“政治人”的塑造，一种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荷兰军队的组织和士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这种与新的国家理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纪律。这种纪律正象深受新教伦理影响的企业家面对的纪律一样，重新安排了人们的生活秩序。用福柯的话来说，一种治理术，实际上是将一种权力技术与一种自我技术联系在一起。没有建立在特定的伦理基础上的自我技术，这种表面上看来是单纯的程序技术的治理术，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2． 政治、经济与绅士社会：孟德斯鸠命题


      　　从绝对主义国家到民族国家，国家治理技术的发展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将传统的所谓“家政”（economy）转变为政治管理的“经济”，并通过“治安”（police）的努力促成了所谓“社会”的兴起（福柯 


      1998）。这一过程展现了现代抽象社会中不同领域采用的程序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


      　　蒂利指出，在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战争这种所谓“有组织的犯罪”是一个核心环节，而战争的关键则是要在财政方面的资源榨取与军备方面的军队建设之间建立良性的循环，这就意味着要在强制的集中和积累与资本的集中和积累之间最终能够建立某种直接的联系，即通过所谓“资本化强制”（capitalized 


      coercion），成功地实现军事武装与财政机制的内在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列强林立的西欧政治舞台上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Tilly 


      1992）。那么在蒂利所谓的“资本化强制”过程中涉及了哪些隐含的社会整合过程呢？


      　　我们注意到自重商主义始，国家开始日益关注对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方面的管理。从表面上看，国家对于贸易的治理，似乎完全超出了传统的政治学，属于国家理性和治理理性的范畴。这样做可能进一步将政治问题技术化，并有将政治理性化与经济理性化合流的趋势。但实际上，故事并不是这样简单。18世纪许多杰出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认为贸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在他们看来，贸易的发展一方面限制了国家的任意权力的膨胀，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国家的理性化，而国家的理性化，则有助于贸易的发展。在这些学者的心目中，贸易实际上是公民共和观念的一种新的实现方式和保障。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论述鲜明地体现了这种观念。在讨论贸易、法律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时，孟德斯鸠指出，贸易的发展一方面既使民众风俗趋于温厚，而另一方面现代贸易（节俭的贸易）与多人统治，尤其是和共和体制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却与崇尚奢华的制度没有本质的联系。12从英国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贸易的繁荣，培植了一种与政治权力相对的公共财富的权力，促进了自由的发展。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银行和公司中（孟德斯鸠 


      1987，第4卷13）。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回到蒂利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在西欧的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英国和法国较早地实现了资本化强制。但是，英国与法国的条件并不同，从军备基础（尤其是人口）来看，英国显然处于劣势，但事实上英国在与法国的争霸过程中，却处于某种程度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就体现在英国通过财政改革，通过成立特许银行，从而在榨取资源与军备建设方面建立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关联。这种负责向国家提供借款的银行，使英国能够在战争期间，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以购买雇佣军的方式参与战争，从而避免了在平时维持一个庞大常备军的高额军费。但这样做的前提是国家治理过程的可预计性，否则难以维持政府借款的信用。这种可预计性，正是韦伯对理性化所做的定义。换句话说，国家榨取资源的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家自身的理性化程度；而同时随着国家理性化程度的发展，国家能够更好地治理国内与国际的经济环境，在欧洲近代，这突出体现在国家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所争夺的份额。用蒂利的话说，国家的军事化产生了一个多少有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政府的文明化（civilization 


      of government，Tilly 1992：122-6）。


      　　不过，孟德斯鸠命题还不仅仅意味着，国家文明化与贸易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更重要的是，孟德斯鸠强调了在这方面，有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即民众风俗的变化。所谓民众风俗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整合层面上的生活秩序的变化。孟德斯鸠发现，随着贸易的发展，民众逐渐摆脱了以往“野蛮”的风俗，而趋于温厚。因此，孟德斯鸠命题的另一半就是借助“利益”（interest）实现的主体的文明化过程。


      　　伴随西欧贸易的发展，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结果就是civil society的出现。Civil 


      society既是经济上的市民社会，也逐渐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公民社会。不过，首先它是一个“文明社会”或者说“礼貌社会”（polite 


      society）。14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彼此礼貌相处，原来属于宫廷社会的礼节成为“普通”市民之间交往的“互动仪式”。15初看上去，这种微小的仪式似乎与抽象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不大。但正如赫希曼指出的，在这样的绅士社会中，稳定的利益控制了危险的、不确定的激情（passion），从而解决了一个自中世纪晚期始终困扰道德哲学和政治实践的重要问题（Hirschman 


      1977）。绅士社会，与国家理性，治理技术、理性哲学一样，都是对“17世纪的总危机”的一个反应。一个外表礼貌待人，内心追求自我利益的人，是一个在互动中行为可以预期的人，是一个自律的人，这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交易成本的降低，而且它也是对任意性权力的重要约束。正如一些法国学者所指出的，在法国的绝对主义国家中，礼节或礼貌对于绝对君主在权力运用方面的约制，其作用并不亚于宪制方面的约束（Gordon 


      1994）。因此，文明社会中在礼节和礼貌的严格控制下的“互动仪式”，意味着政府管理建立在一个更为稳定、有序的基础上。


      　　这样看，孟德斯鸠命题的两个组成部分――贸易与民风的联系，贸易与政治的联系――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两个面合在一起回答了蒂利的问题。民族国家的“资本化强制”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伴随国家的发展，榨取资源会激发社会不满，引起社会骚乱，需要更多的军队和军事活动，从而对财政提出更高的要求，最终陷入一场可能导致国家破产的恶性循环。避免这一恶性循环，有两个“出路”，一是作为国家可榨取的资源的基础，国民经济的发展，要超过国家榨取资源的速度，至少二者要相当；其次，我们不能将“人性”视为固定不变的“人类学普遍项”，由不满到暴力骚乱的可能性是与社会整合程度密切相关的。而近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努力就是要驯化它的人口，培养“驯顺的身体”，但这一目标更多不是通过国家的直接努力实现，孟德斯鸠和亚当匪姑芗罢鏊崭窭计裘稍硕乃枷爰叶几嫠呶颐牵骋撞攀桥嘌ø“驯顺的身体”最重要的机制。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良性循环中，关键环节不仅仅是在国家治理技术的发育本身（这方面固然重要），更在于在“社会”领域中发生的文明化进程。当人们有效地控制了不羁的激情，使身体变得更为驯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就不仅产生了更守纪律的国民，还带来了更守纪律的“君主”。这样，所谓理性化，才找到了更为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3． 国家与城市：从治理术到市民社会的发育


      　　不过，我们对孟德斯鸠的命题的讨论，容易产生一个误解，似乎一个绅士社会是一个支配更严厉，自由更少的社会。或者正如吉尔茨（C. 


      Geertz）在评论福柯的权力分析时所说的，这是一个“颠倒过来的辉格党的历史”，是一个无论外在压迫，还是内在压抑，都不断加深的历史。


      　　不过，实际的历史进程不仅复杂得多，而且似乎证明了，在西欧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支配关系与自由的空间似乎在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同时增长，这一点恰恰为许多从单面理解抽象社会的学者所忽视。


      　　回到蒂利的问题，我们会发现，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与国家治理术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蒂利指出，在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国家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处于一种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在早期，城市系统控制了资本的集中与积累，而国家系统则掌握了军队这种强制力量。但无论是财政借贷，还是军队组织，国家都需要通过与相对独立的城市在各种自封建时代以来逐渐发展的契约的限制下打交道。尽管自1500年以后，随着城市数目的增加和国家数目的减少，以及国家的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趋势，国家对城市的控制日趋强化，但国家始终需要与城市的资本家以及其它一些社会力量讨价还价，以便后者能够向国家提供税收、人力以及其它战争必需品。但反过来，国家必须提供各种年金、为穷人提供帮助，进行公共教育和城市规划等（Tilly 


      1994, Schilling 1992）。也就是说，“资本化强制”的形成过程要求在国家的基础权力（infrastrcture 


      power）与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之间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平衡（Mann 


      1994），而这里面关键的环节正是治理术的发展。我们不能将这种治理技术等同于国家专制权力的强化过程，相反，它意味着国家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通过改善自身的治理程度，增进政府管理的文明化程度，从而强化自身在财政与军事方面的基础权力，而这些基础权力正来自于国家与城市之间复杂的讨价还价关系。不过，由于蒂利在分析西欧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强调这一过程的暴力色彩，以反拨以往的规范理论。这样的做法似乎忽视了，城市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不仅意味着（政治、经济方面的）财政关系，还意味着（法律上的）宪制关系。


      　　正是在这里，我们回到了第1节探讨的“马基雅维利革命”所引发的问题。“马基雅维利”革命真的意味着治理理性彻底取代了共和观念吗？事实上，福柯本人就否认这一点，他指出，我们不能在不考虑主权的情况下考察治理问题。恰恰相反，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在主权、治理术与纪律之间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三角关系（Foucault 


      1984）。针对主权的宪制安排，无论是采用法国的公法系统，还是借助英国的普通法系统，抑或在各种契约安排上发展起来的所谓“德国式的自由”，都表明基于共和理念的主权分配，避免了治理术的发展与国家权力发展的直接合流，而是形成了国家与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


      　　因此，国家所面对的城市，并非一个在国家形成过程中被动的力量。恰恰相反，城市在与国家的讨价还价过程中，促进了各种不同形态的治理技术的发育。这些治理技术中，有的直接受到国家的控制，成为国家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有的则成为约制国家专制权力泛滥的保障，但在同时却促进了国家的基础权力的发展，这方面特别体现在“治安”技术的发展上。16在现代的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中，基础权力与专制权力之间的制衡，治理术与主权之间的制衡，都促进国家的理性化过程。这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还体现在城市本身以新的方式建构了其自主性，这就是公共领域或者说市民社会的发育。


      　　早期现代国家的社会结构，仍然带有强烈的等级制和法团结构的色彩。但伴随着国家领土化的趋势，国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一方面，新兴的国家体系，在重商主义政策下，在保护市民的同时努力将城市纳入整个国家的治理范围内。而另一方面，面对权力日趋发展的现代国家，市民也试图借助来自封建时代的法团契约和城市宪法（StadtKonstitutionen），力图捍卫城市的自主地位（Schilling 


      1992）。随着现代国家逐渐将经济问题纳入到国家治理的范围内，原来属于私人范围的商品交换与社会劳动的问题，开始成为公共问题。但是国家日益关注并干预公共问题，并不意味着国家垄断了对公共问题的控制（尽管有时国家试图实现这一点），相反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谢林的分析所指出的，国家针对城市公共问题的关注和治理，也促使城市公民更加关注城市的自主和相对独立（Schilling 


      1992）。伴随国家对经济的治理，市民阶层构成了一个哈贝马斯所谓的“真正的公共领域”（ Habermas 


      1989）。这样，借助宫廷社会的文明化扩散（Elias 


      1978）发展形成的市民社会（或绅士社会），借助文人世界形成的公共空间，逐渐成为批评公共权威的领域，进而通过公开性的建构和严格的法律概念的发展，形成了公民权与公民社会，成为一种针对国家权力的公共论坛（Habermas 


      1989）。在私人领域中形成的“真正的公共领域”，成为绝对主义国家的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对立面。作为对立双方的绝对主义国家和“文明/市民/公民社会”得以在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发展。17


      　　当然，一方面，成为这样一个“社会”的成员，需要特定的成员资格，这不仅体现在财产与职业成就上，更体现我们前面提到的纪律与礼貌。在所谓“私人领域”或“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sociality），借助纪律与礼貌塑造了驯顺上的身体，而同样的社会成员在“公共领域”中，不再诉诸赤裸裸的暴力来解决政治问题，而是更多通过理性的计算和衡量，社会交往的理性化程度促进了（无论是国家，还是所谓“真正的公共领域”中的）政治经济活动的理性化程度；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正是作为国家的逻辑对立面出现的市民/公民社会，构成了推动国家治理技术日益理性化的动力，对于市民/公民社会来说，它需要并不是一个守夜人式的“弱”国家，而是一个既摆脱了任意权力，但又拥有从事连续性的日常政治管理能力的理性国家18，这是一个有时被寄予“总资本家”厚望，有时又被看作“牧师”的替代者的“强”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开始不仅具有直接经济管理的职能，还日益开始向社会领域渗透，从而从一种中世纪人们梦想的正义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治理国家。国家肩负起全民的福利、健康与安全。19


      　　4． 意识形态政治


      　　纪律、礼貌与治理技术之间的复杂联系，并不意味着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中，“对自我的治理”这样的伦理实践已经取代传统社会中的规范秩序，成为社会整合的唯一基础。无论“唯一”，还是“基础”的提法在这里都不恰当。首先，价值理性并非程序技术的基础或前提，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摆脱教会宗教整合模式的思路，这种模式自宗教改革以后就不再适用了。20在现代抽象社会中，程序技术为伦理实践提供了可以自主运动的空间，而后者又构成了前者运作的一个必要环节。其次，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中，伦理实践并非唯一的社会整合力量，规范化的努力同样存在，这特别突出地体现在合法性和政治教育问题上。在这里，卢梭的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马基雅维利经霍布斯到卢梭的政治哲学进程，折射了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21


      　　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起因的时候曾经指出，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连续性，大革命只是在继续旧制度时期已经开始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托克维尔 


      1992）。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需要一场革命来进一步完成这一过程呢？答案是在两个关键的环节上，君主和大贵族已经构成了国家理性化的障碍：效率和合法性。就效率而言，君主和大贵族作为整个国家治理体制的权威载体，仍然容易使权力流于随意性，而只有通过“清洗”它们，才能建立一个治理效率更高的政治体制。不过，尽管效率问题是触发革命的重要因素（在法国大革命中，这主要是通过财政问题表现出来的），但合法性问题仍在实际上成为推动大革命进程更为重要的因素。


      　　法国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革命，其突出特点就体现在少数以立法者面目出现的知识分子生产的观念体系与对广泛大众的社会动员。二者之间的结合构成了一种与大革命之前的神圣君主制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


      　　从政治表象（political 


      representation）的角度来看，合法性和神圣性是两个缠绕在一起的主线。深受现代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的人们，往往容易把他们习惯的“合法性”认定方式移植到“旧制度”的时代。实际上，在“旧制度”中，君主从来没有经常性地面对现代政府所面临的那种“合法性”问题，即需要借助一套抽象的话语来辩护或批驳一种制度或行动者的“合法性”。在这方面，“旧制度”的政治主要仍是一种神圣政治，它的合法性是通过某种神圣性来实现的。尽管君主在某些方面（如即位的资格）仍然有被置疑的可能性，但这种置疑并不是基于一种话语体系或合法性的授予，而是建立在某种无限的神圣等级制基础上的神圣君主制。在“旧制度”中，君主成为政治世界的核心，既是某种表演性的政治仪式的焦点，也是权力的辐射分布的焦点。无论在可见的仪式中，还是在不可见的法律关系中，这个焦点都是由君主的身体占据的（Kantorowitz 


      1957）。在神圣政治中，重要的不是言说的话语（尽管君主从未放弃用话语来证明自身的存在及权威），重要的是展现君主身体形象的仪式。这种充满象征色彩的政治仪式，使君主得以成为全民眼睛的焦点，成为整个国家政治世界的示范中心（exemplar 


      centre），图尔敏曾机智地称之为是一种“行星式的社会模式”，君主就是其中光芒普照的太阳（Toulmin 


      1990:133）。吉尔茨在描述巴厘岛的“剧场国家”（the theatre 


      state）时，曾经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神圣政治中的这种所谓“表现性仪式”（expressive 


      ceremonies）的典型场景：“巨大的仪式、丰盛的宴席、寺庙供奉、朝觐，以及血淋淋的牺牲，调动了成千上万的人，耗费了大量财富，这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它们就是政治目的本身，它们就意味着国家。宫廷对仪式的重视，是宫廷政治活动的驱动力。大众仪式并不是修饰国家的手段，而就是国家本身……”（Geertz 


      1980:13）。福柯在分析惩罚制度的时候，同样通过巴黎街头公开酷刑的示范性机制（exemplar 


      mechanics），揭示了这种神圣政治的“表演性”。22


      　　伴随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发明，这种神圣政治最终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所取代。以卢梭为代表的，深受“现代”自然法和历史哲学理念影响的“哲人”，为社会的政治运作设计了一套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既不同于各种围绕国家理性发展形成的治理技术，也不是关于正义政府的传统的政治哲学，而是一种围绕合法性话语展开的意识形态。


      　　正如托克维尔敏锐发现的，生产这种新的政治话语的人，既不象英国绅士那样置身于日常的政治事务之中，也“不象他们的德国同行一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托克维尔 


      1992）。而是站在超脱的处境中来审视政治秩序，力图为现代社会的政治找到一个牢固的以理性为基础的规范秩序。绝对主义国家中的“文人政治”第一次为“哲学王”提供了实践的机会。


      　　这些“哲人”信奉的现代自然法理念与理性理念是一种超脱于具体的政治实践之外，但却能利用这种超然的处境来设计一套充满“乌托邦”色彩的话语体系。23政治世界的立法者们，试图建立一个评判政治实践与政治制度的标准。 


      “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的统一精神进行的：即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的统一爱好；对现存事务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对于政治机构中独特、精巧、新颖的东西的同一兴致；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结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的同一愿望而进行的”（托克维尔 


      1992）。这种对抽象原则及其普适性的强调，构成了现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


      　　从现代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关注的焦点正是合法性的问题。第一次将自己称为“知识分子”的法国“哲人”，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法官，将自己看作是人类的向导和良心。在这种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义下，知识分子生产的合法性话语在批判绝对主义国家形态的国家权力的同时，也助长了这种权力的发展（Koselleck 


      1988, Bauman 


      1987：特别是第2章）。不过，新的政治不再是一种围绕君主的身体展开的可见性的在场政治。现代民主政治“用一种夺取合法性的话语竞争代替了争夺权力的利益冲突”（Furet 


      1981:50）。而话语竞争的焦点就是一种政治制度、政治实践或某些政治行动者是否具有合法性，它的合法性从哪里来，怎样得到的。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支撑来自这种对合法性的言说。


      　　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具有复杂的合法性结构。一方面，它包含了一套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复杂理念，这些理念往往是意识形态生产者在生产意识形态时不断诉诸的隐含信念；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政治运作还包含了一个“授权过程”，是意识形态生产者或使用者运用“合法性基础” 


      授予或剥夺具体的政治制度、政治实践或政治行动者的合法性。而所谓的“意识形态”斗争，既包括是否授予合法性的直接争辩，也包括相互批判“合法性基础”的间接争辩。尽管无论在合法性基础方面，还是在合法性的授权过程中，都有大量来自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的信念、技术，前者有来自古代自然法、罗马法中的观念，诸如正义、权利，后者包括运用诸如政治仪式和各种象征符号的手段来展示合法性的授予过程。但是将这些“零件”组装成“合法性政治”这部新的机器，仍然是现代政治的“发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大革命作为“意识形态政治的实验室”，是整个现代政治的真正关口。24


      　　在意识形态政治中，授权的程序问题与“合法性基础”的价值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突出地体现了抽象社会的特点。一方面，现代社会存在不断质问“合法性基础”的话语倾向，这种质问可以说主要是围绕所谓“社会”观念展开的。从某种角度来看，抽象社会的观念性往往来自这种对合法性的质问、反思和相互论辩。在公民社会的公共论坛中，围绕“合法性基础”的激烈争辩不断再生产出现代社会的抽象性。而另一方面，“合法性”价值也不断利用各种程序性的技术来回避询问，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政治仪式与“陈词滥调”（clinch椋┰诔橄笊缁嶂械淖饔蒙稀£


      　　在现代抽象社会中，神圣政治时代的主要技术“政治仪式”并没有消亡，相反，在意识形态政治中，政治仪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意识形态的抽象话语与现代社会的社会动员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发明体现在它复杂的政治象征体系，给民主政治和大众动员留下了持久的影响。当然，在新的意识形态政治中，理性女神取代了国王的身体，自由的徽章代替十字架（Hunt 


      1984），这些并不是简单翻用古老技术。通过各种政治仪式和政治象征，抽象话语获得了身体形象曾经具有的“自明性”和“想当然性”，从而成为不被置疑的“自然态度”的组成部分。同时，话语也通过仪式和象征，实现了动员过程必不可少的认同，将社会的分类体系与社会集团的形成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昆德拉所谓“意象形态”不过是意识形态的意象翻版而已。


      当然，对于意识形态政治来说，各种形态的抽象话语的广泛涌现仍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文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文学政治”，而这种“文学政治”为意识形态的社会流通提供了有力的手段。“连政治语言也从作家所讲的一般语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语言中充满了一般性的词组，抽象的术语、浮夸之词以及文学句式。这种文风为政治热潮所利用，渗入所有阶级，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层阶级”（托克维尔 


      1992：182）。这种“政治修辞学”成为现代意识形态乃至整个政治运作的重要环节，使“陈词滥调”在现代政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这种“话语的通货膨胀”成为日常交流和社会动员的有效机制（Zijderveld 


      1979）。正如卢曼所指出的，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以往的“绝对价值”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意识形态能够使人们不断变动价值秩序。但现代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因为价值秩序的频繁变动和多元结构破坏了稳定性（Luhmann 


      1982：90－121），而在这方面，维持抽象话语的稳定性的“陈词滥调”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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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讨论


       








      　　围绕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现代抽象社会中存在各种复杂的程序技术，但这些程序技术既没有象“工具理性扩张”理论所说的那样，构成了一个缺乏制约力量的总体化趋势，也不象许多批评“抽象社会”的保守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完全脱离了与价值理性或社会整合的关系。在这方面，现代抽象社会中的“程序技术”及其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具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特点：


      　　（1） 


      抽象社会中的程序技术的突出特点是通过制衡获得发展。换句话说，理性化本身不是某种总体化趋势，恰恰是通过对自身总体化趋势的遏制得以实现的。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西欧的国家发展过程。从早期的王朝国家，到绝对主义君主制再到民族国家，武断性的任意权力日益为一种连续性的理性的管理权力所取代。而同时，国家权力的发展正是借助与之相互制衡的城市及市民社会（经济贸易、政治要求与文化建构）的发展得以实现的，后者是国家的基础权力赖以成长的前提条件。


      　　（2） 


      抽象社会的“制衡－发展”的格局尤其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与相互推动）和相互渗透，表明通常所谓“工具理性”并没有构成一个总体化的一元趋势，而是更多表现为：伈煌摹俺绦蚣际酢敝渫蜌r僽曓鐟馪倁偙绦蚣际跄芄灰岳硇曰姆绞皆俗鳎佣档投裥苑⒄沟奈Ｏ眨庹钦翁逑抵兄坪庠蛟谏缁岱只忝嫔系耐乒悖?所谓“工具理性”实际上指的是一些可以在不同社会领域中广泛应用的技术，所以我们称之为“程序技术”。这些技术可能是某个现代社会领域的新发明，也可能来自古代或中世纪的某项制度，但它同样可以在现代社会的其它社会领域中被使用。如韦伯、奥伊斯特莱赫和福柯都分析过的现代社会中广泛运用的“纪律”，这项技术究其根源受到中世纪修道院苦行实践的影响，并率先在军事领域中予以采用，而后扩张到监狱、学校以及整个科层体制。但值得反复强调的是，象“纪律”这种在不同社会领域中运用的“程序技术”，并没有构成一种一体化的力量。因为，一方面，从“纪律”本身的角度看，不同领域中的“纪律”，并没有构成一种“合力”，相反，科层制中的“纪律”钳制了“经济企业”的“纪律”对社会的扩张，而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纪律”则通过大学体制等知识制度制约了政治经济的“纪律”；另一方面，与许多浪漫主义批评家的观点相反，从纪律与其它伦理实践和规范秩序的关系看，不同的“纪律”并没有共同形塑一种“单向度的人” 


      （one-dimensioned man，马尔库塞 


      1988），因为现代社会的人既没有完全等同于各种角色的扮演者25，也没有使社会行动化减为对规范纪律的单纯遵守，而是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方法和实践。26“单向度的人”的理论与其说是对贫乏的现代社会的暴露，不如说是暴露了现代社会理论的某种贫乏。


      　　（3） 


      在新的强调连续性、可预测性和例行性的理性治理中，关键不再是社会的示范中心，不再是作为焦点的国王的身体，而是整个社会肌体，即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所谓“社会”27生活在内的日常生活。在理性的治理过程中，各种程序技术的运作并不只是一种单独发挥作用的系统整合，而同时涉及了社会在价值领域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用一种新的一元性的规范整合（无论是工具理性、科学理性或功利主义，还是“公意”和集体良知）取代传统的一元性规范整合形态（教会宗教的整合模式），新的社会整合不再有单一的焦点、技术或模式。这有两个意涵：首先，在社会整合中，个人生活秩序的形塑，或者说福柯所谓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过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种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实践，无论在促进国家治理理性的发育，还是推动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都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而这种伦理实践恰恰带有韦伯当年指出的“诸神之争”的特点，不同社会个体的伦理实践不再能够化减为单一的价值取向。其次，社会整合不再仅仅依靠单一的力量，它涉及到规范秩序、伦理实践、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这一点，从我们下文的论述中，还将更清楚地看到。


      　　（4） 


      现代社会并没有局限在伦理实践与规范秩序的排他性选择中，毋宁说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是规范秩序的伦理化和伦理实践的规范化相互抵触的过程，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现代人的认同建构与意识形态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中。


      　　我们的论述强调的是不能忽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复杂性构成了现代性的关键特征。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多个现代性，它们相互纠缠，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地共同发展。尽管许多学者（例如图尔敏、列奥匪固乩退梗约袄サ吕┮丫馐兜秸庖坏悖蘼凼峭级舻Ä“两个现代性”，还是斯特劳斯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都仍然更多是将现代性的复杂性看作是前后相继的阶段，而实际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是与现代性相伴随的，这种复杂性不仅展现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体现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如我们简要分析过的政治），甚至体现在一项具体的制度安排（如宪法），一个人身上。卢梭的思想，即包含了某种将伦理实践予以规范化，总体化的倾向，从而构成了现代意识形态，乃至极权主义倾向的内在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构成了对某种展现总体化趋势的经济生产模式和现代科层体制的批判，成为反拨所谓“工具理性”的浪漫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而同时他对规范性和普遍性的强调又成为现代人民主权与民主共和观念的重要资源。28我们当然可以将所有这一切“捆绑”在一起，予以批驳，但这样做的同时实际上犯了福柯所谓的“启蒙的讹诈”的错误（福柯 


      1997）。既忽视了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丧失了这种复杂性带给我们的开放性选择。


      不过，我们的分析仍然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即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现代抽象社会中各种程序技术的“抽象性”呢？是否我们的分析实际上与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一样，将这些程序技术的抽象性与一种神话化的启蒙理性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只是否定了“工具理性扩张” 


      的技术论，却反而承认了 “工具理性扩张” 


      的精神论？难道意识形态这种抽象价值不是和科层制这种程序技术结成了一种“阴险的同盟”，成为席卷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精神吗？而我们所指出各种程序技术的“抽象性”又是怎样与我们关注的现代社会的伦理实践、生活秩序和规范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呢？特别是，社会科学对于普通社会成员理解现代社会的“抽象性”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要探讨这些问题，也许我们要从倍受争议的现代“市场”制度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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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与抽象认同


       








      　　1． 抽象市场与“个人权利”


      　　正如一位观念史学者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中，市场尽管在物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几乎从未在观念上赢得过普遍的赞许（Hirschman 


      1985）。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几乎无不涉及与市场有关的制度。从博兰尼到布劳代尔，知识界中充斥了对取代了早期的面对面的具体交易的现代抽象市场的怀疑，甚至将所谓“市场社会”看作是20世纪诸多罪恶（如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博兰尼 


      1989），而这种批评又往往与其它社会科学学科和经济学中的异端学派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评混淆在一起，使我们至今仍然缺乏一种真正的关于现代抽象市场的社会理论。29


      　　现代社会的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重要特点就是交易的抽象性。30发生在具体的交易场景中的每一次具体的交易活动，主要不再借助传统的“面孔管理”和各种具体的根植性网络31，而是借助现代市场的抽象机制来消除交易成本，解决信任问题，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在布劳代尔眼中，这种市场根本不是市场，而是“资本主义”，是真正的透明市场的死敌（布劳代尔 


      1992，Wallerstein 


      1991:202-6）。32而在我们看来，现代市场并非一个透明的现实，而恰恰是一个抽象的机制。而且，抽象市场的复杂性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理解抽象社会或所谓“工具理性”问题的复杂性。


      　　与现代抽象市场的运作相关的问题中，信任问题与欲望问题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方面。


      　　正如社会理论经常利用教会宗教的整合模式来理解现代社会的整合一样，社会理论也经常使用发生在具体的市场场所中的交易来理解现代抽象市场。在抽象市场制度形成之前的市场交易中，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要办法在于借助一种建立熟悉（familiarity）基础上的关系网络的人际信任关系（Luhmann 


      1979）。同时，交易的简单性（商品的简单性、通过交易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简单性）也为检验交易提供了非常方便易行的基础。而与现代市场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交易本身的复杂性的增加。首先，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专业分工，使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交易链日益延长，不再象传统的农村集市贸易那样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直接“面对面”地进行交易。商业（或贸易）发展的社会学意涵实际上是将传统一次完成的交易分化成由无数次“小交易”联系在一起的交易链。这种漫长的商品交易链，很难再仅靠人际信任网络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其次，商品本身的复杂性也日益提高，许多商品本身不仅是“机器的产品”，它们就是“机器”。而这一点对传统的检验商品的方式（如简单的试用）提出了挑战。而且商品消费本身的符号性日益增加，使围绕交易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新的特点。33最后，交易本身的复杂性还体现在现代社会中的交易，更多并不是为了使用（或消费），而是为了进一步的交易。商品交易，正象德里达笔下的能指，正是在不断延迟的过程中才获得所谓“意义”。上面的这些新的特点为交易过程中信任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挑战。


      　　那么，每天发生在现代抽象市场中的无数日常交易是怎样进行的呢？至少从表面上看，我们会发现一系列复杂的制度安排，诸如商标、广告、各种商品标准和大规模的标准化商场以及与这些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法律关系。在这些制度安排中，广泛使用一种将各种交易中涉及的因素予以普遍化的程序技术。正如早期现代性的批评家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手工艺者手中制造的带有人为差异性的物品为新的大规模的同质性商品所取代，这一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工业革命的自然结果，依靠商标与标准化的技术流程来保证的商品同质性，既是一种技术上的同质性，也是一种符号上的同质性。商品的这种同质性不过是整个交易过程普遍性和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在每一次“购物”过程中，都市中的普通人都从陌生的销售者手中，用各种货币形式换取来自陌生的生产者的商品，这种交易形式并没有给现代人带来任何不安，因为他们对整个抽象市场具有一种卢曼所谓的系统信任（Luhmann 


      1979）。即使偶尔发生的个别“事故”，也并不能降低他们对交易系统的信任，正如与个别的交易人（如销售人员）之间的人际信任，也不会从根本上增加他们对交易的系统信任一样。但是，交易要素的普遍化又是怎样解决信任问题的呢？


      　　韦伯对新教教派的经典研究，实际上处理的正是交易中的信任问题（Weber 


      1991：302－22）。韦伯想要回答的是，对一个陌生人来说，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与交易的可靠性有关的信息。而一个人的新教教派的成员资格，本身就表明了这个人的相应“品质”。用韦伯的话说，教派成员意味着是一种道德品质的证书，这种证书，确保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信用关系，从而直接提供了一个降低交易成本的保障。换句话说，韦伯发现，现代交易依靠的不是对一个熟人的具体的道德判断（“面孔管理”）34，而是借助对一个陌生人的范畴性理解，或者说类型化的知识。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抽象市场中，对交易中涉及的各种要素，解决信任的关键不再是各种直接性的、人格化的互动关系，而是某种通过同质化和普遍化获得抽象性的关系。这样并不是说交易完全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是现代异化的根源，恰恰相反，交易依旧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但不再是熟人之间的面对面关系，而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抽象关系，正是这种抽象关系才使现代抽象市场中的信任问题得以解决。也就是说，系统信任的重要环节是这种抽象关系的存在。


      　　那么这样一种陌生人之间的抽象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事实上，这种抽象关系正是在我们前面一再提到的纪律的基础上形成的。面对现代早期城市中的陌生人，倡导新斯多噶派的学者，试图在理性的自我控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 


      “不再基于不可信赖、反复无常的个人纽带、个人忠诚和个人情感，而是基于抽象和一般性的社会关系。一句话，基于义务而不是爱”（Bouwsma 1990: 


      37）。那么这样的抽象关系，是否会把现代人变成一种“单面人”，是否是一种“工具理性”在人身上的反映，最终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冰冷的世界？这样一种陌生人之间的抽象关系是怎样构成的呢？这种抽象关系会不会导致社会整合方面的问题呢，导致一种社会失范甚至社会的解组？对这些复杂的问题，我们很难简单地回答，在本文的第四部分，我们只是尝试找到回答问题的一些线索。


      　　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抽象市场的一个重要分析，就是揭示了这种抽象市场潜藏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危机。这种在市场的抽象性和普遍化（交换价值）与人的具体社会互动（劳动产生的价值）之间的内在矛盾，由于私有产权（一种特殊形态的个人主观权利）的存在，造成了整个经济系统中不可避免的危机。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人的无限占有能力与有限的消费（需要）之间的潜在矛盾。因此，经济危机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从需要理论出发对现代抽象市场进行的科学批判，这一批判的要害是社会抽象机制一方面与以占有形态出现的个人主观权利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却又于各种普世化的现代抽象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马克思 


      1975）。


      　　但实际上，与传统的具体交易不同，抽象市场中的交易更多诉诸的不再是“自然”需要，而是不断被生产出来的欲望。这种欲望的特殊之处在于：首先，现代人消费的不再只是各种布劳代尔所谓“没有变化“的必需品，而是不断变化的时尚。自从十九世纪初，从英国开始，逐渐蔓延到世界各国的“消费革命”，将现代人带入了一个消费社会。受到以广告为突出代表的大量的欲望生产机制的影响，人们不断产生消费商品的新的动力，新的需求，从必需品扩展到所谓舒适品（decencies），乃至奢侈品，从而产生了全新的需求结构（McKendrick 


      et al 


      1982）；其次，对于绝大多数舒适品和奢侈品来说，现代社会的消费已经不再简单是一种快乐的满足，而是利用闲暇时间对欲望进行再生产，意味着将每个消费者的闲暇时间变成了一个新的社会抽象空间（Scitovsky 


      1992，特别是p.59ff）。最后，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现代商品的复杂性体现在所谓“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区别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新消费经济学的研究与文化研究中的商品消费理论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告诉我们，消费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生产过程。它和所有生产一样，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与整个传播工业联系在一起的电视和电子计算机这样的商品中。这样，消费就不仅仅是“舒适” 


      的增加，还意味着投入大量时间，以特定的纪律方式来进行生产。因此，“消费社会”的重要意涵不再仅指在现代社会中普通人日益广泛的消费活动，而且还指这种消费活动具有的反身（reflexive）特征，即消费活动本身作为生产过程往往带来了更多的消费。


      　　但是，作为这种欲望生产机制的前提，却是整个公民权的发展历程。正是从公民社会中发展形成的公民权，逐渐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发展到了社会权利，进而通过对“社会”的治理，以及福利国家的发展，使西方社会培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阶层。从而导致社会等级距离日益缩小，这一社会分层方面的重大变化不仅为通过欲望的模仿进行的时尚传播提供了社会渠道，而且也为普通社会成员提供了追逐时尚的能力，从而真正实现了所谓“消费的民主化”（McKendrick 


      et al 


      1982）。这种社会结构的重组，对整个市场机制的运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这些追逐时尚的中产阶级，构成了那些不断通过欲望生产来进入抽象市场的陌生人，他们正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的主要动力。


      　　2． 制度化个人主义与深度自我：回到涂尔干


      　　欲望问题与信任问题，在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这一点上，汇合在一起了。作为欲望生产者的消费个体，正是现代个人主义的基础。不过这种现代个体，在完成一个欲望生产者的建构过程中，还有另一个经常为经济学家所忽视的方面，那就是自我的纪律构成。


      　　一个欲望生产者，并非一个任意胡为的暴君。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成功将自己构建为“利益”主体的人，一个用“利益”来管制泛滥的激情的人。35因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个人成功地实现对自我的治理。一个自利的主体，从他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意义上讲，是一个理性的主体。而当这种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从“自爱”进一步发展成为“爱钱”（money-love）的时候，主体的抽象性特征就更加鲜明了（Hirschman 


      1977）。因为，货币正是属于陌生人领域的抽象媒介，在带给人自由的同时，形塑了客观的生活风格（Simmel 1978）。


      　　埃利亚斯曾将对激情的纪律化管制称为“文明化”的过程（Elias 


      1978）。正如我们在讨论“孟德斯鸠命题”时已经提到的，当这种文明化过程从宫廷社会向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市民）传播时，最有力的手段恰恰是贸易的发展，也就是在现代市场中的各种交易行为。这些交易行为推动了一种所谓强调“礼貌”的“贸易人文主义”（Commercial 


      Humanism， Pocock语）的发展，并进而构成了“文明/市民/公民社会”的基础。


      　　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样一些彼此礼貌相对的绅士，却很可能会陷入到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社会理论中，继亚当匪姑苤�36，涂尔干对制度化个人主义的论述，正是试图揭示这些个人主体是如何实现社会整合的。


      　　涂尔干告诉我们，现代个人主义并不是社会瓦解的力量，摆脱了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能够实现社会整合。其前提是将个人主义提升到一种卢梭或贝拉意义上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地位。在涂尔干看来，“这样一种伦理，就不仅仅是一种卫生保健的学科，或一种生存的审慎经济学，而是一种宗教，在这种宗教中，人同时是崇拜物和神”（Durkheim 


      1973：46）。那么这样一种“个人主义宗教”又是怎样实现社会整合的呢？


      　　如果回到我们上一节讨论过的抽象市场中的信任问题与欲望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涂尔干的一个论述非常重要。涂尔干指出，在这种个人主义的宗教中，个人尊严的重要性，并不是来自个人的品格，他与他人相区别的特殊性，而是它与所有人共享的东西，即每个人都分享了人性。因此，抽象市场运作的各种程序化技术（同质化与普遍化）的基础，实际上是一种“个人主义宗教”中的普世化的主体（universalized 


      subject）的构建，斯多噶派利用纪律建立的抽象关系，实际上最终正是促成了这种“普世化主体”的出现。


      　　那么这样一个主体又是这样构建起来的呢？涂尔干敏锐地指出，在观念论的个人主义中，包含了一种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的因素，社会学本身是引向道德自主的重要途径。为什么？


      　　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人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才完成了自我的治理，将自我构成了观念论的个人主义。正如，涂尔干所指出的那样，这种个人主义的自我不仅仅是利益主体，他是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深度自我。首先，正如福柯对忏悔技术发展过程的研究所揭示的，现代主体构成自我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将自我不断地加以细致的考察，进行反复的言说，将自我转变成为话语，最终成为科学的对象（福柯 


      1979）。尼采笔下所谓德国人（其实就是我们的现代人）与“抽象”联系在一起的“内倾性”（inwardness, Nietzsche 


      1995:112ff），正是这种自我检查（self-examination）过程生产出来的深度自我。其次，主体性建构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各种“人的科学”的发展。福柯对这些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些科学的兴起与人们试图通过获得更多的有关主体的知识，从而实现对主体和社会的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深度自我在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一个重要产物，就是占有性个人主义（Mcpherson 


      1962）及主观权利的理念（Skinner 


      1994）。而这些理念的形成与个人构成深度自我的过程相互交织在一起，突出地反映了社会治理与自我治理之间的联系。正如赵晓力（1998）在一篇研究中指出的，近代社会法律的发展过程，涉及的不仅是一种客观权利的简单法律编纂，还是一种“法律人”的形塑过程，是将客观的法律权利转变为一种“主观权利”的过程。因此，通过法律进行的治理，就要求社会中的普通人能够“为权利而斗争”，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义务。


      　　正是纪律，礼貌，争取主观权利这些机制不同，在发展中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过程，促进了以深度自我为基础的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这种个人主义，既是“利益主体”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欲望生产与文明化），也是“公民宗教”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主观权利与深度自我），而纪律等技术将现代个人主义的这两个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往社会理论更多地只是将这些特点作为现代心态的特征予以考察，却很少注意到正是这些看似个人性的方面，构成了从抽象市场到现代国家（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这些所谓程序技术在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价值理性”实践。


      　　3． 抽象认同与现代社会的范畴机器


      　　现代社会中以深度自我和欲望生产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出现，是作为抽象市场运作的主体化前提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各种普遍化的范畴知识的繁衍增生。事实上，在涂尔干所谓观念论的个人主义中，现代个人分享的并不仅仅是含糊的人性（普世化的主体），还涉及各种一般化的范畴知识与抽象认同。


      　　“工具理性扩张”理论最悖谬的一点就是这种理论既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受到各种缺乏价值理性的实质内容的程序技术的支配，而同时却又认为现代社会中充斥了各种抽象观念，使个人生活在一个由话语、意识形态或符号构成的表征世界中。这种理论的倡导者很少注意到，现代社会的这两个特征，程序技术和抽象观念之间存在着非一元性的联系。


      　　“书的出现”（Febvre and Martin 


      1976）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一种以书写语言为中心的文化逐渐取代了口头文化。正如图尔敏指出的，这种书写文化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重要环节（Toulmin 


      1990）。它是抽象话语取代实践哲学的一个先决条件（参见Hadot 


      1995）。书本带动了语言的标准化，同时随着所谓“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语文的推广。借助民族语言的发展，世俗知识分子逐渐构建了抽象的“民族”共同体的形象，从而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话语基础（Anderson 


      1991）。不过，民族国家，还仅仅是现代社会中各种“想象共同体”或者更准确地称为“抽象共同体”（James 


      1996）的一个例子。现代社会中的重要特点，就是这类“抽象共同体”日益增加。阶级、民族、文化、性别诸多认同标准，成为改变现代社会格局的重要力量。正是在这些抽象认同的基础上，才发展形成了各种具有典型现代色彩的社会运动、集体行动乃至社会革命。无论阶级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各种在60年代兴起的所谓“认同性政治”（或称为“身份政治”，参见Calhoun 


      1994），构成了从普遍化的（人性）主体向多元化的（认同）主体的发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已经为后者所取代。恰恰相反，认同主体仍然是作为经典现代性的人性观念的一个自然发展。因为，这种认同主体的增生不过是现代社会中各种范畴知识的一个反映罢了。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在陌生人的社会中，社会整合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一套复杂但迅捷的分类图式，针对一个陌生人或事物，这些“范畴化机器”能够迅速提供相关的信息（Schutz1973, 


      Sacks1992）。当然，这些范畴知识，并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只是在充满陌生人的现代社会，这种范畴知识构成的“范畴集合”（category 


      set），才取代了传统基于“熟悉”的“面孔管理”，成为社会整合的关键。社会成员的主体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建立有关自身和他人的各种“范畴知识” 


      （Sacks 1992）。正是借助这些范畴知识，互不熟悉的陌生人之间才能实现社会的整合，才能进行诸如市场交易这样程序技术的运作。


      在“范畴知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所谓“人的科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各门人的科学提供了有关各种不同的“社会范畴”的相关知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各种角色更为含糊的所谓“性学”、“犯罪学”、“国家学说”、“妇女学”等等，都是现代抽象社会庞大的范畴化机器的零件，构成了鲍曼所谓“权力－知识复合体”中不可缺少的环节（Bauman 


      1987）。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所谓的“社会科学”（其中尤以社会学的角色最为暧昧不清）发展成为社会的某种操作性的道德哲学（Wolfe 


      1989），实现了涂尔干当年所期望的结果，通过社会学实现社会整合。只不过不是借助对道德的社会学研究，而是通过各种范畴化知识的生产过程本身，对社会的道德构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正是这些范畴化机器，生产了各种既具有所谓普遍的人性（具体来说，这意味着各种与“普世的陌生人”有关的主观权利），又体现了复杂的抽象认同（与性别、阶级、种族等范畴相关联的知识）的现代主体。同时，这些范畴化机器，还是意识形态政治与抽象市场中的非人格化的交易的重要前提。总之，正如帕森斯早已认识到的，这些普遍性的价值，是现代社会中与各种陌生人交往所必不可少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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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几点讨论


       








      　　1． 一个简短的总结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抽象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程序技术，而另一方面是各种抽象价值、意识形态和范畴。现代抽象社会的这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各种复杂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围绕主体化过程展开的各种伦理实践和规范化努力，从这一点来看，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现代国家、抽象市场、意识形态政治、市民社会等许多方面，通过常规化（normalization, 


      Foucault 


      1977）的伦理实践所建立起来的纪律都是程序技术得以正常运作的重要的相关力量，而同时，另一些借助纪律的伦理实践则努力克服规范化，从而获得自由与批判的空间（Cutrofello 


      1994），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这种纪律所具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也许正是现代性的两面性的突出反映。所以，无论是认为现代社会仅仅是由程序技术构成的“工具理性扩张”的技术论，还是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程序技术与各种抽象价值一起构成了某种席卷一切的“工具理性”精神的精神论，都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现代社会中程序技术的复杂性，程序技术与抽象价值之间关联的复杂性，以及主体化的伦理实践的重要意义。因此，现代抽象社会，既是程序社会、纪律社会，也是礼貌社会和文明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现代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与这些程序技术打交道，在不断的互动中再生产出各种程序技术，并运用各种策略调整、发展、偷换、挪用、架空甚至彻底改造这些技术，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现代的陌生人能在礼貌、文明、自律和抽象化、普遍化的范畴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自由实践（福柯 


      即出b）。而“工具理性扩张”的理论却对现代社会的这些重要实践视而不见。


      　　从这一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尽管无论在纳税和军备中苦苦挣扎的早期绝对主义国家，还是试图解决信任和欲望问题的消费市场，都广泛存在程序技术与抽象价值之间的密切关联。但这种关联并没有采取传统的教会宗教整合的模式，即在程序技术与价值理性之间建立一种一对一的支配性关系。好象前者决定了后者，或者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反映。37与这样一种“粘连”式的关系不同，在现代抽象社会中，同样具有抽象特征的程序技术和价值理性，却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在任何一种程序技术背后，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抽象价值的冲突力量，这正是韦伯所谓“诸神之争”的意涵；另一方面，抽象价值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直接决定程序技术的运作，程序技术可以相对自主的发展，但恰恰是因为存在大量制约程序技术的抽象价值和伦理实践，才能保证程序技术的程序性，而且抽象价值还通过伦理实践，通过现代的“主体化”过程来间接影响程序技术的运作过程。正象我们已经在现代国家和抽象市场中看到的，与渗透在许多理论与常识中的“意识形态”相反，程序技术并没有排斥人的主体化的重要意义，后者的形塑方式对于前者的发展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在现代抽象社会中，分化的程序技术（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了相互渗透和相处制衡的关系），多样化的抽象价值、观念或范畴知识与自主的伦理实践，构成了理性化的内在张力，使多元的理性化成为一种内在推动的过程，一种通过制衡得以发展，通过冲突得以生存，通过历史来构建的普遍性，甚至通过风险、不确定性乃至危机得以整合的动态机制。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社会中并非没有与这些“模式”相反的制度尝试。这些尝试，比如法西斯主义，正是试图将程序技术与单一的抽象价值联系起来，并同时试图排除各种自主性的，难以同质化的伦理实践的作用，全面控制日常生活的秩序。事实证明，这种韦伯当年已经预见的理性化的“极端”发展，与“理性化”的主要趋势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它没有借助理性化的张力，而希望在排除一切异质性的力量、排除所谓“危机”和“矛盾”的基础之上获得“纯粹”的发展，结果恰恰是导致了一种“总体化”的危机。因此，如果说真的存在所谓的“工具理性扩张”（无论技术，还是精神）的话，它并没有出现在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和抽象市场中，相反却出现在集权化的、单一国家控制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总体国家”中。从这一反例，我们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在现代抽象社会中的程序技术与抽象价值之间的关系。


      　　2．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移植：世界系统与缺乏能动性的理性化


      　　对发生在世界历史中的理性化过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尽管今天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的诸多反思，使“现代化”这样一个用语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甚至不受欢迎。但在制度层面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本身却仍主要是由制度移植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制度渗透构成的。不过，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移植和制度渗透，与当年德国或者东欧等国家所谓“第二期现代化国家”的情况有着根本性的差别。


      　　尽管这两种制度移植与制度渗透的过程，都是发生在世界系统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但除了世界系统本身发展的系统化程度不同以外，最重要的差别是发生在抽象价值与伦理实践的层面。


      　　尽管我们说，西欧的理性化进程包含了“社会设计”38的痕迹，甚至伴随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意识形态政治的发育，出现了一种“完善社会”的观念，意识形态政治中还包含了社会工程的理念。但总的来说，西欧的理性化进程是一种借助相互制衡的复杂力量关系之间的冲突来实现的自发过程。39但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移植，却是典型的人为设计的社会工程。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无论是信奉现代化的世界取向的知识分子，还是强调本土化的民族取向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这一庞大的社会工程。然而，在这种设计过程中，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40，理性化的移植都变成了单纯移植程序技术。在世界系统中的“经济话语”（Block 


      1990）的背景下，这些程序技术被认为是提高国家或民族竞争力的唯一手段。文明的发展被化减为一种技术的发育，无论是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实力，都完全从这种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理解，甚至传统视为抽象价值领域的大学、科学研究甚至文化艺术，也往往被“工具化”为科技力量或“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国家垄断了整个制度建设的过程，而知识分子则扮演了一个心态矛盾的同盟者的角色。


      　　不过，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制度建设过程（其核心是所谓的“国家政权建设”41）实际上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谬境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现代社会的程序技术，在运作时恰恰是借助彼此之间在分化条件下形成的制约，借助来自抽象价值方面的多元化张力，借助伦理实践形塑的现代主体，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却因为对程序技术的片面强调，使这些程序技术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种“程序技术”。由于缺乏分化带来的制衡，特别是在行政、法律与经济领域之间缺乏制约，使这些领域中似是而非的程序技术建设，最终却导致了“寻租－腐败”的恶性循环；由于缺乏来自抽象价值方面的多元化张力，这些国家在围绕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公共话语空间，从未真正发育成熟，而且往往为“西化”与“原教旨主义”之间无益的两极化争辩所控制，更为关键的是，多元抽象价值的缺乏，使这些国家从未真正建立制约政治科层制与经济市场的极端发展与恶性结合的文明/市民/公民社会；最后，正是由于伦理实践方面的薄弱，这些国家才真正体现了贝尔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89），在某些表面性的经济繁荣的背后，欠缺价值的支撑和制约，真正贫乏的时间，成为一种空壳式的现代社会。而且这种“伦理实践的真空”，还直接导致了市场、国家、社会中各种程序技术难以真正按照程序来运作，各种结合传统做法的“变通”策略成为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


      　　当然，发展中国家这种缺乏自发能动性的理性化过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与通常的观念相反，程序技术的制度渗透（特别在经济方面，如跨国公司，全球的市场等）远比伦理实践和抽象价值的“渗透”要更广泛和更容易，也更有“成效”。表面上，后者借助日益全球化的电子传播媒介的发展，通过电影、电视、新闻等手段能够在全世界更迅速地传播，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抽象价值”和伦理实践，需要远为复杂的本土参与的文化建构和社会组织，但这些往往受到认同政治（或所谓“承认的文化”）和经济的双重挤压，遭受唯制度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或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共同排斥，难以在“被系统扭曲的”程序技术和盲目追赶的“观念时尚”之间找到一席之地。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许正是在这里，面临最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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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写本文的最初想法，来自一项口述史研究。沈原先生鼓励我将这一问题写成文章，没有他的“督促”，大概这篇粗糙的文章，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文章的初稿曾经请一些朋友看过，赵晓力、强世功、李康、郑戈、吴伯凡、渠敬东、舒炜、林国基、林国荣都给本文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批评意见，使我能够改正一些错误，并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当然，文章中的全部问题，仍由作者本人承担。 





      　　1 


      我使用这个概念来表达现代社会的抽象性。这个概念直接来自荷兰社会学家Zijderfeld（1971）。但与他偏重文化分析，并带有浓厚批判理论色彩的用法不同，我更多用这个概念强调现代社会本身的抽象性是通过复杂的理性化过程构成的。此外，正如我在下面的分析所指出的，由于这个概念以往过多地和“工具理性扩张”这样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这基本上也是Zijderfeld的思路），并没有得到充分和适当的阐述，因而往往成为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具有保守主义或浪漫主义取向的贬义用语，而没有真正成为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本文就是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改进。


      　　2 


      Benveniste（1973：274）指出，拉丁语的civis一词暗含了一种居住和政治权利的共同体观念，因此这个词的真正意涵并非传统翻译的“公民”（citizen），而是“公民同伴”（fellow-citizen）。


      　　3 在腾尼斯看来，受有机的自然意志（Wesenwille）支配的“共同体” 


      （Gemeinshaft）关系才是人类关系的真正本质，而受反思的理性意志（Kǚrwille）支配的人为的“社会”（Geshellschaft），只是一种表象。因此，只有坏的“社会”，而坏的共同体却是自相矛盾的说法。腾尼斯有关“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对于现代社会理论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体现了社会理论批判“抽象社会”的主要思路（Tǒnnies 


      1940）。


      　　4 在本文中，我们基本依据洛克伍德的说法来使用“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这对概念（洛克伍德 1997）。


      　　5 


      在涂尔干所强调的有机团结中，个体的自由几乎完全依赖于社会。在涂尔干博士论文答辩时，有人指责他用功能代替了义务，他就回答说，“在今天，要更好地成为一个人（to 


      be more of a man）就是注定成为一个器官”（Lukes 


      1972）。渠敬东在本期发表的论文“涂尔干的遗产”第二部分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复杂深入的分析，请参看。


      　　6 有关涂尔干及团结学派对社会团结的关注及其政治意涵，Donzelot（1993）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7 


      而且，当帕森斯将整合看作一个分化的子系统时，他无疑背离了涂尔干坚持将经济与道德一同考虑的观点，从分析上看，是一次倒退。涂尔干尖锐地批评了将经济与道德分离开来的做法，无论是经济学家的方式，还是康德式的道德哲学家的方式，而在这方面，帕森斯和哈贝马斯都有康德做法的痕迹，参见Durkheim 


      1993，特别是第一篇“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


      　　8值得注意的是，施米特（Carl 


      Schmitt）几乎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两个表面上尖锐对立的阵营中同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对诸如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语学界的Telos杂志和法、意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这些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参见McCormick 


      1997）。因此，正是在施米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感谢刘小枫先生提醒我注意到施米特的重要性。


      　　9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论述本身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有关资本主义的形象极为类似，尽管在《共产党宣言》中，故事的主角是资本主义所解放的“生产力”，参见Berman 


      1988的精辟分析。不过，在我看来，韦伯的观点实际上与卢卡奇或法兰克福学派塑造的这种形象有相当的距离，韦伯本人的观点要复杂得多，而本文之所以有意回避了韦伯在这方面十分重要的论述，是希望将这方面的探讨留给同时撰写的另一篇相关的文章，“理性化及其张力”，这篇文章将联系法律问题（本文有意忽视的另一个问题）集中分析韦伯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10 


      哈贝马斯将“政治”中的科层体系、党派政治、选举制度等视为是“系统”的部分，而将“公共领域”划出，放在“生活世界”的范围内，但他的这一做法（特别是他对属于“系统”部分的“政治”的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卢曼（Luhmann 


      1994）的影响，参见McCarthy 1985对此的讨论。


      　　11 


      值得注意的是，在洛克伍德引入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概念时，这两个概念并不能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区别相对应。事实上在英国，这对概念也很少这样使用。只是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对系统，社会整合对系统整合，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这三对不同来源的二元范畴才有“合流”的趋势，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存在严重的问题。


      　　12 


      正如下文在探讨“意识形态政治”与“市场消费”两个问题时将要指出的，与这种崇尚奢华的政治制度相关联的是一种围绕仪式形成的“神圣政治”和一种相对严格的社会等级结构。


      　　13 这里对孟德斯鸠学说以及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诠释，主要来自赫希曼的观点，参见Hirschman 1977，特别是第2部分，以及Hirschman 


      1986,pp235-55，同时也受到Muller 1993对亚当匪姑艿男纶故偷挠跋臁£


      　　14 我对市民社会的这一理解，受到Tester 


      1992精彩分析的启发。同时，当代英法等国的许多历史学家在这方面都进行了与当年德国学者埃利亚斯的研究相类似的努力。


      　　15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埃利亚斯（Elias 1978, 


      1982）论述的“文明化”过程构成了戈夫曼后来分析的（中产阶级）“互动仪式”（Goffman 


      1983）的基础。Pollner（1987）在借用埃利亚斯的理论来分析现代社会的常人方法的运用时，就已经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


      　　16 


      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治安”的发展是治理技术非常重要的环节，不过这里的“治安”的涵义几乎涵盖了对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管制”，而不仅限于今天通常与警察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问题，奥伊斯特莱赫和福柯都对这个重要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分别参见Oestreich 


      1982，第9章，以及福柯在1976以后发表的许多讲演和文章，例如“政治与理性”，收入Foucault 1988。


      　　17 Koselleck 


      1988敏锐发现了对立双方的某种“同构”关系，尽管哈贝马斯的论述囿于他的批判理论立场而未能更充分地揭示所谓“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微妙关联，但总的来说，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双方关系的复杂性有更充分的认识，而在哈贝马斯后来的著作中，似乎并没有保持这种对现代性的复杂认识，参见Goodman 


      1992对Koselleck和Habermas观点的比较。


      　　18 奥伊斯特莱赫特别强调“治安”这种治理技术的发育，与国家的“审慎政治”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参见Oestreich 


      1982，第9章；法国的类似情况，参见Elias 1982，以及收入Chartier ed. 1989中的研究。


      　　19 用福柯的话说，治理国家关注的焦点从拯救转向了健康（Foucault 1988）。


      　　20 


      当代社会理论理解整合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障碍”，就是往往把“宗教”看作社会整合的一个模式，即使当宗教不再体制化为一种教会，从而在社会的意义构成、规范秩序以及符号世界的分类体系与等级制中占据公共性的核心地位，转而开始成为一种“无形宗教”（卢克曼 


      1995）时，社会理论家仍然从教会宗教的社会整合模式的基本假设出发来思考现代社会的整合问题。这种做法结果将社会的整合问题等同于建立在规范秩序基础上的统合（cohesion，吉登斯 


      1998批评了这样的做法），既忽视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两种不同的整合方式之间的差别，将二者混为一谈；也忽视了在社会整合层面，共享的规范秩序并不一定是建立整合的唯一方式，无论伦理实践，还是认知意义上的常人方法，同样是社会整合不可或缺的机制，而这两个方面在现代社会这个“陌生人的社会”中发挥了至少与规范秩序同样重要的意义。


      　　21 尽管列奥匪固乩退梗⊿trauss 


      1989）有关现代性就是政治哲学的论断未免稍嫌夸大，但他无疑以富有洞察力的方式指出了现代性与政治哲学的价值理性之间的密切关联。


      　　22 


      借此有必要指出，强调现代社会是一个抽象社会，并不意味着中世纪社会、所谓“原始社会”或古代社会，是一种“野性的社会”或质朴的社会。许多这方面杰出的文化史研究（如N.Elias, 


      J. 


      Huizinga），往往容易导致这样的误解，为“工具理性”论者，怀旧的保守主义或激进主义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浪漫主义者提供了“弹药”。中世纪的社会，尽管不是一个抽象社会，也同样不是一个“具体社会”（也许是一个象征社会）。例如，在绝对主义国家的政治仪式中，国王同时具有两个身体，“可见的身体”的仪式意涵是基于“不可见的身体”的法律意涵（Kantorowitz 


      1957）。也许只有充分考虑其它社会中的非具体性因素，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现代抽象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非具体性”形态。


      　　23 


      柯施莱克认为，这种立法者的“乌托邦”意识形态是现代危机的重要根源。尽管，我们并不赞同柯施莱克带有施米特色彩的现代诊断，但他对绝对主义国家与现代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历史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的探讨仍是有关抽象社会论述不可忽视的一环（Koselleck 


      1988, 


      1985）。遗憾的是，即使在我们现在这篇纲要式的文章中，我们也很难有机会探讨抽象社会与世界历史（和世俗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希望以后有机会弥补。


      　　24 勒高夫认为，可以将“漫长的中世纪”（extended middle 


      age）理解为从公元三世纪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缓慢演进的过程。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只是到了我们一再强调的17世纪时，才出现将“中世纪”与“现代”划分开来的努力，后来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人们开始把中世纪看作是“黑暗时代”（Le 


      Goff 1988，并参见Williams 


      1983：207－9）。实际上，脱离中世纪，根本无法理解现代性。也许更恰当的做法是将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后期”放在现代性中。只有从这种“漫长的现代性”（extended 


      modernity）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现代性自身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其中交错的张力关系，这也正是本文努力尝试的一个方向。不过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从意识形态政治出现的角度看现代政治的独特历史，希望不要因此产生误解。


      　　25 


      戈夫曼的许多精彩分析以反讽的笔调展现了生活在充斥“程序技术”的抽象社会中的现代人如何灵活运用各种方法来建立充满弹性和复杂性的“互动秩序”，例如Goffman1967、1974。


      　　26 


      在这方面，常人方法学家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主流的观点相反，常人方法学家的分析实际上揭示了在现代抽象社会的“陌生人”之中，普通人是如何运用各种常人方法来完成“社会行动”这一“成就”。有关对常人方法学这一思想的讨论，参见李猛 


      1997。法国学者德啡哦韵执粘Ｉ畹姆治鐾康髁嗣娑怨娣逗图吐上执舜丛煨缘氖导龇ǎ渭鸇e Certeau 1984。


      　　27 福柯指出，“社会”的出现与管理的理性化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Foucault 


      1984）。现代社会科学经常关注的那类所谓“社会”现象（如家庭问题、犯罪问题），正是伴随政府治理过程出现的（Donzelot 


      1979，并特别参见德勒兹为该书撰写的序言，“社会的兴起”）。


      　　28 


      Berman曾经用简明精辟的语言指出，最具现代性特征的就是批评现代性的现代主义（1988）。昆德拉有关“欧洲的另一半”的论述，从同样的角度强调了现代性始终存在的复杂特征（昆德拉 


      1992）。但在我看来，即使不诉诸现代主义及其谱系，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现代性的复杂性。理性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张力，并借助这种张力推动发展的过程。


      　　29 


      这种有关市场的社会理论，不仅是一种“市场社会学”，而且更重要的是市场无论作为一种制度还是一种心态，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社会理论中，我们缺乏一种和马克思、韦伯当年针对生产过程阐释的社会理论相提并论的有关“交易”过程的社会理论。不过在这方面，亚当匪姑艿睦砺廴匀皇切枰匦录右圆秃屠玫乃枷胱试础Ｔ诰渖缁嵫У难芯看持校げÔ“新教教派”的研究和齐美尔的《货币哲学》，是研究有关市场的社会理论的重要基础。本文并不想尝试在有限的篇幅中提出一种市场的社会理论，而只是借助对市场的探讨来思考与 


      “抽象社会”有关的问题。


      　　30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简单地认可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市场交易与供给/需求关系的基本假定。在这方面，我们既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同，也不打算采用制度主义经济学（无论是旧的制度主义，还是所谓新制度主义）的做法。构成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基本预设，诸如孤立个人，“光速反应速度”，完备信息，既不能视为“想当然的”、不容置疑的公理，或者一种方法论上的“观念类型”；也不能简单地斥为不顾社会现实的理论虚构。而应该从抽象社会的角度，探讨这些语义学背后的历史（观念史和社会史）意涵。


      　　31 正如新经济社会学所指出的，这些网络仍然发挥作用（格兰诺维特 


      1997），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这些网络的运作是在抽象市场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点越是在日常的经济生活和市场交易中，体现得越明显。


      　　32 


      布劳代尔对“透明市场”的迷恋与卢梭对“透明社会”的迷恋一样，从根本上讲，都是对现代抽象社会本身的“不透明性”的排斥，和腾尼斯的“共同体/社会”的二分法一样蕴含着现代社会理论始终难以摆脱的怀旧心态。因此，有必要借用舒茨的话（Schutz 


      1973）强调，现代性从根本上讲，是不透明的（又有什么社会能是透明的呢？）。


      　　33 


      现代社会中的交易复杂性的重要一点就是非物品的交换日趋增加，且日趋抽象性，这一点特别体现在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而对于这种围绕抽象媒介，乃至抽象信息的交易，几乎需要发明一套全新的保障交易秩序的方式，特别是解决信任机制的问题。在本文中，我们姑且忽略这一问题。


      　　34 


      韦伯特别指出，重要的不在于一个人具体属于哪一个新教教派，而在于他属于这种经过严格检查的教派这一事实本身。在我们看来，韦伯在这里已经发现这种“社会整合”与传统的教会宗教的规范整合之间的差异。


      　　35 某种意义上，现代个人主义 


      者在生产一个“利益”主体的过程中，动用了从希腊时代逐渐发展起来的自我技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深度自我的出现。自我被视为是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利益最终打败了激情，理性和礼貌生产了更具常规化的欲望机制。这样的自我模式，其原型就来自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斐德若篇》中有关灵魂的三个部分的著名譬喻）。不过，现代深度自我的出现，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督教时代的各种自我技术的影响，特别是各种忏悔技术（福柯 


      即出a）。因此，所谓的“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不过是现代深度自我的两种不同侧面罢了，利益主体与“感伤主体”是现代人同时佩戴的两副面孔。


      　　36 


      尽管涂尔干对亚当匪姑艿纳缁岱止だ砺鄄晃薹且椋邢缚疾煳颐腔岱⑾侄咧涞南嗨浦λ坪醪⒉槐人堑姆制缟伲羌负跬馐兜接胂执鋈酥饕逵泄氐恼衔侍猓叶际酝冀碌牡赖抡嫌敫鋈酥饕褰岷掀鹄础２还捎诙嗽诜绺窈驼喂勰钌系姆制纾匀蛔钪兆呦蛄瞬煌牡缆贰５由缁崂砺劢嵌壤纯矗叩哪承┕餐闶遣蝗莺鍪拥摹Ｍ慷梢欢仍贸隽擞胙堑狈斯密接近的结论。即通过某种特殊的个人主义，建立一种非唯我论的，非功利主义的社会整合方式，而这种整合方式既摆脱了保守主义社会理论中的怀旧主题，也克服了某种激进主义思想中的社会设计倾向，而是诉诸一种制度化（特别是心理制度化的）的个人主义。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亚当匪姑埽故峭慷桑饩錾缁嵴系暮诵奈侍馐且恢中碌闹魈寤绞剑恢炙茉旌细竦纳缁岢稍钡姆绞剑窃谡饫铮¬“社会”的重要意义开始凸显出来。这一思想，在涂尔干那里，要比在亚当匪姑苣抢锔魅罚蛭慷赏ü诮涛侍獾囊耄ゼ傲苏庖晃侍狻２还慷傻乃枷胧指丛樱妊堑狈斯密更多地带有浓厚的有机体的色彩，而这正是他讨论社会整合问题的严重缺陷。


      　　37 


      因此，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整个社会理论，在理解所谓的“物质条件”或制度因素与观念因素之间的关系时，之所以一再陷入某种一元化的还原立场（无论是物质论和制度主义的还原，还是观念论的还原），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能把握现代社会中程序技术与抽象价值之间的复杂关系，仍然沉湎于一种具有严重缺陷的陈旧模式之中。


      　　38 


      这里似乎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设计”，亚当匪姑苁降纳杓朴肼笫降纳杓疲耙恢值纳杓普且朔笳咴Ú“照看”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工程理念，而要形塑或保障一种“自然自由”的机制。也就是说，正如本文一再强调的，程序理性本身的形式化，同样需要某种构建的努力，正如消极自由并非自动形成的自由，而同样需要伦理实践与公共参与一样（Skinner 


      1984）。因此，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在“立法者”和“解释者”之间进行二难的选择。理论作为一种自由实践，是政治自由不可缺少的支撑。


      　　39 颇为悖谬的是，由于整个理性化过程的异质性，这些试图同质化的努力，往往逐渐被纳入异质性的理性化过程中，变成了整个能动理性化张力的一个来源。


      　　40       这种社会设计的“误区”一般来自某种对西方理性化进程的“一元化”理解，事实上无论是倾向西方的理性自由主义者，还是倾向本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甚至原教旨主义者（在今天，后者可能会表现为一种信奉文化多元化的相对主义者，甚至是“后现代主义者”），往往都分享了一种类似“工具理性扩张”的一元化的理性化理论。


      　　41 这与西欧的“国家形成过程”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参见Tilly 1994对State Formation与State Building进行的区别。


 














 


 村治与民主：


从大共同体本位向公民社会转型中的乡村组织演变


（提纲） 





秦晖 


�　　对于中国近年来的"村级民主"，乐观者认为它会自下而上地促进中国民主化，悲观者认为它在操纵、家族化与黑社会化的作用下不可能改善村治，我以为两种看法都可质疑。��　　应该指出，改善村治与促进国家民主不是一回事。就后者而言，历史表明"熟人共同体"的组织方式完全不同于国家的状况常常可以协调地长期共存。并不存在"社区民主"发展为国家民主的逻辑联系。沙皇俄国的"村社民主"与沙皇专制并存，传统波兰的基层农奴制社区与贵族民主性质的"自由选王制"国体并存，都是长达几百年的稳定传统。��　　中国近年来的"村级民主"在相当程度上是具有国家民主理念的外部精英推动的，不同于当年草根起源的的农村经济改革，如果国家政治气候改善，其后出现上级民主化乃至国家民主化并非绝无可能。但即便如此，关键因素仍然在于国家政治气候，不在于基层民主的"村治"是否成功。因此这一过程（如果发生的话）也并不是真正的"自下而上".另一方面，二十年来中国的村治在陷于明显危机的同时也出现了某些自然演进过程，其中一些小共同体自治形式似乎十分"传统"也不那么"民主"，但未必不能改进村治，也未必有害于或无助于国家民主化。��　　要之，中国乡村政治从传统时代至今都包含三种问题：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农民与"村"的关系，以及"村"与国家的关系。在现代化转型时代，这三者分别对应于国家民主问题、社区民主问题以及社区自治问题。在具有村社-采邑共同体和依附农制度的许多民族（如西欧、俄罗斯等）现代化进程中，转型初期基本上没有社区自治问题，却有严重的社区民主（废除依附农制度）问题，在"强国家"（常常暂时是专制的）支持下实行社区民主便成了国家民主化的先行步骤。而在具有大一统官僚制帝国与编户齐民传统的中国，"强国家"发动的"社区民主"（１９４９年前后的土改）却曾成了国家机器压平一切自治因素而空前强化专制的先行步骤。因此在目前的改革中，国家民主和社区自治（不是"社区民主"）便成为关键问题。��　　笔者曾提出"传统中国的大共同体本位"论，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性亢进所致。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之阶段，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这可以解释如今村治问题中的许多现象。我国近年来搞"农村基层民主"，在许多地方都受到了"助长宗族势力"的指责。如去年浙江台州前所、杜桥等镇的一些村由农民选出的村委会被镇里撤销，并由政府指派了"村管会".有趣的是镇里对这种"竞选"不是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指责为"宗族作怪"，而由政府任命的村管会头头却往往派的是"资产阶级"，即当地号称"首富"的私营企业家！其实考诸历史，朝廷派遣大私商来推行垄断与统制倒是有传统的，如汉武帝之用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来推行盐铁官营就是一例。私商的唯利是图、六亲不认在这里并未成为"市民"性格，而是成了大共同体本位的工具。反而是宣扬宗法伦理的儒生（贤良文学）成了民营经济的捍卫者！"伪个人主义"与小共同体在中国传统中的角色于此可见。��　　与此相类的另一种现象是：我国目前由政府推动的"村级民主"往往都在市场经济很不发达的相对贫困地区进展顺利，如辽宁、河北等地区。据说我国农村第一个村民直选的村委会就出在广西最贫困的河池地区之宜山县（１９８０年）。而在一些贫困地区，早在改革前旧体制下由于一穷二白的"集体"没有什么资源可供争夺，因此那时就十分"民主"，生产队长都是轮流当，更无所谓庄主现象。这些地方传统社区组织几为空白，改革后生产队取消，村政（指自然村而非行政村）就几乎不存在了（秦晖：《"村"兮归来》，《中国改革报》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９日）。除了大共同体本位下官府及其经纪人的厉害外，村民在社区内其实没感到什么压迫。在这些地方，农民的关切点与其说是"社区民主"，不如说是社区自治；而社区民主的含义与其说是限制草根"庄主"权力，勿宁说主要在于限制政府权力（包括作为"国家经纪"的庄主权力），因此仅仅把社区民主局限于"民选村官"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问题在于限制国家经纪权而使"村官"更多地体现社区立场，使"村官"能在国家面前维护村人的公民权益。如果反过来，只从国家本位的立场为了削平尾大不掉的庄主，维护大一统价值而搞"村级民主"，像改革前以往常用"运动民主"来加强一元化体制那样，那就意义不大。��　　而在东南诸省市场经济发达的富裕农村，这些年来许多地方村政的演变不是表现为"民选村官"，而是表现为村企合一、企业"吃掉"村级组织、"村子公司化、支书老板化"，"庄主经济"演变为"庄主政治".而企业的"一长制"则演变为社区的"一主制".如果不考虑大共同体本位体制的解构问题，这样的演进就几乎是一种"反动"的现代领主制。而像"禹作敏现象"这类"庄主制"之弊也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批评。然而人们却很少从传统中国社会向公民社会演进的角度对"庄主现象"作出深刻的反思。��　　实际上传统中国不同于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除了帝国解体的特殊时期（如魏晋时期）外，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领主"之弊。中国历史上的"庄主"，要么以"国家经纪"身分在官府支持下为弊。这种形式的"庄主之弊"实质上与吏治腐败一样是大共同体本位之弊，并不是单纯的"庄主"问题。要么"庄主"作为一种可能制衡全能国家的自治力量起到"保护型经纪"作用，这种庄主自然也会生弊，但比起全能国家之弊、官府胥吏腐败专横之弊来却是次要的。因而我国历史上屡见农民宁当"私属"而逃避为"编氓"的现象，甚至"庄客"支持"庄主"抗官的现象。所以在中国批判"庄主"现象有个从公民权利出发还是从全能国家权力出发的问题。改革时代东南地区的"庄主政治"当然谈不上是"中国传统"超越了"西方民主"，但比起改革前"一元化"控制下许多赤贫农村"干部轮流当"式的"民主"，这种村治还算是一种进步。而限制"庄主"权力、维护村民个人的人权，则是民主国家以法治（不一定以"社区民主"）来实现的目标。��　　总之，农民的草根民主（包括不"规范"的、例如带有宗族背景的"民主"）要求应该支持，外部精英推动的乡村民主作为国民民主意识的培养、民主程序的训练和民主知识的普及运动，也有很大意义；其后续问题（村委-支部关系、村乡关系等）在与乡村外因素互动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开辟新的政治改革空间。但总的来看，它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其作用不能估计过高，就程序意义而言，农民争取迁徙、择业自由的努力和以乡村自治打破大共同体一元化控制的努力，意义更大一些。��　　而纯就村治来说，在既非自然村落和熟人共同体、又非适当行政区划的"行政村"，以"国家民主"的标准程序建立一个既是自治组织又是政权末梢、职能相互冲突的机构，未必是好的选择。我认为未来的乡村组织模式应当是：在自然村（不是行政村）改变如今的涣散状态，发展村民自治，不强求标准民主程序，熟人共同体的传统组织形式（如宗族等）只要农民接受，外人不必强行改变。民主国家只要以法治保证这些组织不侵犯人权即可。例如宗族议事会可以处理公共事务，但决不可私设公堂。��　　取消"行政村"而把乡划小一些，乡级机构应是民主国家政权末梢，不是自治组织，实行公务员制而不是选举制，农民在这一级的民主权利主要是自由结社等公民权利，通过农会等组织保有与政府谈判的能力。��　　而民主选举应当是县及县以上各级政权的产生基础。简而言之，自然村自治，行政村取消，乡上农会对公务员，县上搞选举政权。以实现传统与现代化、农民民主权利与国家行政能力的结合。























        ��                 　　　　　　　　　　　新政治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                　　　　　　　　　　　　　·杨小凯·�� ��                 　　最近笔者在自己的经济学专业中涉及到风头正健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不是中国  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及交易费用经济学中一些与政治经济改革有关的研究，希望与读者分享。笔者细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与温格斯特一篇在经济史杂志上发表的精采文章。此文从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英国十七世纪光荣革命前后的政治制度变化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此文指出光荣革命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虚君宪政，议会民主制度使政府对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诺成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对今后世界的变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第一，这种对宪政秩序承诺的可信性使得政府不再利用其对政治的垄断来垄断经济和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来追求执政者的利益。在没有民主宪政的制衡机制时，执政者"为社会服务"和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都是不可信的。他们会为了一党之私利，损害社会利益。这种"国家机会主义（Ｓｔａｔ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行为"主要有如下几类严重恶果。第一，政府会借口特权垄断经济利益，窒息民间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扭曲价格。中国历史上学者称之为官营工商业与民争利造成的恶果。中国历史上也有学者看出这种政府从商有更严重的恶果，那就是海耶克所说的，制定游戏规则和参予游戏的政府角色的混淆。政府的功能本来是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及担当执行游戏规则的裁判。如果裁判也可以参加游戏，游戏哪还有公平、公正可言？中国史家历来鼓吹政府应该是清水衙门，不能从事工商业，这应该是与海耶克的主张一致。��                 　　其次，如果政府的权力没有可信的制衡，政府会追求一党之私利而损害社会利益，造成苛捐杂税，贪污和其它寻租行为。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的间接后果比直接后果更为严重，因为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社会大众不再相信公认的游戏规则，因而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只要对己有利，可以不顾社会的道德准则（ｍｏｒａｌ　ｃｏｄｅ），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偷抢横行，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盛行的社会。��                 　　这里有两点值得澄清。第一是法治和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第二是是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不少中国人批评传统社会太重传统道德，而不重法治。但以我们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经验，和读到的法律教科书，我们可以体会到道德准则是英美普通法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比法律更原始更根本。在西方社会，各种不成文的道德准则起的作用非常重要，也更受人重视。很多从大陆去香港的新移民的行为特点足以说明此点。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们，他们在香港时行为非常有礼貌，不乱扔纸屑，但一旦过了罗湖关到了大陆，就像是另一个人，言行变得非常粗鲁无礼。这中间的差别不一定是法律的原因，而是每个人对不同社会群体对自己的道德期望有不同期望而造成。而这种对社会认可的行为的期望很大程度上受政府行为的影响。如果政府言而无信（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则整个社会的行为会非常机会主义，社会认可的道德准则也会非常低下。这时纵有漂亮的法律条文，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可言。��                 　　下面我们再考虑国家机会主义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经济学中近年对此问题有不少有趣的研究。其中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各类寻租行为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包��括资产特异性和议价过程造成的钓鱼行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欺骗行为等等），这类研究有时会得出一些民主和市场失败的结论。例如当一个划船比赛的团队中，各人划船努力的测度和节奏的协调费用很高时，用市场来协调划船可能比不上一个人下命令协调划船，下命令有可能犯错，划船节奏可能太快或太慢，但用市场价格来协调可能根本得不到节奏而使各人努力互相抵销。又例如两类生产活动，一类活动的投入产出容易测度，另一类却不易测度，则按市场原则论功行赏就会鼓励人们只生产前类东西而不生产后类东西，这时企业内的计时工资（不完全论功行赏）反而优于计件工资。对这种观点的批评以张五常，杨小凯，黄有光为代表。他们认为，划船的例子并不能说明命令经济优于自由价格制度，而只是说明与劳力市场有关的企业制度在一定条件下会比产品市场更有效。��                 　　另一个例子是各种活动的效果都不易测度时，强调论功行赏可能会使人们在寻租上投入太多精力，在评级升级上浪费很多精力，这时，反而日本式的按年资升级能减少寻租费用。这种看法被有些经济学家"论证"，民主制度会使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制度化，因而反不如东亚的一些非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更有利，不少公司里                 因为很多活动的绩效不易测度，所以老板认为按绩效升级评等反而会刺激寻租行为，所以乾脆千方百计封锁信息，使雇员互相不知道各人的工资，而老板按他对综合效果主观判断来定工资。最近有不少这类经济模型"证明"过多的信息分享是有损效率的，而有效率的市场会使人们不去追求他们不应知道的信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指出，民主制度虽可能使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制度化，但它也会鼓励私人企业家活动，这些活动却会限制寻租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                 　　这类对内生交易费用的研究并不能用来给我们前文中关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以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另一类"承诺对策模型"（以马士金，钱颖一等��人为代表），却支持我们前文的观点。这类模型强调，内生交易费用的主要来源是承诺不可信问题。特别是钱颖一和温格斯特最近一系列文章用承诺对策的概念论证国家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按照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分税制）是使各个地方政府在互相激烈竞争时使他们追求地方公众利益的承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其实是中国改革的动力。按他们的逻辑，当然民主宪政是使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负责和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成为可信的条件。��                 　　政府对宪政秩序承诺目前还只有在民主宪政制度下才可信。没有权力制衡，自由公平选举和政党自由，一个执政党保证在公平政治竞争下输了认输，怎么可能令人相信？如果政府对公众负责，不在损害公众利益时追求一己之私的承诺不可信，则会有如下恶果。首先，社会道德准则会江河日下，国家机会主义会为全社会所有                 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树立一个榜样，一个偷抢横行，不尊重私人财产，为人不厚道的                 社会就会出现。当大多数停在家里的自行车至少被偷过一次时，这个社会还有何道                 德准则可言。当执政党公开宣称其最终目标是一党之私（四个坚持）时，社会怎么可能太平？��更可怕的是，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会使所有政治人物的行为非常机                 会主义，因此执政党不可能为社会提供长期的稳定秩序（'安定团结'）。中国一                 九四九年后每次社会动乱都是上层内斗造成的。高棉的动乱又一次说明，如果军队国家化，民主选举决定权力分配这些游戏规则没有稳定下来，则社会不可能安定，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地发展，一时上去了，也会掉下来。这当然不能只怪这些"政治野心家"，主要问题在于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不公平时，政治人物争夺权力造成社会动乱就不可避免。政治人物会为了权力不惜将社会拖入动乱。为社会提供长期稳定的秩序是政府的首要功能，但至今为止，能提供长期稳定秩序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制度和君主世袭制度。君主世袭制度曾有提供三百年稳定秩序的纪录，但大多数君主世袭制都没达到这个纪录。民主宪政制度打破了这个纪录，但很多国家在立宪过程中陷入动乱（俄国一九一零年代的立宪和中国上世纪末的立宪）。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列宁式的非世袭非民主政治制度无法达到君主世袭制和民主制的纪录。��                 　　君主世袭制为什么能提供长期稳定秩序？因为世袭制是种部份满足布坎南"模糊面纱"的游戏规则，皇帝的位子是可遇不可求的。特别是在英国光荣革命后有了��王位继承法，王位的得失变得完全无法由个人努力争得。所以人们也死了争王位的心。用经济学家的话而言，就是减少了寻租的投入，因而使内生交易费用大降。这有点像用年资制限制寻租行为的功效。民主宪政在高层次上有同样功效。竞选中的激烈政党竞争使得输赢不可能由个人努力来控制，很多敌对的个人努力互相抵销，使选举的胜负变得象随机事件。这不但容易形成各方对游戏规则的承诺可信的局面（因为游戏参加人不确定将来他会在朝或在野），而且这游戏规则比君权世袭要公平得多，即完全满足模糊的面纱原则。这原则声称，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时（可能是当权者，可能是在野，可能是被告，可能是原告，可能是警察，可能是囚犯），他认为在任何位置，游戏规则都是公正时，此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按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满足这种原则的社会秩序有可能长期稳定，超过君权世袭提供长期稳定社会秩序的纪录。��                 　　一个国家是否能走上这样一个宪政秩序的轨道是每个真正政治家首先要关心的问题。这个宪政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像高速公路网与汽车的关系，没有高速公路网，汽车越多反而可能越没有效率。��                 　　但是立宪过程中由于人们对新游戏规则没有信心，会出现输了不认输，因而动乱发生的局面。这种局面在俄国最近的立宪过程中没有出现，但却可能在中国即将发生的立宪过程中出现。其原因是中国人比俄国人个人主义色彩更重（此处并无褒贬含意）。因此，我们有必要记取过往的激进变革的种种教训。��                 　　对激进变革的批评是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以海耶克为代表）的传统。此传统就笔者的知识至少可追嗍到伯克（Ｅｄｗａｒｄ　Ｂｕｒｋｅ）。他在一七九零年有名的"法国大革命反省"一文中就提出了自发秩序的观点。他认为激进变革的鼓吹者自以为他们了解现有制度的运作和缺失，以为用激烈的社会变革可以改进人们的福利。但是一种能运作的制度往往不是少数人能设计的，而是千万人交互作用而自发形成的，它包含了千万人的个别信息，而这个别信息只有当事人了解，因此，没有任何个人可能完全了解所有这些信息。如果任何个人妄称他了解整个制度的运作及其缺失，而想用激烈的社会运动来改造制度，则他一定会把那些他不了解的奇妙机制破坏掉。他强调社会制度的功能是任何单个人（即使是天才）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就像蚂蚁不可能完全了解它们的蚁窝是按什么力学原理设计的一样。有人据此把这类思想称为人不能了解的宗教迷信。但是我却相信这类思想很有道理，因为它说明群体中个体的交互作用自发产生的东西，可以用一种群体智慧（看不见的手）达到个体智慧不可能理解的奇境。用这种看法来观察中国的政治制度演化，我们会更慎重对待一些中国发生的事，不轻易对制度的演变下结论，对自己个人的无知保持一种警觉。��                 　　为什么第一个民主宪政制度产生于英国？我认为英国人由伯克代表的思想传统是一个重要因素。政治领导人物对群体智慧的尊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看看彭定康领导的香港的政制改革，我们对中英领导人的素质差别略有了一点了解。从最近的"末代港督"电视片中，我们了解到彭定康在决定是否政改的立法会前夕，对胜负还没有把握，但他不是让制度由个人胜负的利益来决定，而是在给定游戏规则下，尽最大努力与中方和其它各方玩一场公平的游戏。而中方却相反，一切制度安排完全以中方的胜负利益为准则，为了赢，避免输，可以把一个公平游戏规则下（中方和其它各方都积极参予了）产生的立法局废掉。��                 　　这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后患无穷，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对公平游戏规则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极难建立的。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渐进的过程。不要以为英国人几年建立这套制度很容易，没有香港政府一百多年来在香港的令人尊敬（ｄｅｃｅｎｔ）行为，谁会相信香港政府对公平选举规则的承诺。中国政府的类似承诺从来就不可信，它在香港的不道德和自私行为再次证明它的承诺不可信。而中国近百年来的动乱都是因为政府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引起的。辛亥革命是因为维新党对皇室承诺立宪的不信任引起，二次革命是国民党对袁世凯对宪政的承诺不信任引起的。政府对宪政秩序的承诺不可信，其实是现代中国政治动乱迭起的根源，它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使中国失去了步明治维新后尘的机会，而人民对这种承诺的不信任当然是当政者不道德和自私行为日积月累造成的。中国政府在香港的行为再次将这种"动乱病毒"带到了香港，使香港人民对政府对宪政秩序和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信任。中国人说树怕伤根，人怕伤心，解散香港立法局看似事小，实则是伤了香港法治社会这棵大树的根，创立了一个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先例。如果香港政府在                 明年选举时，又以中方赢为标准来设计选举制度，那香港就完全倒退到中国式的反                 宪政制度去了。��                 　　而经济发展像宪政秩序这棵大树上的枝叶，它再茂盛也不能与树根相比。西方的经济发展都是宪政在先，经济大发展在后。英国光荣革命前，政府的贪污和人民的寻租行为（走后门）与中国目前一样。正是光荣革命创立的虚君宪政代议民主，提供了一种机制，使政府对宪政秩序的承诺变得可信。因而政府对财产的尊重和保护成为可信承诺，寻租行为受到限制，有了这些宪政环境，才会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大发展。��                 　　同样道理，美国的民主宪政秩序也先于经济大发展，它也是美国两百多年来强盛的条件，而不是反过来。但是人们常用东亚一些国家不民主也能发展经济的例子来反驳以上看法。这种反驳看似有理，但却经不起推敲。东亚经济发展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竞争压力下产生的一种不得不模仿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模仿经济制度可以在政治民主和宪政架框构不成熟的情况下成功（但不成功的例子多的是），但成功的原动力是西方靠宪政秩序取得经济实力造成对其它国家的压力。没有英国的宪政秩序，哪有香港的经济繁荣。香港五十年代初贪污的情况与今天大陆差不多，但有宗主国的宪政架构，才会有可信的肃贪承诺，才会有香港的经济成就。��                 　　前文中提到的一些内生交易费用模型，论证企业内的独裁和计划经济可能减少内生交易费用。这也可能是种片面的观点。因为自由市场中的企业都要面临劳力市场，资本市场的竞争，麦当劳的内部实行指令性计划，但人们却有买或不买这计划的自由，计划不赚钱，则分店老板（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ｅ）就不会有人愿意当也就是无人买这指令计划。正如海耶克所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也不是效率的差别，而是制度形成机制的差别。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由政府或哪个人设计的，而是千万人在自由选择合约和制度的条件下，无意而自发形成的。美国宪法就不是由哪个人设计的，而是由很多州的代表吵架吵出来的。所有人都不满意那个宪法，又不得不接受这种折衷。宪法并没有政党政治这一类设计，但在根本权利问题上大家达到了折衷，政党政治就自发地从宪政秩序无意地产生了。��                 　　有些后进国家即使有人为设计的政治制度能生存的情况，但在更高的层次，这些制度必须在国际竞争中经受适者生存的考验，因此最终也不能由个别人设计。由此来看中国最近的私有化改革，政府如果又用政治力量，人为设计私有化改革运动，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中国已有了公司法，在公司法秩序下，案例的积累，自然就会形成新的秩序，并不需要私有化运动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经济制度之所以能运行，一定有一些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道理。例如国有企业不但有无效的一面，也有保险合约使人们专业化没有很多风险的一面。突然搞私有化运动，又不提供自由创业，资本市场自由化和保险业市场自由化等条件，就意味着违反当初的保险合约，这其实可能是种不公平的反市场行为。威尔士王子与王妃离婚还要给她大批补偿费，中国政府怎可突然违反当初的各种保险合约而大肆无偿裁人呢？这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行为，不但是种不道德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因为不了解保险促进贸易和分工的功能而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最近笔者与程文利和刘孟奇博士发展了两个数学模型。其中一个证明收入分配不公时，从分工没得利的一方会拒绝参加分工，因此使市场缩小，形成南美洲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局面。从这点而言，美国六十年代的'伟大社会'福利计划可能有其经济效率方面的正面意义。当然这如果做过了头也有福利上的损失。另一篇文章说明完全保险制度（铁饭碗）一方面造成道德风险（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及相关内生交易费用，但也有为一个复杂的分工网络保险增加分工协作可靠性的功能。竞争的保险市场能有效折衷这种两难的冲突达到均衡。但在保险市场不发达时突然废除完全保险，会使很多部门串联在一起的分工网络可靠性直线下降，一个专业部门失灵使得整个经济瘫痪，出现负增长。这就是东欧俄国的教训。��                 　　所以完全保险（铁饭碗）和完全无保险都是无效率的两个极端。竞争性市场上自发出现的不完全保险比这两个极端都更有效。最近出版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英文的首推Ｍｉｌｇｒｏｍ和Ｒｏｂｅｒｔｓ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２）。此书的特点是既涵盖大多数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深入浅出，非常切合实际。比如上文提及的寻租问题，此书用多个模型说明，寻租的交易费用有两种，一种是寻租的投入，另一种是测度投入和产出不精确时产生的信息歪曲。这二者之间的最优折中在不同条件下不同。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效率高时，计件工资比计时工资好，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很低时，绩效工资反而会使大量资源浪费在评级升级上。因此年资工资反而更有效。中文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首推张维迎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１９９６）。此书既涵盖大多数对策论中的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涵盖了大多数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ａｄｖｅｒ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模型。例如书中的鞭打快牛模型就非常切合中国实际。笔者和黄有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３）也用很多模型研究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和市场网络的影响。���                 □　作者为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澳大利亚莫拉什大学经济学教授��


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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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二十年以前，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 ）以“破四旧”的名义把中国





传统文化加以“封资修”、“大洋古”之名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作为对这种





大破坏的反作用，在中国大陆掀起过一阵“文化热”。此之所谓文化大体就是指的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发现，传统文化不但并不如文化大革命所认为的那样坏，





而且为了救治文化大革命的祸殃，还迫切需要恢复提唱“仁义礼智信”、“温良恭





俭让”的传统文化。但是，同时也有另一种认识产生，认为文化大革命固然是以最





最最革命的名义发动的，实际上却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最最反动黑暗的东西。





八十年代上半期，很有一些论证文化大革命为“封建社会主义”，论证应当“建立





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文章发表在像《人民日报》这样的权威报刊上，不过这阵风





刮得并不长，热闹了没有几天，很快就过去了。











　　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就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朦朦胧胧地认为传统文化和文化





传统是不同的。后来知道庞朴同志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还把这个意思写成论文，在





I993年“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后来又发表在同年





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题目就叫做《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很受海内外学





术界的重视。











　　庞朴同志套用中国古老的说法，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





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我的看法相似而不相同，至于到底什么是中国





的文化传统，庞朴同志并无具体说明。我以为，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





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其中任何一种，不论从今人看来是好是坏，是优是劣，只要





没有消失，或者基本上没有受到（1840年以来）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彻底改造的都算。





但是它又是一个变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古老的东西只要慢慢失传了，如《





周礼》中的许多规矩、制度，也就从传统文化变成已死的“文化遗迹”了；外来的





东西，只要被中国人广泛接受了，与中国文化接轨而融合，它就可以称是融人中国





的传统文化了。比如西服、芭蕾舞……，我们今天是没有人会把它看成是传统文化





的，但是再过若干年，它们就可能像我们今天看胡琴、金刚经……一样认为是中国





的传统文化了。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





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著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或者是极难





变的，如庞朴同志所说的是一种惰性力量（或日惯性力量），“任你风吹雨打，我





自岿然不动”。











　　因此，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复杂的、可以变动不居的；而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





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





根据我近年的观察与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日“专制主义”。为什





么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为什么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这个问题





太大。我只能依靠权威学者的结论来作我的根据，就是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





挽词。序》中的一段话。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





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出的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





□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对于主宰了中国人





传统文化的三纲六纪，我还要引用中国近代第一位“儒学名臣”曾国藩在他家书里





的话再作进一步的说明。他说：“罗婿性情可虑，然此亦无可如何之事。尔当谆嘱





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





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日：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





仪礼记日：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





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





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曾文正公全集。家





训卷下，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时）曾国藩这段话把三纲都提到天的高度。天是中国





传统文化中最后最高的概念，确实只有希腊柏拉图所说的Idea可以相比，因此，把





三纲六纪（六纪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说称之为“形而上的”





也是完全可以的。











　　我过去常常引用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以为他所歌颂的“天地有正气，杂





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也是极具形而上





意味的中国民族精神。实际上，它也是专制主义下的爱国忠君的表现。只要再往下





看：“……为严将军头，为稽侍中血。为张唯阳齿，为颜常山舌。……地维赖以立，





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就足以证明了。这些话跟明朝人的





话“万古纲常维宇宙，一生节烈凛星辰”，再到上引清朝人曾国藩的话是一脉相承





的一个意思。











　　当然，经过这一百年的西化，中国已经没有皇帝了，父母、夫妻之间的关系也





有了很大的改变。比如历来被认为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的一个孝





字，现在已经几乎听不到看不见而被洋里洋气的“爱心”代替了。但是只要一加审





视，三纲在历史上就不是平等的，作为政治范畴的专制主义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是子事父的“孝”和妻事夫的“顺”可比的，这是没有制约的权力结构的本性决





定的。这一点只要看《红楼梦》里贾元春省亲这一幕就明白了。不是她先向长辈请





安，而是祖母和父母先要跪迎她这位贵妃，这就叫做“未叙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





礼”。因此，在皇帝被推翻以后的一百多年里，老百姓对人主的“忠”，作为一种





意识形态，仍然长存不衰，而且变本加厉。我是清朝覆亡十二年以后才出生的，然





而我记得在小学读书的时候还学过一首歌，虽然连调子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有一句





“把生命交托给总理”却还记得很清楚。总理指的是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他都已





死了，而他的在天之灵却还要管治著中国的芸芸众生。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学过一





首歌，头几句就是“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歌颂的是既非





国家元首，又非政府首脑，可是却在实际上统治著中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至于以后高唱《东方红》，歌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怕一直





到今天还可以说是无人不晓。











　　说专制主义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还决不是仅指这些形式，而是指它的实际影响。





虽然可以同意多数世人的见解，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种宗教的文化，必须看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文化。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主义，译成洋文就





是totalism，autocracy ，tyranny ，authoritarianism，despotism ，





totalitarianism ，absolutism ……这些辞程度有强弱，范围有大小，但是基本





意义不多，而中国的专制主义，因为时代的不同，内容也多少有些变化，但是大体





上不多。它完全控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尤其是支配了中国政





教礼俗。它实际上就是历来所说的名教、礼教、礼法。我现在特别拈出“政俗”这





四个字，以为可以说得更全面、更明白些。凡是能决定支配一个国家、一社会的政





教礼俗的，就是意识形态。











　　非常特殊的是：就专制主义之作为意识形态而论，不论是中国文化的大传还是





小传统，也不论大小传统怎样划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个多





世纪以前，被正统的清朝与儒家视为异端的“太平天国革命”，实行的“万事爷哥





朕作主”，“敬主方是真敬天。，”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那一套。





其他的武林、黑道…”就不用提了。中国人之接受专制主义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





度。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共元老李维汉在1980年5 月24日特意求见邓小平，向





他提出，所以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是因为中国的封建遗毒太深。因此建议邓





小平“补上肃清封建遗毒这一课”。邓小平完全同意李维汉的意见，并在6 月27日





指示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报告时，特别提出











　　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馀影响”。可见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





的恶梦的中共元老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毒害是有共识的。他们之所谓封建主义就是





我所说的专制主义。不过所谓“肃清”的工作后来也并没有坚持下去，而是不了了





之。其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专制主义的传统太深，深到不易认识清楚，深





到不能真的触动的程度。附带说一句，本来也可以以别的概念来总结中国的文化传





统，如由范文澜发明而后来得到顾准赞同的“史官文化”，又如中国人自古以来各





派各家部标榜的“道”，或者宋以后的“理”，甚至“天人合一”、实用理性、忧





患意识、乐感文化……等等。但是认真研究一下，这些概念实在都是过分抽象，因





而暖昧不清；或者信口开合；言人人殊（中国人的“道”不知有多少种说法，甚至





一个人都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真是“子之所谓道非吾之所谓道也”，只有“专





制主义”这一概念才能满足“文化传统”的定义各方面的要求。两千多年来中国文





化的主流正脉正是一种政治的文化，权力的文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











　　“意识形态”一词，据《汉语大辞典》的解释：“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





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





德等思想观点。”这个解释大概受到日本人的影响。事实上，“意识形态”这个词





也正是日本人藉与中国人共用的汉文，对西文ideology的翻译，其实不但文理欠通，





意思也不确切。据英国的牛津字典，ideology的解释是：





Asystemofideasandideals，especially onewhichforms the 





basisofeconomicorpolitical theory andpolicy。照美国的韦伯斯特字典的解释





是：Asystematicbodyofconceptsespecialy about human life or culture。另一





个解释是：The integrated assertions ，theories and aims that constitute 





a socialpolitical program。三者大意差不多。如果用中文简单地横述，就是一





整套关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教条和理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恰好符合这个解





释。











　　在上述列举的西文与中文专制主义对应的词中，我的朋友，去年逝世的芝加哥





大学教授邹谠最爱用的是第一个词totalism，他译之为“全能主义。，因为皇帝老





子什么都要管，实际上也就是”权力通吃“。藉此，也可以更清楚地明白专制主义





的涵义。不要忘了，不过几十年以前，全国各地，不分东西南北，普通人家的堂屋





正中，还都是供著”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的。











　　海外华人学者有把ideology按声音译成“意底牢结”或“义谛牢结”的，倒也





尚能传神达意。它真是牢牢地固结在一起，不用极大的力量，不经过长期的冲激，





不经过内部的腐烂，确实是攻不破的。所以，意识形态很近似于中国古人所谓“道





统”。为了与之相区别，又因为近代的西化了的中国人好谈“理论”，我主张译为





“理统”。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就以译作《德意志理统》为好。











　　所谓专制主义，只是用一个名词来说。它也可以一分为二地说，那就是在上的





一方面是专制主义，而在下的一方面是奴隶主义。专制主义就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





合二而一的结构。它决定了中国的政教礼俗，也因之而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在这





方面迄今为止看得最深最透的是鲁迅，他所创造的阿Q 就是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下





中国国民性的典型。阿Q 明明是奴隶，可又老想当主子，后来又因为加入“革命”





而威风了几天，于是又大摆其主子的架子，最后还是以乱党的身份被杀了头。鲁迅





说，对中国老百姓而言，中国历史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





奴隶的时代”，实际上就是皇权趋于稳定或皇权遭到破坏的时代。这实在是一针见





血，鞭辟入里的话。    











　　◎中国专制主义的历史











　　中国专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想避开一切可能的争议，截断众流：





定为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称帝时算起。这样二千二百年的历史也已经是世界上资格





最老的了。当然别的国家在宗法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阶段，也有专





制主义的因素，但是它们持续的时间大多没有中国长。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秦始皇以





前当然也有根子，然而只有到秦始皇的集中统一，才出现了大成至上的专制主义，





以前的那一段算不算都不致影响大局。











　　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其实只是中国，不过在当时已经是世界上版图最





大、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国了），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当时他当秦王已经有二十五年了，统一中国以后，他首先就让群臣给自己上尊号为





“皇帝”。这是合远古所谓三皇五帝而言，其尊贵是从来没有的。皇帝自称日“朕”





，历来称为“民”的百姓则更名“黔”首“。他既然扫灭诸候，并吞六国，就索性





废除了有近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而改行郡县制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又分





为若干县，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统治，同时统一全国的文字与度量衡，筑驰道通





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所谓”车同轨，书同文字“，或者是所谓”混一车书“，”并





冠带之伦“。在两千年前，秦始皇的这些作为确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当时是有





其合理性的。所以唐朝的李白说：”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朝的李费则尊





之为”千古一帝“。这些都是他应得的赞畅，但是到二十世纪，秦始皇所建立的一





套制度就已经不折不扣地是落后而且反动的了，只是他的伟烈丰功却还是压在中国





人的心头，而始终不敢改弦更张，或者虽有改变而又藉尸还魂，变本加厉。











　　自秦始皇在公元前22] 年统一中国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帝国为止，





两千一百多年间的中国政治制度，除了汉初有过若干年分封诸王的反复外，基本上





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由于意识





形态的支配作用，中国经济制度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就是有名的中国停





滞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学术界受马列主义的影响，以所谓五阶段论（即





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经过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





五个阶段的理论）的影响。不断有人论证，到明朝末叶即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如





果不是受到西方侵略，中国自己也会发展出资本主义来。但是这只是一种无法证明





的假设。而据另外一些学者如傅筑夫、顾准等人的研究，则中国早在周秦即有资本





主义的萌芽，就是因为政治上的极权专制主义而始终发展不起来，一直到西方帝国





主义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以后，资奉主义才得以艰难地成长，却又因为政治制度





的束缚而始终不能顺畅地发展。我是比较相信后一种说法的。中国专制主义的理论





前面已经谈到中国专制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理论体系（我主张称之为理统）





，然则它的理论是什么呢？











　　历来作为主导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脉是儒家。唐朝的韩愈与宋朝





的朱嘉甚至制造出一个道统来，把《尚书。大禹漠》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唯一，允执撅中”说成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





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坷”的所谓“十六字





心传”，是以后又经韩愈、朱嘉传之后世的“道统”。事实上，即使不说这只是虚





妄的捏造，光把儒家看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脉，也是极其偏颇的。应该明确，





法家在缔造中国文化传统@亦即专锚主义传统的过程中，其作用决不亚于儒家。儒





法互补，儒法交融，这才构成中国专制主义的核心理论，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统，





或日理统。首先，不但秦始皇在建立大帝国的时候，就纯粹是按法家的思想统治天





下的，而且秦之所以富强，以至被六国视为“虎狼之秦”，又是秦孝公任用商鞍励





精图治一百多年的结果，商鞍当然是儒家所鄙视的法家。法家虽然刻薄寡思，但是





在两千几百年前要做到富国强兵还真是有办法。不过，秦政苛暴，二世而亡，从统





一算起享国才十五年。汉承秦制，后世又承秦汉的制度，虽不无斟酌损益，但是到





底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动。所以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也说“百





代皆行秦政制”，实在是千真万确的。虽然毛泽东自己实行专制主义，还要扬法批





儒，无非是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给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中国自己的道统作根据。





但是他明确指出法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看到大反传统的五四先贤所没有看





到的东西，在学术上倒是颇有贡献的。











　　不过，法家相信“仁义惠爱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毕竟太肃杀





了一点，施政效果也可以从秦二世而亡这一点上证明不怎么样。因此，到汉文帝的





时候，贾谊作（过秦论》就批评秦“仁义不施”；到汉武帝时，用董伸舒的建议“





罢熟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都尊崇儒学，孔子也一直被追尊追封，直到





“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而法家则自秦以后即不得其传，没有一个学统，道统亦





隐而不见。于是形成一种成见，认为儒学是中国学术的王统。其实，法家的思想早





已融化于“百代皆行”的“秦政制坤而千古不能废了。以至北宋的苏东坡部说：”





读书万卷不学律，致君泽民总无术。“”儒主礼乐而法崇刑赏“，儒家的作用不过





是替法家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为之”节文“，为之”缘饰“，使之增加一点”仁义





“，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中国都有”儒表法里“，”





内儒外法“，或”阳儒阴法“的说法，实在是不错的。事实上，汉武帝的玄孙，后





武帝十三年当皇帝的宣帝就对自己的太子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前汉书。元帝纪）所谓霸道与王道杂用，说的就是





法家与儒家并用。这一点，历代最高统治者都是十分明白的。再看一看号称尊崇儒





学的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竟因为看到孟子书申有对帝王不敬的话而勃然大怒，





差一点把他永远革出孔庙，就更加清楚了。











　　南宋的儒学领袖朱嘉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只能慨叹：（从孔子算起）千五百





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





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实际上就是承认儒家的”德





治“或”礼治“的理想始终末能实行。不过，认真说起来，法家也有理由对这千五





百年之间的治道表示不满意，因为”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的”铁面





无私“的”法治“理想（注意：此之所渭”法治识是法家反对儒家的“德治”、“





礼治”的说法，决不是建立在现代民主制度上的“法治”），也从来没有得到贯彻，





在朝廷执法的过程中，也不知有多少“拉关系，耗人清”的徊私枉法的事例，申国





的专制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在这种不儒不法，亦儒亦法的状况下延续了下来。而且儒





家也自有其严酷的一面，它与法家都尊崇绝对皇权。即以上面所说的自以为中兴儒





学，传承道统的韩愈而言，他在著名的《原道》中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





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





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一个“诛”字，实在是够鲜血淋淋、





杀气腾腾的。就是这个韩愈，硬是替两干多年菏的周文王做了一首向当时的最高统





治者殷纺王认罪效忠的《菱里操况说什么“臣罪当诛今天王圣明”，作为忠君的最





高典范，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这原本应该是十分可耻的一句话，倒成为于年来申





国人的最高道德准则。不过，锯我的同学唐振常教授的考证，韩愈此话“是微词，





是反语，是渍极的咒骂”。但是我本来并不知道这些，倒确实是靠了这两句话发扬





自己的奴性即阿Q 佳，才渡过了被划为右派后思想上极其艰难的最初两年。我确细





还有不少与我抱同样心理的人。我们都可以说是以亲身的经验验证了专制主义主宰





中国人灵魂的实际的。











　　中国人总是把佛教融人中国文化评价得非常高，以为中国文化特别富有包容性，





殊不知释氏与道家所谓“二氏之学”虽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有相当大的





影响，对儒学的精致化与形而上学化有所推动，但是对中国整个社会的政教礼俗来





说，与儒家和法家的主流作用是无法相比的。印度人欣赏的“佛法平等”，硬是被





中国的专制主义挤得无影无踪（当然也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不平等远不如印度的种性





制度严酷）。倒是佛教给中国引入了印度的地狱与西天极乐世界的信仰，对中国人





相信因果报应的心理有极大的影响，而且还带动了所谓“中国真正的本土宗教道教”





的发展，又从而带动了一大批“邪教”从白莲教到义和团“…的发展。这些在中国





历史上对人民的实际生活也起过不小的作用，但是始终取代不了儒法交用、政教合





一的五统地位。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世界上许多国家、许多民族都曾有过专制主义





的历史，若不是如此，洋文里怎么会有上面举出来的那么多名词呢？要比较各自的





特点，非学贯中西不可，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学力，但是笼而统之，对中国的专制主





义也勉强可以说出一些特点来。











　　第一是资格特别老。从秦始皇称帝算起，专制主义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





这个历史比起世界上的大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已经长得多了。











　　第二是儒家虽然未必能如康有为、陈焕章以及今天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就是一





种宗教，但是它确实具有某种神学的品格。本来从孔孟起，儒学就把天或道与人事





相联系，特别是从董仲舒开始，把皇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概念天或者道具体





地联系起来，形成一套颇为完整而又精微舆妙的理论，使皇权具有神圣的意味。从





来皇帝的尊号中都有“奉天承运”、“继天立极”这样的字样。明明是流氓地痞、





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发迹的人，只要一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戴上这样神圣的光环。





我了解外国的情况很少，只知道在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的国家中，王权或皇权部要





受到上帝或安拉或者他们的仆人教会的制约，基督教国家的国王或皇帝登位后还要





由教会来加冕。中国的皇帝则是直接通于天的，他是唯一的“天子”，是天在人世





间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当然的圣人，一切都由他作主。藉外来的术语来说，中





国实行的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其实，因为中国的政与教由于儒法两家都有





“君师合一”的传统，历来就分不清楚，所以也许还不如说“政教混一”更为确切。





第三个特点就是把专制主义人情化，也就是有名的“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





三纲六纪本来就是从家人父子的亲情出发的。所谓“孝弟其仁之本欤。，再转到忠





君上，所谓”途之事父，远之事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再转到天的头上，





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循





环纠结怎么样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网，而最后落实到皇帝的绝对专制上。











　　在外国的专制主义下，老百姓都称为“臣民”（subject ），现在有的学者也





把这套到中国人身上，说中国人只有臣民心态而没有公民意识，中国的出路就在让





臣民社会演化为公民社会。其实说中国老百姓是“臣民”还是不够确切，中国老百





姓的实际地位是无法翻译成洋文的“子民”。历来说“天子抚育万民”，皇帝是上





天的儿子，又是百姓的严父，百姓对皇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又比外国的臣民对君主的





依附更深一层。











　　这一传统之深可以从前几年还唱彻神州大地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还有“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的歌声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被打成右派或三反分子甚





至反革命分子以后，一面表示服罪，一面在内心对自己说：”被党打了，就跟被爹





娘打；还能怎么样呢？这些话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那样就是不服罪，就是继续反





党。等到平反以后把这些思想公开出来，却又居然被认为是“政治觉悟真高”的标





志。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人并没有“公民”的觉悟，只有“子民”的顺从。











　　第四个特点是“大一统”。《春秋公羊传》固然有大一统的说法，认为周天子





应当做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但是只有到秦始皇才在事实上做到，以后就成





为定制。虽然中国的历史上分分合合，正如《三国演义》上说的“合久必分，分久





必合”，但是毕竟是合多分少。即使是分的时候，其中一个比较强的国家也总是要





处心积虑，力争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巨”。而中国实际





上是一个封闭或半封闭的国家，地处亚洲的东方，至少从秦起就是世界第一大国，





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又老早就是世界第一大民族。所以中国虽然一再被北方来的





游牧民族所徵服，丽他们又都不得不“师汉法”，也就是学习汉民族的文化以统治





汉民族，金元之际为一代儒宗的元遗山甚至还夥同别人请蒙古的忽必烈为“儒教大





宗师”呢！











　　第五个特点就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这也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立





郡县而形成的。中国历史上屡次受到外族的人侵。但是任何文化较低的北方游牧民





族都不能改变而只得接受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事实上，古代西方的罗马帝国，也





是因为北方蛮族的入侵而灭亡的，这些蛮族的文化也远低于罗马帝国，他们也不得





不被罗马的文化所同化，但是他们不是化于罗马的政治制度而是化于罗马人信奉的





基督教。结果是成立了许多分立的封建小国。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戴神圣罗马帝国的





皇帝为共主，但是第一，这只是一部分国家；第二，罗马皇帝的统治是松松垮垮的。





因此，据后人研究，欧洲的封建国家倒是比较容易产生民主主义的。中国则不然，





自秦始皇以后，地方行政长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层层节制，最高权力中在“执长





策以御天下”的皇帝一身，统治力量要强得多，严密得多。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如此，





民主思想根奉没有产生的空间。直到现在，“父母官”三个字，还是挂在人们嘴上，





压在人们心头。这些所谓“亲民之官”固然也有好人，但是往往是更加专横，更加





残暴，到今日而尤甚。











　　中国专制主义的第六个特点，也是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就是思想统制





或日愚民政策，其实它本来就是政治上的大一统必有的一个组成部分。“自是而相





非，自贵而相贱”，本是人性中固有的阴暗面，因此现代民主制度首先必须保障人





民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以相互宽容作为民主的第一要义，而申国的文化传统





则反之。且不说秦始皇以前的孔子即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就有“息邪





说，放淫词”的话，至少那时还容许“百家争鸣”，虽然争鸣的内容一概都是“人





君南面之术”。秦始皇是完全靠法家的理论立国的。他称帝以后，除了统一文字、





统一度量衡以外，还播百家“以愚黔首”；“以吏为师”以统一思想，终于达到“





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w 的程度。以后，法家之治渐渐儒化，情况当然





要好一点，但是总的来说仍然是实行的”舆论一律“，到后来更发明了开科取士的





方法，又浸假而发明了八股制艺。天下士子都得”为圣人立言“，”非圣人之言不





敢言“。至于以言获罪，以文字贾祸的则代不绝书，而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





化大革命申的”全面专政“达到顶峰。











　　由于以上的六个特点而有了第七个特点，即中国专制主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这一点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明白的事实。请看1911年10月10日辛亥起义推翻帝制，中





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以后，人们本来满以为专制已经结束，民主马上可以实现





了，殊不知不过三年（I9I5年）就发生了袁世凯称帝的活剧，虽然他只做了八十三





天的皇帝就下台而且病死了，但是次年（I917年）X 发生了张勋拥戴博仪复辟的短





命闹剧。以后经过十年的军阀混战，好容易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了申





国，但是不久就暴露出其法西斯独裁的本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果却





迎来了1957年到@976年的二十年极左路线，毛泽东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中国人民一百几十年的维新、革命并没有改变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的奉质，只是革





掉了一个皇帝。反观同在亚洲的日本，照说也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而且它的天





皇据说还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的子孙，实际上则是京都由“将军”主政，各地





由@J大名“统治的封建国家。自从1854年被美国海军打开国门以后，经过所谓的”





尊王攘夷“到”大政奉还“，到1868年不过十几年的功夫就实行了明治维新，正式





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日本的民主是很不成熟的，后来军部专权，实行侵略政





策，又败于同盟国之手，又在美国的占领下重订宪法，实行了第二次开国。到目前





的世纪之交，在信息时代的大形势的压力下，日本又在酝酿”第三次开国“了。可





以预计，日本将进一步民主化，人民将得到更多的自由。











　　同日本对比起来，中国停滞的主要原因只能归咎于我们的文化积淀太厚，











　　◎中国专制主义的支持力量











　　在中国，专制主义还受到许多强大的思潮以至现实力量的支持。计划经济是对





专制主义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基础。这点应该是自明之理了。用





最简单明白的话讲，就是计划经济只有一个老板，即国家。没有国家的恩赐，任何





人都不可能有饭票。所以现在有人质疑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人普遍地软弱、奴性，





没人格以至无耻，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深责的，因为任何人敢不服从，就得面临没有





饭吃，也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求生的本能又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这番道理在中





国改行市场经济以后渐渐地有人懂得了，但是中国迄今今还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甚





至拒绝仟悔，这才是中国的耻辱。











　　专制主义还容易受到十九世纪以来因为遭到外国侵略而义愤填鹰的中国人的民





族主义的支持。证好一百年前如狂艘突起的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就是最能说





明问题的例子。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反专制的启蒙运动，不过它确实是以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此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开头。以后的几十年有





“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也并非无稽之谈。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





引到外国头上去，它就可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至加强自己的统治。





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只要能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可以取得政权。一句“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立刻可以使听众百脉债张，满座若狂。中国人民历





来是讲究“夷夏之辨”的，可又是历来不讲究专制与民主的区别的。他们对爱国还





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











　　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又一个强大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个人





主义”的观念，就同根本没有“自由”与“人权”的观念一样。虽然战国时候有个





“杨朱为我”，但是其思想从未发育成一种有效的政治、伦理思想，而且很快就被





孟子挖他同墨子一起斥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骂倒了。“大公无私”，“为





集体而牺牲个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好像谁都认为是





高尚的道德行为。“识大体，顾大局”更是被认为是高贵的情操，然而就在这种情





操之中，人都变成了奴隶。上面所说的风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决定摆脱人民公社





的严酷束缚，自己谋一条生路而按血手印决定分田单干的时候，他们是自觉地在“





犯罪”。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开辟的道路给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成绩，而中国





的知识分子居然还没有人把他们的行为所代表的理性的力量作出像样的总结。











　　当然，中国的专制主义也受到中国的传统哲学的支持。这样说有点像同语反复，





似乎并无多少新意。所以值得一提，只是因为中国专制主义不但是由上面说过的那





些法家的和儒家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如董仲舒、韩愈、朱嘉、曾国藩所提倡，甚至





至铸造的，它还受到其他各派的思想家，如阴陌家和截纬学的附和，也受到道家或





释氏的消极的支持。现在是有人从老庄禅宗中间发现了所谓“消极的自由”，即使





此言属实，他们反正是到现在都没有发展成为足以与专制主义对立或者足以消解专





制主义的积极的自由。甚至近百年来被认为代表下层人民利益、许多老共产党员（





包括少年时的我）所推崇的墨家，也一样是十足的专制主义者，主张“天子之所是，





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一部中国哲学史或者中





国思想史怎么样也脱不了专制主义统治一切的模式。五是因为这个缘故，事情才会





如鲁迅所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申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





色。”“民主”一辞，明明是外来的，到了申国，便成了“为民作主”；“法治”





一辞在今天的申国，也明明是ruleoflaw 的翻译，但是没过多久，便成了“依法治





国”，变成rulebylaw 了。申国的意识形态的惰性或日，贯性简直是攻无不克、战





无不胜。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皇权主义对中国专制主义的历史、理论、特点讨论





了一番之后，应该讨论一下它同封建主义、皇权主义的关系。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因为受马列主义的强力影响，中国人一直把秦始皇以后到





鸦片战争为止的两千年历史称之为封建主义阶段；把I840年到I949年（因为外国帝





国主义的人侵以及本国资本主义的生长）称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其实这是





很大的误解，是极不准确的，是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人类历史发展的“五





阶段论”推导出来的。申国自己的传统则历来都把秦始皇一统天下、分天下为三十





六郡以前称为封建时代。从社会制度上说它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主义，也就是西方





一般史学家普遍说的封建主义（feu 甜始m ）基本一致，甚至也与日本明治维新以





前各地由@<大名“统治的封建制度基本一致，而与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大不相同。





所以发生这样的误解都是因为用”五阶段论“硬套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文化专制主





义的结果。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众口一词，己经积非成是，积重难返了。流风





所及，老百姓把一切传统的东西，包括风俗习，赁，都冠之以封建的形容词，如坐





花轿、拜天地、裹小脚、烧香祭祖、求神拜佛，…¨等一概称之为封建思想、封建





迷信。五十年前有一位卫生部长甚至把中医称为”封建医“，引起上下的反对，于





是改口。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唯一得到纠正的一例。











　　照国际通例，封建主义主要指的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专制主义主要指的是一种





政治制度。所以专制主义可以发生在经济相当发达的地方，如德国与苏联，而封建





主义则无论如何是与现代社会不能相容的。











　　我的总的看法是：人类社会在过去几百万年的发展道路，或日发展模式是很不





相同的，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本来同源共祖的人类居然能分化出白人、黑人、黄人样





肤色形貌不同的人来。因此即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也很难说五种制度能够包





括一切。封建制度废除以后的中国的中古社会就是相当独特的一种，是不能硬归人





欧洲中古的封建社会一类的。到底它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有待认真深人细致的研





究。但是作为数量占人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时间长达两千年的一种模式，完全





可以而且应当自立名目。我奉来认为，最好就称之为帝国主义义，因为民国以来已





有不少学者称周朝为封建而以秦汉为帝国，但是因为与世界上已经约定俗成而且意





思另有所指的imperialism 犯重，所以只好称之为皇权主义，也可以称之为皇权专





制主义，或者绝对皇权主义。我杜撰了一个英文译名emperorism，以此来称呼中国





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以代替名实相乖的封建主义（feudalism ）。十几年来也曾





多次就教于同道诸君子，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只有一个人认为以称郡县制为好，但





是它不好翻译成外文，无法与外国交流，无法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而且不能表





示与近代国家一般都有的地方行政区划不同特点，也不能表示皇帝老子“予一人”





抚有万方的威严。想来想去就还是以皇权主义为好。请高明指教。











　　俄国虽然现在由普京起自称是一个欧洲国家，但是它的文化与社会制！度也自





有特点，因此决定了它在二十世纪走了近八十年的极权主义的道路，在此以前，它





的社会一政治制度被称为沙皇主义@C岁五sm），我以为它也是有资格与中国皇权主





义的社会一政治模式并立的。











　　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光凭全球化这个“化”字，当





然可以使世界上许多国家会有许多方面归于趋同，比如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





但是它是不是会达到全球一道同风，我还是有坏疑。既然同源共祖的人类；进化的





过程中会变得“殊方异俗”，甚至“殊形异相”，难道在将来真的会回到一个模式





里去吗？把未来的世界看成是一个大体相同，然而各民族又各有特点的和而不同“





的世界，似乎要合理一些。全人类的发展道路可以大致一样，但不会完全一样。毕





竟按生物进化的过程说，不论是全体生物，还是某一物种，都是越进化就殊异性越





大。各个民族在各个阶段，各有自己的形式是可以想象需要研究的。











　　◎中国的专制主义与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从1840年算起，也已经有一百六十年了，在物质方是有成就





的，而且可以说是成绩大大的，比如一百年前，中国人连火柴、洋袜都造不出来，





但是中国现在已属于少数几个能造两弹一星（核弹、导弹、卫星）的国家之列了。





在精神方面，也可以说有许多的收获。比如1901年底才由皇上“劝谕女子勿再缠一





足”，现在可以说已经看不到多少小脚老太太了。其他种种“解放”，也真是不胜





枚举，触目皆是。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中国人的内心，就必须承认，中国人的





政治文化变化很少。最近看到报上有青年干部说：“看看龚们现在对上级说话的态





度，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他的意思是说上下关系已经很民主了。我却很杯





疑，不一样的恐怕只是失去了中国曾经十分讲究的礼貌与规矩而趋于随便与粗野，





不变的却是首长的自以为是和下属的曲意逢迎。证据真是随处可见，只要打开电视，





翻开报纸，看看上面的新闻报道稠评论文章，都是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谭





垮。又比如，现在的社会，真可以说是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而所以能出现这种现





象，又是因为存在著广泛的以权谋私的可能性，而所以可能大规模地以权谋私又必





然是因为公权力行为缺乏公开性或透明度的结果。这恰好就是专制主义存在的明证。











　　这样的社会不但在精神上与现代社会的标准相距甚远，而且在物质上，也就是





在经济建设上，即使能取得若干进展，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持久的。经济；尤其是





现代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依靠的是个人有充分的自由，有充分的安全保障，也就是





民主和法治。饮水思源，中国二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从1978年安徵风





隅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按血手印分田单干开始的。这既说明了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何





等强烈/ 也说明了自由的价值何等伟大。要知道，这一点求自由的精神是从当年几





乎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小岗村到当今世界上最富裕、最先进的硅谷是完全贯





通的。1925 年，鲁迅在回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劝中国人“





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话在当时倒还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现在则成了鲁迅





的一大罪状。我自己对中国书是读得不算多的，但是对外国书读得更少，对鲁迅的





回答既没有反对过，也没有深究过。一直到近两年，我才渐渐悟到专制主义、奴隶





主义的气息几乎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一接触就会受感染而不自





觉，我自己即是中毒甚深的人。鲁迅的话固然是愤激的话，然而却是一个只有对个





人自由与个性解放有深刻觉悟的人才说得出来的话。当代中国人对鲁迅的垢病，只





能说明中国人的总体觉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去了，这真是可悲的事。











　　◎中国现代化的前瞻











　　我曾经相信过鲁迅的话，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我也





曾服府过陈寅格的话，认为中国今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经过近几年的观察与思





考，我现在认为，所谓“固有之血脉”或者“本民族之地位”必须分清是传统文化





还是文化传统。如果是前者，可继承发扬的当然是极多的；如果是指后者，那末，





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继承作为顽固的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是只能否定，





谈不上继承的。











　　只要拔除了专制主义这个毒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不受意识形态污染的广大





部分，从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可以而且应该继承发扬，即使是儒家与法的学说，





也都有应该继承的因素。比如儒家的“民本主义”固然不等于民主主义，但它并不





难转化出民主主义来。古人的许多嘉言酪行都应当成为中国未来的民主主义的源头。





我曾说过：“孔颜孟□、程朱陆王的思想，只有在中国彻底清除了专制主义之后，





才能大放光彩。正像基督教只有在革掉了教会与教皇的专横腐败以后发畅光大一样。





”即使是法家，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也可以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相接轨。不过要注意，说“王子犯法”，而不说“皇帝犯法”，就表示统治者是高





居于法律之上的，因此还不是现代的法治而只是专制主义者的法制要警惕。最近在





报上看到有人主张加强德治。我完全赞成这个意见，不过要指出，认真的德治只有





在完全的法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挥好作用，否则难免不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孔





子的一些话，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还有孟子的；“虽千万人，





吾往矣”，简直可以说完全与现代的个人主义相通。同样孟子给大丈夫“下的定义，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不但在历史上已为十所取法，在明天





还可以为更多的人取法。更不用说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





已经被世界公认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了。这些都是必须放到中国未来的公





民教科书里去的内容。











　　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的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





前一条如果机缘凑巧也许可以速成。后一条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过程，要急





也是急不得的。











　　要有一批人长期潜下心来做认真细致的启蒙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变中国人现有





的“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现在大家都说中国人的素质低，其实所谓素质低，





就是缺乏公民意识。要提高人民的素质只有大规模地、长时期地，扎扎实实地、认





认真真地进行这几十年社会上、学校里根本不存在、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公民教育。











　　中国为什么要现代化？现在在多数人心目中，现代化只有物质的标准，只是几





十年前乡下人对城里人的观念“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延长与放大。殊不知中国





人所以要现代化根本上是为了要做现代化的人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 人。一百





多年前，严复在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成为第一个看出中国的病根在人的不自由。





以后，他又成为第一个把西方关于“自由”的学说介绍进中国的人。但他在翻译穆





勒的《论自由》一书的时候，竟因为担心“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谁、无忌惮，诸





劣义”，而费尽心思改译为《群己权界论》。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心情，继承他的遗





志，做好启蒙工作。个人与他人的权利如何划分，如何划定界限，确实是公民教育





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还不是全部内容。在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下培育出来的顺民与





刁民还必须分清个人的权利与国家的权力的范围，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东西。可以





说，凡是应该归人公民教育的内容，几乎没有一条是不重要的。











　　要注意，上面所说的两条道路有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说要民主化必须有合格





的公民；一方面又说没有合格的公民就不能民主化，两者顶牛。实际的解决办法是：





只有先实行制度的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











　　我是I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少从大学毕业的，毕业后不久就到战时首部重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工作。正好赶上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我当然没





有资格躬逢其盛，但也算得是一个就近的观察者。当时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国民





党要把持政权，并且以政府的名义要解散或者收编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则主张成





立联合政府，要国民党开放政权，开放民主。其中有一个到今天看起来还特别有意





思的论点是：国民党认为中国人民的素质太低，实行不了民主；而共产党的反论则





是，要学会游泳只有跳到水里去才能学会，不实行民主，人民的素质永远不会提高。





奇妙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国民党的沦点现在成了共产党的论点，而大批的知识分





子，从当年的国民党人和宽外人士到今天的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虽然身份变了一





个个儿，但是沦点却完全一致，都是认为中国人素质太低，短期内不能实行民主。





这个观点是康梁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癌疾，中国要有前途，必须打破这个只





能引人走入死胡同而且永远转不出来的论点，历史是人干出来的，不是抠书丰，讲





死道理抠出来的。当然，如果机缘凑巧中国能够迅速民主化了，可以预言那个民主





大概也是很不如人意的民主。然而我们只能以此为起点，认认真真地进行公民教育，





既是大刀阔斧地也是一点一滴地剔除中国人灵魂里的专制主义的毒素，使中国的民





主逐步健全起来，正规起来，再在大体上实现了民主，亦即人民已取得了基本自由





的条件下，完成完全的法治。中国的志士仁人只有以此为目标，有努力奋斗几十年





的思想准备来建设中国的民主。











　　人类的文明史证明：所有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莫不以保护人民的自由与





公民权利为第一任务。历史也已经证明：只有人民最自由的国家才能成为最稳定、





最繁荣、最强盛的国家。











　　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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